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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
———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

陈　来

摘　要: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学的视野,可以清

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承”.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诠释与应用实践”,达致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目的,使中国文化在保持认同

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

化的发展中使文化的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

而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训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

开放,把文本的思想与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

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单一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
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

关键词:冯友兰;传统文化;传承;抽象意义;具体意义;文本;诠释学

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文化上强调适应新社会的新道德.２０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以革命为中心,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方针虽然形式上讲批判地继承,但在道德

文化领域实际上是以革命、批判、否定为主.在这种处境中,冯友兰之思想文化所关注的重点,便不

能不转向论证传统文化继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提出的一些论题闪耀着反抗教条主义、维护中华

文化的思想光芒,在当时的时代状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８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友兰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

问题»,这篇文章是根据他的一次讲演修改而成的① ,文章中的主要观点被称之为“抽象继承法”.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将这篇文章作了摘要,我们首先跟随这个摘要作一些分析,以完整地

了解他的主张和思想.自序的摘要如下:

　　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研究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得太多了一些.
否定得多了,可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②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１９５６年中共“八大”以后,至１９５７年夏“反右”开始,经过建国后七年的建设,

　

作者简介: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２０１５MZD０１２)的阶

段性成果.

①　冯友兰在文末注明,“这篇稿子是根据卢育三、朱传棨两位同志所记的我的一个讲演修改成的”.

②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１卷,长春:长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６页.



各个领域面目一新,毛泽东与执政党因此有了充分自信,故而提出“双百”方针,以求促进文化的繁荣

与发展①.在此背景下,１９５７年初,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哲学学者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出对

解放以来在日丹诺夫和苏联研究范式影响下,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出现的种种问题,须加以反思.冯

友兰则把这种反思集中在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上②.问题的核心是,在日丹诺夫范式下,我们对古代

哲学基本上是持否定性态度,很难谈得上继承,因此应该加以改变.然而,怎样改变呢?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哲学命题,差不多完全

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才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

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时,我们

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

接关系的.但是它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③

冯友兰认为,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继承,主要是对哲学命题的继承,因此如何分析哲学命题便成为这篇

文章的焦点.要解决古代哲学的继承问题,就必须解决哲学命题的分析方法.他提出,一切哲学命

题都有双重意义,即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马克思主义或苏联的研究方法注重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
如提出这些命题的社会阶级基础等,但这样的方法不能解决古代遗产的继承问题.应该承认,冯友

兰的这个看法,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他主张应该注意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这样才可能解决继承的

问题.这是此文最主要的论点.

　　什么是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呢? 比如:«论语»中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

这句话的具体意义看,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

于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

话的抽象意义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地、经常地温习和实习,
这就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可是,也

不是所有命题都有这两方面的意义.有的话只有具体意义,抽象意义不多.如«论语»说:“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人把朋作“凤”字解,如果这样,它的抽象意义就不多了.④

他主张,要区分哲学命题的意义,他所说的一个命题的具体意义,应该是指提出这一命题的哲学家在

提出这一命题时其观念的具体所指.因为哲学命题的意义就是其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一定是一般的

(或抽象的),而不可能是具体的,但哲学家在说出这个命题时他的所指可以有具体性.如“学”在文

字的意义上就是普遍的、一般的,但孔子当时所说的学是指六艺之学,是具体的.所以一个命题往往

确实有双重意义.冯友兰认为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不能继承,继承的是其抽象意义.

　　也许,有些命题的抽象意义,是后人加上去的.可是有些命题的抽象意义,确是本来有的.
近来我们作了些把古代经典著作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工作.在翻译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如果

只注意到一些命题的具体意义,翻出来就不正确.如«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个

“天下”应该怎样翻译呢? 有人说应该译作“中国”.西方汉学家翻译中国经典的时候,多把天下

６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年５月他又说:“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１９５６年５月２６日陆定一向知识界作题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提出“在人民内部,不但有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由,也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对我国文化遗产中的有

益成分,有粗心大意一笔抹煞的倾向.这是当前主要的倾向”.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１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略论“百家争鸣”»也指

出了这一点:“在学术问题上,在科学研究中,如果有人不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达到了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的结论,他仍然可

以有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参见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１９５７:１９５７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５０７页.
有关１９５７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可参看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１９５７:１９５７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７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７页.



翻成帝国,这是不对的.因为,先秦所谓中国是指中原,而天下则还包括“蛮貊”.如果把天下翻

译成中国,也应该把天下为公译为今日之中国为公或帝国为公,这与原来的意思不完全相合.
因为,就那个时候的人对于地理的知识说,他们的所谓天下,其范围不过是今日的中国,但是他

们作这个命题时,他们的意义并不限于今日的中国.上面的翻译,都只注意到这个命题的具体

意义.这个命题是有这个意义,可是它不止于此,它还有抽象意义.从抽象意义看,古人以为凡

“天”以下的地方,都可以称为天下.«中庸»所说的“天之所复,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
就是天下这个名词的涵义.将来,如果发现别的星球上有人,并和地球上的人有交往,它上面的

地方,虽不是地之所载,但天下的抽象意义仍然也可以包括它.这样意义的天下为公我们就要

继承下来.①

冯友兰这里主要讲了“天下”的翻译问题,没有讲整个命题的意义.今天来看,“天下为公”的命题,其
字面的直接意义指天下是天下人共有之天下,其思想意义则在后世的理解中不断得到丰富.“天下

为公”一段在«礼运»篇中是对上古社会的一种理想化的描绘,体现了古代儒家关于“大同社会”的构

想,即认为大同社会是“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一切为公而不为己;政权传贤

不传子,用人选能不任亲,孝慈既行于家,亦推广于社会.古代的天下观和大同社会理想,以及公而

无私的价值观,为后世儒家所传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并成为近代中国人推翻君主制、
追求共和、向往理想社会的重要理念基础,这些是应该继承的.

　　我们现在还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分别一个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这个讲法,是

否很特殊呢? 其实并不特殊,许多哲学家向来都是这样做的.以研究黑格尔为例.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都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有合理的内核,这就是他的辩证法思想.大家知道,黑格尔是个

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与他的唯心主义密切联系着的.他讲的发展,就是那个绝对观

念的发展,由不自觉经过外在化而自觉,由为自到为他.这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认为他的

辩证法是合理内核,就是取其发展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取其具体意义,就是说,取其发展而不取

其绝对观念.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黑格尔的方法

与其体系有矛盾,这也是就其方法的抽象意义说的,如就其具体意义说,并无矛盾.马克思说黑

格尔是头脚倒置的,要把它扶正过来.这也就是要注意黑格尔的许多命题的抽象意义,不然是

不能扶正的.②

冯友兰认为,分别抽象和具体,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分析哲学史的一贯方法,如他们都强调马克

思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但具体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精神观念的辩证法,马克思则剥离

了黑格尔体系中与精神观念联结一体的辩证法,吸取了作为方法的辩证法.在冯友兰看来这也是在

抽象的意义上吸取的.换言之,在他看来,哲学史上一切思想家对前人思想的吸取都包含着在抽象

意义上的继承,马克思也不例外.他要用马克思的例子来加强他的观点的说服力.

　　因此我们说,把过去哲学中的一些命题从两方面讲,分别其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许多哲

学史家本来就是如此做的,不过我们现在要自觉地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可以看出哲学史中

可以继承的思想还是很不少的.当然,假使过重于在抽象意义方面看,可继承的东西又太多了,
甚至连君君、臣臣也有人看做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这是不对的.如果过重于在具体意义方面看,
那么可继承的东西就很少了.必须两方面都加以适当的注意,适当的照顾.这样,我们就可以

对古代哲学思想有全面的了解.③

的确,历史上的哲学史家,可以说本来就是、一直就主要是在抽象意义上去吸取、继承以往哲学命题

７从道德的“抽象的继承”转向“创造的继承”———兼论诠释学视野中的文化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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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７页.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８页.



的.因此,这种区别两种意义的方法,抽象继承的方法,本来就是历史上一切文化传承的方法、途径,
并不是冯友兰个人的发明.而他所说的过重于在具体意义上看,就是指强调用阶级或阶级斗争的眼

光去看.他所说的命题的两种意义,其实主要就是针对那些被阶级分析方法所否定的命题和思想,
而并不是一切哲学命题.因为有些命题可能只有一种意义,如“人非生而知之者”.

　　上面的论证归结到另一个问题.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我们若专注重于其抽象意义,
它是不是对一切阶级都有用呢? 要是这样,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思想,是不是就不是上层建筑

呢? 庄子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庄子胠箧»篇中说:“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
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此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

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当时的统治阶级看,跖是一个大

盗;在农民看来,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论.专就庄子这一段话讲,他的意思

就是把仁义道德看成像刀枪等武器一样,谁都可以用,仁义道德可以为统治阶级服务,也可以为

反抗阶级服务.他认为仁义道德就是一种组织力量,谁想组织起来,谁就用它,不用不行.谁用

它,它就为谁服务.«庄子»的这段话,可以作为一个例,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

的成分.这个问题,我大胆地提出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①

最后这一段是讲,承认抽象意义是不是使得有些哲学命题可以成为为一切阶级所利用、服务的工具?
冯友兰认为确实是这样.他认为,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是没有阶级性的,或超阶级的,阶级性属于具

体意义,可以想见,在当时确认这一点,还是需要理论勇气的②.
可以认为以上的摘要是他自己认可的这篇文章的主要与核心部分.在摘录之后他说:“这篇文

章的内容,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当,但是其基本的主张,我现

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③那么,哪些提法他后来觉得不很妥当呢? 可以成立的基本主张是何所指

呢? 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二、道德遗产的继承内容

由于这篇文章所说的继承问题,是整个中国哲学的问题,而不仅仅是道德继承的问题,所以冯友

兰«三松堂自序»的摘要中没有特别包括道德继承的部分,而本文的主题是要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道

德思想.为此,我们把这篇文章有关道德继承的部分也引用如下:

　　孔子所说的“爱人”也有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孔子所说的“爱人”是有范围

的.儒家主张亲亲,认为人们因为血缘关系而有亲疏的不同,爱人是有差等的.这是就孔

子底这句话的具体意义说.就其抽象意义说,孔子所谓“人”既然与现在所谓“人”底意义差不

多,他所谓“爱人”,也不是没有现在所谓“爱人”底意思.从抽象意义看,“节用而爱人”,到现在

还是正确的,是有用的,可以继承下来.我们现在不是也主张勤俭办社,关心群众吗? 孔子所说

“为仁之方”即实行“仁”底方法为“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过去我

们说孔子这样讲有麻痹人民、缓和阶级斗争底意义.从具体意义看,可能有这样的意义.但从

抽象意义方面看,也是一种很好的待人接物底方法,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用.④

儒家讲“仁者爱人”,主张仁的思想内涵就是“爱人”,这里的“人”在命题形式上就是与“物”(动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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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文集»第１卷,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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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框框束缚中摆脱出来,恢复哲学研究的本来面目,是完全应该肯定的.”见赵修义、张翼星等编:«守道１９５７:１９５７年中国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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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物质存在)相对的“人”,而不是像阶级斗争论流行时期所解释的是专指贵族.更重要的是我们如

何积极地去运用古代思想资料,即使有些命题在古代没有现代所需要的意义,也无碍于我们扩展其

意义,赋予其时代的意义,如“节用而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然不是处理阶级斗争和阶级

关系的方法,但可以是处理一般人与人的关系的方法,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仍然适用.冯友兰

在大力突出阶级斗争的时代,努力肯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意义,实属难能可贵.

　　还有一点应该注意.在中国哲学史底丰富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讲修养方法与待人处世

底方法.这些思想按其具体意义说,都是封建社会底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但按其抽象

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命

题若从其具体意义上说,就要注意“之”字所代表的是什么.若从其抽象的意义上说,不管“之”
字代表什么,作为我们的为学方法,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是可以继承的.朱熹把这几句话作为白

鹿洞书院学规底一部分,称为“为学之序”.就其抽象的意义说,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为学之序”.
在白鹿洞书院底学规中,还有一条是“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这是“修身之要”.
这一条底抽象意义,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说话行动要老老实实,不闹情绪,接受批评”,这还是很

好的“修身之要”.另外还有读书底方法.朱熹曾说过读书要“循序而渐进,致一而不懈,从容乎

句读文义之间,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就其抽象意义说,这也是很好的.①

这部分论及的修养方法和处事准则与道德文化更有直接关系.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

过,不仅是修身方法,也是德性养成的方法.至于朱熹讲的读书法,更不能把它只看成读封建主义之

书的方法,而否认其对读书的一般指导意义.总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把一切古代文化看作封建文化,
看成封建地主阶级的文化,执著于古代文化的具体的阶级性,确实在继承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而冯友兰的继承方法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而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左”的思潮和教条主义的主宰,
加上他的提法很容易被别人与他自己的新理学体系联系起来,所以在当时必然要遭到批判.

以上是冯友兰此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和部分.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哲学的陈述或命题,以“学而时

习之”为例,作者产生它时,本身就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但一个即使是具体的观念,见诸文字(或语

言),即获得了一般的形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作者写作时表达的可能是其在某时某地针

对某一特定对象而发的相思情感,是具体的,但一旦表达在带有一般意义的文字形式上,这文字形式

便已经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普遍形式和共相,后人读此诗句时,或运用此诗句时,便可在其普遍形式

所允许的范围内,体验、赋予或表现与原作者不全相同的具体情感.其他文本的理解或诠释也都如

此.文化实践历来如此,文化的传承从来都是对作品在其形式边界之内的一般意义的传承.除非研

究李白个人生活史,才会关注这一句诗的具体意义,这是与文化传承、继承所面对的问题完全不同

的.如果历史上的作者表达的本来就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陈述,如“读书要循序渐进”,则后人当然

也就完全从普遍意义上去加以理解了.因此,如果一个陈述或命题在产生时是一个具体的共相,而
在文化传承中,其“具体”的一面便被模糊化,人们真正关注、发挥的是其“共相”的一面.文化的实践

就是尽力扩展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可能意义,来实现人对文字形式运用的能动性.

１９８２年冯友兰在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名誉学位时的答词中说:

　　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

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五十年代中期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一时讨论得很热烈.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简单地宣布:过去的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而毫无继承的价

值.现在应当不管过去,只当它并不存在.现在应当从零开始,一切都要重新建立.这种观点

显然在理论上过分简单化,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过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任何主观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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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无法抹杀它.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现在是过去的继续和发展.①

这是在那场讨论二十五年之后作者首次表达的态度,而在此后不久的«三松堂自序»中,更完整地表

达了其晚年的立场.

三、对“继承”的理论分析

１９５７年５月,冯友兰又写了«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文章说:“«光明日报»１９５７年１
月８日登载了我的«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底一篇文章.在我那篇文章里有许多地方讲得

不够全面;对于有些问题底提法,也不恰当.关于这个论点底有些方面,我当时实在也没有想得很清

楚.几番的讨论,给我很大的启发.现在我觉得我底基本论点,倒是更明确了.这大概就是辩

证的发展底一个例证吧!”②在这篇文章中,冯友兰首先谈了继承的问题:“所谓继承,包括三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继承,就是关于继承底意义底问题;第二,怎样继承,就是关于继承底方法底问题;第三,
继承什么,就是关于继承底内容与选择标准底问题.关于第一个与第三个问题,在我底那篇文章中

没有谈到.我所谈的主要的是第二个问题.在我那篇文章中,以至于在后来的座谈会中,这一点没

有交代清楚,因此引起了一些混乱.”③

关于什么是继承,冯友兰指出:“在历史发展底各阶段中,各阶级从已有的知识宝库中取来的一

部分的思想,必须加以改造,使它跟自己的需要与当时的知识水平结合起来,然后才能发生作用.”④

又说:“在历史发展底各阶段中,各阶级向已有的知识宝库中,取得一部分的思想,加以改造,使之成

为自己底思想斗争底武器,在自己的事业中,发生积极作用.这就是思想继承.在中国历史中,思想

继承,本来是这样进行的.”⑤可见,冯友兰认为“继承”必须要对所选择的古代思想加以改造,跟新的

知识水平结合,同时代的需要结合.他认为其实历史上的文化继承一直如此.那么,为什么在社会

主义时期,继承的问题遇到困难了呢? 他认为西方近代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从西方近代知识宝

库中继承的东西,都没有遇到是否要从封建时代知识宝库中继承的问题,这是个新问题,“因此中国

哲学底继承问题就成为问题”.
可见,更重要的问题还是“要不要继承”.如冯友兰所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时期,“大家强调,

古代与现在‘毫无共同之处’,好像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做起.那就无所谓继承问题.现在这种

见解已证明为错误的了.大家都承认:即使在封建社会底知识宝库中,也还有不少我们可以继承的

哲学思想.我们要把这些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改造,以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底事业服务.这

是大家都承认的”⑥.到了１９５６年,大家在理论上都已经承认中国文化的遗产,有不少可以继承的部

分,于是关键就转变为怎样继承、继承什么了.
关于怎样继承,他说:“在«光明日报»那篇文章里,我主要地是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张在研

究古代哲学底工作中,要把哲学体系中的主要命题,加以分析,找出它底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如果

有可以继承底价值,它底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继承的.在研究古代哲学底工作

中,我们如果注重其中命题底抽象意义,就可见可以继承的比较多.如果只注重其具体意义,那可以

继承的就比较少,甚至于同现在‘毫无共同之处’,简直没有什么可以继承.”⑦这就指出了阶级分析方

法导致的文化继承困境,在当时已经十分突出.问题是不能仅仅指出其困境,还要在理论上说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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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问题,这就是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的意义.
关于继承什么,他说:“近来大家都承认我们古代哲学中的优良传统,是其中的有科学性、人民性

与进步性的东西,是其中的唯物主义成分,也就是其中的有唯物主义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中国过

去的哲学中是很丰富的.我们所要继承的,首先就是这些东西,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在«光明日报»
那篇文章里,我没有提到这一点,因为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怎样继承.”①科学性、人民

性、进步性是当时党和政府提出的文化继承的标准,对此冯友兰并没有异议,其实,从今天来看,这些

标准还值得讨论,尤其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看,这三性都不能解决道德继承的问题.
１９５７年,在这个有关继承问题的讨论中,作为中共理论家的代表之一的胡绳提出了一些观点,

值得关注.“唯物主义者吸取唯心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某种思想资料,决不是很简单的,好像从旧房子

上拆下砖瓦来安到新房子上一样.”“当我们把这些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后,也不

是使它变成既非唯心又非唯物的成分,而是要给它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它和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相

结合起来.”②这与冯友兰当时对继承的理解没有冲突,冯友兰也强调继承不是现成地搬用吸取,而是

要改造,要结合.但胡绳这个提法也包含着严肃的意义,不予以回应,就不能完全解决继承问题上的

疑惑.所以冯友兰也指出:“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一块砖瓦,从旧房子上拆下来,它必然也带了些

石灰泥土之类,必须把这些旧房子底残余去掉,然后才可以安到新房子上,成为新房子底一部分.但

是毕竟要有那么一块砖瓦,然后才可以对于它进行改造.如果旧房子上的砖瓦,都是如此同旧房子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同新房子‘毫无共同之处’,那么在拆散旧房子底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像样

的东西遗留下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加以改造,使其成新房子底资料了.”③那么,在一个即使是

唯心主义的体系中,有没有一些非唯心主义的成分,或既非唯心也非唯物的成分? 我们认为肯定是

有的,如王阳明心学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的知行合一思想就是非唯心主义的,或既非唯心也非唯物

的哲学命题,是应该继承的,即可以加以改造、结合当代的实际需要而继承的.冯友兰所说的,就是

在文化资源上要承认有一些新旧时代共同需要的成分,当然在文化传承的实践中旧的成分要经过改

造使之成为适应新的需要的成分.至于胡绳所说的要给哲学思想资料以解释,这正是解释学实践题

中应有之义,而解释绝不是具体意义的解释,必然是在其一般形式层次上进行的解释.

四、晚年的分析和反省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对１９５７年提出的“抽象继承论”作出了反思,如“这篇文章的有些提

法,是不很妥当”.其实他早在«再论»中也承认“在我那篇文章里有许多地方讲得不够全面;对于有

些问题底提法,也不恰当”.那么,哪些提法他在晚年觉得是不妥当的呢?
“首先是由于‘抽象’这个词的严格的哲学意义没有先说清楚.”④他在«再论»中也承认:“一提到

抽象,有些人就会联想到形式逻辑式的抽象.这种抽象诚然是很简单、很省力,但是不能解决实际问

题.但是我所说的抽象,不是那种抽象.为了避免误解,我在以下不用‘抽象’与‘具体’这两个字眼,
而用‘一般’与‘特殊’这两个字眼.”⑤这就是说,他其实更倾向用“一般”来替代“抽象”,以免引起误

解,但是他已经习惯使用“抽象”一词,以至于他在后来也还是经常使用该词.而我们更愿意把他的

思想称为“普遍继承法”.
“其实,把哲学的继承归结为对于某些命题的继承,这就不妥当.哲学上的继承应该说是对于体

系的继承.一个体系,可以归结为一个或几个命题,但是,这些命题是不能离开体系的.离开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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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那些命题就显得单薄、空虚,而且对它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容易作出误解.”①也就是说,他在晚年

承认,把继承的问题归结为哲学命题的继承,是不妥当的,突出哲学命题是不妥当的.冯友兰的这种

讲法虽然吸取了１９５７年人们对他的批评,但其实继承也常常是对命题的继承,在实际文化实践中,
特别是大众的文化实践中,基本上都是对观念和命题的继承,很少是体系的继承.我们现在多把继

承归结到思想和理念的继承,而不再用“命题”的提法.
“说一个命题有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个哲学命题所说的,总是一般性

的原理,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所以一个哲学命题,应该只有抽象的意义.一个一般的原理,在它实现

的时候,在它成为现实的存在的时候,总要寄托于一些具体的情况之中,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人们对

于一个一般原理的了解,也可以因其所处的情况或所有的科学知识的不同而不同.其实严格地

说,一个哲学命题不能有具体意义,它应该排斥具体意义.我原来所说的具体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哲

学命题在实际情况中的应用,或是人们对于它的不同了解,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所要排斥的.我原来

的提法的这些不妥之处,也是引起当时辩论的一个原因.”②也就是说,冯友兰在晚年仍然坚持哲学命

题有抽象意义,但不再主张哲学命题有具体意义,只承认哲学命题有具体应用.照这个说法,文本的

意义就是普遍的、一般的意义,而文本在实践中的应用才是具体的、特殊的.这也是１９５７年讨论中

一些人的意见③.其实,如果作者原意属于具体意义,则不能完全排斥具体意义.
“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除了以上讲的三点不妥外,“抽象继承”的基本主

张,冯友兰还是坚持的,认为思想文化的一般性,是继承的对象,继承的不是具体的东西.“无论是继

承什么,总得分别那个东西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你只能把它的一般性继承下来,至于其特殊性是不必

继承也不可能继承的.比如杜甫的诗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两句诗我们都认为有人民性,应该继承,但是所要继承的就是为老百姓说话的这个人民性.杜甫

写这两句诗是根据他从长安到奉先县路中所见的情况.你可以继承杜甫的诗的人民性,你不需要也

不可能继承杜甫的走路,你不需要从西安往奉先县走一趟.”④他还说:“原来讲继承的人都是抽象继

承,比如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与中国

的实际相结合,这个继承就是抽象继承.马克思、恩格斯讲的话,主要是根据英国、法国、德国的实际

讲的,列宁、斯大林讲的话主要是根据俄国的实际讲的.实际就不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则.
普遍原则都是从实际中抽象来的,所以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那样愚笨的人,主张把别的国家

的实际也继承下来,那显然是不可能的.”⑤

关于道德遗产的继承问题,１９５７年座谈会上张岱年先生提供了专文«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参加讨论.张岱年指出,哲学遗产的继承性包含伦理思想的继承性问题.他提问道:“在那些不同时

代的,或不同阶级的,彼此不同的道德观念之间,除了相互对抗相互冲突的关系之外,是否也还有相

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呢?”很明显,这个提问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肯定的回答.他指出,不同时

代不同阶级的不同道德不仅有其共同的根源,也有共同的方面,“这些共同方面似乎不仅是‘形式上

的’,其实是‘内容中的’,乃是内容里的不同因素.在人类历史中,有一些道德观念或道德标准是在

很长的时期中,对于不同的阶级,起过或者还在起着作用的.它似乎是各阶级所需要的,虽然是用来

达到不同的目的.对于同一道德概念,各阶级对之有不同的了解,但在这不同的了解之中,也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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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共同的成分.惟其如此,所以,古今或新旧道德之间,有其一定的继承关系.”①张岱年的观点是正

确的、合理的.“文革”后,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中,特别提及如何分析哲学命题的普

遍意义与特殊意义.他指出:“哲学命题大都是普遍命题,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某一客观

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当一个思想家提出一个命题的时候,他是根据某些特殊事例而提出的,这个

命题是某些特殊事例的总结,是这些特殊事例的概括,这就是它的特殊意义.”“但是这些由一定的特

殊事例总结出来的规律仍然有一定的普遍意义.”②这应当可以看作对冯友兰两重意义说的一种补

充.张岱年也特别提到对于抽象继承法的剖析,他说:“现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我认为,冯先生所提

出的见解确有错误,但其错误不在于他主张区分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而在于把这种区

分看做继承的主要方法,没有把区分精华和糟粕看做批判继承的主要方法.”③张岱年主张哲学命题

一般都有两种意义,抽象意义固然可以继承,其具体意义有时也未尝不可以继承,所以继承古代哲学

遗产,不限于继承古代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同时,并不是所有命题的抽象意义都可以继承,有些哲

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也是不可以继承的.由于张岱年赞成哲学命题的两种意义的分析,他还找出恩格

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理论的“抽象的意义”一段话,来支持抽象意义的提法④.不过我们认为,
继承的对象主要还是理论或命题的一般形式和普遍内容,虽然并不是所有命题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

承.不过,思想文化的继承不限于这里所说的命题的一般形式及其含有的普遍内容,亦可指思想方

法或世界观、价值观的内容.如恩格斯所说,像对民族精神有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要批判地

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内容⑤.
由此可见,“抽象继承”不仅仅如冯友兰所说只是体现在对命题的一般形式的继承,还应该包含

着对精神实质的提炼或抽象,从而加以继承.对传统文化,我们常常需要把一个领域的具体文化现

象背后的精神提炼出来,那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可能是过时了的,但其精神是可以继承的.正如黑格

尔所说,辩证法理解的否定是对特殊内容或具体的活动规范的否定,而保留其中的普遍本质.贺麟

在１９５７年的讨论中提出:“什么东西可以继承? 我觉得继承的一定是本质的东西.一般的东

西,如果是指最本质的精神实质而言,我认为是可以继承的.”⑥早在１９２３年梁启超就提出,«论语»的
内容“其中一部分对当时阶级组织之社会立言,或不尽适用于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诸

百世而不惑者”⑦,所表达的也是这个道理.对于精神要义的提炼不像对命题一般意义的继承那么直

接,要求更为深刻的理论把握和文化透视能力,是创造性的诠释,也是创造性的继承.

五、关于“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这里我们简要论及冯友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期关注以“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研究孔子思想

的意义,我们把这一关注看作抽象继承论的后续延伸,故放在这里一并叙述分析.

１９６０年代初,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时,在分析孔子思想的部分,提出孔子“仁”的
思想采取了“超阶级的”“普遍性形式”.这可以看作他在１９５７年提出“抽象继承论”后,又一次寻求

肯定中国文化可以继承的理论努力.正像１９５７年一样,他的观点再次受到了很多批判,而他也作了

很多辩难.

１９６０年冯友兰«论孔子»一文,没有作理论上的深入讨论;１９６１年的«再论孔子»就提出了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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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问题;«三论孔子»重复并细化了这个方面的讨论:“孔子所说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话是不可以专照字面了解的.必须注意这些话的具体内

容.从这些话的字面意义上看,他的这些话似乎是超阶级的;就其内容看,这些话的阶级性是很明显

的.可是,也必须承认,孔子所说的这些话,是以普遍性的形式提出来的.这种形式是不是也有它的

一定的历史意义呢? 我认为这是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①这是指马克

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话,“普遍性形式”这一概念也是出自这一段话: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

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

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
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

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

家,主要是１８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

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

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

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

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

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
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

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②

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意而言,是强调历史上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统

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不能脱离了统治阶级去看那些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统治阶级总是为自己造出

一种幻想,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独立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突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强调

思想的阶级性的立场.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强调,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越来

越抽象、越来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这是由于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利益说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

益,把自己的思想赋予普遍性形式,表达为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显然认为要透过现象

看本质,要看到这些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其实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什么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呢? 显然应当是指那些诉诸一般形式的陈述(如“爱人”),而非诉诸具体意义的陈述(如“爱本阶级的

人”),借以用普遍性的形式把它的利益描绘成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在冯友兰看来,具有普遍性形

式的思想,就是在理论上采用普遍性形式宣称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的思想.虽然统治阶级这样做的

时候有可能是虚伪的,但也有不站在统治阶级立场这样做的哲学家.对这类理论命题,诉诸具体意

义的陈述就不容易继承,诉诸一般形式的陈述就可以继承.因为只有具有普遍性形式的陈述才有可

能被抽象继承.如果具体地表达了阶级的属性,就限制了继承的可能性.
冯友兰说:“孔子所说的‘爱人’,就其普遍性的形式说是超阶级的爱.在阶级社会中,超阶级的

爱是没有的.但是超阶级的爱的言论是有的.这是两回事,不可混同.”③冯友兰通过把“爱人”的仁

学确定为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以便把孔子的仁的思想与具体的阶级属性分开,使之成为可以继

承的资源.马克思的论述,承认思想史上有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言论,但马克思并没有说凡是具

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就可以继承,而是强调要看清这些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背后的阶级基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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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克思的论述其实并不能真正助益于冯友兰的继承思想①.毋宁说,冯友兰觉得马克思的“普遍性

形式的思想”有助于他关于哲学命题有抽象意义、一般意义的主张.
冯友兰提出用普遍性形式来解说孔子仁学后,遭到不少批判,但他并未屈服,他说:“«中国哲学

史新编»(１９６２年版)第一册出版后,承各方面的同志提了不少的意见.其中对于第四章第四节‘孔
子关于“仁”的思想’的意见比较多,特别是关于所谓‘具有普遍性形式’这一点.我在这一方面也提

出了一些补充的论证(见拙作«关于孔子讨论中的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１８日«文汇

报»).我也发现我有些提法不很准确,准备在将来对全书进行修改的时候,加以改正.但是我还没

有发现我的主要论点有改正的必要.”②可见冯友兰对于他遭到的批评,总是据理力争,而不轻言放

弃.他坚持:“我认为孔子讲仁的意义,是首先发现别人是‘人’;用‘人意’去对待人;这就叫做‘仁’.
这可能只是在作为自然人的意义上,把别人看成跟自己一样.可是这个就不是简单的事.”接着又

说:“孔子本人和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在实际行为中,不可能认为任何别人都与自己处于平等的地

位,也不可能平等地爱一切人,但是孔子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以普遍性形式提出来的.他所讲的仁

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在春秋末期,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提出这样的思想,有其进步的

意义.”③

冯友兰在«教学与研究»１９６３年第４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应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中对孔

子思想的分析引起的不同意见,集中在他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段论述.有关这段论述,冯友

兰写了好几篇文章加以讨论,其中很多细节与本文的关注没有直接关联,就不加引用了.他谈到: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经典著作中,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这部书

(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５３页至５５页中,他们提出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发生和

发展的规律及其阶级根源,由此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史观.这是我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
的这几页的了解.我根据这种了解,在这种了解的指导之下,对于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作分析和估

价.我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几页中的话,作为我的理论根据.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以后

对于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分析,也是在这种了解的影响之下作出来的.我觉得这种了解很能解决问

题.”④１９６２年吴晗提出了“封建时代的道德也是可以继承”的观点,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一致,引起

了一场关于道德继承的讨论.从时间上看,吴晗提出的这种观点很有可能是受到冯友兰的影响.
关于哲学的阶级性与普遍性问题,张岱年后来引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一段话:“随着分工

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同时,
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⑤在这里马克思明确肯定有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共同利益

既存在于观念形态中,也存在于现实关系中.而共同利益反映为观念中的“普遍的东西”,就是哲学

的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此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可以说常常就是共同利益的表达.故而张岱

年说:“许多思想家都重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久利

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的共同利益.”⑥这种重视就表达为观念中的“普遍的东西”.可惜冯友

兰没有注意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段话,用共同利益说去支持“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亦即“有普

遍意义的思想”,否则,他的提法在面对阶级利益分析方法时会更有抵御的力量.而且,在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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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占主流地位的年代,很少有人从古人观察和认识自然与社会的“智慧”的角度去肯定文化继承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智慧”已经几乎被“阶级利益”所覆盖了①.在我们看来,哲学命题如果表

达了阶级利益,那也一定体现在理论命题形式即其一般意义本身中,离开理论命题的形式另外挖掘

的阶级利益,都不是命题的具体意义.在我国思想文化界,阶级斗争分析法带来的迷惑必须在理论

上加以清理,才能完全确立文化继承的合理性.

六、诠释学的文本理论与创造性继承

冯友兰所引起的关于哲学遗产的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的讨论,尤其是“怎样继承”的问题,我们

可以在西方哲学的诠释学发展中看到相关的论述,并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广泛地理解这一讨论所关

联的哲学意义.让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诠释学史上有关“文本”的讨论.

１．诠释

根据现有的研究,诠释学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文本探究的诠释学,一种是文本应用的诠释

学.文本探究型诠释学以研究文本的原始意义为根本任务.这种诠释学认为,由于时间的距离和语

言的差别,既往文本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变得陌生,因此我们需要把陌生文本的语言转换成我们现在

的语言,把陌生的意义转换成我们所熟悉的意义,语文学的诠释学即是此类诠释学的主要模式,意在

重构作品的意义和作者原初的意义②.而文本应用型诠释学旨在把经典文献中已知的意义应用于我

们要解决的问题,应用于具体现实问题.在这里,经典的意义是明确的,无需重加探究,我们的任务

只是把经典的意义应用于现实问题.应用的方法原则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即在一般与个别发生冲

突时调和一般与个别,或是放宽一般意义以包括个别,或是通过阐释使个别意义纳入一般.这个讲

法与冯友兰区别一般意义和具体意义近似,在冯友兰看来阶级分析就是无视一般,只讲个别.上面

所说的这两种类型的诠释学,有德国学者称之为独断型诠释学和探究型诠释学,我们则略为改变,名
之为文本应用型诠释学和文本探究型诠释学③.在这个意义上,冯友兰所讲的文化继承问题,就是文

本应用型诠释学的问题,而不是文本探究型诠释学的问题.明确这个基本分别是很重要的.
在欧洲历史上,诠释学的早期形态是圣经学,１８世纪出现的语文学则试图从语文学和文献学角

度对古典文本进行分析和解释.１９世纪施莱尔马赫试图把以往的诠释学综合为“普遍的诠释学”,
“以便把诠释学领域加以扩大,包容所有流传下来的文本和精神产品,而不只是那些经过特别选择的

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著作.由于这种范围的扩大,诠释学失去它原来强调的理解文本就是阐明

和传达神圣真理的使命,而代替这种传达真理使命的是,文本被认为是作者的思想、生活和历史的表

现,而理解和解释只不过是重新体验和再次认识文本中所自产生的意识、生活和历史”.因此普遍诠

释学的任务不是像圣经学那样使我们去接近上帝的神圣真理,而是发展一种“避免误解的技艺学”,
包括语法的解释技术和心理的解释技术,一种有助于我们避免误解文本、他人的讲话、历史的事件的

方法.实际上中国古来经学与文献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属于这种“普遍的诠释学”.
按照１９世纪普遍诠释学早期代表阿斯特的看法,解释有三要素,即文字、意义、精神.他认为对

古代文本和文字的研究,既要揭示古代的普遍精神和生命,又要理解作品的特殊精神和思想,因此对

古代文本的理解就有两个层次:普遍和特殊.“文字的解释就是对个别的语词和内容的解释,意义的

诠释就是对它所在段落关系里的意味性的解释,精神的解释就是对它与整体观念的更高关系的解

释.”④这里也涉及到文本理解中普遍与特殊的不同层次,“解释”关注语词的字面解释,而“诠释”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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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的整体意义,这显然就是两个层次的东西.
而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的对象独立于理解者,我们应当把理解对象置于它们赖以形成的历史语

境中.我们要理解的东西不是作品的真理内容,而是作者个人的个别生命.于是他认为,文本的意

义就是作者的意向或思想,而理解和解释就是重新表述或重构作者的意向或思想.只有我们重构了

作者的心理状态,我们就算诠释了作者的文本.所谓重构作者的心理状态,就是努力从思想上、心理

上、时间上设身处地地体验作者的原意①.可见,施莱尔马赫重视的不是普遍的、一般的真理内容,不
是寻找一种广大读者共通共感或可分享的内容,而是作者生命的独特的具体表现.他的诠释学即是

文本探究型诠释学的代表.从这个角度看,冯友兰所说的孔子“学”的具体意义应即属于作者的意

旨,从而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方法可谓重视文本的具体意义的方法.
按照更早的斯宾诺莎的看法,“作品可能意指的东西远比作者所想的更多”,而解释就是把作品

所包含的那些东西展开来.与之相反,施莱尔马赫认为理解只是对作者意图的重构,并不涉及作品

的真理内容.理解不是对于一个共同关心的主题达到可分享的理解,而只是作者具体的意图和动机

的重构②.作品的真理内容即作品的一般意义,作者意图则属于具体意义.这与冯友兰提出的抽象

意义或一般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区分是相通的,可见作品意义和作者意图的区别其实是诠释学的基本

问题.换成冯友兰的语言,也可以说作品的一般意义与具体意义的区分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
最后来看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他反对把理解限定为重构作者心理,认为如果我们了解了话

语与书写文字的差别,那么话语一旦变成了文字,它所包含的作者思想就已不是原先的思想.

　　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已经同它的起源和原作者的关联相脱离,并向新的关系积极地开

放.像作者的意见或原来读者的理解这样的规范观念实际只代表一种空位,而这种空位需不断

地由具体理解场合填补.
这使我面临一个抉择,就是“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思想”,还是“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我们自

己的思想中”? 我决定反对施莱尔马赫而赞成黑格尔.③

就是说,作者的原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这是开放给理解者的.作者的原

意即具体意义,文字固定下来的东西就是文字表达的内容真理,是一般的普遍的意义.所以应当被

理解的东西不是作者的具体意指,而是普遍的、一般的真理.“在心理上重构过去的思想”,是文本探

究型诠释学,而“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中,则是文本应用型诠释学.我们今天所主

张的文化继承实践,强调的也正是这种“过去和现在的综合”的古为今用的精神.

２．理解

伽达默尔主张,理解的对象和目的不是作者的意图,而是阐明和揭示真理的思想,真理的思想不

是作品的具体意义,而是作品的普遍意义,这才是真理.正如老师向学生讲授欧几里德几何学时,他
决不只是重构或复制欧几里德的意图,而是阐明具有真理性的几何学原理.另外,要真正阐明过去

的真理或历史的真理,绝不是单纯重复或复制过去的东西或历史的东西,过去的东西或历史的东西

之所以对我们来说是真理,绝不是因为他在过去是真理,而今天不是真理,因此真正的真理性的东西

永远是过去和现在的综合.他所说的过去的真理或历史的真理,就是指过去的文本所包含的真理内

容.正是在这里,伽达默尔返回到黑格尔.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里说命运虽然把那些古代的艺

术作品给予了我们,而没有把那些作品的周围世界、它们现实的春天和夏天给予我们,但艺术女神却

“以一种更高的方式把所有这些东西聚集到具有自我意识的眼神和呈递的神情的光芒之中”.伽达

默尔说,黑格尔在这里超出了理解问题在施莱尔马赫那里所具有的整个范围,他“以一种更高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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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自身中把握了艺术的真理,因为黑格尔在过去与现在的综合中看到了真理性①.也就是说黑格

尔是从普遍性真理的层面而不是具体历史性去把握这个问题.
从以上的诠释学发展历史可知,１８世纪以来,诠释学对待文本问题围绕“何为理解”有两种基本

路向和形态,一种是强调作者意图的具体历史性的理解路向,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一种是重视文本

的真理内容,重视文本的一般意义的理解路向,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用伽达默尔在上面所举的黑格

尔的话为例,他所说的“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即摆脱了具体而上升到普遍一般的方式.黑格尔所说

“那些作品的周围世界、它们现实的春天和夏天”,就是指作品的具体历史性,而他所说的“艺术的真

理”,则是普遍一般性,黑格尔显然认为把握艺术真理的普遍性更加重要.施莱尔马赫所代表的即是

我们所谓文本探究型的诠释学,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路向,亦即是所谓文本应用型诠释学的路向.
施莱尔马赫朝向具体,伽达默尔朝向普遍和一般.贺麟在１９５７年座谈会上也提出过文本的超时代

的普遍性问题:“关于哲学遗产的承继问题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谈到希腊文艺

的社会背景时曾说:‘困难还不在于理解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困难是,它
们何以仍能给予我们以艺术的满足,并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当作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这个问

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有一定阶级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和时代的产物的哲学或艺术,何以有其普遍性,
可以为别的时代、别的社会、别的阶级服务.”②马克思说的“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态有关”,就是黑格

尔说的“那些作品的周围世界、它们现实的春天和夏天”,是指作品或文本的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而马

克思所说的“艺术满足”、“规范”与“模本”,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作品的普遍性艺术真理.可见马克思

自己也遇到了如何肯定文化的超越时代的普遍性价值的问题,并感到超越的困难.我们认为,古人

对真善美的把握,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只要是把握了其中的普遍性真理及其表

现形式,就会散发其超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永恒魅力.只是,这种真理的本然光芒有时会被特定的历

史境况所遮蔽,也会由于人的眼神执著在具体性上而看不到它.
古典诠释学致力于追求一种客观的解释,把解释的标准视为作者意图的复制,其解释是唯一性

的和绝对性的.而在哲学诠释学看来,不必追求这样一种文本意义的狭隘的客观性,“因为这样一种

客观性丢弃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③.哲学诠释学特别强调前理解或前见在解释

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重视前理解对解释的创造性,认为解释开始于前理解,前理解可以被更合适的理

解所代替,这种不断替代的过程构成了理解和解释的意义活动④.
伽达默尔写到,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按照他的看法,任

何传承物在每一新的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和具有新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重新加以解释.
传承物始终是通过不断更新的意义表现自己,这种意义就是对新问题的新回答,而新问题之所以产

生,是因为在历史的过程中新的视阈融合形成,而我们的解释从属于这一视阈融合⑤.所谓视界融合

是指,文本是从它的问题视阈出发讲话,我们也同样是从我们的视阈出发理解,通过诠释学经验,文
本和我们的诠释被相互联系起来.视阈融合产生了一个原作者所处问题视阈与解释者问题视阈的

融合,通过这种视阈融合,文本和我们的诠释得到某种共同的视阈⑥,这也就是过去和现在的综合.
伽达默尔提出“传承物”的概念,明确地显示出哲学诠释学与“传承”问题的内在关联.

施莱尔马赫曾力图把真理内容与作者意图分开,只关注作者意图,“这使得诠释学传统本来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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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真理内容的理解消失不见,更何况原有的应用功能也不见了”①.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诠释学

自古就担负将文本的意义和真理运用于当下的具体境况的任务,而这些在施莱尔马赫的思想中都消

失不见了.也就是说,只注重具体意义的方法使得文本应用与实践的能力消失不见了.
哲学诠释学强调应用实践,其中又特别重视“创造”的观念,强调理解不是复制和还原为具体,而

是就文本的普遍意义发生创造性的行为和创造性的诠释.伽达默尔所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强调一切

理解都包含应用,这鲜明地表现了诠释学的实践能力②.伽达默尔对创造性的突出强调则表示创造

性应当是诠释的本质,这种创造性要体现在应用之中③.所以,用哲学诠释学的眼光来看文化继承问

题,不仅必然强调传承物的普遍意义,还必定强调“创造性地继承”.

３．文本

在历史上,传统的诠释学主张文本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哲学诠释学则接受一个文本根据不

同理解可有不同意义,从文本意义的一元论转而为多元论,于是本来只对一种意义开放的诠释学变

成了向多元意义开放的诠释学④.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

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⑤文本

的意义超越文本的作者,这就意味着,在重要性上,文本的一般意义要超过作者的具体意图.
近似于历史上的斯宾诺莎,与伽达默尔同时代的利科提出,诠释学的核心问题是语义问题,认为

词和语句都有双重或多种意义(如冯友兰所说“命题即是语句”),在表达语义的结构中,直接的、最初

的文字意义附加地指称某种间接的、引申的、比喻的意义⑥.这显然认定,语句的意义除了最初的、字
面的直接意义,还有间接的、引申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利科对文本的定义是“文本

就是由书写而固定的语言”.他认为文本完全不同于口头言语,在口头言语中,说话者的意向与说出

的话的意义常常是重叠的,而在书面语言或文本中,说话者的当下性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文本和它的

意义,文本成了独立存在的东西,“文本表明的东西不再与作者意谓的东西一致”.一旦摆脱了说话

者的当下性,文本可以超出由说话者这种语境所附着的种种历史的社会的限定.说话者不在了,重
点就落在了文本及它所说的东西上,而不是作者要说的东西上了⑦.这也是主张理解要超出作者的

意谓,而进入文本自身超越作者限定的层面.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具体观念见诸文字,即
获得了一般的形式,便已经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普遍形式和共相,而超越了作者的具体意旨.既然

人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具体意义,如伽达默尔所说,文本的意义超越了作者的意图,作者的意图是单一

的,但文本的意义随着不同的理解呈现多元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时代的前理解对文本的意义加以

创造性诠释,以满足实践的应用,这就是创造性诠释.即使是反对伽达默尔的贝蒂,也认为存在着

“重新创造”的解释类型,以使作者可能的意向或含糊的东西,得到完全的呈现.解释者致力于把一

种意义语境转换成另一种意义语境,并在此意义上重新创造该作品⑧.
当然,文本的具体意义与作者意图并不相等同.具体意义包含各种具体性,包含着作者意图,二

者是同一层次的具体性,但作者意图只是具体意义的例子而不是全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不是

把作者意图归入具体意义,而毋宁是,哲学诠释学肯定文本的一般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分别,并重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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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一般意义,从而为冯友兰的哲学方法提供了一种支持①.
我们并无意于涉入文学领域文本与作者的复杂讨论②,只是想表明,诠释学对文本的不同看法,

有助于我们对文化继承问题的理论分析.１９５０年代流行的对传统文化的阶级分析法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粗暴的、简单的方法,只是强调作者意图的历史具体性的一种特殊形态;冯友兰针对文化继承

所提出的命题则具有一般和具体两种意义,在哲学上自有其价值,而只有扩展到哲学诠释学的视野,
才能更广泛、更深入地理解冯友兰提出文本的两重意义和重视传承物普遍、抽象意义的立场.这也

使我们发现了诠释学应用于当代文化解释的一个重要领域.
很明显,普遍诠释学的方法适用于历史的史料解读,如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的学习都需要以

普遍诠释学作为基本的理解、阅读的方法,以掌握作品的原意、作者的意图,这是重要的史学学科方

法.而哲学诠释学适用于对文化传承实践的理解,它所要阐释的,不是一个或一段文本的原始意义,
而是一个或一段文本是如何在历史上不断传承、解释、运用的(这种传承、解释、运用是在保持其文字

形式的同一性的条件下发生的),它的关注点与思想史史料的细读和把握不是一回事情,所以伽达默

尔明确声言哲学诠释学不是提供具体的理解方法.对我们而言,哲学诠释学面对的是作为文化资源

的文本的传承、诠释、活用,对于文本必定是张大其一般性,并加以创造性继承和转化,以合于应用实

践的需要.历史也是如此,最明显者如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诠释,顾炎武提出这一命题,其具

体本意是有关“学统”、“道统”的兴亡,人人都有责任;但后人运用此命题时有意或无意地将之理解为

“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以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建设.所以,思想史探究面对的文本解读,既需要普遍

诠释学以避免误解,确定其具体意义,也需要哲学诠释学以理解其一般意义在历史上发生的变化与

作用.而对于文化继承与传承问题,则不需要以普遍诠释学去执著于文本的具体意义,而可以完全

集中在哲学诠释学对文本普遍意义的创造性诠释和应用上.哲学诠释学的努力显示出一个真理,那
就是,“创造性的继承”与“创造性的诠释”在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占有核心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今天

理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当有参考的价值.
总之,文化传承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只有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和有继承地创造,才能在文化的发

展中使文化连续性和创新性得到统一.文化的传承创新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重视文化发展

的连续性,继续倡导继承、弘扬中华文化.二、重视对古代文化进行辩证的分析和选择,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三、重视典籍文本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古为今用,接陈出新.历史传承的文本在每

一时代都面临新的问题、新的理解,而需要不断更新其意义.当代的文化继承,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训

诂层次,而应使文本积极地向新时代开放,把文本的思想和我们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过去与

现在的视界融合.当代的文化传承,不是把古典文本的意义固定化,而是让今人与历史文本进行创

造性对话,对典籍文本作创造性诠释,对传统文本的普遍性内涵进行新的诠释和改造,以适应当代社

会文化的需求.
通过冯友兰的个案,回顾以冯友兰为中心的关于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的思想讨论,结合哲学诠释

学的视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是从“批判的继承”转变为“创造的继

承”,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诠释与应用实践”,在扬弃中继承,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使
中国文化在保持认同的同时不断发展创新.

[责任编辑　刘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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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并非与诠释学所说的作者意图分析完全一致,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并不是专就作者的声言和意图而

言,更要求考察其声言背后客观上代表什么阶级.自然,如果作者明确声言其阶级性,这属于具体意义,也就谈不上一般意义.而马

克思似更强调关注那些并未明确声言其阶级性的文本,并力求去揭示其阶级性.然而,如何保证这种揭示是正确的而不是强加的,
始终是一个考验.

参见张隆溪:«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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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

———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

肖　强

摘　要:当代大陆新儒家具有强烈的自我归属意识,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儒家思想因应时代的阐发者,

而非钻故纸堆式的研究者,有将理论运用于现实并指导现实的强烈诉求.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

风是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差异极大,却共同认为,大陆新儒家之所以区别于港台新儒家,是
因为他们主张的是政治儒学,而港台新儒家主张的是心性儒学.大陆新儒家具有相似或相互可沟通的政

治主张,并自办学刊,是一个相对紧密、日益壮大的民间学术群体,左右两派都有思想人物向其靠拢.那

么,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思想市场中,以上大陆新儒家的主张意味着什么? 他们对未来中国政治重建和道德

重建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大陆新儒家思想是否符合中国未来政治走向? 他们的主张是否符合儒家的根本

精神? 儒家思想如何才能除旧布新,实现转换性创造? 这些问题,只有在对大陆新儒家进行系统性述评、

批判之后,才能作出进一步回答.

关键词:现代性;政治儒学;道德重建;儒教;批判性

当代大陆新儒家肇兴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其时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始进入百家争鸣时

期,新儒家也加入了这一时期的争鸣.不过,在整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思想界的主流是启蒙主义话

语,文化保守主义虽厕身其中,但只能算是一种点缀.进入９０年代以后,新儒家一度比较活跃,试图

修补意识形态的残缺.但由于可以想见的原因,这一活跃期极其短暂.此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大发

展时期,思想界的争论被暂时搁置了.９０年代末期,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

左右辩难、交锋的时期,新儒家并不为人们所关注.
新儒家真正成为一股重要的思潮是最近十来年的事情,最近三四年来表现尤为活跃.可以说,

他们是当下中国最活跃的思想群体.与此同时,左右两派也有不少人加入儒家的行列.新儒家的勃

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乱象的催逼使人们认识到了借助儒家进行道德重建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二是执政高层对儒家思想主动表示了亲和态度;三是商业力量的介入,已经使复兴国学(儒
学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在这几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新儒家迎来

了自１９４９年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
当代大陆新儒家群体与１９４９年前成名的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人并无师承关系,他们破空

而来,彼此之间共享同样的情怀和认同基础.他们与台湾当代新儒家之间虽然经常交流切磋,但总

体上并不认同台湾新儒家的思想途径.大陆新儒家普遍认为:台湾新儒家传承的是心性儒学,而大

陆新儒家阐发的是政治儒学;台湾新儒家是把儒家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而大陆新儒家则希望将儒

家思想融入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有借儒家思想改造中国政治、社会的宏大抱负,所谓“吾曹不出,如
苍生何”.台湾新儒家代表人物虽然并不认可大陆同道的这种分梳,但双方的不同的确明显存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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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说台湾新儒家研究的未必都是心性儒学,但至少可以说大陆新儒家普遍的主张就是政治儒

学.这显然与两岸分处不同的政治阶段有极大的关系.
如何看待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思想言说? 新儒家思想是否可能,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参与中国

未来的制度重建和道德重建? 儒家思想如果要赢得更多人真诚的认可,新儒家群体最应努力的方向

是什么? 通论这个群体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个群体中每个人的具体主张都互不相同.笔者认

为,最适当的做法是先述评大陆新儒家的几个代表人物,然后得出一般性的结论.

一、蒋庆:现代性的“反动派”

蒋庆被视为大陆新儒家的“精神领袖”,由此可见其在这个群体中的地位.同是大陆新儒家代表

人物的秋风认为,蒋庆是大陆这几十年来唯一的思想家.
新儒家之所以拜蒋庆为精神领袖,主要原因在于,蒋庆研究、提倡政治儒学的时间最早(研究时

间长达２０年),对现代性的反对态度最为坚决.本节标题称蒋庆是“反动派”,也是按“反动”一词的

原义———向相反方向运动———使用的.事实上,蒋庆的确是拒斥“进步”等大家公认的理念的.
蒋庆的一切思想言说是建立在对西方民主政治不满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合法性

存在欠缺.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于社会契约论,而蒋庆认为:

　　社会契约论是用理性或者说概念来虚构国家的起源,从而用理性或者说概念来建构政治的

合法性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缺乏历史的真实,是纯粹理性和概念虚构的产物.其理想亦是历

史之外或者说超历史的理想,而非历史之中依据历史建立起来的理想.①

这种观点早已有之,但这种观点对历史的理解是片面的.首先,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根本没有一成不

变的、静态的历史.其次,人建构历史是由理想指引的,因此“用理性或者说概念来建构政治的合法

性”本身无可指责.更何况,这种理性或概念早已不断成为现实,也即早已成为一种历史.美国立国

至今,乃至当年中华民国的建立,都是这种历史的组成部分.其三,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

都需要在新的时代框架下重新定义自己,并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以封闭的观点来理解本国历史,
只能导致自绝于世界.站在世界的高度来书写一国历史,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博大的、开放的.历史

学家许倬云先生就认为,走出文化的黎明期以后,中国的历史分为几个阶段:中原的中国、东亚的中

国、亚洲多元体系中的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②.其四,从开放而非封闭的立场看,当然不能因一

国历史上实无,就推导出未来必无.
所以,蒋庆从社会契约论缺乏历史真实性推论民主政治缺乏合法性,从前提到推论逻辑都是站

不住脚的.其实,他本人也未必在乎推论的严密性,他更注重强调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弊病.
众所周知,自由民主制度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而只是相对而言最不坏的制度.自由民主制度

在西方建立以来,对它的批评一直持续不断.在欧美,最新的批判来自兴起不久的社群主义思潮和

诸如哈贝马斯所倡导的“协商民主”.但正所谓“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无论社群主义,还是“协
商民主”,都未脱离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的大框架.与其说它们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不如说是自由主义

的诤友.无论作为批评者还是建言者存在,它们起到的作用都不过是对既有的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作

部分修正而已.
蒋庆对民主政治弊病的批评有些釜底抽薪的味道.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本身就存在严重的

问题:

２２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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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３ ７章.



　　民主政治最大的弊病,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由于“民意合法性一重独大”,带来人类

政治的极端世俗化、契约化、功利化、私欲化、商业化、资本化、庸众化、娱乐化、平面化、现世化、
非生态化、非历史化与非道德化.(第１０页)

他对民主政治导致的这“十三化”恶果一一展开了论述,这些恶果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句话:“由于世

俗的民意深深植根于人类世俗的欲望,民主政治可以说就是‘欲望的政治’,民主政治的‘治道’安排

就成了实现人的世俗欲望最精妙的工具.”(第１１页)
这一指控是严厉的.简而言之,蒋庆认为,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人类的自以为是把自己带入

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人类世界目前的一切乱象都是民主惹的祸.但问题在于,蒋庆是不是太把政治

当回事了? 如果政治必须为他指出的“十三化”负责,那么最终必然是政治家必须为这“十三化”负
责,政治和政治家真的能承受这不堪承受之重吗? 蒋庆理想中的政治制度必然能够在人间建造天

堂,他理想中的政治家也就只能是圣人,这样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家是可欲而可求的吗? 蒋庆看重历

史的依据,这样的政治和政治家在历史上出现过吗?
蒋庆认为可欲而可求,并且认为它们在历史上出现过.只不过,为了避免别人要求他拿出证据,

他转而说:这种政治“在历史现实中只能是逐渐而有限的落实,完全落实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故在中国历史中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某些方面的有限落实”(第８页).然而,这种辩护同样适用于

西方民主政治:既然蒋庆所梦想的政治从未在历史上完全落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
么,民主政治虽然面临种种缺陷,但怎么就没有可能逐渐改进呢? 事实上,当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制

度,已然不同于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政治.
不管怎么说,蒋庆还是拿出了他对民主政治开出的替代方案———王道政治.为了以情动人,蒋

庆在论证王道政治的必要性时不惜直陈他的隐秘心曲:

　　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王道而不是民主,这是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挑战的应有之义在思

考当今中国的政治问题时,必须回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来确定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不能追

随西方的政治潮流而舍己从人.这所谓“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就是“王道政治”,“王道政治”就

是当今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第４页)
坚持中国政治的发展必须遵循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即:如果儒家的内圣开不出

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学界共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就不配享有自由民主制度? 又,此处

的“中国文化”所指为何? 文化难道不是历史地形成的吗? 既然如此,孙中山的学说、胡适的思想是

否也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说到底,蒋庆的论述不过是一种看法,而这种看法的核心是狭隘的民

族主义、陈腐的夷夏观念和敌我观念的杂糅.
即便这种论述是成立的,那我们又当如何理解蒋庆下面这句话:

　　人类政治肯定会发展,不过人类政治的发展不囿于民主,而是在民主之外或之上来发展,即

在另一政治文明中以优于民主的形态来发展.这就是中国文化所揭橥的王道政治,因而王道政

治是人类政治的新起点与人类历史的新希望.(第１０页)
显然,蒋庆这是把王道政治的适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全人类,其中当然也包含西方.这与源自西方

的挑战之间是什么关系? 如果西方固守其民主政治模式,我们难道要反过来去挑战西方?
再来看看蒋庆所谓的王道政治的具体内容.蒋庆并没有完全抛弃民主政治,但他有超越民主政

治的冲动,他的王道政治试图为民主政治注入道德和历史这两针强心剂:

　　“王道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权力的“三重合法性”公羊家言“参通天地人为王”,又言

“王道通三”,即是言政治权力必须同时具有“天地人”三重合法性才能合法,才具有政治统治的

正当理由.“天”的合法性是超越神圣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具有隐性人格的主宰

意志之“天”与具有超越神圣特征的自然义理之“天”;“地”的合法性是指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

为历史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人”的合法性是指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因为人心向背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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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认同直接决定了人们是否自愿服从政治权力或政治权威.(第４ ５页)
按照王道政治,统治的权威来自天道、历史与民意的认同,也可以说,王道政治代表了天道、

历史与民意,能够最大限度地把统治的权力变成统治的权利,把国民的服从变成政治的义务.
如果政治权力不同时具有三重合法性,其统治的权威就要打许多折扣,得不到国民的全部忠诚

和完全认同,因而就容易出现统治权威合法性危机,政治秩序就会经常处在动乱崩溃的边沿.
(第５页)

蒋庆认为,王道政治所主张的三重合法性之间是相互制衡的关系,这属于“政道”之间的制衡,而西方

民主政治所实行的“三权分立”属于低一阶的“治道”制衡.因此,王道政治高于民主政治,也超越了

民主政治.
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种等差关系.天道的超越的合法性必须

高于地道的历史文化合法性和人道的人心民意合法性,因为天生万物、天主宰一切.所以,王道政治

表面上综合了民主政治,实质上是一种“屈民伸天”的政治.
蒋庆自认为王道政治综合了君主政治、神权政治、民主政治和生态政治的价值,又能为非西方的

政治发展提供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因此王道政治是最好的政治.但蒋庆既然强调“历史文化产生于

特定的地理空间”,那么,包含着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王道政治,何以又能为一般意义上的非西方

的政治发展提供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难道非西方的国家没有他们各自引以为傲的独特的历史文化

吗? 抑或中国的历史文化天然地优于那些国家,那些国家只能无条件接受? 另外,前面不是说王道

政治的适用范围涵盖全人类吗,现在怎么又只涵盖非西方国家了呢? 一个思想者的论述总应该遵循

形式逻辑吧.
如果说蒋庆构建的道德理想国还能让一些人向往不已的话,他的具体制度设计则呈现出浓厚的

乌托邦色彩,以至于让原本赞赏他的人也只能退避三舍了.这些具体设计包括议会三院制、太学监

国制、虚君共和制,其中最重要的是议会三院制.在蒋庆的设想中,三院包括通儒院、庶民院和国体

院.通儒院代表超越的神圣合法性,庶民院代表人心民意的合法性,国体院代表历史文化的合法性.
三院具体如何产生呢? 蒋庆这样写道:

　　通儒院由推举和委派产生,庶民院由普选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国体院由世袭和指定产生.
通儒院议长由儒教公推的大儒担任,长期任职,可不到位,委托代表主持院事;议员来源有两个

途径:一,社会公推之儒家民间贤儒,二,国家成立通儒学院,专门培养精通«四书»«五经»等儒家

经典之儒士,经过学科考试与政治实习后,根据学、行、能、识,分别委派到国家、省、市、县级议会

任议员.其议员产生之规则与制度可效仿吾国古代之“察举制”、“荐举制”与“科举制”.庶民院

议长议员按西方民主政治议会产生的规则与程序产生.国体院议长由孔府的衍圣公世袭,亦可

不到位,由衍圣公委托代表主持院事,议员则由衍圣公指定吾国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
历代历史文化名人后裔、历代国家忠烈后裔、大学国史教授、国家退休高级行政官员司法官员外

交官员、社会贤达以及道教界、佛教界、回教界、喇嘛教界、基督教界人士产生.(第２１ ２２页)
议会三院制产生后,根据所提法案的强弱性质不同,须经三院(强性法案)或两院(弱性法案)通过才

能颁行.
这个议会三院制的错误一望可知,这里仅指出如下三点:
(一)中国人历来过着被代表的生活,“天”是人们走投无路时的最后慰安.到了那个时候,人们

“呼天抢地”、口乎“天呐”,向这万物的主宰者申诉.天的权威恰恰来自它的超越性,即无法言说、不
可思议、没有具体形态.天一旦通过“代表”降落人间,必然被操弄.现在,蒋庆不容分说地让所谓

“通儒”来代表天道,他是否需要论证一下,儒者的代表资格从何而来? 难道当代的儒都是巫,以至于

可以通天? 国人最后的避难所这么容易就被人代表了,这是不是太武断、残酷了? 在西方,宗教改革

以后,僧侣阶级已经不能代表基督,而在具体现实中生活着的儒者为什么能够代表“天”? 不客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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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是儒者对“天”的僭越,也是自古以来野心家们的故伎.
(二)国体院议长和议员的产生纯粹是“出身论”的翻版.实际上,即便化育出孔子的那颗受精卵

真的云集了天地之精华,几千年后,他的后代的受精卵为什么总能超迈凡俗? 从遗传学的角度看,不
是既有遗传也有变异吗? 圣贤、君主、名人、忠烈的后代中,必然不会产生恶棍或罪犯?

(三)这一议会制,名为三院制,实为两院制,因为虽然通儒院与国体院的产生方式不同,但其主

体都是同一类人———儒者.蒋庆之所以要故意设计成三院,不过是为了以所谓的道德、历史、文化来

压制活人.可以想象,通儒院与国体院天然地具有同质性,它们若是经常联起手来,所谓庶民院的民

意简直就会沦为被耍弄的玩物.三院制的必然走向是无视法治的独立性,甚至会导向“礼教吃人”的
悲惨世界.儒家主张“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此而言,蒋庆与其说是新儒家,不如说是反儒家.

蒋庆本人对其议会三院制的可行性其实并无充分的自信.如果学者们同意他对王道政治及其

升级版儒教宪政的基本构想,但不同意他的具体制度设计或方案细节,他是欢迎批评指正的.但与

此同时,他对自己的理论构想自信满满.他说:

　　我很清楚,我所提出的“儒教宪政”,按中国学术术语属“理”的范畴,不属“势”的范畴,不属

“可行性”范畴.但对任何政治发展来说,“理”非常重要,居于政治及其制度思考的优先地位,当

然也居于政治改革与宪政建设的优先地位.“理”不明,有“势”也不能建立好制度.历史教训告

诉我们,士大夫之降志辱身以至国家终无善制者,往往是“屈理就势”,最后是“以势灭理”.对此

吾人须深以为戒.是故,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当以“明理”为中国未来宪政建设的第一要务.
(第３页)
但在笔者看来,议会三院制的错误恰恰源自于王道政治理论的错误.王道政治本质上是政教合

一的政治.政教合一政治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总体上已经沦为历史陈迹.原因很简单:权力

意味着腐败,当道德与政治权力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政治权力的腐败必然传染给道德.到头来,人们

非但会抛弃这种政治,而且会厌恶与其伴生的道德.
政治离不开道德,良制也必须建基于一国历史文化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建立政教合一

的道德理想国.历史多次证明,任何道德理想国都必然走向覆灭,任何试图在人间建立天堂的实践

最后都会导致人间成为地狱.蒋庆重视一个国家的道德、历史、文化的传承,但他恰恰忘了,活着的

人本身就是一国道德、历史、文化传承的载体,因此根本没必要再凭空制造两个载体来压制活人.
蒋庆的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构想注定会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蒋庆之所以一直身处梦中,源于

其封闭而虚妄的精英意识.这种意识按其逻辑发展,只会走向期盼明君贤主的老路,正如本文前面

所说,他理想的国体就是“虚君共和”.
文化保守主义者往往在情感上带有很强的敌我观念.在他们看来,“敌人”的制度存在明显的缺

点,所以总是产生自创新说的冲动.与此同时,因为在中国古籍中发现了可资阐发的微言大义,他们

遂无限引申、凌空高蹈.这就是蒋庆思想的实质.
蒋庆的全盘儒化方案非但不能获得知识界的普遍认可,即便在大陆新儒家内部,也有学者对其

进行尖锐的批评.在笔者看来,年轻的新儒家学者任锋对蒋庆的批评堪称精辟.任锋对蒋庆保持

“同情的理解”态度,但他认为蒋庆政治理念中存在三个严重的缺陷:一是高扬道德理想主义,将政治

当成实现道德的工具,无视政治中立性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这是一种先验的从道德教条直接推出

制度构造的思想路径,因此缺乏历史感;二是单方面强调政治权力的神性,无视其魔性,因此其政治

哲学丧失了基本的现实感;三是无视民主共和的大趋势,将精英主义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高抬前者

的作用而轻视后者的作用.
任锋的结论是:

　　总体上,蒋庆的政治儒学凸显出了现代性情势下儒家保守主义的某种困境.造成这种困境

的缘由,在于政治儒学于努力恢复传统的道德和政治言说之际,未能妥当处理传统与现代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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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复杂性,对双方都采取了化约主义的思维而将自己置身于一种逼仄的狭路,最终停留于乌

托邦式的理念宣示上,经体而经用,离势而论理,离复兴儒家政治志向的初衷渐行渐远.就儒学

传统来说,高调的道德政治理想应该充分吸收儒家丰富传统中的实践智慧与其他进路的保守主

义或宪政主义.比如宋儒依托祖宗之法的政治与思想传统,注重现实政治经验与三代之法的贯

通和观照,这在明清之际经世儒学和晚清儒学中都有强劲的复兴.注重既有的政治经验与传

统,依托历史性情境来落实保守主义的理想,这种儒学精神切近可行.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这

一路向虽然更为艰难,但不应放弃.就自由主义现代性来说,在借用其资源的同时,应坦诚吸收

其中的契合性思路,尤其是要实现儒家政治学的现代转换,比如反思先验决定论意义上的制度

主义而转向一般法政科学上的制度主义.总体上,不为近年来反普世主义的特殊论所牵引,避

免反转为一种踩空高蹈而偏执独断的激进教条,回归９０年代那种开放通达的理论视野,戮力构

建吸收自由主义积极因素的儒家现代宪制,这才是真正复兴公羊学政治精神的现代方向.(第

３１１ ３１２页)

二、康晓光:新儒家之“策论派”

康晓光是当代大陆新儒家中“策论派”的代表人物.如果说蒋庆是由理入儒的话,康晓光则是典

型的由事入儒.对康晓光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李思怡事件”.此前,他的研究方向主要

是扶贫理论和政策,“李思怡事件”激发他归宗儒家.该事件始末如下: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中午,成都市

青白江区居民李桂芳把３岁的女儿李思怡锁在家中,然后自己去金堂县“找点钱”.她在金堂县红旗

超市偷窃两瓶洗发水时被保安抓获,保安随后将其移交给了该县城郊派出所.因为李桂芳是吸毒人

员,派出所决定对其实施强制戒毒.李桂芳曾多次对派出所民警提出,她３岁的女儿被锁在家中,她
要求先把女儿安顿好,再回来戒毒,但无人理睬.她曾以跪地哭求和撞门求死的方式提出诉求,但都

没有效果.明知李桂芳被强制戒毒,也知道李思怡被锁在家中的青白江区团结村派出所没有采取任

何行动,李桂芳所在居委会和邻居也都没有伸出援手.当李桂芳１７天后回到家时,李思怡已被活活

饿死! 她死于这个社会组织的冷酷和人们的无情!
一个月后,康晓光印行了专著«起诉———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书中,他从政治、经济、

社会、法律、道德等层面为李思怡事件“起诉”,结论是,“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如同左拉当年写作«我控诉»一样,康晓光此举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道德担当.

基于多年来对社会现状的观察,康晓光的判断是,“现实是有效率的,但又是不公正的,而且缺乏

合法性”(第１４１页):

　　说它“有效率”是指它能够支持经济增长,维护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统一.说它“不公正”是

指大众的权利受到严重损害,精英的掠夺肆无忌惮,政治腐败,钱权勾结,为政不仁,为富不仁.
说它“缺乏合法性”是指统治者没有为现存秩序提出一套能够自圆其说的东西.所以,现状不可

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状完全不可取,必须被彻底抛弃.我们的任务是

把好的东西保留下来,把不好的东西克服掉.(第１４９页)
如何改变现状呢? 很多人认为民主化是唯一的出路,但康晓光却主张:“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

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
(第１３５页)他明确反对民主化潮流:“我之所以‘要’挽狂澜于既倒,那是因为我相信我‘能够’挽狂澜

于既倒.我相信胜利最终一定会属于我.”(第１４２页)
康晓光进而从有效性与合法性两个方面对民主化进行了批判.
从有效性的角度看,康晓光认为,民主化“不见得”能消除或缓解中国面临的政治腐败、经济风

险、社会不公正等等,“而且还可能丧失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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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等等”.“那种认为只要实行民主化就可以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是荒谬的.这种逆向思维逻辑,
在学理上说不通,在经验上也得不到任何支持.”(第１４３页)

而从合法性的角度,康晓光几乎彻底否定了民主的价值:

　　首先,我认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倡导的一些基本价值是坏的.例如,自由民主主义倡导个人

主义.我不认同个人主义,我还是认同天下本位、社会本位.如果非要从西方舶来品中选择的

话,我会选择社群主义.再如,自由民主主义主张道德是个人的事情,属于私域范畴,任何个人、
任何组织包括政府本身都无权宣称哪一种道德高于其他的道德.它宣称社会和政府在价值判

断方面必须保持中立.这一点我也是反对的.我认为,任何一个稳定的、有效率的社会都要有

一种主流的价值,而且社会有责任把这种主流的价值推行开来,通过教化或社会化使之深入人

心.(第１４７页)
其次,自由民主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前提缺乏事实基础.例如,它假设人类个体是自足的存

在,但实际上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任何个体离开群体、离开社会都无法生存.再如,它主张性恶

论.实际上,人既有作恶的本能,也有为善的潜能.善、恶共存与人性之中.再如,基于自然状

态、人性假设、个人本位、人人平等理念编造出来的社会契约论,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上的根据,
完全是人为的理论建构.而且自由民主主义的一些重要论断也是错误的.例如,它认为政府是

一种必要的恶.所谓“必要的恶”是说,政府天生就是一个坏东西,但是离开这种坏东西人类又

玩不转.政府之所以有资格存在,那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如果市场是完善的,根本就不需要

政府.简言之,政府是对市场的补充.其实,政府可能作恶,也可能为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

果没有政府,肯定不会有稳定的社会,因此政府是一种必要的善.(第１４７页)
第三,即使自由民主主义的价值是好的,即使它的那些逻辑前提是真实的,即使它的推论是

正确的,在实践中它也表现为一套谎言,从来没有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自由民主主义和共产

主义一样都是乌托邦.
在资产阶级向国王和贵族夺取权力的时候,它是平等和民主的最热情的鼓吹者.一旦

掌握了权力,它就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只要看看穷人、妇女、有色人种争取投票

权的历史,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上述过程中无不伴随着流血牺牲,无不伴随着残酷的镇压.实

际上,资产阶级从本性上来说是最反对民主的,因为民主意味着贫穷的多数可以运用民主权利

合法地剥夺富裕的少数.所以,资产阶级面临着一种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它要通过宣扬民

主来论证其统治的正当性,一方面它又要剥夺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为了克服这一矛盾,资产

阶级的学术代理人发明了宪政.所谓宪政,其功能就是,既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民主粉饰寡头

政治,又可以剥夺大众的民主权利使资产阶级安居财富金字塔顶端.(第１４８ １４９页)
康晓光由此得出结论说:

　　对于中国来说,西方式民主,作为工具是没用的,作为价值是不好的.说它“没用”是指它不

一定能解决政治腐败问题,不一定能打破官商勾结,不一定能保护大众的利益,也不一定能限制

精英的掠夺,相反,还有可能带来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国家分裂.说它“不好”不是说自由民主

主义的合法性理论无法自圆其说,而是说它无法在实践中兑现自己的承诺,到头来还是一套谎

言.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它,至少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第１４９页)
不得不说,上述批判实在太粗疏、太轻佻,也太缺乏创意了.

从有效性的角度看,民主的确与政治清明、经济增长、社会公正之间没有线性的因果关系,因此

康晓光可以举出不少民主化后政治依然腐败、经济持续低迷、社会依然不公的例子.但是,正因为民

主与政治清明、经济增长、社会公正之间没有线性的因果关系,我们也完全可以举出不少民主化后政

治变得清明、经济实现增长、社会逐渐公正的例子.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由主义宪政制度的建立需

要很多构件,民主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构件,法治至少是另一个重要构件,只启用一个构件建造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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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称之为合格的宪政制度,这样的制度是跛足的,当然无法稳定.事实上,很多国家民主化以后之

所以无法摆脱政治腐败的泥淖,正是因为并未建立牢固的法治(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另一方面,民
主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自由,人类实现自由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不能指望一蹴而就、立竿

见影,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不会指望只要开启了民主化进程,社会就能在短期内迈入自由时代.因

此,用转型国家的短程历史评估民主化的有效性是短视的.
基于类似的短视,康晓光对“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判断是不是太乐观了呢? 只要稍微留心现

实,便不难发现,这种判断既缺乏现实感,也缺乏对趋势的前瞻性.
从合法性的角度看,自由主义并非不知道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人性中分善恶两端、政府与黑社

会属性不同,但自由主义认为仍然有必要强调个人主义、自然状态、人人平等、人性恶,以及由此导出

的政府中立于道德、有限政府、“政府是必要的恶”等等理念.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只为政府职能设定

底线,但并不规定其上限.事实证明,只有设定严格的底线,才有可能追求上限,一味高扬理想的上

限,往往会在现实中洞穿底线.
任何政治哲学都建基于一种逻辑假设.自由主义也一样,但自由主义的假设是基于历史上和现

实中政府权力对个人权利和尊严的压迫和戕害而产生的.这些压迫和戕害虽然未必发生在历史的

初始时刻,但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于历史之中.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事实,它们并非人为、任意的概念虚

构,因而构成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历史经验支撑.
此外,前面已经指出,人类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和这些价值的实现是一个历史过程.自由主义的

政治制度虽然是资产阶级助推的结果,但它们既然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理念,那么资产阶级在资产

阶级革命实现后,即便主观上想要限制人们走向民主、自由,客观上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人的

民主、自由权利总是处在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中,用西方历史上的不自由、不民主来论证这些价值是

“谎言”、“乌托邦”,这不是历史主义应有的态度.
至于西方用宪政来规制民主,这非但不应该批评,反而体现了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人性幽暗和

群体不理性的认识.自由主义从来不主张大民主,康晓光批评的那些极端民主派根本就不是自由主

义者.
实际上,即便不使用康晓光列举的那些自由主义的假设,自由主义的合法性也很容易论证:其

一,民心求自由、民主,这就是最大的合法性.合法性理论本身就是建基于民心的,如果众叛亲离,哪
里还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合法性问题的本质是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要

服你管”的问题.其二,民主能够避免整个国家因反复经历政权更迭而不断翻烙饼———黄炎培以“王
朝周期律”言之,这反映出它根本不是什么“超稳定结构”,而是成王败寇的死循环.就像蒋庆给民主

政治开出的替代方案是王道政治一样,康晓光开出的方案是所谓的“仁政”.
因为康晓光是由事入儒,所以其理论“原创性”不及蒋庆.他完全搬用儒家传统的道统和政统的

理论来论述仁政的合法性,如说“政治是一种高尚的事业”(第１５１页),仁政就是扩大人的“善端”的
政治.如何通过政治扩大人的善端呢? 康晓光开出的药方不过是中国几千年来所谓的“贤人治国”:

　　贤人就是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的人.贤与不贤的标准就是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这

是因为,仁政是最好的政治,而儒士是实践仁政的人.说白了,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无须

讳言,仁政属于权威主义的范畴,但它又有别于一般的权威主义,其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仁慈的

权威主义.(第１５１页)
仁政既然是儒士共同体专政,当然就必须排斥西式民主政体所倡导的几大要素了:

　　这是因为,第一,儒家可以承认“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但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
这是因为,天道高于民意,而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可以说,儒家并不绝对拒绝“人民

主权”原则.第二,如果仁政是最好的政治,那么不信奉儒家理念的政党就没有资格执政,所以

儒家反对“多党制”.第三,儒家反对“全民普选”.这不是因为儒家拒绝承认抽象的平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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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为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

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

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

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儒士就是有贤德的仁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

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其实,儒家也是主张政治平等的,只不过它不主张虚幻

的人头面前人人平等,也不主张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是主张德智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儒家主

张儒士共同体之外的人没有统治的权利,但他们有获得良好统治的权利.也就是说,被统治者

有权利要求统治者行仁政.这是被统治者的天赋权利.(第１５１ １５２页)
也就是说,在儒士共同体专政中,“人民主权”就像卢梭所定义的那样,本来是有的,但必须虚置起来.
经过康氏理论这么一番弯弯绕,事实上它已经被蒸发了! 自由主义的平等原则指向的是每个公民在

政治、法律上的平等,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权利.康晓光虽然承认平等原则,但他主张的是德智可能

性———人皆“可以”为圣贤———意义上的平等! 但问题在于,有权利施行统治的贤人的标准是什么

呢? 又如何评价他是否“信仰并践行儒家理念”呢?
崇尚道德固然是好事,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道德,而在于通过什么途径增进道德.通过错误的途

径试图增进道德,事实上非但不能增进道德,反而只能助长伪善与专制.康晓光不是看重历史吗?
从历史的角度,笔者要追问的是:儒家所崇尚的“三代之治”何曾一日行于中国? 又,为什么在海通初

开之后,驻英公使郭嵩焘就发出了“三代之治在英美”的浩叹? 显然,两个问题的答案正在于制度的

不同.
那么,康氏“仁政”的具体制度是如何设计的呢? 谈到最高权力的更替规则,康晓光认为,首选应

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而基于现实的考虑,康晓光其实并不拿儒士共同体推举当回事,他的着眼点在于禅让.康晓光

对尧舜禅让的故事非常痴迷,于是他引述孟子的主张说:

　　禅让有三个条件,第一是天子推荐,第二是接班人必须是贤人,第三是经过试用之后得到认

可.在禅让制度下,天子没有权利确定自己的接班人.他只能推荐接班人的候选人,而且只能

推荐那种能力和品德都出类拔萃的人做候选人.候选人必须经过试用期的考验.经过试用之

后,再看候选人是否得到了天和民的认可.只有得到了天和民的认可,才能正式接班.(第１５３
１５４页)

问题在于,禅让制既然如此美妙,为什么禹要把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进而在整个中国古代,禅让制

由此就绝迹了呢? 康晓光或许可以辩说,王莽得位、宣统的逊位不都是禅让吗? 但是,如果这种被逼

的权力更迭方式能叫禅让,那么革命何尝又不能叫禅让,选举又何尝不能叫禅让?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无法无视民意的,否则就根本无法运转.康晓光当然知道这一点,因此康版

“仁政”也设计了民意表达机制.这套机制表现为三种实现方式:其一,开放的大众传媒;其二,行政

决策咨询机制;其三,法团主义体制.
第一种方式无须赘述,我们先看第二种方式———行政决策咨询机制.这种机制又叫“行政吸纳

政治”,也即把政治问题行政化.康晓光举出的例子是香港殖民地时期的政治制度,“行政吸纳政治”
这一概念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金耀基教授提出来的.康晓光这样写道:

　　我发现,用金耀基的概念来分析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大陆也是非常有效的中国政府

是一个“议行合一”的政府.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它会主动观察、了解社会的各种需求、压力

和冲突,并做出反应.例如,在制定政策和法律的过程中,它会听取各种各样的意见,召开各种

各样的会议.还有什么市长热线、信访之类的东西.人大和政协就更重要了.同时,中共也非

常注意精英吸纳.例如,政府有意识地把有钱的、有名望的、有历史地位的人,总之是一些现代

贵族吧,安排进政府、人大、政协、工商联、科协等机构之中现代社会发明了两种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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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来解决这些政治问题.一种机制是政治民主化,其工具包括多党制、选举、议会、压力集团

等等.另一种机制就是政治行政化,其主要工具是决策咨询和精英吸纳.在党政合一、议行合

一的中国,政治行政化是一种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第１５５ １５６页)
“行政吸纳政治”、“议行合一”是殖民地政治的常态,用殖民者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来统治一个前殖

民地,甚至一个共和国,显然属于时空错置,人民会答应吗? 这种统治方式或许适应对小型城邦的管

理,但无法适应大国.南非、印度等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而就公众参政而言,康晓光自称“最欣赏的是还是法团主义体制”.康晓光认为,美国的多元主

义和奥地利的法团主义,属于民主的不同表现形态(第１５６页).简单来说,法团主义就是将人民组

织进行业性或职业性公会(法团)进行协商谈判的一种思潮.按照康晓光的设想:

　　当劳工和资本家有冲突的时候,或是不同行业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就出面组织冲突

各方坐下来谈判,达成共识之后,共同贯彻执行.请注意,真正的决策参与者是政府和功能性团

体,而不是议会.“立法”是在议会之外进行的在法团主义模式中,怎样分配参与权或谈判

权呢? 比如说,同样是钢铁工人的工会,可以有几十个,也可以有一万个,总不能让所有的工会

都参加谈判吧.一般情况下,政府只允许几个甚至只允许一两个参与谈判.政府往往选择那些

大的、愿意合作的工会参与谈判.有些国家还为那些被选定的工会提供财政支持.享受这些特

权的工会必须承担贯彻实施谈判协议的责任.政府的控制手段是“胡萝卜”.你跟我合作,我给

你谈判权利,给你财政拨款.(第１５７页)
也就是说,康氏仁政允许人民组织法团.当法团之间产生利益纠葛时,先是让他们相互谈判,最后由

政府做主裁定.而且,有资格参与谈判的只能是听政府的话的法团.这还是仁政吗? 这是君师合一

的牧民术! 至于“胡萝卜论”,纯属典型的诱民以利,与仁政何干?
法团主义本身并不是问题,它在西方是比较流行的理论.但与社群主义一样,它只是对既有宪

政民主制度的补充和完善,所以康晓光能举出的主要实行法团主义的国家,也只能是像奥地利这样

的小国(指人口和国土面积)了.在一个大国,舍议会和法院而实行法团主义,官员就只能天天陷入

坐堂判案的事务中了.
除了“仁慈的权威主义”和法团主义,康版仁政还杂糅了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儒教等制度.
由此,康晓光自诩他的“仁政”是一种“混合政体”,这种政体把君主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的

要素混合在一起.他认为仁政可以超越周期律.但既然超越了周期律,为什么还要保留革命的正当

性呢? 革命不就是周期律发作的症候吗?
康晓光将他的“仁政”的“权威主义”规定为“一类特定的知识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他认为,这

种仁政由此克服了现存秩序的缺陷,同时保留了它的优点:

　　仁政不是暴力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不是官僚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不是资本集团专政的

权威主义,而是一类特定的知识集团专政的权威主义.与军阀、党棍和暴发户相比,知识分子总

还是要仁慈一点.这是一个世界性规律.(第１６１页)
知识分子的“仁慈”,成为康版“仁政”的优越性基础.康晓光则认为,知识分子专政比其他任何

专政都仁慈.而由本文上节可知,蒋庆认为,未来的制度应该是儒家知识分子主导下的制度.这种

“特定的知识集团”的优越感,恐怕是过于自高自大了.
康晓光的最终目的是,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础上建立“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

程就是“儒化”.那么,康氏在政治上的“儒化”方略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用孔孟之道来替代现有

意识形态.“党校还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
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
且是垄断性的联系.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第１６４页)不得不说,只要稍具现实

感,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方略纯属空想,没有任何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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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康晓光与蒋庆一样,他们建立思想言说的深层动因,还是因为不自信而产生的深入骨髓

的敌我观念.康晓光毫不避讳地这样写道:

　　未来中国无非两种结局,要么“再西方化”,要么“再中国化”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
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反过来,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所以,今后

二十到五十年内,儒家必将与西化派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内进行决战.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因

为它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且,我坚信,民主化将葬送中国的未来,儒化最符合中华民族的

利益.(第１６３页)
而鉴于文化与政治的深层关系,康晓光甚至不惜说出这样的话:“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

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第１６３页)———儒家的招牌不是“王道”吗? 为什么到了关键处,就撕破外衣

而诉诸“霸道”了呢?
康晓光的逻辑其实不难理解,他直陈:

　　国亡,只要文化在,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文化亡,即使国还在,中国人也不存在了.所以,比

亡国更可怕的是亡文化.今日中国就处于文化灭亡的边缘.我们要有紧迫感! 儒家要有

危机感! 要认识到,要打败西方,我们必须付出持久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第１６４页)
这是儒家的老调.然而,如果一种文化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不怕竞争,也不会亡.如果它没有生命

力,就必然灭亡.文化是让人活的,人不是为维护文化而活的.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文化亡了,被
中国文化定义的人自然就不存在了,但被新文化定义的作为一国国民的中国人则会活得好好的.文

化是动态建构着的产物.可以预知,中国未来的新文化,既不会属于原教旨主义儒家,也不会属于纯

西方文化.更何况,西方文化由多国、多渊源构成,如何界定所谓的“纯西方”呢? 而如果像儒家所宣

扬的那样,西方的文官制度源自中国,那就更没有什么“纯西方”了.
与蒋庆一样,康晓光的升级版仁政,同属“儒家宪政”这个大类.但具体来看,他所谓的儒家宪政

跟之前所谓的仁政相比,并没什么大的变化.他只不过是为自己的保卫中国文化的主张提供了另一

套说法,即从主权上立论———颠覆了“人民主权”说,而创建了“民族主权”说.他认为:

　　中国的主权者是“中华民族”,而非活在当下的“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

分,但是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仅仅是中华民族的当下的成员,而中华民族不

仅包括当下的中国人民,还包括已经死去的中华民族的成员,以及尚未出生的中华民族的成员

在现实政治决策中如何体现先人的意志呢? 解决办法就是以历史文化为先人的意志,通过

将历史文化确立为宪法原则来体现先人的政治意志、保护先人的政治权利.(第１７２页)
文化决定论与文化优先论的最大弊病在于,只爱静止的文化,不爱活着的人.或者,至少是爱死

人多于爱活人.而这,与孔子之道是完全背反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

三、余东海:儒之时者

当代大陆新儒家虽然普遍呈现出政治儒学的共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拿出了自己的政治儒学理

论和操作方案.
其中,一些新儒家内心亲近自由主义,希望将自由主义建基于儒家文化之上,但二者具体如何嫁

接融合,他们没有深入论述.例如,陈明是亲自由主义的,但他关于政治儒学的思考只有一个大致的

构想———超左右、通三统、新党国.又如,秋风是从自由主义转入儒家的,但他如今的言说多是为儒

家辩护,其自由主义者身份有渐趋消隐之势,其关于政治儒学的思考———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也基本

停留在初期阶段.
与蒋庆、康晓光相比,尤其是与陈明、秋风相比,民间思想者余东海在政治儒学上的运思值得更

多关注.２００５年以前,余东海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２００５年,他正式归宗儒家.余东海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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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体现了一个当代思想者融合自由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主要是儒家)的努力.
余东海的思想主张可以用“仁本主义”四字概括.据余东海说,仁本主义具有如下特点:在哲学

上,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而主心物一元论.在体用问题上,主张“体用不二”.在自他问题

上,既非利己主义,又非完全的利他主义,而是自立立人、自达达人,认为利己利他都是人的本性所

致.在政治哲学上,仁本主义虽然爱集体、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但反对将它们绝对化,而持仁爱

由近及远、由人及物的扩展论,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

邦”.基于此,仁本主义“涵盖而又超越”人本主义.说它涵盖人本主义,是因为它也“强调人的主体

性,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着眼于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说它超越人本主义,是因为它又“强调道德良

知的主体性,在重视人的肉体生命的基础上进一步重视人的灵性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会之自由

的同时致力于追求内在意志道德之自由”.“仁本主义关爱人类兼及万物,爱有层次而无局限,可以

避免人类中心主义.它追求个体身与心、群体人与人及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高度和谐.”(第２００
２０１页)

余东海为什么要提出“仁本主义”呢? 他的回答是:“因为‘仁’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仁义就是

中庸,永远不会‘过’.就像自由不怕独尊一样,仁与良知更不怕独尊.”(第２０１页)
余东海这样写道:

　　仁本主义一元化,可以更好地为多元化提供最佳保障,犹如乾坤一元促进万类自由.指导

思想的一元与思想学术社会文化的多元相辅相成.某种意义上西方社会也是一元之下的多元:
任何思想信仰学说主义都拥有言论自由,但都不能推翻自由主义的价值原则,不能进行反自由、
反民主、反人权、反平等的政治社会实践.

仁本主义一元化,实质上就是仁义道德挂帅,让一切仁义化:政治仁义化,为仁政;制度仁义

化,为良制;法律仁义化,为良法;官员仁义化,为清官廉吏;社会仁义化,为良风良俗和君子社

会.西哲说过:道德是文明的核心、自由的本质.论儒家政治的文明性和自由度,在古代,远高

于法家及基督社会,在民主时代也应高于自由社会———若有实践机会的话.(第２０２页)
在信仰问题上,仁本主义坚持良知信仰因为信仰良知,故人生要努力良言良行,社会要

倡导良风良俗,政治要追求良制良法;因为信仰良知,故“君子有三畏”.(第２０２ ２０３页)
自由主义只是一种政治哲学,仁本主义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

的政治权利,仁本主义则试图让政治道德化.仁本主义的思想资源显然源自儒家,其在方法论和价

值观上尤其凸显了和合中庸的精神,甚至可以说仁本主义就是中庸主义.
从余东海对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仁本主义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他说:

　　我们认为,仁义、诚信、时中、中庸诸原则具有至高无上的普适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

观亦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可为仁本主义所涵盖,民主与民本、自由与秩序、平等与差等、人权与主

权、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可以在仁本和王道的平台上取得一致.
仁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合则两利,违则两败.自由主义反儒家,让自由追求丧失基本道德力

量,让民主建设丧失本土文化基础,民主自由遂成空中楼阁;儒家反自由主义,是反对政治现代

化和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自绝于时代潮流.民主制比起君主制来,更有利于落实民本原则,真儒

家不会反自由主义.
儒家只论优劣是非善恶正邪,不论其它立场.如果是劣、非、恶、邪的坏东西,传统的也好,

“友军”的也好,都将毫不留情地排斥拒绝之;只要是优、是、善、正的好东西,西方的也好,敌方的

也好,照样海纳百川地摄之融之,就像摄影和融资一样.对于民主自由就应如此.
我们主张中国特色的民主,以道统开出政统,以法治为德治基础,视宪政为现代仁政.(第

２０６ ２０７页)
除了外王学,自由主义是古今中外最好的政治学.(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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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本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源自儒家传统的天下主义,而天下主义的实质是普世主义.余东海

与不少新儒家的不同在于,他不排斥源自西方的普世价值,因为他认为,儒家也能为人类提供诸如仁

义、中庸、和谐等普世价值.余东海在其所撰«中华宪政纲要»里列举了他所认为的中华宪政的基本

原则:仁本、中庸、诚信、和谐、王道(兼顾民意和道统合法性的统治)、德治(贤能政治)、自由、民本、民
主、平等(参见第２０９ ２１１页).这些具体的原则条目是否合适,条目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或重复是另

一个问题,但显然,在他看来,他列举的这些条目都是普世价值.
余东海虽然没有明说,但他暗含的逻辑是,普世价值并非西方独造,全人类都可以为普世价值提

供内容或有机组成部分,像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共同体更是如此.所以,普世价值

的形成并非完成时,而是进行时.这种理解显然高于那些把中国古代描述成完善自足的黄金世界的

所谓的新儒家观点.在那些新儒家看来,儒家之所以适合当代中国,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特殊的国情.
按他们的逻辑,既然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同,儒家也可能不符合其他国家的国情,由此就必然导出儒

家思想并非普世价值的结论.这样的新儒家,有资格列于孔子门墙之内吗?
但是,余东海对他所列举的普世价值的具体条目并非一视同仁.他说:

　　仁本主义承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有相当的普世性,但认为仁义礼智信是更高的普

适价值,具有更高的宽容性、文明性、科学性、真理性,具有更加丰富的道德精神、制度精神和科

学精神.(第２０９页)
在他看来,儒家的道统高于政统,政道应该在道统的基础上合一:

　　仁本主义以儒家为主统,以佛家、道家和自由主义为辅助性文化系统,佛道为宗教辅统,自

由主义为政治辅统.独尊中道,一主三辅,以仁为本,海纳百川.(第２０８页)
儒化就是仁义化文明化.儒家民主,意味着增加政治、制度、法律、社会之道德含量,使民主

更优质,使政治更文明,社会更和谐,秩序更好而自由度更高.故儒化程度越高越好.(第２０８页)
儒家近期目标是儒化中国,远景规划建设儒家中国,进而儒化世界,将人类社会导入“人人

皆有士君子之行”的太平大同,将整个地球建设成为政治、社会、物质、精神都高度文明的良知世

界.(第２１５页)
政治无法完全独立于道德(公德),从这个意义上看,政治自由本身可谓最高的道德.自由主义

之所以警惕其他道德条目侵入政治,主要是为了防范政治权力打着卫道的旗号侵害个人自由.当

然,过于强调个人自由也会导致共同体精神的衰减和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薄,这正是当代西方社群

主义指责自由主义的地方.但正如前文所说,社群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补充,而不能与自由主义并

列,更不能居于自由主义之上,因为毕竟个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抛开自由而谈道德是没有根基的.
余东海在不同的地方论述仁本主义时所指并不完全相同,有时偏重于指本体论上的道德主义,

有时偏重于指方法论上的中庸主义.如果我们把仁本主义理解成道德主义,笔者认为它与自由主义

的关系应该跟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相似,也就是说,它可以成为自由主义的补充.如果仁本

主义就是中庸主义或中道主义,则笔者也赞同它确有指导其他价值的资格,因为“万事过犹不及”.
讨论政治哲学是有意义的,但政治学的意义比政治哲学的意义大,政治制度的意义又比政治学

的意义更大,因为它们与人们的利害关系是由远而近的.此外,两国的政治哲学虽然可能近似,但其

具体制度却有可能相差很大.因此,让我们抛开主义,来看看余东海具体的制度设计———余版儒家

宪政方案.
余东海的确设计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导向、公民权利及社会发展等多个方

面.细看这个方案不难发现,在民主选举、分权制衡、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市场经济、军队国有、社会

保障、官员财产公示等方面,余东海的主张与自由主义并无不同.所不同的,也就是新增的几项:
(一)成立中华儒学会,以儒学义理为社会领域的实践提供指导性意见.(二)在全国各地尊孔建庙,
并在各种庄重场所悬挂孔像,把祭孔典礼上升为每年一度的国家大典.(三)恢复科举制,创办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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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机构,并通过科举选拔公务员.(四)修订宪法,使之体现中华文化精神.(五)以德治官,国家应

该对政治家和文化人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以此规范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第２１２ ２１３页).
以上新增条目,前几项更多地属于社会建设(在笔者所读到的文章中,余东海对于“儒家组织”的

论述不详),与政治制度明显相关的是“新兴科举”、仁本主义价值观入宪和“以德治官”三项,而这三

项主要还是起一种范导作用,而非强制作用.即便有强制作用,也主要是针对官员而非人民.在任

何国家,人们对政治人物在道德上的要求都高于普通人,这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所以,美国总统

就职时需要将手按在«圣经»上宣誓,克林顿会因婚外情而遭到弹劾.从政治制度中道德强制力的角

度看,在余东海的仁本主义里,道德对个人自由权利并不构成根本威胁,因此是可以接受的.至于

“新兴科举”、仁本主义价值观入宪和“以德治官”客观上是否会将法治升级到德治,是否会提升官员

的道德修养则是另一个问题.
笔者之所以能接受余东海的上述方案,原因还在于,政治人物必须发自内心地解决“为什么要当

官”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消除根深蒂固的腐败.当今中国蔓延到整个社会的腐败的产

生有多方面原因,信仰缺失以及道德上的虚无主义应该承担文化上的责任.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
必须依赖传统的宗教、文化资源.对此,基督教有它的回答方式,但中国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无法

用基督教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儒家对此也有一套自己的答案,我们不能认为这套答案已经

完全过时了.
余东海治学采取“六经注我”的方法,因此,他对儒家的理解未必就是儒家原典的本意.比如,他

如此解释“自由”:

　　自由是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内圣学致良知,追求的是“从心所

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外王学“致良制”,追求的是家齐国治天下平的政治自由.两种自由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第２１１页)
显然,儒家的核心精神不是自由,余东海上述说法明显属于曲说.又如,他如此解释“和谐”:

　　仁本主义可分为内圣与外王两大范畴,内圣学为个体建筑安心立命的栖居,追求的是身心

的和谐;外王学为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道路,追求的是政治社会的和谐.(第２１０页)
对比一下他对“内圣外王”的解说,显然,他把“自由”与“和谐”等同了,但这两个词的含义众所周知是

不同的.例如,颇有学者主张“和谐高于自由”,且不说此论对错,它至少表明“和谐”与“自由”是不同

义的.再如,余东海如此解释“平等”:

　　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故人人良知平等,这是儒家平等观的形而上基础.据

此,国民的人格即人作为权力和义务主体的资格平等,应该平等享有法律保障的各项公民权利.
(第２１１页)

这种解释可谓比康晓光更识时务,但问题在于,从良知平等,真能推导出权利平等吗?
当然,我们可以说余东海不过是在借古人之酒浇自家块垒.但是,明显不按古人的原意引证古

人文本,其论述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就要大打折扣了.就此而言,余东海的仁本主义尚嫌粗疏,还远未

到逻辑自洽、圆融无碍的化境.

四、儒教:如何既可欲又可求?

从政治儒学的济世情怀出发,当代大陆新儒家群体普遍喊出了一个口号———重建儒教.
如何定义儒教? 如何重建儒教? 在大陆新儒家中,不同的人的主张差别很大,有些主张甚至呈

现出尖锐对立的态势.概括而言,当代大陆新儒家对儒教的理解可分为三派:(一)蒋庆的儒教宗教

说;(二)陈明的公民宗教说;(三)秋风的儒教文教说.
蒋庆不甘于仅是一个“儒家”.在他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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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衰世之词,是边缘化于中国文化权力中心的被放逐者的称号.
(第２６页)
按蒋庆的说法,在中国历史文化盛世,儒家的呈现形态是儒教.儒家和儒教的不同在于,前者只

是一个在汉代以前与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対举的学派,在民国之后与各种外来主义対举的学派,
而后者则:

　　是一个具有独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体,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上升为“王官学”(国家主

导意识形态)的时代,即存在于儒家义理价值形成国家“礼制”“文制”以安顿人心、社会与政治的

时代.“儒教”一词的对应者是其它的文明体,如“三代”时的“蛮夷”,隋唐时的佛教、景教,现在

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它文明体.(第２６页)
儒学与儒教的关系相当于基督教神学教义系统与思想体系与基督教的关系,故儒学只是儒

教的一个具体学理内容.“儒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盛世之词,是中国古圣人之道占据中国文化

权力中心时的称号.(第２６页)
也就是说,蒋庆是从儒家义理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论证儒家之宗教性的.因此,儒教的本质

特征被他概括为:“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第２６页).就此而言,在中国古代大多

数时候,至少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教就是中国的国教.
在蒋庆看来,儒教之所以下降到“儒家”的地位,都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惹的祸,这是他无法容忍

的.他说:

　　如果离开儒教的重建来谈儒家与儒学的重建,将是放弃复兴中华文明的努力,把中华文明

降到思想学派的位置与西方文明对话,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自我贬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复兴儒教就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第２７页)
意识形态是否等同于宗教? 显然,由儒家思想是中国两千年来的“王官学”来论证儒教的宗教性

是不能服人的.蒋庆也知道这一点,因此在回应许纪霖教授的质疑时,他把儒教分梳成四个组成部

分:作为宗教的儒教、作为文教的儒教、作为教化的儒教、作为政教的儒教.与此相关,儒教在中国的

历史上有四大功能:(一)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二)解决社会的行为规范问题;(三)解决国人

的生命信仰问题;(四)解决国人的情志慰藉问题.蒋庆认为,儒教的这四大功能在今天仍未过时.
(第２８页)

具体到对作为宗教的儒教的论证,蒋庆的做法是从儒家经典中竭力发掘其对“天”和祭祀的片段

意见.由此,他把儒教杂糅成一个多重信仰体系:昊天上帝信仰、天道天理信仰、日月星辰信仰、风伯

雨师信仰、山河大地信仰、国社后稷信仰、祖宗鬼神信仰、圣王圣贤信仰、良知心性信仰,以及符合儒

教义理的民间信仰,如关帝信仰、文昌信仰、城隍信仰、妈祖信仰等(第３１页).然而,只要稍微了解

中国大小思想传统,我们就不难发现,上述信仰中的几乎一半都属于道教信仰,与儒家思想是没什么

关系的.更何况,儒家经典中对“天”和祭祀有所论述就能证明儒教的存在吗? 如果我的系列文章都

提到“天”和祭祀,是否能证明我创立了一种宗教?
儒家思想包含政治哲学、伦理学等多个面向,其中自然包含宗教性,但包含宗教性并不能证明其

就是宗教.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一观念在孔子思想中一以贯之.很多哲学家

和宗教学家都曾指出,孔子思想的最大价值在于把人从多神体系中解放出来,人道主义是孔子思想

的根本特点,这一特点导致汉人成为一个早熟的民族.抛开这一根本特点而言儒家的宗教性,只能

是牵强附会,曲为解说.
儒教是否宗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如果以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的标准来评论,儒教当然不

是宗教,因为它的超越性不够,否则以儒家在汉武帝以后的独尊地位而论,道教就不可能产生,佛教

也不可能入华;但如果我们重新定义“宗教”的所指,也未尝不可说儒教是一种中国式宗教.作为表

面上的名实之争,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是可以取消的.更深刻的问题在于,蒋庆所主张的宗教背

５３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



后的意涵是什么,在现实中他的诉求是什么,这种诉求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说到底,蒋庆看重的并不是儒家的宗教性,而是其政教和教化作用.换言之,他在乎的是“圣王

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这一点,只要看看蒋庆落实儒教的具体设想就一目了然了.
蒋庆为重建儒教设计了两条路线:上行路线、下行路线.所谓上行路线,就是将现有政治秩序

“儒化”:

　　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

态;也就是说,恢复儒教古代“王官学”的地位,把儒教的义理价值尊奉为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统治

思想,建立中国式的“儒教宪政制度”.(第２９页)
为了落实这一构想,需要建立新的科举制度与经典教育制度,不仅有志从政者必须通过«四书»、«五
经»的考试,而且在国民教育中,从小学到大学,都必须读经.

蒋庆认为,上行路线是“正途”.但他也知道,上行路线推展起来太困难,因此在推展上行路线的

同时,他还找了一个下行路线作为备胎.所谓“下行路线”,就是走向民间的“变通路线”.
蒋庆执著地为儒教的复兴规划了十个方面的内容: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生命形态、教育形态、慈

善形态、财产形态、教义形态、传播形态、聚会形态、组织形态,真应了那句话“儒教要把中国管起来”,
而其长远抱负则在于,“要把地球管起来”.

在此略过蒋庆所设计的其他九个形态,照抄一段儒教的财产形态,即可知蒋庆所指的儒教应该

享受的特权是什么:

　　历代书院建筑与学田祭田等地产,文庙建筑与学田祭田等地产,孔庙建筑与学田祭田等地

产均归儒教所有;(按:“中国儒教会”成立“儒教财产清查委员会”,将中国历史上属于儒教的财

产特别是各种书院文庙建筑与学田祭田等不动产清查登记在册,提交国家请国家以法律的形式

归还儒教,而损毁堙灭或被占用无法归还者,则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给予相应的财产补偿.另

外,曲阜孔庙由国家负责维修保护,由“中国儒教会”进行管理,孔府与孔陵则归还孔子后人并由

孔子后人管理,管理费用则由国家拨给.)历代圣贤儒士之祠庙、地产、故居、坟茔、遗稿、遗物,历

代圣贤儒士过化之文化古迹与各种文物,历代古圣王陵墓、陵寝、陵园,历代帝王之祠庙与忠烈

祠、关帝庙、文昌阁、城隍庙以及各种儒教宗教遗迹如北京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与历代帝王

庙等均归“中国儒教会”所有、管理与经营;儒教接受国家土地与实物等馈赠及定期财政拨款以

维持儒教日常运作;另成立“中国儒教复兴基金会”接受儒教信众与社会人士广泛捐款为复兴儒

教提供经费支持;国家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凡以各种方式出版的赢利性的儒教古籍、
使用具有儒教内容与人物形象的商标、广告、公司企业名称、经贸旅游活动、以招商为目的的节

庆活动、以儒教内容为题材的赢利性的文艺作品与影视作品,均须通过国家代理征税的方式向

儒教交税.(按:任何人类正统的大宗教都具有其特定的财产形式,都必须依靠财产的支持才能

存在并运作,儒教当然也不能例外.儒教在很大程度上是礼教,礼教的落实就更需要财产的支

持.这是常识,世界上没有无财产的宗教,儒教具有其特定的财产形式不值得国人惊奇.儒教

在历史上曾拥有很多财产,只是古代没有采取法律的形式.在今天的法治社会里,儒教必须具

有法律的形式,即必须具有宗教社团法人的法定身份,才能独立地行使民事权利拥有自己的财

产权并支配自己的财产用于儒教文化事业.这一具有宗教社团法人法定身份的形式就是“中国

儒教会”,“中国儒教会”是儒教财产的合法所有者与支配者,历史上儒教的所有财产都必须由

“中国儒教会”接收、所有与支配由此观之,中国归还儒教的财产只是时间问题.此外,国家

代儒教开征“儒教遗产使用税”也不值得惊奇,因为现代的德国就是国家代基督教征税的.)(第

３６ ３７页)
一种宗教,如果是人民所欢迎的,何必依靠特权布道? 倘不是人民所欢迎的,依靠特权就能深入

人心吗? 若不能,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蒋庆把儒家在近代的式微归咎为知识分子全盘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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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复兴儒教只能靠强力复古,但如果儒家生命力果真顽强,又岂是一帮“食洋不化”的知识分子所

能够斩草除根的? 蒋庆对儒家是不是太不自信了? 蒋庆试图通过权力来复兴儒教,既然是宗教,教
主是谁呢? 是现实的最高执政者还是民间的儒家学者如蒋庆本人? 蒋庆寄望圣王合一,如果他所寄

望的王不听儒家的教诲,甚至有做秦始皇的抱负,蒋庆就不担心再来一次“坑儒”吗? 蒋庆的儒教国

教运动并不是什么新论,康有为、陈焕章当年就搞过国教,结果如何呢?
陈明的儒教公民宗教说的立论指向与蒋庆截然不同.陈明反对儒教国教论,他认为儒教属于宗

教,但他认为他的“公民宗教论”是儒教的一种最薄的版本:

　　我老是想把儒家的身段放低,就是为了实现与自由主义结合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应对

权利意识、制度架构等问题.(第８９页)
那么,什么是公民宗教呢?
陈明对公民宗教缺乏一个严格的定义,但通读他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公民宗教具有如下几

个特点:(一)现代社会是公民社会,公民宗教是一种公共宗教,体现了儒教对群体、对社会生活的关

心超过了对个体生死问题的关心.(二)公民宗教就是要把儒教义理生活化,把儒教信仰拉回中国人

的生活和生命.因此,公民宗教走的完全是下行路线,它希望重新寻找和建构儒教的社会基础,从中

国人的生活中去寻找儒教的根,然后再去激活它、重建它.(三)作为一种宗教,儒教对生命问题的论

述主要是从生即怎么活的角度展开的,而对死的问题则关注不够.现代社会中的宗教主要是作为个

人生命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存在,所以儒教有必要在这些方面加以补充,建立起儒教的相关论述,做出

不同于佛道教却又非常中国化的灵魂叙事.(四)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现代性尚未完成的国

家,因此儒教需要在信仰和制度上保持开放性.对内,考虑到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儒教需要适度调

适;对外,需要为制度进步预留接口.
总之,如果说蒋庆、康晓光等人是希望直接进入政治来影响社会,陈明则是想让儒家思想进入社

会,成为社会的有机构成,通过作用社会来作用于政治生活.
陈明反对把儒教教条化、原教旨化,表面上看,他的论述是在迁就现实,但实际上,他有自己的哲

学基础.陈明对儒家义理的主张是即用见体、即用证体、即用建体.换言之,他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固

定不变的“道”,所以他把自己的工作定位为“原道”———寻找“道”.
对于儒教意义上的下行路线,秋风的主张更为彻底.秋风根本就不赞成儒家是宗教,也不赞成

儒家以儒教形态复兴的做法.秋风认为,儒教在历史上只是文教,今后也只是文教,在一个文教的基

础上,应该允许多个宗教的存在.
在详细考察、辨析了«论语»原意之后,秋风得出的结论是:

　　儒家之本在“学”,儒家发挥作用之渠道是“教”.两者结合,就是文化,也即以文化人,以文

教人.儒家向来是一个“文教”体系.(第２６１页)
从现实的角度考虑,秋风之所以反对将儒家当成宗教,是因为考虑到“凡是某种宗教暂时占据主

导地位的时候,一定会有宗教不宽容”,“现代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的可能,而如果

在意识形态之下有儒家价值作为共同底线,那么,意识形态战争的烈度就会被控制”(第２６２页).
总的来说,在儒教这个问题上,笔者反对蒋庆的儒教说,同情地理解陈明的公民宗教说,但认为

其具体内涵尚待严密论证.在２１世纪的中国,要从头构建一个宗教,事实上相当困难.在某种程度

上,笔者赞成秋风关于儒家是一种文教的主张.这里的要点在于,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中国人重建道

德伦理离不开对儒家价值的再次激活,但如果依赖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激活,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五、儒家复兴三议

作为一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思想传统,儒家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客观存在,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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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中国人的DNA.你可以在文章中“非孝”,但你很难在面对亲友时以不孝为荣;如果你是下属

或晚辈,你可以主张平等,但你进了会议室或餐馆,一般还是不会坐到上司或长辈应该坐的座位上

去.从这个角度论,反儒家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因为人是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拔离地面的.
理性的态度不是无视它,甚至拒斥它,而应该是面对它.

儒家思想与现代性之间并非完全相斥的关系.虽然儒家无法开出自由民主,但儒家并非专制主

义,儒家与现代性之间完全可以进行求同存异式的融汇.从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的角

度看,真正的自由只能在传统和习俗的基础上内生,因此即便是早年极端反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殷海光,在其晚年遗著«中国文化的展望»里也表达了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认可和

努力.海外其他思想、学术大家如李泽厚、林毓生、余英时等人对此也都有详细论述,国内学者秦晖

甚至提出了“引西救儒”的主张.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者或知识界

主流都认为,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以儒家为主体)进行创造性转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以下主

要以儒家与现代性融汇的时代命题为背景,谈谈笔者对儒家复兴的观点,姑且称之为“儒家复兴三

议”:
第一议:建立历史感.
如今一些新儒家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以儒家思想主导当代中国的合法性.他们的逻辑是:历

史上,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因此它今后也应该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古代中国的强盛是儒家导

致的,因此儒家仍然有能力引导中国走向复兴.这种论者笔下的古代中国和儒家几乎尽善尽美,按
他们的逻辑,我们只要复古即可,根本没必要开新.这不是一种客观理性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果真

如此,中国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以后,为何一触即溃?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王朝的意

识形态,那么,它应该为中国近代的衰落承担什么责任?
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与近代史的转折点,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是公认的研究鸦

片战争的经典学术著作.只要认真读读«天朝的崩溃»,任何人都不难得出结论:中国近代的衰落绝

不仅仅是所谓器物不如人所致,如果要得出一个宏大的结论,又如果我们所定义的文化包含器物、政
治制度、哲学和意识形态等几个层面的内容,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的失败就是中国文化的失

败,而文化失败的重点是意识形态的失败.笔者认为,茅海建的书名«天朝的崩溃»直接指向的其实

就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失败,“天朝”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观念,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精确概括和

浓缩.
有人认为,儒家作为意识形态本身是好的,只是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没有充分落实儒家的政治

思想.诚然,以清朝为例,君权主义、种族主义、专制主义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而这些思想是违背儒

家义理的,但问题在于,儒家如果作为意识形态是强势的、有效的,所谓“道统高于政统”,它怎么能被

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压倒呢? 反过来看,如果说儒家道统确实被专制政统压倒了,那么儒家是否还

是专制王朝的意识形态呢?
新儒家爱讲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让我们来看令中国人感到光荣的汉唐两朝.这两个朝代无

疑是最强盛的,但在这两个朝代,儒家真的是强势的政治意识形态吗? 汉朝皇帝曾亲自说过,汉家自

有家法,素以王(儒)霸(法)道杂之.而唐朝的意识形态显然更非儒家一统,否则就不会有韩愈的«谏
佛骨表»了.所以,如果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相应的历史结论就是,它并不能带来

当代新儒家最看重的国家的强盛;而如果它不是中国古代王朝单一的意识形态,自然也就不能以此

证明它今后应该是中国主导的意识形态.
其实,中国古代王朝的意识形态是“儒表法里”,儒家讲仁爱,法家倡专制.因此,新儒家极力反

对人们将儒法两家混为一谈.他们说,儒家并不主张专制,儒家最多是被专制(法家)利用了.如今

的世界潮流当然是反专制,因此必然要反法家,但从另一个角度则可追问:两千多年来,法家为什么要

利用儒家而不利用其他家? “儒表法里”之所以长期存在,至少说明它们并非完全水火不容.这就像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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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一样,夫妻双方如果截然对立以至对抗,最好的选择是离婚,儒法两家在历史上为何却不离婚呢?
建立历史感必然要求直面历史,既不夸大历史上儒家的作用,又不避讳儒家的不足.只有这样,

儒家的言说才能赢得更多人的认可.那种为辩护而辩护的做法,客观上只能拉大儒家与人们的心理

距离.新儒家要直面历史,首先需要清楚地回答“儒表法里”是如何挂钩的,以及儒法两家如果脱钩,
儒家应该做哪些剜毒疗伤的工作.

第二议:建立现实感.
儒家思想既是一种政治哲学,又是一套道德哲学,同时又包含宗教性.生活在２１世纪的今天,

不得不说,作为政治哲学的儒家已经过时了.儒家的政治思想无法回应当代社会公民对政治合法性

(统治源于同意)的诉求,也不能为走出王朝周期律的死循环找到答案.钱穆先生所指出的中国传统

政治中的制衡结构往往是形式上的,很难起到根本的、分权式的制衡效果.当代新儒家即便无法压

抑参与政治重建的冲动,至少也应该对政治怀抱必要的审慎态度.它最多可以对政治起到一种范导

作用,而不能直接与现实政治捆绑.
但儒家的道德哲学并未完全过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中庸、和谐、恕道等价值具有超越时

空的普世性.这一点不用论证,只要问一问人们是不是愿意要这些价值就很能说明问题了.儒家的

希望、土壤、着眼点不在庙堂,而在民间,在重建社会的道德基础,在敦化风俗.儒家应该参与公民社

会建设,而在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儒家的作用其实就在于成为道德实践的倡导者、传播者和

带头人.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重建道德的根本不在学理阐释,而在躬身行道,德行的力量远

远大于文字言说的力量.哲学家西尔斯就认为,儒家所代表的精神,是今天的公民社会最重要的资

源.公民社会是民间的,公民社会需要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关切政治、倡导文化.儒家的士君子就是

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乃是积极入世的.
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肯定会依赖本土思想资源,儒家在其中大有可为,而且重建道德是儒家的

本职和使命.新儒家之所以普遍希望将道德注入政治,是希望提升政治的道德水准.但是,道德直

接介入政治必然会被权力异化.不过,如果我们扩大对政治的定义,把政治定义为一个社会的治理

秩序,我们将会发现,专注于道德重建的儒家的政治作用并非减弱了,而是增强了.社会道德水平的

提升,最终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因为任何人(包括官员)都生活在社会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入民间

推动道德重建,其实间接地就参与了政治重建,而且,这种重建路径是最牢靠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推动书院复兴,大张民间讲学之风,推动传统文化经典进入各级各类学校,推动民间互助慈善等等事

业,都是儒家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
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在推动民间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应该抛弃依靠政府力量强行推动的思路和

做法.任何好的东西只要有人诚心推广,自然会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可,借助强力只能增加人们

的恶感,结果适得其反.要相信思想、文化、信仰领域市场自由竞争的力量.另外,儒家在推动民间

道德重建的过程中,也应该根据社会的变化调整其具体着力方向.例如,如今的农村基本上都只剩

留守老人和儿童了,再试图恢复祠堂,以此作为乡间祭祀、文化场所和公共事务调解场所就显得很不

合时宜了.儒家进入民间,还应该重视小传统的变迁.这样,自然就能淘汰掉儒家思想中已经不能

适应时代的具体主张.
第三议:坚持批判性与开放性.
儒家的批判性首先体现在对现实政治权力的批判上.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都以批判现实政治

为职责.孟子认为,作为一个儒者,有五种资源可以同时调动起来:一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二是民本

思想;三是强烈的历史意识;四是天道意识,主张敬畏感;五是有未来指向性,所谓“为万世开太平”.
明朝为什么要把孟子牌位移出孔庙? 根本原因就是孟子思想具有太强烈的现实批判性.历朝历代

的清流也都有批判现实政治的传统,这体现了儒家刚健有为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有关切政治

的传统,历史上也以参与政治为正途,但按儒家义理,参与政治并不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９３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



和独立人格,知识分子要转化政治,而不为政治所转.反观当今新儒家,不少人不仅放弃了批判政治

的传统,反而加入了谄媚的行列且乐此不疲.这是根本有悖于真儒家之精神的.当代海外新儒家杜

维明先生在与笔者对话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批判精神,儒家就死了”①,此言堪称振聋发聩

之论.
在当下,新儒家的批判性还应该体现在对儒家思想本身的批判性扬弃上.任何思想传统要保持

活力都需要进行自我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耶克是西方文明的批判者,黄宗羲是儒家思想的批

判者.只不过,中国的注经传统抑制了生活在这一传统下的思想者的批判锋芒,以至于像戴震这样

的思想家也不得不先呈现出朴学家的面目,否则就难以取信于人.
儒家不是一个无可指责、毫无缺陷的思想传统.至少,它在历史上与专制政体的关系是需要切

割的.儒家在宗教的超越性方面也不及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理性思辨方面不如西方哲学;
在政治哲学及制度设计方面不及自由主义.对自身的批判源于开放的心态,既向各大宗教开放心

灵,又向自由主义等西方政治哲学和制度开放思想.其实,儒家义理本身就要求儒家保有开放心态,
«论语»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儒家最注重的就是学习,当代新儒家不应该故步自封.

如今的新儒家习惯于把儒家的一切教条都说成是不可变更的黄金律.实际上,理解任何文章的

原意都有一个具体的语境问题,也就是针对性问题,时过境迁,还认为这些文句都是对的,就是刻舟

求剑式的愚昧.从这个角度看,当代的读经运动首先就存在一个删经和重新解释经典的任务.比

如,现在幼儿园老师教儿童读«三字经»,其中有“君臣义”一语,此语当然需要重新解释.
如果问笔者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有什么建议的话,我想说:要紧扣孔子“仁者爱人”的宗旨,爱活着

的中国人.不要担心中华性的丧失,文化是一个动态构建的过程,不要试图用自己理解的具体教条

强迫人削足适履.少一点居高临下式的精英主义,相信每个人心里潜藏的道德力量,而这种道德力

量,就是“仁”,就是“良知”.如果能反求诸己,同时能唤醒大多数人的良知,这个社会何愁不能海晏

河清?

[责任编辑　曹　峰　邹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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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陈 怀 宇

摘　要:１９４８ １９７２年,西欧中国学家们组织了每年一度的学术会议,轮流在欧洲各个城市举行,发

表论文交流学术信息.这一会议最初由西欧学者主办,后来扩展到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基本形成了一

个中国学全球共同体.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中国学者两次应邀参加,先后有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四位

学者参加.他们不仅在会上发表论文,介绍中国近代史研究,还组织了新中国考古成就展,吸引了广大中

国学家们的注意.其中最有意义的中外史学交流是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发生的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会议的主题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中国学者介绍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分期理论,适逢欧洲学者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也热衷于经济社会史研究思路,遂引发了国际大论战.这次论战参与者包括当时欧

美地区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史华慈、傅吾康、白乐日、齐赫文斯基等,甚至连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

罗代尔等也注意到这次大论战,可谓２０世纪学术史上中国史学影响最为广泛的一次国际大讨论.这样的

大论战不仅是学术全球化的结果,也是冷战初期欧美知识界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这次

大论战的出现受到冷战初期全球政治、思想、学术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

关键词:西欧中国学家会议;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历史分期;翦伯赞;周一良;布罗代尔

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全球从未像今天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
化、学术交往变得日益广泛而密切,这种联系和交往速度亦前所未有.尤其２０世纪以来,中国长期

有数十万学者和学生在海外讲学、游学、访学、留学,而外国学生在华学习已成常态.每到假期,不少

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讲学、考察、开会,参与学术合作.与此同时,大批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留学海外的

中国学者之中,相当一部分人已在世界各地陆续取得教学和研究职位并在当地立足,为所在地教学

和科研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并长期在世界各地进行稳定和频繁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参

与世界学术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对于当今世界学术之贡献,早已远远超过２０世纪.将来的学者如果

要书写这个时代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史学史,将面临海量的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录像等资料,要想清

理出一个清晰图景,将更为不易.而这种中外学术交往的程度在半个世纪以前不可想象.
冷战时期的中外学术交往远不如现在密切,六七十年代大约是最令人扼腕的一个历史阶段.一

方面,因为冷战意识形态的原因使中国与居于对立阵营的欧美学界几乎处于隔绝状态;另一方面,随
着１９６０年中苏交恶而不再有密切的中苏科技和学术交往.在中国内部,尽管不乏重要成果出现,但
总体而言,学术发展较为缓慢.回顾历史,实际上在１９５８年以前中外学术交流相对活跃,其中尤以

１９５６年最为活跃.根据当时«人民日报»报道:“在这一年中,中国有七十六位科学家分别出席了在

荷兰、巴西、西班牙、比利时、法国等十三个国家举行的十六个国际科学会议.除了在巴黎举行的青

年汉学家会议以外,其他十五个国际学术会议中国都是第一次参加.此外,中国科学家还出席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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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举行的三十多个科学会议.去年,中国科学家只参加了四个国际性学术会议和一国举行的二十一

个科学会议.”①在１９５０年代,只有美国学者因为受朝鲜战争影响访华较为困难,欧洲学者则常常来

访,中国学者也偶尔去西欧参加学术会议或以文化代表团名义出国交流.有一些学术交往随着近年

各种资料的陆续披露,图景越来越清晰,比如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TheConferences
ofJuniorSinologues),便是一例.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自１９４８年至１９７２年几乎每年轮流在欧洲各地召开,仅有两年中断:一
是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因为参加人数过少而取消;二是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会议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爆发

“布拉格之春”导致当地政治形势恶化而取消.虽然中国大陆学者仅参加了１９５４年莱顿第８次会议

和１９５５年巴黎第９次会议,但在当时均引起国际学界很大轰动.中国学者虽然缺席后来的几次会

议,但两次参与西欧会议,让大陆史学界内部当时热议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在欧美学者中间引发了

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讨论.这种兴趣既受当时欧美中国学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启发,也与冷战初期

国际政治形势、冷战初期欧美学者的思想左倾密切相关.当时以政治立场而言,西欧学者和苏联、东
欧、中国学者分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而在两大阵营内部,各个国家、地区的学者内部却

存在思想立场、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当时西欧学者普遍思想上左倾,一些学者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

的学者颇有好感,而在中国港台地区,却有一些学者对西欧学者的思想左倾抱敌视态度,这样在各国

学者之间就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政治和思想群体.这些复杂的政治、思想、学术冲突,在这些会议上表

现甚为突出,值得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进行仔细分析.
有关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往事,不仅当时会议组织方留下了

若干档案文献,如当时的会议手册等,也有不少学者的报道,如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会后在国内多

家顶尖报刊上发表的报道②,意大利学者郎乔蒂(LionelloLanciotti)在罗马学术期刊«东方与西方»
(EastandWest)的报道,美国学者马若德(RoderickL．MacFarquhar)在«中国季刊»(TheChina
Quarterly)上的评论,法国学者谢诺(JeanChesneaux)发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文章时也提到了这些

会议③,台湾学者方豪在会后也发表了会议观感,从中可以看出会议背后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冲突.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年参与会议的学者陆续出版了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很多人都提到了这些

会议,比如美国学者费正清、牟复礼(FrederickMote),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Franke),中国学

者周一良、张芝联等等;而近年出版的夏鼐日记也提供了有关他参与会议的详细记录④.除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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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外科学家接触频繁,今年有二十七国同我国进行学术性往来»,«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有关１９５５年莱顿会议,见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有

关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见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翦伯赞:«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人民

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张芝联:«“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巴黎:记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二十一

国汉学家在巴黎开会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光明日报»１９５６年９月８日;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
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文汇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６６ １７２页.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中对翦老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也有详细

的记录(第２９６ ３０１页).另可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谢诺发表若干文章,吸收了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人对中国国内近现代史研究提供的信息,对此作了介绍,见Jean

Chesneaux,“LhistoiredelaChineauxXIXeetXXesiecles,”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１０eannee,no．１(１９５５),９５
９８;“LaChinecontemporaine:Etatdestravaux,”Revuefrancaisedesciencepolitique,８eannee,no．２(１９５８),３８４ ４１１．

JohnKingFairbank,Chinabound:AFifty YearMemoir(NewYork:HarperandRow,１９８２),中译本[美]费正清:«费
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勤、陈祖怀、陈维益、宋瑜译,章克生校,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新译本«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

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傅吾康回忆录 WolfgangFranke,ImBanneChinas．AutobiographieeinesSinologen１９１２ １９５０
(Bochum:Projektverlag,１９９５);ImBanneChinas．AutobiographieeinesSinologen１９５０ １９９８(Bochum:Projektverlag,１９９９),
«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欧阳甦译,李雪涛、苏伟妮校,[德]傅復生审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牟复礼回忆

录 FrederickW．Mote,ChinaandtheVocationofHistoryintheTwentiethCentury:APersonalMemoir(Princeton:PrincetonUniＧ
versityPress,２０１０).另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张芝联:«我的学术道路»,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年;夏鼐:«夏鼐日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当年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还留下了一些往来书信,比如杨联陞与胡适的通信、李济与张光直的通信等

等,都保存了有关这些会议的一些议论.这些文献给我们理解和认识当时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

国学家会议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史料,它们各有侧重,常常可以互相补充其他材料忽视的一些细节.
无论如何,新史料常常会促进当代读者对历史的新知,并引发读者对历史事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

各国学者组织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对于国际学术共同体(internationalacademiccommunity)的
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入江昭指出,国际学术界在近二三十年来已经意识到必须重视跨国议题研

究,这些重要跨国议题包括环境保护、疾病控制与防治、人权议题、文化交流等等.这些议题不仅涉

及到多国政府组织和机构,也涉及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入江昭本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即开始关注

国际教育交流以及相关项目,他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文化国际主义(culturalinternationalism),一些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社区(globalcommunities)的整合和形塑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①.在

我看来,国际会议实际上也同样在全球社区的形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国际中国学会议即有将

全球中国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学全球社区(aglobalcommunityofChineseStudies)的重要

作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一开始只是青年学者之间较为松散的联谊活动,后来形成了有计划、
有目的、有制度的国际大会,轮流在西欧和东欧各大城市举行,并吸引了来自美洲、亚洲、大洋洲等地

学者参与,对于构建冷战时期的国际中国学界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受当时条件限制,与会者仅限于翦伯赞、周一

良、夏鼐、张芝联等历史学者,但西欧青年中国学会议参与者发表的论文并不限于中国史学,也涉及

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今天我们书写“二战”后的国际史学史,不能忽视西欧

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中国学者虽然都是历史学者,他们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表现以及影

响,并不仅仅是史学史论题,同时也是思想史、学术史议题,甚至可以说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

政治史.“二战”后涉及中国学术的世界学术史至少可以有两种写法:一是以地区为单元,以中国为

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写成中国当代对外学术交流史;二是以政治为基准,以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

两大阵营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为中心的写法,这种写法会将中国学术纳入共产主义阵营.这两种写

法,都会忽视广大第三世界各国的学术,比如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和西亚地区,实际上当时郭沫

若、郑振铎、夏鼐、季羡林、周一良等学者多次出访一些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交流也是

当代世界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如果考虑第三种写法,则应该书写学术史的全球史,将中国学术发展、中国与其他各国学术的交

流纳入整个世界学术共同体形成与演变过程之中,书写更为全面的学术史、史学史,但这样一种写法

的目标难以在一篇文章中实现.以中国为中心的第一种写法,常以中国学者为重点,以中国史学为

重点,在内容侧重方面容易把握,但也容易写成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文化交流史.而第二种写法,集
中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或美苏两大阵营,则容易写成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写成马列史

学和资本主义史学(资本主义和西马史学)对立的历史②.我们不可否认,在冷战时期,学术界存在

３４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AkiraIriye,GlobalandTransnationalHistory:ThePast,Present,andFuture (Basingstokean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２０１２),１５．入江昭还以１９７２年赫尔辛基举行的UN支持的自然环境会议为例,说明研究国际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这一会

议乃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的一个小脚注.
当代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在近二十年取得了很多成果,中国学者发表了大量论著讨论,而在西文学界也出现

了不少论著,如SusanneWeigelin Schwiedrzik,“OnShiandLun:TowardaTypologyofHistoriographyinthePRC,”Historyand
Theoryvol．３５,no．４,ThemeIssue３５:ChineseHistoriographyinComparativePerspective(December,１９９６),７４ ９５;ArifDirlik,
“SocialFormationsinRepresentationsofthePast:TheCaseof‘Feudalism’inTwentieth CenturyChineseHistoriography,”ReＧ
view (FernandBraudelCenter)vol．１９,no．３,“SocialScienceConcepts”(Summer,１９９６),２２７ ２６７;Q．EdwardWang,“EncounＧ
teringtheWorld:ChinaandItsOther(s)inHistoricalNarratives,１９４９ ８９,”JournalofWorldHistoryvol．１４,no．３(SeptemＧ
ber,２００３),３２７ ３５８;HuaiyinLi,ReinventingModernChina:ImaginationandAuthenticityinChineseHistoricalWriting(HonＧ
ol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２０１３),chapter３:TheMakingofaNewOrthodoxy:MarxistHistoriographyinthe１９５０s．



东、西德之间的斗争,美、苏之间的斗争,苏联建国后也发展出对沙俄侵略与吞并中亚进行合法化和

合理化解释的理论,目的在于消除中亚各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构建苏联国家认同①.而五六十年代亚

非拉地区如火如荼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获得了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中国在五十

年代奉行一边倒政策,对这些斗争予以支持.这种国际政治局势对促进中国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历史

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亚洲史、非洲史、拉丁美洲史研究在中国陆续兴起,一些学者也适应时代需要

改行做世界历史研究.周一良在１９５５年莱顿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发言时即主要介绍了中国的

亚洲史研究,这种历史研究特别注重亚洲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历史②,这一研究趋向与欧美对其

他各国进行研究的国际区域史取向迥异.当时«历史研究»也注重介绍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各国以及

朝鲜、越南的历史学.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历史学刊物很少会留出篇幅介绍越南、朝鲜的

历史学.当时的史学确实很大程度上要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服务.
在开始正式讨论之前,这里先澄清一些相关的名词和概念.本文所谓“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

议”,在中国大陆学界最初由周一良在«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予以介绍,称之为“青年汉学家年

会”.当时他陪同翦伯赞参加了１９５５年莱顿第８次会议,回国后作了简短的报道.他所谓“青年汉

学家年会”也并非是会议本身自己的用法,会议的英文名称是 The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
因每年一次,故周先生称之为年会.周先生在报道中对会议起源作了一点简单介绍:“一九四八年

夏,西欧若干国家一些比较年青的‘汉学’家门在荷兰莱登聚会,交换研究工作和图书资料的情况,创
始了青年‘汉学’家年会,以后每年轮流在伦敦、巴黎、罗马等地召开.”③第一次会议并非在１９４８年夏

举行,而是在１９４８年１月６日至１２日.

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历史研究»则刊出了翦伯赞报道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之为

“青年汉学家会议”④,无疑是相当准确的,因为会议名称从未带有欧洲字样.１９６０年第４期«历史研

究»报道了第１２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也称之为“中国问题会议”⑤.这些会议所讨论主题不限

于传统汉学,不少论文是讨论现当代中国问题,所以说“中国学家”更为切题.而且Sinology本身译

成“汉学”也成问题,因为所谓“汉学”主要处理汉文文献,而实际上Sinology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东方

学的一部分,很多学者常常结合汉文和非汉文文献(比如敦煌和西域出土的胡语文献)讨论中国历

史、语言、考古问题,不如回归到“中国学”为佳.本文为了方便理解会议轮番举办于欧洲各个城市起

见,称之为“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中国学家,但每次会议均吸引相当数

量的资深学者,这些资深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并非初次见面,所以会议本身不仅带有以文会友、帮助

各国青年学者扩大学术交往的性质,也有帮助各国资深学者重新建立学术联系的作用.
本文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始末.这里所说的中国学者,不

仅包括中国大陆学者,也包括港台学者,以及旅居海外的学者.所谓海外中国学,从来不是单纯由海

外学者创造的,它一直是国际中国学界的集体产物.无论是旅居海外的中国学者,还是中国大陆、港
台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海外中国学的创造和发展.中国大陆、港台学者对海外中国学提出的

挑战,实际上反过来促进了海外中国学的反思和发展.本文将重点讨论大陆学者在会议上提出何种

论题,有何表现,又在何种程度上引起欧美学者的兴趣,有何影响.并对这些论题出现的国际思想、

４４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VladimirFedorenko,CentralAsia:FromEthnictoCivicNationalism(Washington,DC:TheRethinkInstitute,２０１２)．
Gi WookShin,DanielC．Sneidereds．,HistoryTextbooksandtheWarinAsia:DividedMemories(London:Routledge,

２０１１),４４ ４５;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谈朝鲜战争.
周一良:«我国历史学家参加在荷兰莱登举行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２期.有关翦先生和周先生参加

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拙文«冷战下中西史家的首次接触:１９５５年莱顿汉学会议试探»,«文史哲»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周一良:«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原载«文汇报»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收入«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１６６ １７２页.
«第１２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作者署名夏杨,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１９５９年第６期摘译.



文化、学术乃至政治背景进行梳理.其次要讨论的问题是,欧美中国学家如何理解并认识当时中国

学术界,对中国学者参加会议持何种态度.欧美中国学家虽然所持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海外中国学

者、大陆港台学者与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种态度背后的政治和学术因素都值得仔细讨论.再次,
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与欧美学者如何理解和适应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不断扩大,其中又是如何

形成各种误会和斗争,冷战时期各地区学者又如何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引起争执.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历史,尽管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但在学界并没有出现全面系统的

研究.早在１９５８年,方豪即提出,一个会议如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便值得写一篇小史.他在１９５８年

参加第１１届会议时向会议早期发起人荷兰学者龙彼得(PietvanderLoon)提出修史建议,以免史料

散佚.他在会上也问了不少学者关于这个会议的历史,注意到几乎无人每届都参与,大家所知都一

鳞半爪.龙彼得却认为会议要等举办三十年时再写历史,而他自己已注意搜集史料,已积两尺高.
这个会议从１９４８年办到１９７２年,终究没有达到龙先生期待的三十年.本文当然也无意写成一篇该

会小史.方先生简单介绍了这个会议与中国的关系,指出Sinology是指有关中国的研究,也是西方

学者对东方国家研究即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不少东方地区曾是西方的殖民地,西方学者对

这些地区的研究有其方便,亦有其优越感.他指出:

　　以汉学来说,在我们的立场上,不应该成为汉学,而是“国学”.我们对于研究自己本身的

事,无论语言文字,当然较外人为便利;但学术为天下公器,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亦不必闭关自

守,只要其目的不是为文化侵略,我们都欢迎;只要其研究成果实有可取,我们亦衷心接受.国

际上的学术交流,亦和国际间贸易相同,必须知道国际行情,愈详愈好,愈新愈好.所以对于这

一会议,我国绝不能置之不理.①

当然他这里所谓“我国”指的是当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接着他便追溯了中国人参加历

次会议的历史,但却不仅仅限于当时台湾学者.他提到的中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大陆学者、旅居海

外的中国学者等等,不过以和台湾关系较近的学者为主.他提及１９４９年以后因国民党政府刚退守

台湾,没有财力参与这一会议.但因为一部分汉学家的太太是中国人,加上一些中国学者旅居欧洲,
他们很早就参加了这一会议,只不过台湾所知不多.方先生说得不错,实际上１９５０年在伦敦亚非学

院召开第３次会议时,已有多位当时在英国的中国学者如傅乐焕、刘殿爵等人参加.
两岸学者正式同时参加会议是１９５５年莱顿会议,大陆派出翦伯赞和周一良,当时台湾大学历史

系讲师陈荆和在巴黎进修,请示了台大文学院,在院长沈刚伯指示下就近参加.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则

参与的中国学者甚多.大陆除了上次与会代表翦伯赞、周一良继续参加之外,加派了夏鼐、张芝联.
香港大学派出罗香林、饶宗颐两位,其他海外中国学者则有旅居伦敦的郑德坤、旅居马来西亚的贺光

中等.台湾派出正式代表团参加了１９５７年德国马堡会议,成员包括李济、方豪、张致远三位,大陆代

表则缺席这次会议.参加马堡会议的中国学者还包括港大罗香林、饶宗颐、刘若愚,新亚书院牟润

孙,以及旅居香港的柳存仁.旅居海外的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了会议,如新加坡潘重规、华盛顿杨觉

勇、汉堡赵荣琅、剑桥王铃、伦敦陈志让等人.还有一些是欧美学者的华人亲属,如傅吾康夫人胡隽

吟参加了１９５３年９月７ １２日在罗马召开的第７次会议②.
方豪所提到的１９５６年会议中国学者参与情况,也可以在饶宗颐的回忆中得到印证.饶先生回

顾自己与日本和欧洲中国学家的交往时说,他第一次去日本是１９５４年去京都大学见吉川幸次郎,而

５４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１９６９年,第２６２４页.

VIConferenzaSinologiJuniores,Roma:IstitutoItalianoperilMedioedEstremoOriente,１９５３,２６ ２８．她提交了论文“中
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用中文发表.这次会议主要实际组织者包括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的 LucianoPetech,Mario
Bussagli,LionelloLanciotti(郎乔蒂)等三人,但会议得到了院长图齐和副院长 AlbertoGiuganino的大力支持.图齐是一位亲共学

者,而 Giuganino在１９５７年曾与郎乔蒂一起访问中国大陆.



第一次去欧洲则是１９５６年去巴黎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会上见到了周一良、翦伯赞、夏鼐等

人①.他后来也参加了马堡和帕多瓦举行的中国学家会议.当时虽然大陆和台湾在政治上、军事上

处于对立状态,但两岸三地学者仍有机会借助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得以在莱顿、巴黎等地碰面,一
起参加学术讨论,这也算是冷战时期难得的现象,当然也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和反思.

一、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之由来与早期发展

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动议是在１９４７年夏季.当时英国的一些青年中国学家到莱顿访问

同行,双方意识到各自均处于独学而无友状态,遂讨论了举办中国学家会议的计划.１９４８年１月６
１２日,来自欧洲六所大学的青年中国学家们首次聚集在剑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六所大学包括莱

顿、斯德哥尔摩、巴黎、伦敦、剑桥、牛津.虽然会议主要面向青年学者,但资深学者起了很大支持作

用.在这次剑桥会议上,与会者很殷切地希望最终能出现一个密切合作的欧洲中国学派(Schoolof
EuropeanSinology),促进密切的信息交流和人员互访,这些信息包括课程讲义和图书设备等等.会

议也拟定了未来交流计划.② 可见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最初主要由英国和荷兰青年中国学家发起③,
目的是促进欧洲内部中国学学术交流,并形成以大学为中心的所谓一体化欧洲中国学派.傅吾康在

回忆录«为中国着迷»一书中也简要回顾了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创办经过:

　　倡议者之一是剑桥的龙彼得,我从中国回来途经英国时认识了他.龙彼得来自弗里希亚群

岛的荷兰部分,与之相应,他的个性很强,固执己见.他的汉学知识很牢固,也希望其他人具有

同样严谨细致的学术精神,言辞常常很尖刻,当中粗暴地羞辱他人.我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敏感,
所以从一开始就和他很合得来.龙彼得是青年汉学家会议的灵魂发动器.起初,参加会议的人

仅仅来自五个国家:英国、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上一代的汉学开创者没有参加.会

议是非正式的,很自由.全体与会人员尽可能一起住在某个学生宿舍或类似的地方,一起吃饭,
共同生活,时间长达一周.会议大部分时间用于自由讨论.这类不算官方组织的欧洲合作,当

时还很罕见.尽管我有教授的地位,但却感到自己还足够年轻,可以加入这个圈子.④

这是欧洲中国学家留下的较为详尽介绍早期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文字,特别标出了龙彼得在开

创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提示了会议最初作为青年联谊会的组织性质.
剑桥会议之得以举办,确实与当时资深学者的支持分不开.当时英国资深中国学家主要包括剑

桥夏伦(GustavHaloun)⑤、伦敦亚非学院西门华德(WalterSimon)、伦敦大英博物馆翟林奈(Lionel
Giles)、牛津德效骞(HomerH．Dubs)等等.会议本身除了交流信息之外,也有很强的联谊性质,虽
然会期长达六天,但论文发表的时间并不多,这次会议上仅有四篇正式论文,分别由四位资深学者发

表,包括夏伦的«中国古籍的文献研究之诸方法»、魏礼的«列子与中国文献断代»、西门华德的«关于

虚词“也”的一点想法»、德效骞的«三至四世纪马兹达教入华考».而青年学者主要是观摩和参加讨

论,这些青年学者包括后来在欧美学界极为活跃的何四维(A．F．P．Hulsewé)、蒲立本(EdwinPul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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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６日.
“IntroductoryNote,”Notesona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heldatCambridge,London,andOxford,January６th

１２th,１９４８.这份会议程序册封面最下方印着“私人和保密”(privateandconfidential)字样,最初似乎仅流通于与会者内部.
方豪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中也说:“一九四八年,一些在当时自认为青年的欧洲汉学家,为交换意

见,集思广益起见,发起了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性的所谓青年汉学家会议.主要的发起人是荷兰的龙彼得先生(PietvanderLoon),
其余发起人分隶于英、法、德、荷、义五国.”(«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３ ２６２５页)此处他主要以国家列出最初的发起人,但实

际上第一届会议参与者有来自瑞典斯德歌尔摩的学者而无意大利学者.
[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下部第七章“学术会议与大会”,第２８４ ２８８页.作者在该回忆录中简要回

顾了他参加的历次会议的情况.
有关他的事迹,参见朱玉麒:«古斯塔夫哈隆与剑桥汉学»,«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３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６１ ３１０页.



leyblank)、芮玛丽(MaryWright)、谢和耐(JacquesGernet)、毕汉思(HansBielenstein)、龙彼得等,
当时都是尚未取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与会者除了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之外,也花了很多时间参观考

察和交流意见,考察了剑桥、牛津、伦敦亚非学院等一些高校的相关中文藏书,还参观了大英博物馆

组织的小型敦煌文书展览.大家也互相通报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
第一次青年中国学者会议有几个特点.首先,会议虽然叫“青年中国学者会议(AConferenceof

JuniorSinologues)”,会议论文主要发表者仍为资深学者,他们的论文侧重传统中国历史、语言研究,
也即是传统东方学的语文学研究.其次,与会青年学者当时基本上都尚未出道,来参加会议主要是

观摩和学习.再次,会议时间较长,代表们花较多时间参观考察图书馆和博物馆,以及交流学术信

息.最后,与会者主要来自西欧六所大学,被认为是代表这些大学来交流中国学信息.
这些特点在后来历次会议上陆续被颠覆了.１９４９年４月８ １４日第二次会议在莱顿举行,论文

发表人变成以青年学者为主.与会者来自西欧七所大学,除了参加剑桥会议的六所之外,还增加了

傅海波(HerbertFranke)代表的西德科隆大学.会议原本还邀请了法国戴密微、戴何都,瑞典高本汉

等资深学者,其他如布拉格、牛津、汉堡、哥廷根、柏林一些学者也收到邀请,但都未能与会.虽然发

表论文学者不多,但这次会议参与者来自七校,多达数十人.正如会议组织者克拉默斯(R．P．
Kramers)所言,上次剑桥会议是为了筹划未来,这次会议目的则是为了展示一些个人和集体合作学

术成果.这次会议还尝试性地邀请了一些古典学、历史、圣经学等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作了一系列报

告,主要讨论各自领域内对文献的处理方法①,以备青年中国学家们参考.然后是芮玛丽、龙彼得、何
四维、蒲立本等人发表与他们博士论文题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唯一发表论文的资深学者是莱顿戴闻

达,他主要介绍了荷兰的中国学学术史.这次会议的明显变化是参与大学与学者数量的急剧扩大.

１９５０年６月第三次会议由伦敦亚非学院蒲立本组织,参与学校和人数又有增加,共有六十余人

参加,来自西欧英、法、荷、德、瑞典的九所大学.西德除了上次傅海波继续参加之外,又增加了汉堡

福克司(WalterFuchs)、美因茨温特菲尔德(ViktoriavonWinterfeldt Contag)夫妇.剑桥青年唐史

学者杜希德(DenisTwitchett)也首次参加.法国则来了吴德明(YvesHervouet)、苏远鸣(Michel
Soymié)等人.白乐日(EtienneBalazs)接受了与会邀请,但未出席,只提交了论文.伦敦亚非学院

作为东道主,自然参加的人最多,除了组织者蒲立本之外,还有后来成为知名中国艺术史家的苏利文

(MichaelSullivan)、中国哲学史专家葛瑞汉(A．C．Graham)、中国近现代史学者秦瑞(J．ChinＧ
nery).当时在该校留学的一些中国学者,如傅乐焕、黄锡凌、刘殿爵也参加了这次会议②.傅乐焕刚

刚拿到博士学位,会议结束后回到中国大陆③.黄锡凌１９４９年才进入伦敦大学,１９５０年接受了香港

大学讲师一职,也在会议结束后去了香港.刘殿爵当时刚被任命为远东部中国哲学讲师④,后来还参

加过几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并在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见到了中国大陆代表夏鼐等人⑤.

１９５１年第四次会议在巴黎索邦大学举行.傅吾康夫妇参加了会议,住在学生宿舍区.傅吾康

晚年回忆录留下了关于这次会议的一些美好回忆.当时傅吾康的一些法国学界朋友比如于儒伯、康
德谟夫妇和李嘉乐还在北京.他们夫妇见到了白乐日,并与戴密微共进晚餐.他们遇到了一些熟人

如宾格尔、林圣观、龙彼得、傅海波等人.这次会议是法国中国学展示其雄厚力量的一次机会.

７４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这些报告包括 W．DenBoer,“TheStruggleAgainsttheSupremacyofthePhilologicalMethodinClassicalStudies,”J．G．
Locher,“OntheMethodsofTextualCriticismintheFieldofHistory,”J．deZwaan,“OntheMethodofTextualCriticisminNew
TestamentStudies,”Proceedingsofthe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heldatLeiden(April８ １４,１９４９),２ ７．

TheThirdConferenceoftheJuniorSinologues(London,１９５０),１６．
傅乐焕在JohnPratt爵士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NatpatandOrdo:AStudyoftheWayofLifeandMiliＧ

taryOrganizationoftheKhitanEmperorsandTheirPeople).
何志华:«研思精微、学术典范:刘殿爵教授生平概述»,«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５１卷(２０１０年),第８页.
«夏鼐日记»卷五记,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２日周三,“下午中国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铨(应是王铃)、吴其昱、刘殿爵五人来谈话”

(第２５７页).



第五次会议于１９５２年９月８日至１４日在瓦恩举行,组织者是科隆无薪讲师傅海波.这次会议

上,在哥廷根教中文的博士生刘茂才介绍了他对东突厥史的研究,这是他当时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

计划.剑桥博士生杜希德介绍了自己的唐代经济史研究,吴其昱介绍了自己正在研究汉文文法①.
这次会议与会者来源地区十分广泛.会议邀请了西欧地区以外的多位学者,包括澳大利亚堪培拉毕

汉思(HansBielenstein,研究«后汉书»)②、麦基洛(B．McKillop,研究陆九渊)、加拿大多伦多杜百胜

(W．A．C．H．Dobson,研究汉代和中文文法)、印尼雅加达曾祖森(TjanTjoeSom,研究«汉书五

行志»)、日本东京山本达郎(研究１７、１８世纪的近代中国史)等等③.

１９５３年９月７ １２日,第六次会议在罗马中远东研究院举行.傅吾康说,他在这次会议上第一

次见到何四维.第六次会议组委会包括伯戴克(LucianoPetech)、布萨利(MarioBussagli)、白佐良

(GiulianoBertuccioli)、郎乔蒂等四人.当时有来自十二国的代表参加,包括有来自土耳其、瑞士、奥
地利的代表.与会西欧中国学代表之中,除了上述傅吾康、何四维之外,还有福克司、谢和耐、白乐

日、叶理夫、杜希德、鲍吾刚等学者.这次会议甚至吸引了一些知名佛教学家出席,如日本铃木大

拙④、法国巴罗(AndréBareau)等等,以及当时在巴黎利用敦煌汉文和回鹘文文献写作博士论文的哈

密屯(JamesHamilton),这也许是因为当时中远东研究院院长是佛学家、藏学家图齐的缘故.在这

次会议上,傅吾康夫人胡隽咏提交了中文论文«中国京剧的几个特点及其表演技巧示例»⑤.当时在

牛津任教的中国学者吴世昌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１９５４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２日在英国杜伦大学哈特菲尔德学院举行了第七次会议,首次邀请了

美国、苏联两国代表参加,分别是美国的海陶玮(JamesR．Hightower)、苏联的郭瓦烈夫(E．KovaＧ
lev)和齐赫文斯基(S．Tikhvinsky)⑥.齐赫文斯基后来回忆说,苏联成立后一直没有太多国际学术

交流,直到五十年代初苏联政府才决定恢复苏联东方学家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于是派人参加了在剑

桥举行的第２３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此事引起英国媒体的报道,１９５４年８月３０日出版的«泰晤士

报»指出,苏联派代表参加这次东方学家大会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随后苏联代表也参加了剑桥青

年中国学家会议.据齐赫文斯基回忆,“英国有一个基本上由年轻人组成的青年汉学家组织,他们欲

与阿列克谢耶夫比高低,对他所奠定的古典学派发难.就是这个青年汉学家组织后来转变成欧洲汉

学家协会,并成功地开展着自己的工作”⑦.齐赫文斯基说青年汉学家组织是为了和俄国学者阿列克

谢耶夫争高低,未免夸大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地位,这也算是苏联学术民族主义心态的一种表现.他

的晚年回忆似有误,当时并没有什么组织,而是当时英国和荷兰青年学者的联谊会.这次会议上美

苏学者参与人数较少,也没有很强的政治背景,所以当时还没有爆发特别明显的意识形态冲突.这

次会议上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苏联、美国和英国１５所大学的代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龙彼

得组织编纂欧洲图书馆所藏汉文丛书联合目录,这可能是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历史上第一个国际

合作项目.法国青年学者、法共党员谢诺则在会上讨论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问题,并介绍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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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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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V．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Wahn/Kln,８ １４September,１９５２．
毕汉思实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的弟子,１９５２年才去堪培拉任教,１９６１年回美.

V．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Wahn/Kln,８ １４．September,１９５２．会议主要组织者是 W．Speiser和傅海波(Herbert
Franke).傅吾康说,这次会议第一次有了来自亚洲的代表,即日本东京的山本达郎.尽管山本在中国学界以研究敦煌文献知名,但
他在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是讨论１９２２ １９２７年的中国反基督教运动.其实这次会议上还有来自雅加达的代表曾祖森.

“TheV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EastandWestvol．４,no．３(１９５３),１８１．
VIConferenzaSinologiJuniores,７ １２settembre,１９５３,２６ ３２．
这次会议是紧接着剑桥举行的第２３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之后召开的,所以很多与会者接着就来参加杜伦大学中国学会

议.见 RaymondDawson,“Preface,”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２８ Sept．２,１９５４,SchoolofOrientalStudies,

Durham,iii．此次会议由斯伯丁基金会(SpaldingTrust)、伦敦中国协会、牛津大学东方学董事会赞助.西德派出了大型代表团参加

杜伦会议,但东德没有学者参加.
慕丹、李俊升编译:«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家齐赫文斯基访谈录»,«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３期.齐赫文斯基回忆说这次会

上认识了拉铁摩尔和费正清.实际拉铁摩尔和费正清未参加这次会议,齐氏是在１９５５年莱顿会议上认识这两位美国学者的.



时中国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龙彼得认为研究中国必须多角度,并对中国学方法进行了

反思.白乐日则从经济社会史角度提出了他对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并介绍了宋史研究计划,提议

组织国际合作项目,编辑宋史研究手册.这次会议上杜希德已被任命为伦敦亚非学院远东史讲师.
此前,日本学者榎一雄在该校担任访问教授一年,而随着榎一雄离去,伯克利列文森将来伦敦担任访问

教授.这一年伦敦亚非学院也出版了田汝康在该院完成的博士论文«砂拉越华人社区的社会结构»①.
第八次会议在莱顿举行,首次邀请了中国大陆代表,中国政府派出了翦伯赞和周一良两位②.这

次会议非常重要,除了中国大陆代表之外,一些美国知名学者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也克服了麦卡

锡主义引起的麻烦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外学者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冷战后的首次接触,既有斗争,也
有友谊.傅吾康认为,“当时正值中国谨慎的对外开放时期,但这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白乐日给傅

吾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白乐日受过全面的辩论训练,口才极好,而且无论法文、德文、英文都没问

题.“白乐日清晰的阐释和锐利的评论是建立在渊博的知识、深刻的洞察和辩证的方法论基础上的,
总是令人留下强烈的印象.白乐日与当时北京来的代表进行了非常尖锐的辩论,这场辩论至今仍然

留在我的记忆里,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他们似乎并未对那些批评性的评论耿耿于

怀.”③傅吾康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事实上,在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白乐日作为主要组织者,对中国

代表团相当热情,并提供了许多具体帮助.傅吾康称第九次巴黎会议在佛维举行,北京四位代表都

是知名学者而非机关的行政干部.尽管傅吾康对这四位与会者的判断是对的,但在会议中北京代表

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与政治立场迥异,和其他与会者之间发生激烈争论.
傅吾康也介绍了第十次马堡会议.这次会议有来自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１５个国家一百多

人参加,许多人来自美国和东亚,如香港饶宗颐、罗香林,台湾方豪,傅吾康的老朋友张贵永以及哥大

富路特,但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参加.“困难在于———不仅仅是这次会议的困难———中国学者出国必

须通过政治部门的审批,这些部门通常只以中国官方代表团的名义参加某个国际会议,而我们只是

以个人身份参加.有时候中国方面尝试以没有来自台湾的汉学家作为出席会议的必要条件,但我们

对此持反对的立场.我们不能因为国籍和居住地而拒绝任何一位汉学家.台湾当局也偶尔试图阻

止来自人民共和国的学者到会.”傅吾康接着指出,１９５８年第十一次意大利帕多瓦、威尼斯会议、

１９５９年第十二次剑桥会议,中国都未参加.中国代表团因为签证过迟的原因没有参加剑桥会议④.
关于第十二次会议,傅吾康说:“在苏联同行的邀请下,下次会议将紧接着国际东方学者大会之后在

莫斯科举行,时间是１９６０年８月.但是,这次会议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而被临时取消.这是一个很好

的例证:学术服从政治的需要,这一点严格地主导着当地的学术界.”⑤１９６１年第十三次会议由傅吾

康组织在汉堡附近的“里森之家”举行.苏联、捷克、东德临时拒绝参加,中国没有回应他的邀请,匈
牙利来了两名代表,波兰来了一位,美国则是费维恺,时在伦敦的马来亚大学王赓武也参加了会议.

简单而言,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规模的扩大,组织会议的城市从西欧扩展到东欧和苏联,
与会学者也来自世界各地,这使得会议看上去更像是世界中国学大会⑥,而参与会议的学者能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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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２８ Sept．２,１９５４,SchoolofOrientalStudies,Durham．
周一良１９８５年重访日本,回国后写了«扶桑四周»一文,写到自己曾在莱顿会议上首次见到山本达郎;见«周一良集»第四

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０３页.
[德]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２８６页.
«第１２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见第８５页注⑥.
傅吾康:«为中国着迷:一位汉学家的自传»,第２８４ ２８８页.
现在欧洲汉学协会(EuropeanAssociationforChineseStudies)有每两年一度轮流在欧洲各国举行的双年会,参加的学者主

要以欧洲为主,但也有来自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学者,规模上可以称作世界中国学大会,第２１届大会将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在俄国圣

彼得堡举行.而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近年组织了若干次世界汉学大会,参会者虽然主要以海外中国学者为主,但并不侧重某一个地

区,比欧洲汉学协会要更少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而美国的亚洲学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也每年举行年会,参加的学者以美

国为主,也有大量其他地区学者参加,但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中,汉学相关主题只占一部分.



会下交换各种意见,似乎一个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也在形成和发展之中.无论是欧美学者,还是

中国学者,当时都很期待参与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遗憾的是,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学者仅有两次

机会通过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参与讨论、交换意见,参与这一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二、欧美中国学界热盼与中国大陆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随着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参与者来源地区扩大到亚洲,邀请中

国大陆、港台、日本、韩国乃至东南亚地区学者也是相当自然的.那么当时欧美学者对邀请中国大陆

学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 当时留下来的材料和后来学者的回顾都提供了不少线索.虽然随着

冷战开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在政治上对立,但铁幕并未完全阻止两大阵营之间学者进行学术

交流,当时欧美中国学界极其期盼与中国大陆学者交流.不论是当时思想上左倾对苏联、东欧、中国

社会主义阵营抱有好感的欧美学者,还是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学者,都非常愿意与中国大陆学者交

流.这种交流的期待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欧美学者期待了解中国学术的进展,一方面是希

望了解中国大陆的考古学资料和信息,以作为他们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资料.总而言之,无论是

第一手文献还是第二手研究,欧美中国学界都对中国学界充满期待.
随着冷战序幕拉开,欧美知识界也出现急剧分化.总体而言,思想界、知识界以左翼知识分子为

主导.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社会主义政权在东欧、亚洲广大地区的急速成长,亚非拉各国纷纷摆脱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束缚,引起当时欧美知识界的广泛欢呼.欧美学界的亲苏、亲共倾向不仅体现

在思想上、学术上,在人事上也对当时世界局势有很大影响,比如当时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便受到法国左翼知识界的影响,在蒋介石政权败退到台湾之后很快就驱逐了该组织内部的“民
国政府”代表,一些职员如张歆海、程其保等人纷纷出走美国①.尽管当时欧美知识界有少数人如海

耶克、波普尔、雷蒙阿隆对亲苏、亲共倾向持批判态度,但总体上欧美知识界仍然极为左倾,这股知识

界、思想界的左倾,到６０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开展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发展而达到高潮②.
当然,这股激进左翼思潮运动在美国也引起了右翼政治势力注意,对共产主义入侵西欧和美国

的恐惧一度笼罩着华盛顿政府,国会和政府都介入了争论,最后演变成政治运动与文化战争,公权力

也介入了媒体传播领域.美国国务院在４０年代的对华政策上深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之后,联邦政府开始检讨所谓“失去中国”的责任,也开始对这些左翼学者在政界的影响进

行批判和反思,国会内部争论不断,加上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咄咄逼人的架势,使得麦卡锡主义应

运而生③.美国中情局介入了对左翼学者的调查和迫害,并开展了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秘密行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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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歆海、程其保都是早年清华学校送往美国的留学生,他们离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后,到美国长岛大学投奔早年在清华

做交换教授时教过他们的老师沃尔科特(GregoryH．Walcott).见拙撰«沃尔科特与清华»,待刊.
有关欧洲知识界与冷战的研究,见 NancyJachec,Europe’sIntellectualsandtheColdWar:TheEuropeanSocietyofCulＧ

ture,Post WarPolitic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andNewYork:I．B．Tauris&Co．,２０１５);BenjaminTromly,MakＧ
ingtheSovietIntelligentsia:UniversitiesandIntellectualLifeunderStalinandKhrushchev(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２０１４);LuciaBonfreschiandMarziaMaccaferri,BetweenEmpireandEurope:IntellectualsandtheNationinBritainand
FranceduringtheColdWar (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５);HiltonKramer,TheTwilightoftheIntellectuals:CultureandPolitics
intheEraoftheColdWar(Chicago:IvanR．DeePublisher,１９９９)．

AlbertFried,McCarthyism,TheGreatAmericanRedScare:ADocumentary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１９９７);RichardM．Fried,NightmareinRed:TheMcCarthyErainPerspective(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０);Mary
SperlingMcAuliff,CrisisontheLeft:ColdWarPoliticsandAmericanLiberals,１９４７ １９５４(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Ｇ
settsPress,１９７８);RobertM．Lichtman,TheSupremeCourtandMcCarthy EraRepression:OneHundredDecisions(Urbana,

I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２０１２)．
FrancesStonorSuanders,TheCulturalColdWar:TheCIAandtheWorldofArtsandLetters(LondonandNewYork:

TheNewPress,１９９９);HughWilford,TheCIA,theBritishLeftandtheColdWar:CallingtheTune(London:FrankCassPubＧ
lishers,２００３)．



当时一些活跃在政界和学界的中国学家陆续被政府调查,如费正清、拉铁摩尔等人,甚至护照被吊

销,被禁止出国访问.这种状况直到５０年代中期才有所缓解.１９５５年拉铁摩尔刚刚获准得到护照,
得以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他也正是在这一年９月莱顿会议上邂逅了翦伯赞和周一良.而有趣的是,
这些学者在美国被认为是同情中国大陆政权的左翼学者,在中国大陆学界却正遭到猛烈的批判.费

正清、拉铁摩尔都被中国学界认为是资产阶级学者、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周一良去莱顿之前,在１９５４
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西洋汉学与胡适»一文,顺带批判了费正清.据夏鼐在日记中说,１９５６年

参加巴黎会议时,８月３１日晚上中国会议代表团在翦老领导下商议开会方针,因为周一良“曾写一文

骂过西洋汉学家,翦老去年曾与白乐日争辩过.我们这次抱‘求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希望我与

张同志取温和态度,但原则上仍要坚持不懈”①.翦老在莱顿时对美国学者其实比较克制和友好,这
一点可从牟复礼回忆中得到印证.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大致可按照政治与学术之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费正清这类学者,“二战”期
间或者战后参与过美国在华政治活动,曾服务美国联邦政府,担任政府或军队秘密职务,有政府雇员

经历和背景,也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在学术上有一定表现;还有一类是比较偏重学术的专家学者,
特别是年轻一代学者,“二战”期间为盟军进行破译密码等技术性、事务性工作,但与政治比较疏离,
如牟复礼、蒲立本②.而从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来说,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亲苏

亲华左翼学者,一类是政治立场非左翼中立学者.前者有些是共产党员,如英共秦瑞、法共谢诺,也
有非共产党员身份亲共学者,如意大利图齐.非亲共政治中立学者如白乐日、牟复礼等人.但他们

对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会议一起交流学术都非常期待.

１９５５年翦伯赞、周一良参加莱顿会议时,与秦瑞、谢诺开始认识,得到秦瑞和谢诺的帮助,双方

结下了友谊.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时,谢诺作为东道主,不仅亲自去机场迎接中国大陆代表团一行四

人,更在会议期间对大陆代表团照顾有加,导览巴黎风景.谢诺同时表示出大陆代表团来法可以合

作从事政治宣传的愿望.据夏鼐讲,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７日,谢诺总结这次会议,认为颇为成功,要给组织

上打报告.据牟复礼回忆,１９５５年他在莱顿很期待和中国学者见面.他是周一良太太早年在哈佛

陆军特训班的中文学生,１９４０年代就认识周一良夫妇.当时他博士刚毕业,来到莱顿,原本打算投

奔戴闻达,因戴闻达去世,遂应何四维邀请到莱顿访学,并参加中国学会议.牟复礼会议全程也都陪

着翦老为其翻译.他在回忆录里并提及秦瑞、谢诺很想结识翦老.毫无疑问,这些人都很期待与中

国学者见面.据周一良的会议记录,白乐日也很希望中国学者来西欧开会交流,在莱顿会议上就支

持中国学者参加第九次大会.翦老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中则提及,在周一良与罗香林的

翻译贺光中发生冲突时,白乐日代表会议主席团发言,请中国代表周一良先生继续发言,“希望中国

的朋友尽量发言”③.
当时美国学者很期待与中国学者在国际会议上交流,或者说交锋.很可惜的是,１９５７年反右运

动以后,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到欧美地区参加学术会议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事.不过去苏联则相对

容易得多,只是１９６０年以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学术交流也难以为继.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Ｇ
har)在«中国季刊»１９６０年第４期撰文介绍莫斯科举行的第２５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④,特别提到当时

大家非常期待中国派出代表团来参加本次大会,结果中国代表团完全缺席,让人极度失望.每天开

完会,与会欧美代表回到所住的乌克兰旅馆房间里都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缺席问题.马若德说,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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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８月３１日星期五,第２５１页.
蒲立本１９５１年由西门华德指导,在伦敦亚非学院获得博士学位,１９５３年即被剑桥聘为汉学讲座教授,１９５５年出版了«安禄

山叛乱之背景»一书.所以１９５０年代后半期青年汉学家会议召开时,他虽然年纪不大,但已是剑桥汉学教授的身份.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历史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１２期.

RoderickMacFarquhar,“The２５thInternationalCongressofOrientalists,”TheChinaQuarterlyno．４(１９６０),１１４ １１８．



一家期刊曾对１９５７年中国代表团缺席慕尼黑国际东方学家大会表示遗憾①,而１９５９年７月苏联«当
代东方»说人数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将参加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所以当时大家都很期

待.１９５９年北京出版的«历史研究»第９期也刊出了苏联驻华大使馆新闻处的供稿«关于第二十五届

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报道了这次大会将在列宁格勒举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立了筹备委员

会,成员包括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卡弗罗夫,院士奥尔别里、司徒鲁威、茹科夫、维诺格拉多夫、马伊

斯基、康拉德等人.大会筹委会还成立几个专题委员会,如关于古代东方问题委员会、关于东方各族

人民的文献和手稿出版问题委员会以及关于东方语言学问题委员会.大会还准备出版多达４５０种

以上的科学出版物,将列宁格勒所收藏丰富的东方手稿挑出一部分文献资料予以出版并组织专门展

览,以反映苏联境外东方各族人民古代独特文化,以及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的科学、文化成就.
苏联为了筹办这次国际大会,确实下了很大本钱,其目的则是为了宣传苏联意识形态优越性和社会

主义建设成就②.在这之前,１９５９年在剑桥大学唐宁学院举行的第十二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就“要求

必须吸收更加广大的学者参加中国学会议,特别是那些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而会议最后也在匈

牙利学者普实克、法国学者谢诺等人提议下,对中国学者因外来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
马若德表示并不知道是何种原因让中国代表团缺席,但他认为最终决定出现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９

日.因为这时出版的苏联«当代东方»７月号发表了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中国研究所齐赫文斯基一

篇关于中国学的文章③,而这篇文章的第一页被撕掉了,并被细心地用一张新页取代.这个变化被欧

美学者理解为苏联试图遮掩有关中国代表团参会的信息,而这种遮掩是近期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导致

的结果.因为到７月底,尽管看起来社会主义阵营在布加勒斯特达成一些妥协,但苏联新闻开始不

点名地攻击中国看待战争与和平的“教条主义观点和立场”.马若德说,根据北京的南斯拉夫通讯站

报道,苏联技术专家正在撤离中国.这之后中国学者参与欧洲中国学会议的机会越来越渺茫了,直
到“文革”结束后才出现转机.

三、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华人学者,可以简单分为三类,一是当时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如
刘殿爵、傅乐焕、郑德坤、胡隽咏、吴其昱、吴世昌、刘茂才、王铃等人,二是港、台、东南亚地区的华人

学者,三是中国大陆地区学者.正如前文简短提示的,旅居欧洲的一些华人学者很早即就近参加了

一些会议,大陆学者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学者则参加较晚.这些学者之间,以大陆学者和旅欧学者

之间交换意见较多,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则有一些冲突.
中国大陆学者两次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都只派出了历史学者,但实际上当时新中国历史

学发展只是刚刚开始.尽管１９５０年即设立了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历史所却迟至１９５４年才成立,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则更迟至１９５５年６月１日才成立.当时历史学界在翦伯赞、范文澜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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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２４届国际东方学家会议秘书长是德国学者傅海波.傅氏参加了１９５６年巴黎青

年中国学家会议,当场邀请了与会中国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４日在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东

方学家会议,“送给每人一张请柬”.可惜代表团最后未能成行,也未参加这一年９月在马堡举行的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
有关这次会议的详细研究,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宣传的研究,参见 MichaelKemper,“PropagandafortheEast,Scholarship

fortheWest:SovietStrategiesatthe１９６０InternationalCongressofOrientalistsinMoscow,”inMichaelKemperandArtemyM．
Kalinovskyeds．,ReassessingOrientalismInterlockingOrientologiesduringtheCold War(LondonandNew York:Routledge,

２０１５),１７０ ２１０．
这个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是以前的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和中国学研究所合并组成的.苏联科学院以前设立了东方学研

究所,１９５６年其中的中国历史经济组独立出来组成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出版«苏联中国学»期刊,但１９６０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

化而该所撤销,相关人员并入苏联科学院亚洲人民研究院.有关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的介绍,参见罗元诤:«苏联科学院中国学

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动态»(１９５８年),第２４ ２６页;综合研究见 J．StuartKirby,RussianStudiesofChina:ProＧ
gressandProblemsofSovietSinology(London:MacMillan,１９７５)．



克思主义学者领导下,花很大力气从事近代史料整理和编纂工作,主要成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５０年代初至“反右”之前这段时间,中外学术交流相当频繁.仅１９５５年夏鼐在短时间内即接见

了瑞典考古代表团,法国、挪威、比利时、新西兰文化代表团,以及澳大利亚外宾.１９５６年４月１８日,中
国文化代表团也访问了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其成员有中科院的侯德榜、茅以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

会北方和西方部副总干事等人.当时代表团会见了院长图齐,图齐是意大利知名左翼学者,对新中国

相当友好,当即赠送一本他自己的著作«西藏图绘写卷»以及其他学院出版物给中科院院长郭沫若①.
中国学者两次参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均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托翦伯赞负责

组织人员参加,并在会议期间领导代表团工作.程序上是由欧洲会议组织者发邀请信给中国科学

院,邀请中国史学工作者参加.所以,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名义上是邀请学者个人,但实际上和中

国学者联系是通过中国科学院.所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派出与会代表,第一次参加１９５５
年莱顿会议是翦伯赞和周一良,第二次参加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是翦伯赞团长带领团员周一良、夏鼐、
张芝联三人,翦、周两人是莱顿会议参加者.因为莱顿会议欧美学者表示对中国考古新资料非常有

兴趣,所以翦老次年带上了考古所副所长夏鼐并组织了考古成果展览②.张芝联则因为通晓法语,可
以为代表团在巴黎的活动提供翻译帮助.据他自己讲,他当时在代表团管理生活财务,兼任翻译③.

１９５６年之后,虽然也几乎每年接到邀请,中国代表团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成行,但也尽量发电报给

会议组织者表示祝贺.１９５７年９月５ １２日第十次马堡会议召开④,中国代表团收到邀请,但未能与

会,就发了贺信给会议组织者.未能成行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国内发生反右运动,史学工作者忙于应

付政治运动.这次会议同样收到邀请未能与会但也发信祝贺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几个国

家.不过,这次会议港台地区一些学者则应邀参加.后来也形成了常态,即大陆学者被邀请与会却

常常未能与会,而港台学者一般参会不成问题.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 ９日第十一次会议在意大利帕多瓦举行,中国大陆学者没有参加,也未发信或发

电报祝贺.其实原本打算参加,因故至７月下旬才决定不参加⑤.东德派人参加也发电报祝贺,罗马

尼亚和新加坡没有参加,但也发电报祝贺.这次会议引发了会议组织者之一意大利学者图齐和台湾

学者方豪之间的论争,值得注意.１９５９年９月７ １２日第十二次年会在剑桥举行,中国原拟派出以

侯外庐为首的代表团,但因为签证延误,未能与会.据当时«历史研究»的报道,“会议组织者邀请了

中国以侯外庐教授为首的代表团,但是由于签证过迟,以致未能参加会议.英国当局的这一粗暴无

理的行动引起各位代表的极大不满,因为中国代表团的缺席给会议的科学内容带来了严重损失.普

列布累克(即蒲立本)教授代表与会者对中国学者之缺席深表憾意;在大会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并

就此事一致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⑥.最后一天,对中国比较友好的普实克、谢诺、韩南等人提出动

议,对中国学者因意外原因未能参加会议表示惋惜.进入６０年代之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

３５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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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ActivitiesoftheIsMEO,”EastandWestvol．１７,no．１(April１９５６),１１４．
夏鼐当时并不是党员,他１９５９年３月才入党.但因为业务能力突出,也积极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组织上信得过他,也

请他出席巴黎会议.«夏鼐日记»卷五经常有夏鼐记录自己学习俄文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动.
张芝联:«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哲学社会科学动态»刊登了署名小氾译自«现代东方»１９５７年第５期的报道文章«第１０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指出１９５７年９

月５ １２日在西德马尔堡城举行了第１０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有来自１６国的１６０多人参加,苏联代表团４人.这次会议主题是“中国

文化的传统和革新”.捷克斯洛伐克学者普鲁谢克«论传统在中国文学中的作用»、苏联学者尼基甫洛夫«谈谈汉民族的形成问题»、
法国学者胡塞涅«汉字的拉丁化问题»等文章引起热烈讨论.香港学者罗湘林的文章«香港在争取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一文莫名其

妙,对香港的殖民地性质只字未提.一部分汉学家则避口不谈中国历史、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大问题.见«哲学社会科学动态»

１９５８年第３期.由于是摘译自苏联报道的文章,罗香林的名字误为罗湘林.
据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他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７日晚抵达罗马,听在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任教的杨凤

岐说大陆方面原定派三人参加,其中一人为周一良,但７月２５日之后,又听说大陆学者不出席会议.此文原刊«中国一周»１９５８年第

４３７期,后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３ ２６３２页.
«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



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欧洲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机会越来越少.

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中国代表团一行四人于８月２９日抵达巴黎,９月１８日离开巴黎,经苏联于９
月２３日返回中国.参加完第九次会议之后,翦伯赞、张芝联、周一良都写了会议报告发表在«人民日

报»、«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文汇报»,对会议的方方面面做了详细报道,留下很多珍贵信息.
翦伯赞不仅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对会议讨论过程做了详尽介绍,还为

«人民日报»撰文«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倡导中法友谊.这让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当时参加会议一

方面是为了和世界上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传播唯物史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促进中法两国之间

的友谊.周一良指出会议主要为了让各国汉学家交换研究成绩和互相学习,并促进文化交流和增进

彼此了解.张芝联则主要介绍了参加会议代表发表论文的情况①.
翦伯赞的报告称报名参加者有１９５人,包括一些临时参加的代表,也有之前邀请的代表有事未

能参加.与会代表以法国、西德、英国三国人数为最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包括中国四人、苏联两人、
捷克两人、东德五人②.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学者,翦老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参会者也更为关注.意大

利学者郎乔蒂在报道中则给出了代表们的详细来源,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大陆、捷克斯洛伐

克、法国、东德、西德、英国、夏威夷、荷兰、香港、意大利、日本、新加坡、瑞士、土耳其、美国、苏联.会

议荣誉共同主席是法兰西公学院戴密微和索邦大学高等中国研究所戴何都③,会议组委会主席是白

乐日,成员则包括白乐日、谢诺、叶理夫(VadimeElisseeff)④、谢和耐、吴德明(YvesHervouet)、康德

谟、于如伯(RobertRuhlmann)、李嘉乐(AlexRygaloff)、苏远鸣(MichelSoymié)等人.
周一良在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２日的«文汇报»发表了«记巴黎的青年汉学家年会»一文⑤.周一良指

出,所谓汉学包括中国历史、考古、语言、文学、宗教等各方面研究.在巴黎召开的第十次会议有近二

百人参加,使得会议由最初的西欧组织逐渐带有更广泛的国际性质,“前年开始有苏联和美国的代表

参加,去年有我们中国和民主德国的学者参加,今年又来了捷克的汉学家们”.除了着重介绍大会集

中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周一良还提及中国代表团参观了法国研究汉学的学术机构并与一些汉学

家会晤.这些汉学机构包括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国民图书馆写本部、赛奴奇东方博物馆.而会晤

的汉学家主要包括戴密微、李嘉乐、白乐日、于儒伯、谢和耐、叶理夫、谢诺等.他特别提到谢和耐的

新著«五世纪到十世纪中国佛教经济史»材料充实,值得注意.除了汉学家之外,代表团也见到了法

国全国博物馆管理处处长萨尔、中亚考古学家格尔什曼等.
除了上述公开出版的文献之外,夏鼐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他与翦伯赞、周一良、张芝联等一起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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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２００５年张芝联在“从汉学到中国学

的转变趋势”研讨会上回顾了１９５６年参加巴黎汉学会议的情况,指出当时汉学研究充斥着意识形态之争,五十年后不再可能重现当

年那样的情形.见吴原元:«“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转变趋势”研讨会综述»,«汉学研究»第１０辑(２００７年),第３８１页;王晴佳:«张芝联

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８７页.

LionelloLanciotti,“IX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EastandWestvol．７,no．３(October１９５６),２６２．翦伯赞说是巴

黎大学教授德密微和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主任戴乐都分别致辞.郎乔蒂列出的香港代表主要包括香港大学讲师罗香林、饶宗颐.
翦伯赞报告里说罗香林和饶宗颐赶来开会,因剑桥大学王铃去参加国际科技史会议,巴黎会议组织者便把罗香林的论文“中国社会

的演进和中国历史分期的关系”取代王铃的位置.罗用汉语发表,马来亚大学讲师贺光中口译为英文.翦伯赞提到贺光中“唐宋民

间音乐研究的新途径”、罗香林“蒲寿庚考”、饶宗颐“殷代卜辞中的杂占”三篇论文送交太晚,没有列入发表议程,用油印本分发.翦

伯赞还暗示这三人“似系台湾出资遣送来参加会议的”.见«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８９页.台湾未派代表参加,所以台湾

地区汉学研究近况由贺光中介绍.据翦伯赞说,贺光中“口口声声说中国如何.我们因为台湾原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并未起来拦

阻他”.当时周一良介绍大陆的研究,贺光中介绍了香港的汉学研究,饶宗颐介绍香港的甲骨文研究.
叶理夫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之子,毕业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后师从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１９４１ １９８２年在

巴黎Cernuschi博物馆任职,一开始主要协助格鲁塞工作,后来接替格鲁塞担任馆长;抗战期间曾在法国驻重庆公使馆任职,１９４５
１９４６年任戴高乐政府驻华首席代表;晚年任集美博物馆馆长.其学术生平见BobotMarie Thérèse,“InMemoriam:VadimeElisＧ
seeff(１９１８ ２００２),”Artsasiatiquestome５７(２００２),２２９ ２３１．

周一良:«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第１６６ １７２页.



加巴黎会议的全过程①.早在１９５６年３月２３日,夏鼐就在日记里提到了参加巴黎会议的事.当日

上午文物局送来已经由陈梦家选择过的出国展览照片,夏鼐再审查一过.当日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学部来谈下半年结合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组织考古学展览事.７月２３日夏鼐还在乌鲁木齐考古训

练班上课时,即接到中国科学院请中共新疆党委宣传部并文物局转发的加急来电,告知有紧急出国

任务,请他８月５日前返京.７月３１日下午夏鼐接到王明来信,得知是派他去巴黎参加青年汉学家

会议②.８月７日翦伯赞请夏鼐到文化俱乐部与胡愈之、韦悫一起进餐,听刚从巴黎回来的胡先生介

绍巴黎文化界情况,胡先生指出外国人尤其汉学家很注意中国文字改革一事.
从夏鼐的描述来看,这次会议上法、英左翼学者谢诺、秦瑞等对中国代表团相当热情,并提供了

很多接待服务.当中国代表团于８月２９日当地时间下午４点抵达巴黎时,谢诺到机场接机,将刚刚

抵达的代表送至鲁特西亚旅馆(LutetiaHotel)下榻,然后一起去金龙饭店用餐.第二天一大早谢诺

来商谈工作.白天由李嘉乐带领游历协和广场、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晚上到李嘉乐家用餐.８月

３１日前燕京大学校友、正在巴黎大学的梁佩贞来访,介绍留法人员情况.张芝联遇到石泰安(Rolf
A．Stein),石泰安表示想与夏鼐见面.这一天,代表团也由翦老召集起来讨论开会方针,主张抱着求

同存异方针,争取朋友.９月１日到谢诺家吃午饭,陪同的有英共秦瑞夫妇.饭后到维纳公园参加

«人道报»组织的义卖.后来又到中法协会的中国馆喝茶,遇到越南学生会主席阮克援.秦瑞晚上为

中国代表团翻译会议文章.９月２日法国学者于儒伯来访,转到会议安排的宿舍入住,遇到苏联代表

郭瓦列夫、陆绵采夫,以及德国学者傅吾康、英国学者西门、日本学者市古宇三等人.晚餐与芮沃寿、
拉铁摩尔夫妇一起.晚餐后参加开幕式,戴密微、戴何都致辞.郑德坤自剑桥来,告诉夏先生其近作

«中国史简史»已经定稿,希望夏先生替他审阅一遍③.９月１０日郑德坤来取回其文稿,夏先生只读

了一半.郑先生是日１１时需要返回英国,所以没有时间让夏先生完成审阅任务.这个行程反映了

当时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后与各国左翼学者接触更多、来往更为密切.
中国大陆学者参加了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发表论文,参加讨论,与其他与会学者进行学

术交流,和老朋友欢聚,认识新朋友,参观了莱顿和巴黎学术研究机构,并举办了中国大陆考古成果

展览,但也进行了意识形态斗争.参加学术交流方面,莱顿会议期间,翦伯赞做了两场报告,分别是

«新中国历史、考古、语言学研究工作概况»、«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④,周一良的报告

是«新中国关于亚洲国家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在１９５６年的巴黎会议上,翦伯赞原本准备讲«就新近

考古发现来看汉代的经济»,但在会上主要讲«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若干问题»,指出应以

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来理解中国社会性质,张芝联报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进

展»,周一良报告中国大陆方面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情况,夏鼐报告«新中国的近年来考古发掘»,并组

织了有１５０张照片的出土文物展览.
巴黎会议上,汉语教学与汉字改革工作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１９５６年９月７日,与会各

国代表介绍了本国汉语及文学的工作情况.周一良介绍了中国方面的情况,并分发了汉字改革方案

５５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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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９日星期三至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８日星期二,第２５０ ２６０页.
夏鼐:«夏鼐日记»卷五,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３日星期一、７月３１日星期二,第２４０、２４２页.
即PrehistoricChina (Cambridge:Heffer,１９５９).郑德坤在铭谢中感谢了夏鼐、杨联陞、周一良、张光直等人,他应该是在巴

黎期间与夏鼐和周一良谈过他的书稿;RalphC．Croizier的China’sCulturalLegacyandCommunism(NewYork:PraegerPublishＧ
ers,１９７０)英译了中国学者的文章,其中一篇是郑德坤的«共产中国的考古学»(ArchaeologyinCommunistChina).见邓聪:«悼念郑

德坤先生»,«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７６０页.郑先生在１９５９ １９６３年之间出版了«中国考古大系»三卷,
其中第一卷«史前中国»１９５９年出版,其前言中向夏鼐先生表示感谢.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２０日郑先生邀请夏鼐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夏
先生回忆了两人１９５６年在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上的会面,当时郑先生将«史前中国»的稿子交给夏鼐指正.

翦伯赞这篇论文主要以«红楼梦»为材料来分析１８世纪的社会经济;这实际上是受到当时国内１９５４年兴起的以«红楼梦»评
论为背景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大讨论影响.关于这场讨论的评述,见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收入氏著

«良史的命运»,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３年,第２６７ ２６８页.



等小册子.翦伯赞还接受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托,带了一封信去巴黎给西欧中国学家,征询西欧

学者对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这封信由戴密微译成了法文.西欧中国学家们不同意简体字,但赞成

拉丁化,因为简体字会增加学习者负担,他们不得不学习繁体和简体两种字体,拉丁化则让中文更接

近西文.翦伯赞发现这与他在日本的经验相反,他说日本学者赞成简体字但不赞成拉丁化①.
参加莱顿和巴黎会议期间,中国学者也与欧洲中国学家们进行学术交流,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如１９５６年９月５日,中国大陆代表团成员去白乐日家用茶点,获赠白乐日出版的«隋书食货志考

译».夏鼐等人与旅欧华人学者也进行了接触,并有学术交流活动.比如夏鼐在郑德坤请求下,帮其

审阅«中国史简史»稿本②.９月１２日下午,中国留学生骆惠敏、左景权、王铃、吴其昱、刘殿爵等五人

来找中国代表团谈话.夏先生注意到刘是香港人,不想回国,先告辞③.实际上当时刘殿爵已经担任

伦敦亚非学院中国哲学讲师.骆惠敏在剑桥大学读博士学位.王铃在剑桥与李约瑟合作进行中国

科学技术史研究和写作.左景权和吴其昱当时都在巴黎留学,毕业后也都留在法国从事学术工作.
参加学术会议,发展学术友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受政治影响,与会代表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

突,这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华人学者和中国大陆学者之间因意识形态纷争产生的矛盾.具体表现在９
月４日的争议.这一天轮到香港代表罗香林用中文发言,他也讲历史分期,当时由美国学者史华慈

担任小组主席,马来亚华人学者贺光中担任翻译.罗香林结束论文发表后,大陆学者周一良起来发

言,对罗香林的解释提出质疑,但主要是介绍新中国史学者对于历史分期的标准问题,特别讨论了封

建制度的定义,发言时间较长,引起了贺光中的不满,认为周一良讨论发言应该仅限于对报告人论文

的批评,而不是宣扬自己的观点,指责周一良发言时间过长.这又引起翦老的不满,翦老随即起来应

战,向大会指出,“一个翻译竟敢限制中国代表的发言,我们认为不能容忍,这是对新中国不友好的表

现,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教授,我对这种不友好的态度提出严重的抗议,请主席团对贺光中的无礼取闹

表示意见,如果主席团也持贺光中的不友好态度,我们可以退席”④.周一良接着询问可否继续发言.
史华慈表示可以继续发言,大会组委会主席白乐日也表示支持周一良继续发言,并希望中国代表尽

量发言.据夏鼐的叙述,这次讨论结束之后,在随后越南学者报告时,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等马来

亚、香港代表均退席出去.据夏鼐的日记,有个细节值得注意.上午会议结束后,会议代表进午餐

时,巴拉士告诉中国代表团,贺光中在抗战时曾与日本合作,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利用,曾在澳洲工作,
现在马来亚教书.母亲是比利时人,故英法两国语文不错,但极为反动.又说这次这三人是事前并

未报告,前天报到并交来三篇论文,排不进去,结果勉强排进这篇.
除了学术交流之外,翦伯赞和周一良发表在当时中国大陆官方报纸的一些文字也给中国学者参

加会议的目的蒙上了一层外交色彩,这些文字认为中国学者参加巴黎会议深深体会到了法国人民对

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法国学者热情接待了中国学者,法国人期待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而法国人民与

中国学者也在会议和参观过程中发展了中法友谊.翦伯赞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１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记巴黎青年汉学家会议»一文,风格和内容与他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
迥异.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将这次会议写成一个外交关系新进展的报告,重点并非学术.他在文章中

总结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收获不少,这些收获不仅表现在学术上以文会友,听到了西方学者对中

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各种意见,而且还收获了中国大陆学者和世界各国中国学家之间的友谊,而这种

友谊正是中国学者今后和各国中国学家在学术研究中进行合作的一种最好的保证.翦伯赞接着特

别提到了法国中国学家的友好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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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在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５７年５月２７日发言,刊于«拼音»１９５７年第７期,收入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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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想提到的是法国的汉学家.法国的汉学家对待我们是友好的,他们在任何场合

都没有忘记把我们当作是法国学者们最尊贵的客人.在开幕的致词中,在闭幕的宴会中,在巴

黎市长的招待酒会中,我们都能体会到我们法国朋友的这种友谊.这些法国的教授,不管是马

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恢复北京和巴黎的政治和文

化的正常关系.还应该提到的是我所接触到的法国青年,特别是研究汉学的青年,他们对新中

国是向往的、友好的.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希望通过我们把他们的友谊带给中国的青年.
此外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杜布伊先生也向我们表示希望在科学研究方面和我国合作;法

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贝尔热先生、副司长巴叶先生在他为我们举行的酒会中也向我们表

示,希望和我国交换学生和教授.作为中国的一个教授,我们欢迎法国学者们的这种友谊,并且

珍重这种友谊.我们希望在这种友谊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我们在文化学术方面的友好合作,在

新的历史基础上恢复中法两国的正常关系.
翦老的愿望是很好的,憧憬也很美好,甚至１９５７年初中国学者也几乎要去参加在联邦德国马堡举行

的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了.可惜随着反右运动的兴起,翦老终究没有机会重返欧洲,其他学者此后也

没有机会再去欧洲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直到“文革”后才恢复交往.
对于这次巴黎会议,周一良也指出:“欧美的学者们想要研究中国学问,当然要和中国大陆学者

发展友谊;而中国大陆学者也愿意把中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的汉

学家们.”①他指出代表团不仅在巴黎受到教授们的礼遇,也受到青年学生的热情欢迎,好多学生自愿

来当中国代表团的向导和翻译,陪同参观档案馆、卢浮宫、凡尔赛等地,体现了中法友谊.他甚至认

为在中法两国人民共同愿望的推动下,中法邦交正常化也将是不久的事.

四、中国大陆学者参与西欧中国学会议对国际学界之影响

中国大陆学者翦伯赞、周一良、夏鼐、张芝联参加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可谓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大

陆历史学者第一次以集体形象登上世界学术舞台,以平等身份参与世界学术讨论.虽然有一些西欧

学者在５０年代初也访问过中国大陆,但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大陆学者,更不易了解

大陆学者的学术取向和成就,而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学术中的影响,也多半是通过各种间接渠道了

解.中国大陆学者虽仅参与两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但所造成的影响较为广泛和深远.一是宣

讲唯物史观和介绍中国大陆的历史分期讨论,引起了西欧中国学界的广泛兴趣和讨论;二是介绍中

国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取得的考古成就,让西欧中国学家对中国的考古发现非常感兴趣;三是介绍中国大

陆当时正在进行的近代史资料整理工作,也在海外引起中国学家们的浓厚兴趣,直接推动了近代中

国史在海外的发展.但也失去了一些对话和参与的机会,比如缺席白乐日主持的国际宋史计划便是

一例.总而言之,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邀请美国和苏联学者参加,使得它由一个区域性组织变成

世界性组织;而邀请日本、中国、澳洲等地学者,又使得它由世界性组织变成全球性组织.
中国大陆学者两次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不仅进行了学术交流,也将两次会议视为宣传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阵地.出国宣传唯物史观是当时翦伯赞为首的中国代表的一个重要目的,周一

良也说:“我们也根据我们的理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按社会形态划分历史时期的正确性.”②翦老则

指出谈历史分期不等于宣传共产主义,历史分期问题是哲学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周一良认为这种

“软中带硬”的语言非常生动有力地表明了中国大陆学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中的态度,如果有欧美学者

对中国大陆学者进行不友好的中伤,则必须加以驳斥.这种态度在当时冷战下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

上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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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大陆史学界的领导人如郭沫若、翦伯赞、刘大年等人都特别强调科学的历史观.中国

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一边倒”,学术上也接受了苏联历史学的影响,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１９５１年苏联科学院派人来中国谈历史学合作问题,主要是当时苏联学者在用马

克思主义历史观编写十卷本«世界通史»,其中中国史部分决定交给中国学者编写.这个项目当时由

中宣部指示范文澜、翦伯赞、向达、邵循正等人领导,１９５３年定稿.但苏联科学院未接受这一稿件,
中方决定自行出版,即«中国历史概要»①.这是第一本全面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作的权威普及

本中国通史.虽然此稿未被苏联接受,但由编写过程可以看出,此书正是当时中苏史学合作的产物.
当时中国史学界一再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力图使历史学变成真正的历史科学,在中国确立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统地位②.郭沫若在１９５４年１月２日给«历史研究»所写的发刊词强调:“汉民族

的历史、少数民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

释.”③当时各地举行的历史学会议都称为“历史科学大会”,从名称上就能看出将历史学“科学化”的
努力.总之,在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致力于将历史学进行科学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历史观.刘大年就指出:马列科学历史观的确立,才将史学变成科学④.
当时中国史学界的理论讨论主题出现了所谓的“五朵金花”,即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

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王学

典认为:这五朵金花的出现产生于一种“战时史学”体系,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

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多重内容构成,深受当时国内一波接一波的阶级斗争政治风气以及国际上冷

战局势影响⑤.王先生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当时产生“五朵金花”的国内史学发展背景,指出唯物史观

派作为一个史学流派具有社会史和学术史的意义.这一判断,如果结合当时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学

思潮来看,是相当准确的.当时世界史学潮流正是经济史、社会史的兴盛.这也正是国际史学界对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感兴趣的学理性背景.
从国际学术发展来看,历史分期问题和农民战争问题其实明显受到苏联史学影响⑥.苏联史学

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而集中讨论的历史分期问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颇受重视,
明显的例子可以举出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⑦.而且这种情况对欧美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但“五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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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传玺:«翦伯赞传»,第２７６ ２７７页.
实际上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地区出现一系列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著,不仅莱顿会议上有德国学者专门讨论范文澜

的史学,美国有专门研究翦伯赞史学思想的硕士论文,一些知名学者也相继发表文章讨论,见JosephR．Levenson,ConfucianChina
andItsModernFatevol．３,“TheProblemofHistoricalSignificanc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６５),４７ ６０,
“ThePlacingoftheChineseCommunistsbyTheirStudiesofthePast”;AlbertFeuerwerker,“China’sHistoryinMarxianDress,”

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６６,no．２(１９６１),３４７ ３５３．
郭沫若:«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历史研究»１９５４年第１期.
其实苏联刚刚成立时,在史学界也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相关讨论见 GeorgeM．Enteen,“Marxistsversus

Non Marxists:SovietHistoriographyinthe１９２０s,”SlavicReview vol．３５,no．１ (March１９７６),９１ １１０;EduardThaden,
“MarxistHistoricismandtheCrisesofSovietHistoriography,”JahrbücherfürGeschichteOsteuropas,NeueFolge,Bd．５１,H．１
(２００３),１６ ３４．

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良史的命运»,第２６５ ２７９页.王先生此文回顾了“五朵金花”大讨论

的来龙去脉,指出了这些讨论所受到的意识形态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权力中枢对史学的兴趣,二是领袖人物对某些观点的好

恶造成的影响.但他也特别指出了马列史学中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其实不过是披着红色外衣的东方主义,而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仍

然是一种欧洲中心论思维模式.
有关苏联史学讨论历史分期问题的评述,见 RudolfSchlesinger,“RecentDiscussionsonthePeriodizationofHistory,”SoＧ

vietStudiesvol．４,no．２(October１９５２),１５２ １６９;有关农民战争问题的评述,参见 LeoYaresh,“ThePeasantWarsinSoviet
Historiography,”AmericanSlavicandEastEuropeanReviewvol．１６,no．３(October１９５７),２４１ ２５９.

WayneS．Vucinich,“PostwarYugoslavHistoriography,”JournalofModernHistoryvol．２３,no．１(March１９５１),４１
５７;MarinPundeff,“BulgarianHistoriography,１９４２ １９５８,”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６６,no．３(April１９６１),６８２ ６９３．
这些都是欧美重要学术刊物,体现了当时欧美学者对社会主义阵营史学主要趋势的关注.



花”之中,只有所谓历史分期问题引起了５０年代以来国际历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各阶段社会性质和分

期的持续讨论.这种讨论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也引起了回应.这可能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

次提出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尤其集中讨论了中国

历史分期问题,欧美一些知名中国学家如蒲立本、傅吾康、史华慈、白乐日等都先后参与了这场国际

史学大讨论.而在１９５５年翦伯赞、尹达随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时,翦伯赞１２月７日在日本史学

六团体组织的讲演中主要讲了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引起日本史学家铃木俊、西岛定生、仁井田陞等人

的浓厚兴趣和讨论①.后来铃木俊等人还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１９５７年出版,总结与中国史

学家的讨论.１２月２１日翦伯赞、尹达又与增渊龙夫、远山茂树等人座谈近代史和民族文化问题,翦
伯赞作讲演介绍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主要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接受情况.

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之所以对中国历史分期感兴趣,也有其思想和学术基础.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欧美学者即已经开始注重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②.随着冷战的开始,意识形态的斗争更为紧

迫.在美国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阵营深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热烈讨论的问

题,也有了新的兴趣.自启蒙时代以来,欧美人士宣扬所谓普遍人权,认为人类有对于自由、平等、博
爱的普遍追求.而这种追求背后有所谓科学、理性的普遍性.这也就是沃勒斯坦指出的,这种所谓

普遍主义来自于启蒙时代,应被称为启蒙普遍主义,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地理文化,也是资本主

义的统治思想,这种普遍主义正是历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穹顶的基石,强调现代化、科学技术、理
性③.而在５０年代,相当一部分思想左倾的欧美学者认为中共在大陆取得政权可谓是自由、平等、博
爱的胜利,因为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于平民权利和利益的承诺,已经随着新政权的确立而实现,土地

改革的完成、公私合营运动的展开,足以打倒地主阶级、资产阶级,这样支持阶级平等的政权也就获

得了合法性.即使是在一些美国左翼学者看来,旧的政权退守台湾在于它是腐败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集团④.另一方面,大陆新政权在倒向苏联阵营之后,由苏联援助开始了急速工业化,引进苏联科学

技术,在宣传上突出“科学”因素⑤,这些新的发展都是当时欧美左翼学者所赞成的⑥.简而言之,当
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均继承和运用了启蒙普遍主义意识形态.

当时法国知识界不少人非常崇敬毛泽东主席,认为他能给中国带来平等和繁荣.１９５４年法国

９５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传玺:«翦伯赞传»,第２８６ ２８７页.

MeribethE．Cameron,“ThePeriodizationofChineseHistory,”PacificHistoricalReview vol．１５,no．２(June１９４６),

１７１ １７７．
但是沃勒斯坦用世界系统理论批评资本主义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歧视,并非真正具有普遍性.见ImmanuelWallerＧ

stein,“TheIdeologicalTensionsofCapitalism:UniversalismversusRacismandSexism,”inRace,Nation,Class:AmbiguousIdenＧ
tities,byEtienneBalibarandImmanuelWallerstein,translationofEtienneBalibarbyChrisTurner(LondonandNewYork,Verso,

１９９１),２９ ３６;JohnF．Sitton,RecentMarxianTheory:ClassFormationandSocialConflictinContemporaryCapitalism (AlbaＧ
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１９９６),２２６ ２２９．其他对资本主义普遍主义作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代表性反思和批判,见

SamirAmin,Eurocentrism:Modernity,Religion,andDemocracy．ACritiqueofEurocentrismandCulturalism,translatedby
RussellMooreandJamesMembrez(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２００９)．

作为一位中国经济社会史学者,白乐日当时其实对中共土地改革运动饶有兴趣,并感到中共农村改革是吸引大量追随者战

胜腐败、无能、官僚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的因素之一,见 EtienneBalazs,“TraditionetrevolutionenChine,”Politiqueetrangereno．３
(１９５４),２９１ ３０８．

方豪在报告１９５８年意大利举行的第十一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时说,苏俄学者带来１６册新书在大会上展出,但只有一

天就收起来了.而苏俄代表也秘密赠送了一些代表苏联人造卫星纪念章(«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３２页).苏联用航天技术的

成就来展示其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和进步性,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方面.美国也在原子

弹试验成功之后打造科学英雄的光辉形象,相关研究见 DavidHecht,“TheAtomicHero:RobertOppenheimerandtheMakingof
ScientificIconsintheearlyColdWar,”TechnologyandCulturevol．４９(October２００８),９４３ ９６６;StorytellingandScience:ReＧ
writingOppenheimerintheNuclearAge(Amherst:UniversityofMassachusettsPress,２０１５)．

DonaldClarkHodges,“TheDualCharacterofMarxianSocialScience,”PhilosophyofSciencevol．２９,no．４(October
１９６２),３３３ ３４９．该文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向中国派出了一个由左翼学者牵头的法中友谊代表团,当时的负责人之一是法共地理学家、巴黎高

等师范学校校友德雷施(JeanDresch),他希望高师也派学生参加,刚好当时在高师任教的法共思想

家阿尔都塞认识当时唯一一位正在学中文的学生毕仰高(LucienBianco),便推荐毕仰高参加了法中

友谊代表团.代表团到达北京,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①.他们当时对中国印象极好.毕仰高

实际上１９５３年才开始学习中文.不过,他给谢诺提供了不少信息,１９５６年谢诺将从他这里获得的第

一手观察以及１９５５年听翦老的介绍综合起来撰写文章发表,介绍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现状②.
政治上、思想上,欧美知识人的左倾对于他们看待中国学术、看待中国学者当然也有很大影响.

在学术上,当时欧美也存在一个向左转的倾向,不仅社会学、人类学转向研究下层阶级、阶层和群体,
历史学也深受左翼思想影响③,这导致了经济史、社会史的繁荣局面④.一些新兴研究领域也应运而

生,如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等,其中尤其以文化研究最令人瞩目⑤.尽管欧美左翼学者在政治上并

不接受共产主义政权,也不接受五个阶段的历史分期理论,但他们对经济史、社会史、劳工史的重视

是非同寻常的,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仅仅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即有经济社会史黄金一代的

出现,白乐日、谢和耐、杜希德均投身于中古经济史研究⑥,而许理和研究佛教也是社会史取向⑦.
当时欧美中国学者也注重将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看.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上,组委会主席白

乐日甚至安排了一个小组讨论,请年鉴学派领袖人物布罗代尔和一些社会史学家参加.据夏鼐在日

记中说,１９５６年９月６日晚餐后,大会讨论世界通史和汉学之关系,由巴黎大学布罗代尔教授作报

告.接着拉铁摩尔、叶理绥等发言,白乐日为主席,张芝联来参加.周一良陪翦老进城了⑧.而根据

翦伯赞的会议纪要,法国方面有巴黎大学西洋近代史教授拉布鲁斯(社会党)⑨、布鲁阿(共产党)、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拉铁摩尔、哈佛大学叶理绥参加,剑桥大学蒲立本、布拉格大学普实克先后发言.
“大意是世界通史中必须注意中国的历史,而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具有世界通史的眼光,始能全面观

察.”翦伯赞更注意参加会议发言者的政治身份,还特意标明了两位法国学者的党派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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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milieFrenkiel,“ReforminChina:SluggishorDynamic? AnInterviewwithLucienBianco,”BooksandIdeas１１(October
２０１３),http://www．booksandideas．net/Reform in China Sluggish or．htm．

JeanChesneaux,“LesTravauxd’HistoireModerneetContemporaineenChinepopulaire,”RevueHistoriquevol．２１５,no．
２(１９５６),２７４ ２８２．文章主要介绍了中国科学院第三所即近代史所的工作情况,比如范文澜、翦伯赞、聂崇歧的研究,以及中国学者

编辑«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情况.

Q．EdwardWangandGeorgG．Iggerseds．,MarxistHistoriographies:AGlobal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５．
见 MarkMazower,“ChangingTrendsintheHistoriographyofPostwarEurope,EastandWest,”InternationalLaborand

Working－ClassHistoryno．５８,WartimeEconomiesandtheMobilizationofLabor(Fall２０００),２７５ ２８２;以及戴维斯的回顾,

NatalieZemonDavis,“DecenteringHistory:LocalStoriesandCulturalCrossingsinaGlobalWorld,”HistoryandTheoryvol．５０,

no．２(２０１１),１８８ ２０２．其实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历史学的左转并不限于欧美,日本史学界在二战后也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繁荣

局面,见CurtisAndersonGayle,MarxistHistoryandPostwarJapaneseNationalism(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２００３)．
DennisL．Dworkin,CulturalMarxisminPostwarBritain:History,theNewLeft,andtheOriginsofCulturalStudies

(Durham,NC:Duk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
对于白乐日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史提示,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８０ ８４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欧美学者研究中国中古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黄金时代,一大批重要论著均在这一时期出现,蒲立本出版«安
禄山叛乱的背景»,赖世和出版了«圆仁入唐求法行记»英译本,白乐日出版了«隋书食货志»法文译注和研究;当时许理和是青年博

士生,正在撰写«佛教征服中国»;谢和耐也是博士生,正在写«五至十世纪中国寺院经济»;杜希德也致力于唐代财政史研究;翟林奈

则陆续整理发表了一些敦煌社会经济文书.
«夏鼐日记»卷五第２５４页,提到由巴黎大学Brandel教授作报告,日记整理人后面注为布朗代尔,有误,应是 Braudel,即布

罗代尔.他是白乐日的支持者,白乐日则是这次巴黎会议组织者,故白乐日将布罗代尔请来参加这次会议并作报告.有关布罗代尔

与白 乐 日 的 关 系,参 见 Maurice Aymard,“étienneBalazsetFernandBraudel,”Actualitéd’étienneBalazs (１９０５ １９６３)．
Témoignagesetréflexionspouruncentenaire,TextesréunisparPierre étienneWilletIsabelleAng(Bibliothèquedel’Institutdes
HautesétudesChinoises．VolumeXXXV);Paris:CollègedeFrance,InstitutdesHautesétudesChinoises,２０１０),３７ ６５．

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４日星期五,夏鼐等人去参加社会党历史学家Lahrousse(拉鲁斯)教授家举行的酒会.夏鼐先进去,少顷翦老

等亦来.见夏鼐:«夏鼐日记»卷五,第２５８页.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９２页.



正是因为这些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背景,中国大陆学界当时热衷的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

观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也同时引起了欧、美、日一些知名学者的兴趣和热烈讨论,可以视为一次

“中国社会史国际大论战”,这大概也是２０世纪学术史上唯一一次世界各国学者就中国历史上各时

期社会性质和分期进行正面交锋.１９５５年由于中国学者翦伯赞和周一良的参与,中国史分期这一

论题引起西欧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是以在莱顿会议上便已决定下一年会议主题定为分期问题.结

果这一论题在巴黎会议上最为热门,欧美学者和香港学者也都参与了讨论,并与中国大陆代表发生

激烈交锋.
这次会议上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文包括蒲立本的“上古、中古、近古”、傅海波的“历史分期的

意义和无意义”、何四维的“略谈中国史的分期”、张芝联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发展”、郭瓦列夫的

“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傅吾康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罗香林的“中国社会的演进和中国历

史分期的关系”、史华慈的“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芮沃寿的“中国史上佛教史的分期”、梁佩真的“中
国诗及其分期”等等.但芮沃寿和梁佩真的论文并不涉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的讨论.这一

点已经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８日巴黎会议期间的总结会议上经拉铁摩尔指出,拉氏认为文学和美术分期,
与社会史的分期不同,社会史的分期,中国和西洋也不需要相同,他也认为中国史的分期不能只看社

会经济结构.这当然是针对当时翦伯赞等人基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
欧美学者有几类观点,在翦伯赞的会议报告«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一文中有比较简要的

说明.一类认为分期没有意义,比如傅海波发表论文«历史分期的意义和无意义»,认为历史分期仅

是为了研究方便,历史家应多多致力于史料的搜集和史实的分析,而不必徒耗精力于空谈历史分期

问题①.蒲立本在会议上讨论了所谓“上古、中古和近古”的分期办法,指出刘知几的«史通»已经用了

这三个词.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史家仿照西洋史将中国史也分为这三期.但是分期只是为了叙述

的方便,并不将各期视为各有特异的内容.一类认为社会史分期有问题,如何四维发表“略论中国史

的分期”,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按照社会性质划分历史时期是公式化,犹如马氏文通用拉丁文法来套中

国文法②;白乐日则认为分期太细,近乎幼稚.史华慈发言主题是“中国史分期的公式化”,认为自命

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中国作为亚细亚式社会,历史上长期停滞不发展;二是中

国社会有发展,但其发展分期是和西洋一样,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但史华慈认为这些观点都不符

合马克思主义,他还引了许多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来攻击这些学者的马列主义史观③.但这些说法遭

法国学者谢诺的反驳,指出他只是引经据典却不依据中国历史事实来看问题,实际是教条主义.
还有一类是提出自己的分期,以对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分期.如罗香林提出四阶段论,

一为氏族社会时代(约公元前三千年至一千四百年);二为封建时代(公元前１４００－２１１),即盘庚迁殷

至秦统一天下,做官靠贵族出身;三为选举社会,即隋至清末,以科举取士;四为清末科举制度废除进

入新时期.这一看法遭到周一良的反驳,周先生认为:“罗的说法,以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在秦始皇时

废止,实即胡适的说法.我们新中国的史学家的意见以为一个社会是否系封建社会,不是决定于什

么选举或科举,而是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首先决定于土地为谁所有.如果土地为地主阶级

所有,而这种土地所有者又以封建办法剥削农民,那便是封建社会.”④

１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另据翦伯赞报告,他在论文中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家,说某些代表受其本国社会制度关系的约束而不得不赞成马

克思主义,否则回国后将遇困难.这一说法引起东德学者赖切奈夫斯基(莱比锡大学)的回击.
何四维专业为中国秦汉史,但也留意郭沫若、翦伯赞等人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见 A．F．P．Hulsewé,“ChineseCommuＧ

nistTreatmentoftheOriginsandtheFoundationoftheChineseEmpire,”TheChinaQuarterlyvol．２３(１９６５),７８ １０５．
这篇文章在１１年之后经修改才发表,见 BenjaminSchwartz,“SomeSterotypesinthePeriodizationofChineseHistory,”

PhilosophicalForumvol．１,no．２(１９６８),２１９ ２３０;收入作者论文集ChinaandOtherMatters(Cambridge,MA:HarvardUniＧ
versityPress,１９９６),１８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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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学者则从苏联史出发,讨论了中国史的分期.在１９５６年９月４日的讨论中,苏联科学院东

方研究所副所长郭瓦烈夫报告“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指出当时苏联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应该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①.但英国学者范登龙随即就此提问:这一有关中国现代史起点的说法

是否在苏联已取得一致的意见;这是全体苏联史学家的一致意见或仅是东方学研究所同人的意见,
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取得一致意见.郭瓦烈夫的分期论,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典型的苏联中心主义、学
术霸权主义的体现,将中国历史的转折置于苏联历史的转折基础之上,显然是有问题的.汉堡大学

教授傅吾康讨论了“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分期”问题,强调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的重要性,这一革命使

得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共和制度,而且“二千余年的儒家相传的君主一统的政治思想也一扫而空”.
傅吾康也指出革命有一个长期过程,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五四运动和北伐革

命则是辛亥革命的继续,直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社会改革和政治革命在同时

进行.
翦伯赞对历史分期的意义作了详尽的阐述,其发言分五点:“一、应不应该分期的问题,在这里驳

斥了分期无意义和分期有政治目的的谬论.二、分期的标准问题,在这里驳斥了唯心论、多元论,宣
传了唯物论.三、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在这里驳斥了那些说中国学术研究不自由

的污蔑,宣传了我国新近开展的‘百家争鸣’的学风.四、翦自己对中国历史分期的主张,在这里反对

了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法,驳斥了罗香林的什么选举社会、科举社会等胡说.五、结论,欢迎各国

汉学家参加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并指出观点和立场的不同,并不妨碍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因为

无论如何我们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史料,只要大家是追求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是会逐渐接

近的.”②这些发言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的一般立场.
英国学者蒲立本的发言最具史学史价值.他对中国社会史的关注并不始于１９５６年巴黎会议.

早在１９５３年,蒲立本就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时就回顾了国际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以及中

外学者对于中国历史分期的看法.他当时发表了就职演说,题目为«中国史与世界史»③.这篇文章

非常重要,体现了蒲立本作为一位语文学家所受到的欧洲思想与文化之广泛熏陶,无论是欧洲思想

史还是欧洲中国学学术史,该文都做了简明扼要的清理,值得一说.他回顾了历史上欧洲学者对中

国的态度和看法,也有大量篇幅涉及国际中国史学界带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的学者对中国社会性

质和阶级结构的讨论.在他看来,欧洲学者日益意识到人类的历史并非只是从古典希腊、罗马到现

代西欧的主流发展,其他地区人民和文化也很重要,要想认清人类历史的发展,必须注意其他地区的

历史.他指出伏尔泰以前的欧洲学者都试图将其他国家的历史比如中国史,塞进欧洲中心主义的历

史发展框架,特别是«圣经»的历史叙述框架.伏尔泰则是第一位扬弃欧洲中心主义,将中国纳入其

新世界史框架的学者,不过伏尔泰过于高估了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性和理性特征.孟德斯鸠则认为中

国古代政治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他也讨论了中国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黑格尔将中

国文明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童年时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不同在于用经济因素取代抽象精神,但也将

中国人称为半野蛮人,恩格斯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政权的腐朽中的半文明.马克思提出了五

阶段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基于亚细亚、古代、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力模式.他的所谓第一

阶段的亚细亚模式其实是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替代黑格尔所谓的历史第一阶段“东方”(theOriＧ

２６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张芝联«介绍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年会上的论文»(«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５７年第１期)介绍他的主张和一般中国史学家的分

期法没有很大出入,只是他将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提前到１９１７年.这话说得比较客气,没有批评郭瓦烈夫用苏联十月革命来套中国

现代史的开端.
翦伯赞:«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纪要»,第９０页.

EdwinG．Pulleyblank,“ChineseHistoryandWorldHistory,”初刊SarawakMuseumJournal(１９５６),收入其文集Essays
onTangandPre TangChina,VariorumCollectedStudiesSeries(Aldershot,Hampshire,GreatBritain;Burlington,Vt．:AshＧ
gate,２００１),１ ２０．



ent).马、恩两人受摩尔根影响,用部落社会来称古代奴隶制以前的社会,只不过他们在印度找到了

一些公共村落的样本,便很自然地推断他们等同于亚细亚社会(其政治形式即东方专制主义),国家

政权的最初形式来源于原始共产主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共产主义理论被用来解释中国的情形时出

现了很多问题.他也认为斯宾格勒的中国历史观虽然比黑格尔略强,但也是试图将中国史嵌入其所

建立的古典和欧洲历史进程的框架中去,荒唐地认为中国文化自汉代以来已经衰亡了两千年.在他

看来,汤因比也试图用欧洲史的一些概念来讨论中国史.
在批判了１８世纪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历史观之后,蒲立本转而讨论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特别

以１９１４年内藤发表的«支那论»为例,因为此书首次试图给中国史从其内部的重要性出发来进行分

期.蒲立本指出内藤的兴趣不仅在于学术,也在于政治,内藤对中国史的认识是要预测中国民族革

命的未来结果,这反映出内藤本人的学术兴趣仍带有日本民族主义的目标.蒲立本甚至认为内藤也

走上了和黑格尔一样的路.内藤的主要看法是中国在北宋,即１０到１１世纪,已经进入现代,即从以

前的贵族社会转向专制主义,以前统治者是贵族的一员,而之后统治者获得绝对权力来统治其子民.
蒲立本认为这是因为内藤心目中已经拿中国史来类比欧洲史,即从封建社会到王权专制主义的过

渡,比如法国在１６、１７世纪的变化.通过这样的比较,内藤认为袁世凯如果想重建一个帝国将不可

避免地失败.在对上古和中古的分期问题上,蒲立本认为虽然内藤不会承认简单以西欧史的变化比

附中国史而尽量以所谓理性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史分期,但他将公元３世纪末胡人开始统治北方为分

水岭区分上古和中古,实际上是以罗马帝国的衰亡作为参照物.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则试图从经济

和社会发展条件等方面来拓展内藤的理论,并试图将其思考植入世界史发展的一般理论.其看法在

日本深受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学家的欢迎,甚至“二战”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接受其解释.
蒲立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分期理论自１９２５年以来在西方、俄国、中国和日本都变得

炙手可热.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俄国学者马德亚尔(Madyar)从马克思主义经

典著作出发,认为它指东方的特殊社会结构形态,其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缺乏、与灌溉有关的大规模

的公共工程、村庄公社、专制主义.这种看法很快被德国学者魏特夫接受并将其加以发展,后来魏特

夫又将这种看法介绍到美国.但这种看法在远东地区并不流行,因为这种看法使得远东史看起来死

水一潭、缺乏进步,而当地不断发展的革命政治拒绝这一看法.１９２７年中共中央便声称他在与亚细

亚社会作战.１９２８年中共中央将亚细亚社会改称为封建社会.郭沫若最初称之为原始社会,此即

马恩所谓亚细亚社会,后来他改变主意,认为中国史发展也存在马恩所谓五个阶段.尽管关于亚细

亚社会的争论很多,但一般最为人接受的看法是它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奴隶社会.而东方专制主义,
则逐渐成为与这一社会形态剥离开的政治统治形式.因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中共声称它在为反封建

社会战斗,因为一般中共学者均认为封建主义在不同政治形态下作为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延续①.
蒲立本引１９５３年出版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百科全书»为例,认为在苏联学界一般同意中国奴

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是公元三、四世纪,而封建主义一直被囚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下.
郭沫若认为中国在公元前五百年时进入封建社会,当时政治封建主义开始瓦解.日本学者前田直典

则将中日韩越视为同一整体的东亚文化,试图提供一套理论解释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接受

内藤理论中唐宋分际的看法,不过他认为公元一千年是古代和中古的分水岭,即奴隶社会和封建社

会的分水岭.而中国学者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终结于鸦片战争,这之后直到中共取得胜利之前中

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对中国史分期的理论讨论,在蒲立本看来,均可称为卡尔波普所说的历史主义理论.波

普批判了这种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理论简单地假设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有机发展模式,这

３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对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研究,见 ArifDirlik,RevolutionandHistory:TheOriginsofMarxistHistoriＧ
ographyinChina,１９１９ １９３７(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８９)．



一模式认为人类社会整体上乃是一个单一的有机体.蒲立本赞成波普的看法,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存

在多样性,不同意任何单一历史主义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历史.他提出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将中国史和

世界史联系在一起.一是分析复杂历史情境中的一些断片并进行中外比较,二是展示中外之间的历

史联系.他个人的学术研究重点无疑是后者.对于前者,他特别引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研究为例,
指出尽管韦伯的中国宗教研究完全基于１９２０年前欧洲中国学界对中国宗教的研究,但在一些具体

的问题上非常有启发,比如中、欧城市的比较,以及士人的绅士理想与专业官僚统治的理性利益之间

的冲突等等.第二点则主要讨论了中国所谓四大发明对世界其他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这篇文章几乎对当时世界各地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理论都作了清楚的梳理和说明,甚至对

中苏两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所涉及,反映了蒲立本广阔的学术视野,他用世界性眼光关注一个

单一主题的研究,并且能联系当时欧洲的思想状况进行恰当的评说,非常值得重视和学习.

五、从巴黎会议看台湾史语所对大陆考古所之关注

中国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之中,考古所是最早成立的一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之后,中科院也随即在１１月成立,取代逃亡到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成为中国大陆科技和学术发展

最高领导机构.考古所则是当时中科院下属研究所中较早成立的一个,１９５０年５月开始筹办,人员

主要来自留在中研院北平研究院历史所和未离开的中研院史语所人员,８月１日正式成立.相比之

下,历史所则迟至１９５４年才成立.主要原因也许是当年中研院历史组不少人因为政权更替而离开,
比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编委会一共五人,傅斯年(当时由夏鼐代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之、董
作宾,分别是历史、语言、考古和人类学各部门负责人,其中只有陈寅恪留在大陆,傅斯年、李济之、董
作宾到台湾,赵元任留在美国.因此,考古所成立早,也直接导致考古学工作能够保持延续性,梁思

永、夏鼐等人领导考古所一开始即能保持正常的考古工作.１９５５年翦伯赞、周一良去莱顿参加第八

次会议,即向与会学者介绍了一些考古新发现,引发与会者的浓厚兴趣,随即要求交换资料,进行

合作.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会议时,即请夏鼐随团参加,介绍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当时夏

鼐的身份是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他所做的报道是关于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进展,并且还在会议期间

举行了考古成就图片展.１９５６年夏鼐还在意大利«东方与西方»杂志发文«我们的新石器祖先»①,介
绍新成果.当时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院长图齐对中国十分友好,和夏鼐一直保持交往.意大利中国

学家郎乔蒂等人访问中国时,也会见了夏鼐②.
海峡对岸的“中研院”史语所考古学家李济非常关心大陆的考古工作,虽然台湾并未派人参加

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莱顿、巴黎会议,但是李济积极了解并询问有关夏鼐在巴黎会议上的活动.１９５６年

１２月６日,李济致信张光直,提到劳延煊写信告知,张光直有夏鼐在巴黎开会发言的抄本,希望得到

一份.不过李济怀疑这个发言是否值得张光直打印一份给他③.１９５７年２月１９日李济再次致信张

光直讨论夏鼐文章与人品之关系,因为张光直说到夏鼐是一位当代圣人④.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１日,李济

致信张光直,告诉他自己已经得到夏鼐在欧洲演说的原文抄件,但发现夏鼐没提在山东滕县发现彩

陶的事.他觉得张光直的报告另有来源,希望来信补充.他表示也看到了１９５６年９月夏鼐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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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aNai,“OurNeolithicAncestors,”EastandWestvol．１７,no．２(July１９５６),１６２ 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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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发表文章介绍中国考古新发现,见 HsiaNai,“NewArchaeologicalFindsinChina,”CinaSupplementono．２,XXVIthConＧ
ferenceofChineseStudiesProceedings,“UnderstandingModernChina:ProblemsandMethods”(１９７９),７ １３．夏鼐１９５５年创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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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中国学家会议展览时的照片,但新石器时代一项下只有西安、天门、新沂、良渚等处.

１９５７年李济应邀赴慕尼黑、马堡等地参加国际东方学者大会和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这时中

国大陆代表却缺席了,失去了一次两岸学者正面接触、同台竞艺的机会.李济１９５７年７月２７日写

信给张光直,告知将于八月底赴西德开会三周,会后拟取道北美返台,将于９月２４日到波士顿小住

三日,期待与张光直夫妇畅谈.１９５８年１２月１２日写信给张光直,说台北学术界可能有点转机,史语

所同仁生活有些安定了.胡适回国让教育界耳目一新.但他感到现代的青年中国人都不愿意做中

国人了,觉得自己有点透不出气来.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７日写信给张光直,“我想要问的是,为什么在山东

的考古,如临淄、曲阜、泰山附近这些重要区域,没有惹起那些红专学者大量的注意———也许有,我却

苦于不知———不过我也可以猜出若干理由.因为近十年在大陆的考古,实在只是挖宝贝的变相名

称,不是要解决任何问题.凡是有问题的考古者,所具有的问题都早已洗脑被洗得光光;所以始终就

没有一种有计划的学术性的发掘(自从失去梁思永的领导后,就走了薄古厚今的路)”①.可见他对反

右以后中国大陆学界特别是考古学界的动向十分关注,也有所了解.

六、从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看世界中国学界的矛盾

尽管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为建立一个松散的全球中国学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当时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对立,以及欧美学者内部政治与思想立场的差距,使得各种矛盾在会

议内外也显得较为突出.会议反映出国际中国学界充满各种内部和外部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包括欧

美资本主义阵营与苏东、中国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如苏联与西欧、东德与西徳之间、中国大陆

与港台之间;也包括欧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左右翼学者之间的矛盾,如英共学者秦瑞、法共学者谢诺

等左翼学者与其他西欧学者之间;同时还有欧美资产阶级学者及其亚洲政治盟友港台地区资产阶级

学者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图齐与方豪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美国学者对台湾学者态度也很微妙;甚
至也有中国与苏联学者之间因为政治分歧引发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中苏政治争吵导致中国学者缺席

莫斯科青年中国学者会议以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最后是中国大陆学者与港台学者之间的矛盾,如
翦伯赞、周一良与贺光中、罗香林、饶宗颐之间的矛盾,等等.

但是有一类矛盾,在会议上没有展示,这便是中国和苏联国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历

史学家之间的矛盾,因为来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中苏两国学者基本上都是持马克思主义科

学历史观的学者,中苏两国国内被视为持资产阶级史学立场的学者无缘参加这些国际会议,当时翦

伯赞所说的北大历史系胡适旧部、清华历史系蒋廷黻旧部、燕京历史系洪业旧部,就很难有机会出国

到西欧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其实,在五六十年代,欧美学者已经注意到中苏内部两类阶级立场不同

学者之间的矛盾,比如卫徳明便撰文批评中、苏内部无产阶级学者带着政治目的歪曲了历史②.
当时中国公开发表的文件表明,面对学术问题,中苏学者常常出于同样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

在同一战壕作战.中国学者常常赞扬苏联学者,批判西欧学者.而苏联学者也在中国学者缺席的情

况下,帮助中国批判西欧资产阶级学者③.苏联编译的中文«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称,苏
联学者指出英国学者帕尔塞关于义和团起义的报告提出了错误解释,因为没有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布的新材料;而剑桥大学郑德坤关于中国陶器的报告也没有利用新中国的考古发掘与收藏.该文

总结说:“西欧某些学者的报告有许多普遍性的缺点.例如:第一,有些报告人不设法说明所研究的

局部现象中应占有的地位;第二,报告往往没有明确的结论,因此,报告人的观点表现不清楚;第三,

５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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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卉、陈星灿编:«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第２２ ３５页.

HellmutWilhelm,“TheReappraisalofNeo Confucianism,”TheChinaQuarterlyno．２３(１９６５),１２２ １３９．
翦伯赞也感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比较友好,英共秦瑞、法共谢诺、荷共学者以及一些进步学者对中国代表友好;

见张传玺:«翦伯赞传»,第２８３页.



很少利用中国解放后出版的科学著作.”而苏联学者的情况与此相反,“苏联代表们的报告则竭力设

法把局部问题同问题的较广泛提法联系起来,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作者们的观点明显地表现在结

论中”①.
在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美苏两大阵营的碰撞,也表现出西欧学者对社会主义阵营学者的

挑战,如苏联科学院东方学所副所长郭瓦烈夫主张中国现代史的开端应以苏联十月革命为界线,引
起英国龙彼得的疑问.慕尼黑大学教授傅海波在论文中“肆意攻击社会主义国家的史学家,谓某些

代表由其本国社会制度关系,不得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否则回国后将遇困难”.这一政治攻击,遭到

民主德国莱比锡大学赖切奈夫斯基回击.剑桥大学郑德坤也针对张芝联的会议发言,攻击中国大陆

学者讨论历史分期带有政治目的,这也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学者翦伯赞的当场反驳.在莱顿会议上,
翦伯赞对白乐日、格拉姆等人挑衅说中国学术不自由也进行了反驳.可见,由于分属冷战开始后的

两大阵营②,两个阵营的学者在意识形态方面非常对立,即便是同文同种,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营垒

之间的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学者之间,也会爆发冲突,如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东
德和西德学者之间的冲突.和这一对立类似的还有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对政权正统性的争论,比如

翦伯赞提到巴黎会议上,曾由贺光中报告香港地区中国学的研究概况,也涉及到台湾,口口声声说

“中国如何如何”,欲争正统.但翦老认为既然认同还是中国,则可以置之不理.
当时台湾学界也对参加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持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目的.方豪指出,“国民政府”刚

迁台不久,政策是“匪我不两立”,后来决定“改变消极策略,不让大陆政府在国际会议上信口雌黄,而
是要对其谬说加以驳正”.张其昀１９５４ １９５８年担任“教育部长”期间,非常在意提高台湾在国际学

界的地位,不愿大陆“在各地招摇,混淆耳目,因此竭力协助各专家教授以及学术团体,尽量参加所有

学术性国际会议”③.张其昀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前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系“国民政

府”主管意识形态宣传的得力干将,所以在当上“教育部长”之后致力于在学术上强化意识形态斗争.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学界在１９５７年派出以李济为首的代表团到马堡参加会议.在这之前,也
有一些政治倾向上不支持大陆政府的海外华人学者参加,如前文提到的马来亚学者贺光中.

虽然政治上台湾与欧美、日本各国同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但在学术与文化上,民族和国家之间仍

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区别.美国左翼学者对台湾政府颇不以为然,尤其以费正清较为明显,因而引起

台湾对费正清出卖“国民政府”的大批判,其风气几乎与大陆批判胡适无异.其他哈佛学者对台湾学

界的态度也因人而异,但有些学者显然是故意保持距离的,比如叶理绥便是如此.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２１
日李济致信张光直,告诉他两周前赖世和曾来台北访问,留了五天,对自己表示了一些好感.但他很

惊讶叶理绥数年之内两次来远东都没有访问台湾.他请张光直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哈佛圈

内的人,只要留心观察即可④.李济是哈佛早年校友,尽管他上学时哈佛尚未成立远东研究项目,但
他对哈佛远东研究一直较为关注.当时两岸学者还是在学术上有一些隔空交流,除了前文说的李济

对夏鼐的关注之外,两岸学者通过发表文章进行学术讨论也还存在.比如季羡林发表«浮屠与佛»之
后,１９５６年周法高在«史语所集刊»第２７本发表«论浮屠与佛»一文,与季先生商榷.

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退守台湾之后,同时退到台湾的学者并未忘记在国际上宣扬中国学术和文

化.方豪虽然政治上处于资本主义阵营,宗教身份是天主教神父,但又极力推广中国文化,文化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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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青年中国学家国际会议»,«历史研究»１９６０年第４期.原文根据苏联«东方学问题»１９５９年第４期摘译,但内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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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有一些异常情况,在西欧引发反响.张芝联曾回忆到,他１９５６年参加巴黎会议时结

识了一大批中青年汉学家,也接触了若干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研究巴黎公社史的布吕阿、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谢诺等,这些学者

“顶住了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退党逆流,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见«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１９９６年第４期.
方豪:«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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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普遍性和民族性的对立统一,在他身上表现极为明显.方豪的学术爱国主

义精神在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上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当他了解到外国学

者发起和组织宋史计划之后,特意召集组织了非正式的宋史研究会,并将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成果

汇集成册,付印之后赠送各国与会学者,以表彰中国学者的宋史研究贡献.另一方面是请昌彼得复

刻中央图书馆所藏宋版书,赠送各国学者,以展现辉煌的宋代文化遗产.他也提示,早在１９５４年杜

伦会议上便有人提议编一部宋史提要①,不久便在巴黎成立了宋史提要计划处,由白乐日主持,计划

十年完成,参加人员来自世界各国.

１９５７年法国«年鉴»学刊发表了白乐日的一篇文章,介绍宋史提要计划.在白氏文章之前,有该

刊主编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的一小段引言②,介绍计划缘起,指出研究经济社会史的重要性,
而他也在白乐日帮助下,列出参与宋史提要计划的一些主要学者,如慕尼黑傅海波,剑桥李约瑟、蒲
立本、龙彼得,芝加哥柯睿格(E．A．KrackeJr．),罗马伯戴克(L．Petech),堪培拉斯普兰克(O．B．
vanderSprenkel),西雅图卫徳明,哈佛杨联升,香港饶宗颐,东京青山定雄、榎一雄、仁井田陞、周藤

吉之、和田清、山本达郎,京都羽田亨、神田喜一郎、宫崎市定、塚本善隆,福冈日野开三郎,仙台曾我

部静雄,法国本地则有谢和耐、韩百诗、叶理夫等人③.日本很快就在１９５５年成立了东洋文库宋史提

要编纂协力委员会,１９５７年出版了油印本«宋代研究文献目录»,后来又出版了«宋代史年表»、«宋人

传记索引»等参考工具书.方豪在海外宋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刺激下,民族自尊心大受挑战.１９５７年

他召集一些学者非正式地成立了宋史研究会,随后编印了«宋史研究集»第一辑.本来准备了１００本

打算分送给意大利会议参与者,但因为夹在中央图书馆赠送图书中间,而随着中央图书馆赠书被意

大利方面拒绝,只好拆开邮寄给个别学者.昌彼得从中央图书馆所藏２０１部宋版书中选了１７０多

种,复刻成«宋版图录»,由方豪带去意大利分送给各国学者.他还从国立艺术博物馆征得２８幅书画

带到中国学会议上展览了一天,以宣传中国艺术成就.与会者中,以科隆远东博物馆和荷兰某博物

馆对这些书画及其作者最感兴趣.方豪的发言也专门选了与台湾有关的题目,叫«汉学考证方法一

个例子:«台湾外记»的抄本和印本»,用他的话来说,是为祖国尽力.他发言时,三位苏联代表当场退

席表示无声的抗议,而荷兰学者龙彼得、何四维则参与了讨论.很可惜,大陆学者没有机会参加１９５６
年以后的西欧中国学会议,也没有机会参加国际宋史计划,失去了和欧美、日本学者合作和对话的

机会.
但是台湾学者参加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也使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公开化,这主要体现

在欧洲左翼学者图齐与台湾学者方豪之间的争执.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１日方豪在«大陆杂志»撰文报告参

加１９５７年８月３日至９日在帕多瓦和威尼斯举行的第十一次会议情况.１９５８年９月１８日方豪在

«教育与文化»发表«出席第十一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报告»④.指出参加这次会议较出名的中国学

家有德国傅海波、荷兰何四维、波兰赫迈莱夫斯基、英国葛瑞汉、美国拉铁摩尔、法国谢诺、意大利郎

乔蒂、苏联齐赫文斯基等.而与会的中国代表也各有千秋,“赵国钧的锋芒毕露,刘若愚的才气横溢,
杨觉勇的侃侃而谈,饶宗颐的老成持重,都为中国人增光不少”.他还特意提到了图齐作为亲共学者

对台湾方面的刁难,主要表现在“中央”图书馆原计划赠予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一批书籍,借这次汉

７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②

③

④

白乐日在杜伦大学召开的第７届青年中国学家会议上介绍了宋史提要计划,“ProjectProvisoired’unManueldel’Historio
desSong,”VIIConferenceofJuniorSinologues(August２８ September２,１９５４),SchoolofOrientalStudies,Durham,１２ １５．

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正是在他的策划下,从德国流亡到法国的匈牙利裔中国白乐日和美国知名印度史专

家桑纳被聘到巴黎参与他的东西方经济社会史计划.见陈怀宇:«在西方发现陈寅恪»,第７４ ７５页.
白乐日在１９５７年撰文简要介绍了这一计划,见EtienneBalazs,“UnecartedescentrescommerciauxdelaChinealafindu

XIesiecle,”inAnnales．Economies,Societes,Civilisations１２eannee,N．４(１９５７),５８７ ５９３．这个名单确实将大陆和台湾学者排

除在外了,难免引起方豪的反弹.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３ ２６３２页.



学会议展出,郎乔蒂表示欢迎并表示谢意,但图齐“素为一亲共学者,竟加拒绝”.“中央”图书馆最后

只得将这批书籍赠送给梵蒂冈教廷图书馆.
报告专门辟出一节讨论“外国汉学家亲共问题”①.方豪指出,外国汉学家虽然不是都很亲共,但

亲共的汉学家很多;而“铁幕内国家的代表当然都是共党人士,但像东德来的人就不一定是亲共的,
只是他们不敢多说话”.他认为这次意大利中国学家会议被亲共中国学家操纵了.１９５７年中国科

学院曾致函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对于不能参加表示歉意,而慕尼黑中国学家会议也在会议上正式

提出回信并进行表决,台湾代表李济、张致远、方豪投了弃权票.１９５８年意大利中国学会议,中国大

陆方面完全没有表示,可是方豪报告说,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议由大会致函中国科学院,表示没有

中共代表参加很遗憾,在亲共会员占多数的情况下,提议获得通过.台湾代表再次投了弃权票.
方豪说:“今年几乎所有欧、美汉学家,对所有中国人,尤其对台湾去的人,特别冷淡.对于我,简

直视为眼中钉.”②方豪认为,欧美汉学家私下里谈话大多把大陆代表缺席的原因归结为方豪的出席,
并到处询问是否方豪明年会继续出席汉学会议.方豪认为外国汉学家之所以亲共,是因为大陆送给

这些学者的书籍都很精良,而且邀请他们去大陆游玩.中国文化原就在大陆,“欧洲汉学家正和我们

本国学人一样,哪个不想到敦煌、安阳去看看? 哪个不想一游长安、洛阳? 哪个不想一登长城? 哪个

不想一出阳关”? 方豪还提到这次参加会议的德国学者傅吾康、傅海波原本接到大陆对外工作委员

会张奚若的邀请去访问,打算８月１５日启程,却在不久前接到通知,说大陆内部人事变动,暂缓启

程.通过这个例子,方豪说很多汉学家想得到大陆的“宠邀”,以便去大陆游玩.不过,他觉得欧美汉

学家去大陆看看也好,因为他１９５７年路过巴黎,曾由驻法代表陈雄飞安排与五位去过敦煌的法国汉

学家共进晚餐.这些法国汉学家告诉他,大陆学者忙于开会,不能坐下来做学问,部分过去很右的中

国学者正在被清算.所以这些汉学家,对大陆的期望也大不如以前.方豪这次开会印象最深的欧洲

汉学家是波兰的赫迈莱夫斯基,此人对方豪的«中西交通史»非常有兴趣,对方豪也非常和蔼.此人

三次访问大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告诉方豪不少他在大陆的经历.其次,除了文化原因之外,方豪

也指出外国学者很势利,因为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之后,领土与人民都极少,外国都想和大陆进行贸

易.意大利中东远东学院,“原只有罗马、米兰、威尼斯三处,今年增设都灵一处,报名的已有四十人,
都只是想学一点语言,到东方去淘金”.他还特别提到会议的组织者郎乔蒂,前年与中东远东学院副

院长乔伽尼诺(AlbertoGiuganino)以及总务长到中国大陆游玩了三个月,在西湖边住了一个月.这

些叙述不尽符合事实,因而很快引起图齐的不满和反驳.
图齐认为在方豪文章中存在很多错误信息,比如说,意大利政府(那便是内务部)不希望共产国

家代表团进入意大利,苏联、波兰、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代表团因此迟到;本年会议的主持人郎乔

蒂去年曾和乔伽尼洛以及总干事一起被邀请访问共产中国,在西湖停留了一个月;共产中国对欧洲

中国学家很慷慨,邀请他们去旅行.实际上,意大利中东与远东学院文化代表团访华是学院要求的,
由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安排,于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２６日期间访华,在杭州和西湖停留了六日,并
非一个月之久③.图齐认为,方豪文中所提供的错误信息以及文章所体现的精神,让他感到很遗憾.
在他看来,邀请方豪是将其当作中国学家而非台湾代表,因为会议邀请参会者通常是邀请其个人并

非邀请政府代表.图齐也指出,方豪的报告反映了方本人思想不够清晰、报告事实不够准确、缺乏人

道的容忍态度,这些都有违他作为学者和神职人员应该具有的品质.图齐指出,实际上郎乔蒂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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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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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２９ ２６３１页.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第２６３０页.
夏鼐在日记里提到了他接见意大利代表团的情况,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９日星期五,“下午对外文协来电话,谓意大利代表团已于

今日抵京,约晚间进餐时商谈参观日程.傍晚赴新侨饭店与周南同志等招待意大利代表团,团长阿吉乌干尼诺(Giuganino),团员

有兰乔蒂(Lanciotti)、贝内狄克特(Benedikter)、英彼雷阿利(Imperilli),谈至９时许始散”(«夏鼐日记»卷五,第２９９页).后来又记４
月２日晚去国际俱乐部参加对外文协招待意大利代表团的晚宴;４月３日星期三上午,意大利代表团来参观考古所.



他成员去中国都是为了联络中国学者,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考古和文化研究,同时获得关于那个庞

大国家的第一手知识.因此,应该给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并继承和发展他们的事业.意大利中东与

远东学院完全与政治毫无牵涉,它不可能对事实视而不见,一定要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六亿人生活、思
考和工作的国家①.

结　语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早期发展有一个过程,随着规模扩大,逐渐从只有西欧六所大学学者参

加的地区性学术会议走向邀请美苏知名学者参加的世界性国际会议,又扩展到邀请日本、中国学者

参加的全球性会议,曾经在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间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国学会议,也出现了构建中国

学研究全球社区(globalcommunityofChinesestudies)的迹象.这在当时国际关系中政治上两大阵

营剑拔弩张的形势下是一个异数.很可惜,随着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以及一些国家内部政治斗争的

出现,这样一个美好的局面未能延续和获得稳定发展.这些国际事件主要包括中苏交恶,使得中国

学者意外缺席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东方学家会议以及直接导致莫斯科青年中国学家会议的取消.因为两

大阵营的对立,也出现了苏联以及其一些东欧盟友抵制汉堡青年中国学家会议.而中国国内发生的

反右运动也妨碍了中国学者参加１９５７年以后的几届会议.
但值得留意的是,当时欧美思想界、学术界的左倾局面也使得西欧中国学界急切盼望邀请苏联

和中国学者参加会议.随着斯大林去世,苏联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国际学术交往,使得苏联学者参加

西欧青年中国学家会议成为可能.而中国在１９５０年代初仍然对西欧学者持友好态度,尤其在１９５６
年曾有对外学术交往的黄金时代,使得中国学者得以参加１９５５年莱顿、１９５６年巴黎两届年会.

１９５６年巴黎年会甚至以中国国内讨论最为热烈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作为会议主题,这种兴趣

既体现了欧美学界思想左倾,学术上重视经济、社会史的趋势,也反映了中国史学界的选题、思路与

方法,曾经对国际中国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并引起了持续的讨论.国际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

的讨论,涉及苏联、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学者,可以称之为一次“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从学

者参与规模、讨论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远远超过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五

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分期大论战也可以看作是冷战时期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奇迹,这也是学术进入

全球化时代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不仅是冷战后中苏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垄断地

位造成的结果,也有当时欧美、日本地区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引发史学界进行中国经济史、社会史研

究的国际背景,可以说,这次大论战是受到全球化时代政治、思想、学术因素之合力推动而出现的产

物.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论战,使得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曙光.这道曙光尽管

昙花一现,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学术合作的先声.
总而言之,中国学者曾经通过莱顿和巴黎中国学会议参与过中国学全球社区的建设,国际中国

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同时莱顿和巴黎会议也让中国学者在海外广为人知,特别是翦伯赞成为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际形象代言人;而夏鼐在海外学界也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的论著也得以在海

外发表,引起欧洲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周一良也结识了白乐日、许理和、谢和耐等欧洲中国中古史

知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张芝联也受益于１９５６年的巴黎会议之行,这对他后来成为当代

中国法国史的奠基人之一有着深远的影响.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年中外史学之间的交流作为全球史学史上

的大事,值得铭记.

[责任编辑　范学辉]

９６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１９５６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

① GiuseppeTucci,“àproposofthelastJuniorSinologuesConference,”EastandWestvol．９,no．４(December１９５８),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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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创伤的执著性灵的诗人未熟的天才

贾 振 勇

摘　要:从心理学和精神科学层面介入沈从文研究,是探索沈从文及其作品独创性的崭新有效途径.

在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过程中,沈从文形成了自卑与自负氤氲互生的两极心理机制和精神结构.沈从文

文学理想国的建构,是自我同一性生命经验持续发酵和有效扩展的结果,并在都市和乡村两大题材交替

创作中逐渐确立自我的价值倾向.创伤的执著及其选择性记忆和艺术投射,是沈从文独创性的深层心理

动因和精神起源,为他赢得诗性智慧的绽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地方色彩勇猛的辩护士,沈从文在田园挽

歌和历史感伤中,唱出中国人文主义的失乐园情怀和乌托邦再造梦想.因为自我两极心理机制和精神结

构的凝固、偏执、缺乏弹性,因为动力源的难以再造和重构,因为执著于抽象和观念的思维迷障,因为历史

暴力的干预,因为自由创造空间的丧失,他在寻求以伟大形式构筑更辉煌人性乌托邦的道路上停下探索

与创造的步伐.

关键词:沈从文;自我;创伤;动力源;天才

一

“青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① 当徐志摩为沈从文写下这赞词时,是否

会想到这刚刚放歌的云雀日后如遭受浪打的浮萍? 这个被称为“天才青年休芸芸君”也被视为“孥孥

阿文”的人,是否会预知自己将遭遇的落寞与辉煌?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该是怎样一种孤傲、落寞? 像鲁迅那样所谓寂寞如大毒蛇缠住灵魂

的作家,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其人.但无论怎样孤傲,似乎还没有一个作家对外界评价无动于衷.作

品总是写给人看的,沈从文也不例外.他不但关注还相当在意外界的评价,尤其是私人书信中的种

种不满乃至愤怒,更足以表明他的在意.且不说对韩侍桁、贺玉波、苏雪林、郭沫若等非右即左的批

评嗤之以鼻,就是对褒扬者似乎也不怎么认同.比如对堪为同道的李健吾,认同之余不但有相当的

保留,且一以贯之:“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

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② ;“唯有一个刘西渭,能稍得其解也还不够”③ .至于以后文学史的有

关评价,他简直深恶痛绝,书信中流露的大量鄙夷与不屑、愤慨与讽刺,就是活生生例证.晚年他对

金介甫(JeffreyC．Kinkley)、凌宇等学者的肯定,好像更多是对研究者兼钦慕者的尊重与谢意.在

给凌宇的私信中,他直言不讳:“你那传记其实只是星星点点的临时凑和.由外人看来,很能传神,实
在说来,还不能够从深处抓住我的弱点,还是从表面上贯穿点材料,和我本人还有一点距离.”④ 凌宇

　

作者简介:贾振勇,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伤与中国现代作家独创性关系研究”(１５BZW１８１)的阶段性成果.

①　徐志摩:«志摩的欣赏»,«沈从文全集»第１１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９页.

②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１２卷,第１１３页.

③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２７卷,第１４页.

④　沈从文:«１９８８０４１２致凌宇»,«沈从文全集»第２６卷,第５５０页.



是首屈一指的沈从文研究专家,他尚且如此认为,其他研究成果可想而知.学术研究不能唯作家本

人的意见马首之瞻,但沈从文对外界评价鲜有共鸣,不认同甚至是不满远远大于欣然接受,在现代文

学史上少有出其右者.因其不满而否定以往研究成果,当然不足取.但也提醒我们,以往研究是否

存在隔靴搔痒的情形? 是否可以成为反思、校正和深化沈从文的警示和契机?
如果沈氏看到以后的沈从文热,态度或许会有所改变.可惜在那个据说要获诺奖之年,他离开

了这个让他颇不如意的世界.估计他也不会想到,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成了通俗文化消费品,类似阅

读张爱玲,阅读沈从文成了城市中产阶级品位和高雅的象征.对照沈从文生前寂寞沙洲冷、不肯栖

寒枝的心态,较久远的研究或可不论,但近三十多年的沈研,是否抵达了知人论世的境界? 是否还存

在很多偏差? 是否还有更广、更深的空间需要开拓? 有学者归纳说:“综观３０年来的沈从文研究,不
难发现,研究者所着力深掘的是沈从文生命主体与文学精神蕴含的几个关键词:如‘牧歌情调’、‘人
性’、‘生命观’、‘文体作家’,以及‘乡下人’与‘现代性’等,这些关键词几乎贯穿了沈从文研究的始

终,且构成了‘沈研’现在的整体模式和基本走势,也形成了挥之不去的‘沈研’情结以及人们反复研

究的内在张力.同时我们发现,‘沈研’中也不乏大量的‘重复生产’与‘过度阐释’现象”.① 应该

说,这个判断是较为准确而到位的.
如果说在沈研的文献史料搜集和整理层面,学者们并无多大分歧;那么理解和阐释层面的沈研,

则仁智纷纭.问题关键是:当人们依靠那些关键词、观念、方法及其背后隐藏的立场和价值倾向来研

究沈及其作品时,存在多少“六经注我”的情形? 把沈氏及其作品纳入到理论、观念的框架中审视,固
然会有别样的理解与阐释,但是否也把沈氏及其作品关进某一观念和理论的牢笼中? 沈氏及其作品

由此成了印证某种理论、观念的注脚? 符合那些理论和观念,就能说明沈氏及其作品独创性的价值

等级高? 假如沈依然活着,肯定会加以赞赏,但会如闻纶音吗? 弗洛伊德批评达芬奇的研究者时

说:“他们把他们的精力奉献给一个理想化的任务,目的在于把这个伟人塞进他们所设想的婴儿的模

式之中———也许目的还在于在他身上再现儿童对他父亲的理想.为了满足这个愿望,他们去掉他们

主人公的生理学上的个人特征;他们抹掉他一生与内部和外部阻力的抗争的痕迹,他们在他身上不

允许有人类弱点和缺陷的痕迹.这样,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实际上冷漠、陌生和理想的人物,从而

代替了我们会感到与我们遥遥地有着关系的一个人.”②弗氏的批评或许偏颇,但是否启发我们:如何

避免研究者自身局限,找到并把握住走入沈氏及其作品最迷人秘密的机会呢? 研究一个作家及其作

品,最重要的目的无外乎认识、理解和阐释其独创性.
探索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独创性的方式,万万千千,没有定规.但无论如何,都必须经过探索者的

准确认识和恰当理解这一渠道.正如有人说:“沈从文从自己的种种遭遇中,痛感对一个作家理解的

重要.他不要溢美,拒绝虚言浮词的夸张,他要的是真实,要的是真正的理解.”③沈氏不大认同别人

的评价,显然是认为别人的理解与他对自我的理解,存在较大偏差.沈氏对自我的理解未必准确,但
是否可以提醒我们,选择恰切的理解之路,才能真正走入沈氏及其魅力盎然的作品世界? 以往从历

史的、社会的、美学的、文化的、宗教的乃至政治的诸层面研究,毫无疑问成就斐然;但从心理学、精神

科学等层面并综合运用其他学术资源进行的研究,较为少见.可是沈自己却曾经有意识地进行过心

理学和精神科学层面的自我审视:“一切过去的重复温习,未来的检讨,我企图由一个在‘病理学或变

态心理学可作标本参考’目的下,写下这点东西.将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见出一个‘人’的
本来.”④这个并不具备专业水准的自我审视文本,就是尚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一个人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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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荣格所言:“人的心理是一切科学和艺术赖以产生的母体.”①这一维度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

为所有认识和理解的基础在于经验;所有的经验,又无非来自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所谓客观存在,
只有转化为心理和精神的存在,亦即转化为被心灵整合、重构后的一种客观存在,才能被认识和理

解.如果说历史的、美学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诸层面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是由心理和

精神世界再创造出来的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心理学和精神科学所涉及的内容,不但本身也是一种客

观存在,且较少掺入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更倾向于以自然科学研究的眼光去探究那种再创造之所

以产生的各种因素与内在机制.从心理学和精神科层面介入沈氏及其作品,就是结合其他人文学科

资源,通过分析和探讨沈氏及其作品的独创性得以产生的各种因素及发生机制,去理解和探索沈氏

及其文学世界的那些迷人秘密.

二

如果说,从客观存在到心理经验的关键中介环节是人自身,那么,从心理经验到文学作品的关键

中介环节,应属人自身的那个自我.“自我”这一概念的构成及其指涉,相当复杂和微妙.自我的特

性,也随时光和外部因素的制约与影响而发生变化,甚至在不同时段表现出某种较大的差异性乃至

断裂性.但不管怎样因境而异、因时而迁,自我在漫长的延展历程中,总能在整体上自始至终保持着

相当程度的同一性乃至稳定性.有心理学家感叹:“我们人类在自己的一生当中,可以改变许多,然
而却永远还是原来的自己———这一点最让我们惊叹.尽管自我同一性在不断更新、在一切关系领域

不断拓展,尽管我们与周遭世界的关联不断变幻,我们的骨子里始终有不变的本色.”②这个骨子里不

变的本色,换用哲学、美学或文艺学术语说,就是黑格尔提出并得到恩格斯高度认同且在文学和美学

层面加以发挥的“这一个”.而沈从文的“这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说,非“乡下人”莫属.“乡下人”是
沈氏自我认同、想象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学界有关“乡下人”的研究成果已经颇丰,但总

体上是按照心理和精神世界再创造物的属性及其内涵来研究,掺杂着不少研究主体的主观印记和价

值取舍.学界尚缺乏从心理的内在机制和精神的逻辑结构层面进行的价值中立式研究.
探寻沈从文的自我及其构成中的最突出征兆和特性,是窥见其独创性秘密的一条捷径.如果通

读«沈从文全集»,尤其是文论、书信、报告和检讨中的自述文字,不难得出一个很深印象,即沈本人自

我评价的两极人格取向,亦即自负与自卑纠结又相辅相成的自我两极心理状态,不但明显且颇为沉

重.最典型的当属沈借他人之语进行的自我评价:“正如一个共同相处二十年的熟人的批评:‘性格

中实综合坚强与脆弱,骄傲和谦虚,大怀和小气,成熟和天真而为一.情感深厚而理智拙劣,对实际

权势淡泊,却富有知识上学习的虚荣心.理解人事相当深细,可极端缺少自知.想象十分放纵,举措

取予又过于拘泥.’这种批评不一定完全对,但至少是一个熟悉我的人的一种客观的印象.”③类似述

说在同期写的«自传»中如出一辙,且抹掉了“他人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一定完全对”和“客观的印

象”等他人话语印记,完全是夫子自道.
或说这种表述,是慑于新政权强大压力的无奈之举.其实不然.自负与自卑纠结又相辅相成的

自我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在民国时代就经常出现在他的笔下.比如在给好友的信中,他就对

自我的矛盾状态大发牢骚:“人到三十虽是由身体成熟向人生事业开始迈步的日子,但我总觉得我所

受的教育———一段长长的稀奇古怪的生活———把我教训得没有天才的‘聪明’,却有天才的‘古怪’,
把我性格养成虽不‘伟大’却是十分‘孤独’.善变而多感,易兴奋也易于遗忘,使我作事,使我吃饭,
都差不多永远像是为一种感情做去,有女人的同情,女人的依赖心,(所谓妇人之仁吧?)却又有顶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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骜的男子气,与顶不通达的冬烘气.在做文章时,我好像明白许多事情,能说许多道理,可是从事实

上看,譬如恋爱,我就赶不过一个平常中学生.”①如果熟悉他的生平经历,如果熟悉他那产量高达千

万的文字,就不难发现这种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的两极特性,几乎伴随了他一生.
沈从文自我结构中的两极化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并非均衡呈现于他的生涯和作品中,而是具

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仔细阅读沈氏那些有关自我的文字,不难发现这种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

取向分别对应的,是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学虚构世界.即自卑心态和取向,主要指向现实生活世界中

人生在世不称意的那个自我;而自负心态和取向,则主要指向由心理和精神世界创造出来的那个文

学王国中的自我.
体现自卑心态的话语,在«沈从文全集»中屡见不鲜,尤其是早期作品和大量书信中几乎比比皆

是.如果说沈氏有关自卑的大多数表述,是焦灼心理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呈现,那么上升为理性层

面的相关述说,也不在少数.比如«记胡也频»中对自我的反省与评价,就体现出较高程度的理性自

觉:“一切生活的向上,是从自信上打下基础的.我因为一种伴随到生活而来的弱点,缺少这个,永远

在一种悲剧里过着日子.我的文学成就是无意中一手捞着的,我永远惑疑我捞到手的并不是我最相

宜的事物.我永远以为我还可以做一点别的事业.我永远以为自己做到的都不对,那些我还没有抓

过一把的,却在那里等待我去着手.我的反复的自省,把我常常陷到一些泥淖里去,琐碎的注意,又
常常蚕食到我的生命.我所希望的一种性格,就恰恰同我现成的这种性格相反.”②据现有资料看,同
代人中公开指出沈氏有自卑感的,钱钟书是比较明确的一位,金介甫的访谈可为证:“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３
日我在北京采访钱钟书时,钱说,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③关于沈氏的自卑情结,学界已有不少

论述,本文不再赘言.
有关自负心态的表述,沈从文笔下也有大量呈现.在早期作品和书信中,这种自负心态往往借

助一个未曾实现的自我的理想或信仰,一方面慰藉落魄、不如意的现实中的自我,另一方面又对那个

期待视野中的自我进行激励.这个虚构自我的支点,当然就是他的文学理想国.如果说未成名前,
沈氏的自负心态,可谓上穷碧落下黄泉;那么功成名就后的自负,则成竹在胸,甚至有些惟我独尊气

概.当然,这种自负取向主要是对自身文学理想和成就的高度肯定.比如１９３６年之际的沈从文遭

遇创作瓶颈,身处困扰却依然相当自负:“我并不枯窘.泉水潜伏在地底流动,炉火闷在灰里燃烧”;
不但信心百倍,且生发出对自我价值的高度期许:“两千年前的庄周,仿佛比当时多少人都落后一点.
那些人早死尽了,到如今,你和我读«秋水»«马蹄»时,仿佛面前还站有那个落后的人.”④借大哲先贤

抒发心声且自比,该是何等的自负?
自负与自卑纠结又相辅相成的自我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有其产生的现实依据,也会对沈

从文的文学世界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在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有什么独特而持久

的因素在发生重要作用? 又如何反馈于他文学世界的建构? 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之间的矛盾、
冲突,最终会给他文学理想国的创造品格带来怎样的影响? 又具体表现在现实生活世界和文学虚构

世界的哪些层面?

三

沈从文作品存在大量有关自我的叙事,早已为众多研究成果证实,比如金介甫通过大量分析与

研究认为:“沈从文在他抒写自我的各种体裁的作品里,都暗示他真在写自传,可以肯定说,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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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确把他的真实生活写进了小说.沈从文抒写自我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如何也可以代表作者

为人性格的一方面,写出他当时的思想、行为.”①即使不说金氏列举的典型作品,就是«善钟里的生

活»这篇不起眼的小说中,“得着宰平先生的感化”、“预备把阿丽思游记第二卷继续写完”之类叙事,
也足以证明金氏的判断有据可凭.如果说文学作品因为虚构性和想象性,使有关叙事显得不那么真

实;那么在理性认知层面有关自我的表达,其真实性则毋庸置疑,«从文自传»和«一个人的自白»就是

这类自我表述的代表.
如果说«从文自传»代表了沈从文的自我寻找、自我发现与自我塑造,是沈氏自我建构基本成型

的标志;那么«一个人的自白»则象征着沈的自我剖析、自我评价与自我反思,是沈氏自我建构的终

结.如果说«从文自传»还带有自我建构和想象的某种不确定性,那么«一个人的自白»则是沈氏的自

我尤其是文学自我的想象与建构的尘埃落定.如果说«从文自传»是借助自我寻找而走向文学的路

标,那么«一个人的自白»则在时代轰鸣中借助自我回首而向文学告别.
«一个人的自白»写于１９４９年.这一年,既是中国文艺复兴戛然而止的一年,也是沈氏文学理想

国悄然崩溃的时刻.细读«一个人的自白»,令人触目惊心之处莫过于那些和创伤有关的词汇,比如

悲哀、痛苦、寂寞、困苦、屈辱、伤痕、绝望.“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

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 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

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 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面包含了一片无从

提及的痛苦现实.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

征服或压倒.”②这段叙述让人多么似曾相识.不错,就是鲁迅那段著名叙事的沈从文版.沈氏终其

一生对鲁迅都有微词,却始终高度认同鲁迅的“天真”③.处于文学理想国轰然倒塌临界点的沈从文,
想起鲁迅并有意模仿之来叙述自己的生命历程,是否对因“天真”而与世相违的那种寂寞、痛苦产生

高度共鸣? 这段鲁迅式的沈从文版叙事,有两个关键词:痛苦现实与抵抗.这两个关键词是沈氏自

我想象及文学理想国建构的一对互动逻辑支点.正如沈氏所说:“‘否定’在生长中,随‘幻想’而生

长,因为这是求生存唯一的支柱,二者合并作成一个抽象而强韧支柱,失去其一都不会继续生存,产
生‘未来’.”④如果说,痛苦现实是沈从文自我发现、想象与建构的重要现实刺激源;那么,抵抗则意味

着他直面痛苦现实时自我的精神姿态与行动意志.
沈从文说自己“一生忧患多,挫折多,十分胆小怕事”⑤,既非顾影自怜,更非自污求全.沈氏在理

性认知层面大量创伤叙事的出现,主要集中于１９４９年后.严酷的时代粗暴之手带来的沉重心理压

力,勾起他较多负面记忆自然在所难免.正如心理学研究所证实的,重构存在于脑海中的事物是记

忆的本质与功能,沈氏１９４９年后的创伤叙事,显然是对过去那个已逝自我形象的重组与再建构,侧
重点在于述说和阐释忧患、挫折、痛苦等创伤体验及后果.这种记忆重组和再建构,发源于自我建构

史上的那些客观心理体验和精神烙印.比如沈氏反复提及的作品所蕴含痛苦的鲜有人识:“不幸得

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

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⑥沈氏对此还进行了自我说

明:“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还有‘我’! 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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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还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如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

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①不但进行说明,他还进行过深度精神分析:“这或许是属于我本

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我‘写’或
‘不写’,都反应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②事实上,此类创伤

叙事并非事后诸葛亮,在功成名就的辉煌时刻,沈氏就有较为清醒的理性认知与判断:“我作品能够

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

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③此类创伤叙事尽管不如

１９４９年后的述说直接、明快和富有条理,但在各类文本中也是屡见不鲜.尤其小说等虚构文本中有

关“痛苦现实”的种种述说,更是比比皆是.
之所以说痛苦现实和抵抗是沈氏自我想象及文学理想国建构的一对互动逻辑支点,主要在于:

记忆尽管具有重组和再构建的功能与特性,但也必然是在遵循自我建构史上的客观心理体验和精神

烙印前提下进行的(有意虚构和精神失常除外).问题关键在于,记忆不会自动呈现,而是由于源于

现实的直接刺激,进行选择性提取,正如阿德勒所言:“每种记忆都代表了某些值得他回忆之事,不管

他能想起的,是多么少的一点点.当他回忆时,这种记忆之所以能够被想起,是因为它在他生活中所

占的分量.”④如果说外在政治高压和内在文学理想国崩溃等因素,诱发了«一个人的自白»等文本大

量创伤叙事的出现,那么«从文自传»,则主要侧重于为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寻找历史资源和内在支

撑.沈氏在约半个世纪后明确予以证实:“但当时主观设想,觉得既然是自传,正不妨解除习惯上的

一切束缚,试改换一种方法,干脆硬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
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陷于完全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

信心始终坚持工作,他的动力来源何在.”⑤

«从文自传»是沈从文自我寻找、自我发现、自我想象和自我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是他第一

次全面系统地梳理自我及文学理想国初步定型的前因后果.以所谓客观和真实来审视«从文自传»,
显然对理解它之于沈氏自我建构的意义有些缘木求鱼.正如有心理学家根据案例分析所总结的:
“我们的回忆很少会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带着想象的色彩.追忆往事时,我们会改动那些曾令我

们羞愧不已的情节,把它们讲得更容易为内心的自我形象所接受.另外,在讲述中我们也会提及自

己随着岁月流失总能不断发现自我新的一面,而这些新特征又是如何越来越成为自我的重要组成部

分.”⑥«从文自传»也突出了沈氏自认为对自我建构有价值有意义的因素,忽略了可能同样重要但又

为他所抵触的一些重要因素.这也影响了研究者判断的准确性.比如沈氏少年时代的逃学经历,研
究者往往将之置放在与学校教育对立的语境中考察,以学校体制和教育模式的腐朽、僵化,衬托自由

心性和想象力的培养之于文学沈从文的价值与意义.沈氏自己也高度肯定逃学经历对自我塑造的

作用:“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

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分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于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⑦逃学尽管是事实,
但不意味着沈氏的学校教育是失败的,并非一无所获,尤其是诗赋、作文、书法等课业绝非等闲,以至

于国文老师田名瑜赞其曰:“才峻而气清,怀虚而志亢”⑧.沈氏轻视学校,轻视的应是学校体制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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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和僵化,是学校教育的平庸和缺乏挑战性,并不意味着拒绝学校这个空间所涵纳的知识和文化.
试想,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支撑,沈氏何以在部队成为文书和书记? 以后又何以走出湘西? 何以在

北平最终确立那个文学的自我?
“对自传性记忆而言,重要的不是某事发生的时间,而是对它的理解,并将它与生活中的某个场

合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意义.”①解读«从文自传»记述的那些往事,无论虚实如何,关键是看

如何构成沈从文自我建构的重要环节,进而成为其文学理想国建构的动力源.那些事件之所以在沈

氏的心理体验和自我体认层面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因为他在对自我的梳理和判断过程中,强烈

意识到这些事件给他提供的意义和动力.这不仅对他自我本质的确证产生重要效力,而且层累地构

成他一步步走向梦想的文学理想国的阶梯.沈从文自卑与自负纠结而相辅相成的自我两极心理状

态和人格取向,正是在这样一个层累的阶梯式自我结构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

四

汪曾祺曾感慨:“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

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他从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城,怀着极其天真的幻想,
跑进一个五方杂处、新旧荟萃的大城.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他

的幻想居然实现了.”②沈氏的“幻想”渐次绽放的过程,的确是“一个离奇的故事”.可是,当人们流恋

于«边城»、«长河»等小说描述的那桃源世界,内中蕴含的悲痛和热情有几人能细细品味? 当人们津

津乐道他那离奇故事的传奇性,又有几人能从离奇中倾听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喟叹? 沈氏为此而感

伤:“近于奇迹,可不知奇迹中的种种经过,平凡而且痛苦为如何也.”③

沈从文曾无比怅惘:“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 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

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 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

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④一个社会和时代的历史

深处,埋葬着人类无数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一个人灵魂的历史深处,何尝不也埋藏着无数难以言

说的阴晴圆缺? 无论是洞察历史还是洞悉人性,都需要拂去灰尘和假象,剥离历史和人性的僵硬外

壳,设身处地地去感知既往者内心的呼吸:奇迹中的种种经过、平凡和痛苦,是怎样转化为自我发现、
想象和建构的动力源? 又怎样支撑着他幻想的实现? 那梦想的诗学世界,又如何向他打开神启

之门?
湘西岁月是沈从文自我寻找和发现的时代.由于情感记忆、体验记忆乃至意志记忆明显有别于

事实记忆,暮年沈从文回首这段时光,显然更侧重于痛苦现实的那一面:“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

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⑤他的追记,明显具

有自我历史的再记忆特征和再体验增值效应.仅就«从文自传»的描述看,活脱脱一个自我生命力顽

强不屈和渐次扩展的成长记;他后来视为创伤和挫折的那些事例固然存在,但有关创伤与挫折的体

验与感受却轻描淡写.在不动声色的叙事背后,更多的是“否定”与“幻想”的力量暗暗滋长,“抵抗”
的意志给予他不竭的动力,终于促使他离开那个边疆僻地的小城.那时的沈从文处于人生壮岁,作
为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文坛新星,他需要的是自我尤其是文学自我得以确立的动力源和历史支撑,
而不是自我的不堪重负.

就«从文自传»叙事意愿看,构成明显创伤叙事的事件并不多.然而正是那些轻描淡写,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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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自我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在沈氏自我寻找和发现过程中,无论记忆鲜明还是记忆失

落,所有往事的体验、感知、思索乃至无意识等种种心理因素和精神痕迹,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复

杂的自我历史的合力系统.比如祖上光荣和家族梦想,作为埋藏心底的激励效应;比如逃学过程中,
自由心性不受遏制地释放;比如对自然万象、社会百态的那种高超观察力和卓越幻想力的蓬勃生长;
比如听觉、视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感觉系统的精微体验;比如离开家庭庇护,在军旅途中对于温暖

和人情的渴望.应该说,这个合力系统中的每一个因素,都各得其所地在沈氏的自我建构中发挥着

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在多年后才大显身手.比如,当作游戏来“观赏”的杀人场景,当时的漠然体

验,对他以后人生姿态和创作风格的影响,迄今都未得到恰切评估.不能说哪一种因素起决定作用,
哪一个环节的缺漏都有可能造成他人生另一景观的出现.但又必须看到,在这个自我合力系统中,
总有一些更为醒目的因素被充分体验与意识到,并以一种自觉的经验,成为自我建构的心理逻辑

支点.
在湘西岁月中,知识所带来的尊严与自信、爱情所带来的挫败与自卑,是支撑沈从文走出湘西的

两个醒目心理逻辑支点.关于知识在沈氏人生运程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如果说私塾教育乃至他很

少提及的其他教育经历,是润物细无声,那么他强调的经聂仁德、文颐真、赵奎五等得来的知识①,则
为他增添了“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②这一坐标.如果说,知识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累积支撑

和持久效应,那么,爱情的挫败和自卑带给沈从文的,却是戏剧性的心理激变和转折效果.如果没有

那场他称为“女难”的爱情危机,很难说他能够那么决绝地离开湘西.至少,这场危机加速了他走出

边城的步伐.否则,命运很可能如他自己的假设:“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

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

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③

那场爱情危机,堪称沈从文自我发展体系中量变到质变的突破口.在这场危机中,沈氏失去的

不仅是一个梦寐以求的白脸女孩,更失去了尊严、体面和自负.在那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中,沈氏飞蛾

扑火般地坠入了爱情的梦想世界.他拒绝了借体面、富有的联姻晋身当地社会上层的机会,着魔般

地沉醉于美好幻想中.完全可以想象当年他是多么离谱,他的回忆更为生动传神.那时节八百土匪

围城,与四百驻军激战,喊杀连天,流弹乱飞,房屋焚毁,人人自危,可是沉醉于爱情春秋大梦中的沈

从文呢,他是这么说的:“这四天中城外枪炮声我一点也不关心,那白脸孩子的谎话使我只知道有一

件事情,就是我已经被一个女孩子十分关切,我行将成为他的亲戚.我为他姊姊无日无夜作旧诗,把
诗作成他一来时便为我捎去.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姊姊便最欢喜看我的

诗.”④那些诗不但没有不朽,反而成为情感受挫与精神耻辱的印记.钱财的失去,老母的眼泪,旁人

的耻笑,情感的被骗,尊严的丧失,自信的沦落,各种滋味齐上心头.“女难”事件,堪称沈从文湘西岁

月中最明显的创伤体验和叙事.这场爱情梦幻的崩溃,既对沈氏的旧有自我予以沉重打击,也给沈

氏带来展望新我的一个契机:“我正因为了一个女人的怀恋而得到轻蔑的报复,决心到北国来变更我

不可堪的生活.”⑤

如果说知识的渐次累带积给沈从文的,是自我发展和扩张的自信心,那么爱情的挫折和创伤带

给他的,则是自我的困窘、压抑和自卑.值得注意的是,在“女难”中,沈氏意图博得美人青睐的,不是

相貌、家世、钱财和地位,而是写诗.这一世俗眼光中的可笑行为,难道没有潜藏着沈氏自我世界中

的理想主义倾向? 在沈从文的自我结构和自觉意识中,知识和爱情是那么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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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寻求自我实现的心理逻辑支点.而这一苗头,在“女难”之前就已上演:“有时在城墙上见一群穿了

花衣的女人从对面走来,小一点的女孩子远远的一看到我,就‘三姐二姐’的乱喊,且说‘有兵有兵’,
意思便想回头走去.我那时总十分害羞,赶忙把脸向雉堞缺口向外望去,好让这些人从我身后走过,
心里却又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方

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份尊敬? 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分«申
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①

自信,会让人斗志昂扬.自卑,可以摧毁一个人,让人堕落、心理压抑与精神错乱,但也可以让自

我浴火重生.自卑与自信作为心理特征,都是个体在追求优越时的正常表现,且是自我结构的一体

两面.青春岁月,不仅需要爱情,还需要理想和事业.在追求自我优越地位的过程中,更大的焦灼在

鞭策沈从文:“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

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②那时的沈从文已明确意识到现实境遇

的岌岌可危:“在陈渠珍处时,从别的人看来,正还对于我的处境感到歆羡,从我自己看来,却毫无真

正的前途可言.”③这一危机意识,以后被证实:“沈不愿谈他对陈渠珍有什么不满地方,但却一再说

明,陈渠珍身边容留不住像沈那样的精明人,只想沈为他管理图书.”④

梦想在召唤,生命要飞翔.当沈从文在湘西种种“别具一格,离奇有趣”的经历和体验中,发现了

那个与众不同的自我时,自我实现的欲望就开始蓬勃释放.

五

当沈从文怀着“自己的计划”走向不可知世界时,怀揣的是一颗赌徒般的心:“尽管向更远处走

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

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 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

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

了.”⑤可是,他靠什么去赌自己的人生?
那时的沈从文,尽管在湘西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但如何在不可知世界寻找一个合适的

形式来安置这个自我,却依然懵懂.他最初的设想是读书或当警察.可是读书或当警察这样并不远

大的理想,对这个莽撞的湘西青年都势比登天.尤其是一次次的落榜,对他感情的伤害和自信的打

击是那么严重,以至于晚年的他依然愤恨不已:“连报名费也奉还,事实上还是借人的,贬辱我到这样

子.”⑥如果说在湘西,由于祖上的荣光、亲朋的照应、自我的相对成功等因素,沈氏对痛苦现实的感受

或许还浅尝辄止,那么到了北平,他才扎扎实实领教了什么是痛苦现实:“一切失败袭到这个人的身

上了,因为一切凡是可以安置希望处都绝望了.”⑦

在«从文自传»和«一个人的自白»之间,还有一个记录痛苦现实和抵抗的重要文本«从现实学

习».这三个文本堪称沈从文民国时期自我建构三部曲:起点、高峰和尾声.这篇发表于１９４６年的

长文,以简约笔法记录了他来到北平、离开北平、又返回北平长达二十多年的心路历程,既没有«从文

自传»的离奇故事,也没有«一个人的自白»的高度压抑,琐碎的人生细节统统一笔带过,但思想的锋

芒、倔强的个性和心灵的自信却跃然纸上.此时的沈从文,的确已具备自傲的资格,回首往事自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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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添了几分自信.乃至二十多年前初到北平那段经历的惨痛,也成了励志的动力源:“怎么向新的现

实学习? 先是在一个小公寓湿霉霉的房间,零下十二度的寒气中,学习不用火炉过冬的耐寒力.再

其次是三天两天不吃东西,学习空空洞洞腹中的耐饥力,并其次是从饥寒交迫无望无助状况中,学习

进图书馆自行摸索的阅读力.再其次是起始用一支笔,无日无夜写下去,把所有作品寄给各报章杂

志,在毫无结果等待中,学习对于工作失败的抵抗力与适应力.”①

这类叙事更类似胜利者成功后的抚摸伤痕,实际的情形是他屡屡陷入绝境.那濒临绝境的心

态,在«一个人的自白»中倒有神来之笔:“生命或生活,既为雨水固定在会馆中,似乎有所等待,其实

等待的只是‘不可知’.一面茫茫然半天半天站在会馆门前欣赏街景,一面又回到湿霉霉小房子中,
看床前绿苔和墙上水渍.”②无法想象当年的沈从文,凭借怎样的忍耐和毅力才度过那段不堪岁月.
当年的郁达夫为之打抱不平,于是有了那篇愤世嫉俗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沈从文当然没

有走上革命、回家、当兵、做土匪、去偷盗等道路.那个既空虚又实在、也是他“唯一老本”的“信仰”,
在冥冥中发挥了无形的力量,赋予他坚忍的抵抗意志,过去那些给他带来尊严与自信的力量开始启

动应激作用:“求学既无可望,求职亦无可望,唯一是手中还有一支笔,可以自由处理一点印象联想和

生活经验,来作求生的准备.”③除了文学梦还残留下人生希望的一条门缝,走投无路的沈从文还能靠

什么来维系和建构自我呢?
沈氏文学自我的确立,既是无数次食不果腹、求告无门后的无奈选择,更是自我同一性生命经验

的持续发酵和有效扩展.然而,文学自我的确立和实现,何尝是那么易如反掌? 在那段煎熬岁月,他
眼前一次又一次闪过的,是梭罗古卜小说«微笑»中那个屡遭挫折终于投河而死的青年的身影.多少

年后沈氏的回忆,倒是充满了痛说革命家史的意味:“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

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虎,憨劲十足.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

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④这自由创造

未来的自信,也的确赋予他强大的内驱力.一个最初连标点符号都不懂的乡下穷小子,除了隐忍、毅
力和所谓的信仰,还能靠什么杀出一条通向文坛的大路?

皇天不负苦心人,从１９２３年８月来到北京,到１９２４年１２月在«晨报副刊»发表第一篇作品«一
封未曾付邮的信»⑤,沈从文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个成功速度,在今天也令人惊讶.无论如何都

不能低估作品正式发表,给他的自我意志带来的巨大支撑.当年他曾为新书、新刊倾心不已,如今自

己的作品也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上面,这会是何等的激励! «记胡也频»中的叙事,足以印证着激励:
“我那时的文章是没有人齿及的.我在北京等于一粒灰尘.这一粒灰尘,在街头或任何地方停留都

无引人注意的光辉.但由于我的冒险行为,把作品各处投去,我的自信,却给一个回音证明了.当时

的喜悦,使我不能用任何适当言语说得分明,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⑥

文章的发表仅是一个有效起点,偌大的北平文坛岂能为一篇小文章向他敞开大门? 沈从文走向

文学理想国过程中遭遇的挫折和伤害,远远超过成功的喜悦和抚慰,多年后他屡屡提及孙伏园将他

的几十篇稿件揉成团扔进纸篓事件,就证明那挫折和伤害有多么刻骨铭心,几十年的风云聚散,都没

有拂去他心中的创痛.当人们从沈氏那些理性认知层面的述说,来把握他的创伤时,或许更多的是

一种理性认同.幸好文学有记录心灵隐秘的感性功能,所以«记胡也频»中有关自我创痛记忆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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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今天读来依然那么细腻、透彻和刺痛:“春天来时我成天还是只能坐在我那间窄而晦的小斋里,望
着房中到春天来更显得潮湿的砖地,或从窗口望着春雨过后院中的积水,心里忖度,我怎么样就可以

活下去.这记忆,伴着此后每一个春天,咬着我的心,我的春天也永远成为十分凄凉的了.”①当

然,这伤痛在他早期作品中更比比皆是.那些早期作品,也是沈从文自我世界的一份精神备忘录,是
他压抑而苦痛灵魂在文学虚拟空间中的再现.

如果抛去时局动荡、战争烽火等不可控因素,沈从文在北平乃至以后的上海,并未遭遇重大创伤

事件,比如像鲁迅遭遇猝不及防的心灵重创.点点滴滴的事实性创伤,未必造成人生的重大起伏和

精神世界的突变;但日积月累的腐蚀与损害,也足以改变一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他最初到

北平,是想进一所学校学些不明白的问题,向新地方去看些、听些耳目一新的世界.当他尝试着为预

设的自我形象寻找一个合适的形式时,却发现几乎所有的大门都关闭了.我们已无法确知他内心世

界经历了多少次的反复煎熬,他又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承受了多少次的自我拷问.但自负的自我和自

卑的自我,经过无数次激烈交锋,“否定”和“幻想”意念终于焕发出正能量,痛苦现实终于激发了他的

抵抗意志:“为了否定它,也就把我永远变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吉诃德’!”②

文学自我的确立,既是痛苦现实逼迫下无奈的自我选择,也是梦想自我的主动实现.可是,从跨

入文学理想国的那刻起,沈从文又面临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在文学理想国中找到和确立那个

独特的自我?

六

沈从文早期的写作,基本上处于杂乱的模仿、试验状态.以第一部作品集«鸭子»为例,从体裁、
题材到谋篇布局、语言表达,当时文坛的诸多流行元素和创作动向,都留下浓重的刻意模仿和试验痕

迹.这个模仿和试验的大杂烩状态,也证明了一个潦倒失意又雄心勃勃的文学青年,是怀着多么焦

灼而急迫的心情,想方设法竭力用文学成就,扭转现实的溃败与不堪,以此证明自我的价值.另外,
郁达夫、周作人、鲁迅等成名作家的风格闪现于他笔下的情形,除了技术层面的见贤思齐,以成功范

例进行自我激励的潜在动机也不能排除.
作为一个经历离奇又天赋秉异的作家,沈从文有着超出一般文学青年的创造潜力.他不但很快

在学习和模仿中达到了“诗言志,歌永言”的水准,自我结构中的意志、情绪、感觉、趣味、理想等精神

元素,也很快渗透和弥漫于他的作品世界,并有力地投射出一个文学自我影像.如果说任何作品光

与影的背后,都积淀着作者的主体意识;如果说任何作品的最初原型,莫不是作者心灵中的那个自

我,那么抛开题材、体裁、叙事方式等形式主义逻辑的羁绊,沈氏早期作品的自叙传色彩,不能不说鲜

明、细腻而逼真.那些以抒写自我为特色的作品,自然蕴含着他当时诸多思想、感觉、情绪、欲望和行

为的影子;那些貌似抒写他者的作品,也毫无例外地有一个自我印记潜藏在作品世界的深处.如果

说一千多年前的李白常常“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

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③,那么在沈氏早期作品中,无论是抒写自我还是描摹他者,同样也

是将自我影像加盖一层薄薄的纱幕,然后移植到虚构的文学世界.
自我在文学作品中的移情作用和镜像功能,不仅是一个久远的文艺现象,还是一个生动而深刻

的精神现象学命题.具体到每个作家,自我的主体投射、移情作用和镜像功能,自然是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所谓文如其人、风格即人,从精神现象学角度说就是自我的独特生命印记,不但充盈在

作品的字里行间,借助于作品实现了自我生命的移植;而且扩展了自我的存在形式,达到了自我与作

０８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第１３卷,第８ ９页.
沈从文:«一个人的自白»,«沈从文全集»第２７卷,第１８ １９页.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６６页.



品的互为主体性.以往的沈研,往往将这一现象归纳到“文体”范畴进行讨论,比如沈从文是一个出

色的文体家.从韩侍桁、苏雪林到最近几十年人们大谈沈从文的文体成就,显然是充分意识到了他

这方面的与众不同.但由于文体这个概念在运用过程中的模糊性、浮泛性、歧义性和笼统性,人们在

解说中不是语焉不详,几近隔靴搔痒;就是各执一端,固守一家之言;或者过度阐释,用各种理论为文

体概念注入大量额外内涵,将沈氏的文体特征扩展得无所不包,从而也就消解了这一概念的确切含

义和实际应用价值.问题关键在于,人们常常忽略了文体这个概念归根结底是一个形式范畴;而最

终支撑这个形式范畴的,乃是心理学和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与作品的互文性关系.
与成熟时期的作品相比,沈从文早期作品中的自我移植,不但显得粗糙、简单,更缺乏鲜明的独

创性,远远没有抵达«边城»时期那种晶莹剔透、天然成趣的表现境界.在早期创作阶段,沈氏是在抗

拒和克服内忧外患中,走向那个独特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学自我的:在自我的外部世界,为生存压力所

迫,为功与名所累,为情与恋所困;在自我的内部世界,寻找一个充分表现自我的独创性的形式,也需

呕心沥血、上下求索.当时的窘态已难以确切还原,但多年后沈氏的感叹不易,也颇能一叶知秋:“我
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主要是维持一家三人的

生活.”①

学术界一般将沈从文的创作分为都市和乡村两大类型.沈氏文学自我的寻找和确立,也的确是

在这两类题材的交替试验中进行的,是在相互对比、相互支撑乃至相生相克的整体心理感受和精神

体验中逐步建构起来的.必须强调,沈从文的文学自我,绝不是只以乡村题材作品为基础,都市题材

作品在自我建构过程中也是一个有效构成部分.在沈氏的自我意识及表达中,乡村印象往往象征着

正面价值取向,都市印象则往往是负面价值取向的载体.从自我认同角度说,沈氏是在自我与都市

体验的紧张与对抗关系中,逐渐将自我的正面价值取向定位于理想的乡村世界.这在他早期创作历

程中印迹明显.比如«鸭子»的３０多篇作品中,虽然«往事»、«夜渔»、«代狗»等篇也可归为乡村题材,
但具有较明显自我乡村体验印记的实际上只有«船上»、«占领»和«槐化镇»３篇,这个集子出版于

１９２６年.«蜜柑»的８篇小说中,只有«草绳»属于乡村题材,«猎野猪的故事»充其量算半篇,这个集子

出版于１９２７年.但到了１９２８年的«入伍后»,都市题材只有«岚生同岚生太太»、«松子君»、«蒙恩的

孩子»３篇,以乡村体验和乡村印象为素材的作品则有７篇,这个集子明显展示出沈氏的乡村叙事开

始清晰、细腻、丰满起来.这个题材数量的变化,说明在沈氏的文学自我建构中,存在价值倾向的发

现与选择这样一种内在精神发展趋势.
沈从文的都市生活经历,从时间跨度上看,远远超过乡村生涯.即使从他自己说的出生四个月

就有记忆的影子,他的乡村生活经验也只有２０年;即使止于１９４９年,他作为都市人的体验与记忆也

足足多出５、６年.他在都市中遭遇的人与事,至少在数量上不会少于乡村生活时代,而且也会有独

特的心理体验与精神印迹.这些生活经验尤其是那些独特的心理体验和精神印迹,完全可以给他提

供大量而丰富的创作素材.事实上,他也依据这些素材创作了大量都市题材作品.但沈从文都市题

材作品的艺术水准与美学价值,显然不如乡村题材作品那么富有魅力.早在１９７０年代,聂华苓就认

为:“处理‘城里人’并不是沈从文的拿手.他在塑造‘乡下人’方面更加神通广大.他的‘城里人’是
带陈套的,因为他的脑子里似乎总是带着‘乡下人’的概念,他把这个概念作为准绳,用以衡量其他的

人物类型.”②如今这个说法已成学界共识.事实上,就是被视为沈氏都市题材中最好作品的«八骏

图»,在褒扬者眼中也美玉有瑕.比如,李健吾虽认为«八骏图»是一首绝句,但“不如«边城»丰盈,完
美,更能显出艺术家的作者”③;司马长风虽认为«八骏图»如一块精雕的钻石,“但是与«边城»相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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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显智力经营的痕迹,不像«边城»那样行云流水,天衣无缝”①.可以假设,如果没有都市题材作品,
丝毫不影响沈从文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地位;但如果没有乡村题材作品,他还会是人们心目中那个

沈从文吗?
就现有材料看,沈从文的都市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不乏丰富性和传奇性.仅他本人的情爱故

事和谋生经历,就足以构成浪漫传奇的篇章.可是,不但«从文自传»续篇不续;就是那些以丰富都市

生活为叙事核心的作品,也往往失于简单化、模式化,里面不是充斥着主人公苦闷和悲凉的体验,就
是倾吐着对都市现象和规则的讽刺与批判.无论是文学视野还是经验再现,无论是文学技巧还是思

想深度,那个时代有不少作家的艺术水准在这方面远胜于沈.有那么多丰富的素材可以进行艺术提

炼与升华,可是沈从文在都市题材创作上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而从他创作了大量都市题材作品

这一事实来看,他似乎又不是不想在这个领域写出上乘之作.何以如此? 显然,沈从文艺术创造力

的聚焦点,与都市生活经验存在很大隔阂与误差.直到晚年,沈氏都在感慨自己难以融入都市:“我
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虽十分认真写

了许多作品,它的得失成毁都还缺少应有理解.或许正如朱光潜先生给我作的断语,说我是个喜欢

朋友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②

关于沈从文与都市的关系,比较一致的意见大概就是他始终以“乡下人”的价值姿态,抵触、抗拒

乃至批判都市.可是,沈氏何以不认同都市? 何以抵触、抗拒乃至情绪化地讽刺和批判都市? 在他

那个时代,有很多和他一样有着深厚乡村体验的年青人走进都市,经过一番打拼,从陌生、隔膜到适

应、认同,最终融入到都市精英阶层,有的还引领都市的风向和趣味.可是沈从文呢? 即使在文坛获

得了成功,却依然感到自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与都市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我太与那些愚暗、粗
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悉,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③,“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

乡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④.在沈从文的心理

感受和精神体验中,因为点点滴滴的挫折与创伤,都市几乎被他符号化、妖魔化,像一个巨大怪兽矗

立在他眼前,压抑和遏制着他那自我心性的舒展.
事实上,沈从文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完全依赖和借助于都市这个载体.沈氏也完全懂得这个事

实,他更明白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早已失落,甚至有没有存在过都值得商榷:湘西那么美好,都市如此

污浊,田园将芜胡不归? 对自己的偏执,沈氏晚年的认识倒是显得客观:“写乡村小城市人民,比较有

感情,用笔写人写事也较亲切.写都市,我接近面较窄,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⑤问题在于,沈氏何以

对乡村倍感亲切、有感情? 何以对都市不易发生好感? 这与他自我结构中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

有关,与自我价值倾向的选择有关,与自我实现的心理和精神逻辑支点有关.在沈从文自我结构的

内里,对于创伤的执著,尤其是对创伤体验的选择性记忆与艺术转化,是一个更为内在、深层的心理

动因和精神起源.

七

从事实记忆而不是情感记忆角度看,沈从文湘西时代遭受的孤独与苦闷、挫折与创伤,未必如

«从文自传»所描写的那样诗情画意.在他晚年的回忆中,那些挫折和创伤体验甚至是无法承受之

重:“记得四十多年前,看过二周译的梭罗古卜一篇小说,名叫«微笑»,提到一个青年,十分无用无能,
经过三次不同挫折,均用一种忧郁微笑对付过去.但最后终于还是迈过河边栏杆,投河而死.看后

２８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司马长风:«论沈从文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史›节选»,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第３８８页.
沈从文:«‹湘西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１６卷,第３９４页.
沈从文:«‹生命的沫›题记»,«沈从文全集»第１６卷,第３０６页.
沈从文:«萧乾小说集题记»,«沈从文全集»第１６卷,第３２４页.
沈从文:«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２３页.



心情十分沉重,四十多年犹记忆如新! 因为懂得那个心情.我和文中主角不同处,即受挫折不下三

百次,又恰在屈原溯江的五溪几条河中各码头边(居多还是船上)! 过了六七年不易令人设想的怕人

生活,见到的只是愚昧和残忍,却从不消极绝望,怀自杀意.如想跳水,真方便之至,我认为太蠢! 相

反,倒是不断顽强斗争,不受恶习惯影响,不为愚势力屈服.也不怕挨饿失业.一定得站起来自己安

排自己!”①然而,湘西时代的挫折和创伤,在紧随其后的创作中,不但没有给他带来压抑、苦闷和自

卑,反而成为支撑他文学创造力蓬勃展开的动力源;他在都市生活中体验的那些痛苦现实,却始终梦

靥般伴随他的创作之旅,给他带来沉重、压抑甚至黑暗之感.在湘西时代,尤其“女难”之后,都市是

沈氏梦想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当他进入都市后,都市也的确给他提供了自我实现的空间与舞台,
他的爱情、功名皆依托于都市机制的运作而获取.可是这个空间和舞台既成全了他,也沉重打击了

他,让他在心理和精神体验上陷入深深的自卑与痛楚.正是在“到处是伤”的都市空间中,否定和幻

想共同启动应激机制:自负与自卑的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氤氲互生,渐渐酝酿出艺术张力结构;
痛苦现实和抵抗作为自我意志的互动逻辑支点,逐渐移植到虚构的艺术空间;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国

建构之旅,就此拉开大幕.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人的记忆和感受,也会在斗转星移中物是人非:“回忆会不断改变,因为回

忆的过程为改变留下了空间.对于回忆而言,这既是困难所在,也是创造性的源泉:我们永远无法知

道自己的回忆是否千真万确,却仍然愿意相信事实就是自己记忆中的那样.”②在沈氏从事文学创作

的时代,湘西岁月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已是明日黄花;他曾梦想在都市打拼出一方自己的天地,可
是一旦进入都市,却发现都市的规则处处与他内在的理想自我发生冲突;都市体验中的痛苦现实,如
阴霾一样笼罩着他:“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

的世界,同我却离远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养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好日子,无
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是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
这时,就仿佛看到我一部分的生命的腐烂.”③事实是,过去再怎么痛苦和不堪,也不会跟现实欲求发

生冲突,也就没有了精神压抑和心理压力;而迫在眉睫的痛苦现实体验,却实实在在让他喘不过气

来.面对痛苦现实,不是被压垮,就是站起来自己安排自己.沈从文的否定的意志和抵抗的力量,在
无奈中被激发出来.

沈从文的否定,不是否定一切;沈从文的抵抗,也不是抵抗所有.正如他对挫折和创伤的选择性

记忆与艺术转化,他用来建构文学理想国的种种动力和资源,也需要被重新理解与安置.从创作层

面看,都市题材和乡村题材交替进行的过程,正是他重构与配置各种心理体验和精神印记的过程,是
他自我发现、想象和建构的文学展现形式.乡村题材作品叙事的逐渐清晰、丰满和细腻的过程,则是

自我心理和精神结构中正面价值倾向日益明确与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显然有更为内在的自我心

理和精神发展轨迹.在历史暴力来临,当文学理想国行将坍塌、自我面临巨大危机、精神近于崩溃的

沈从文试图自杀时,道出了这个曾经的心路历程:“人贴近都市,生命实永远见出格格不入处.都市

无章次的动,和我生命中的动完全对立,使我存在如不存在.我应当回到我最先那个世界中去,
一切作品都表示这个返乡还土的诚挚召呼.‘让我回去,让我回去,回到那些简单平凡哀乐中,手足

肮脏心地干净单纯虔诚生命中去! 我熟习他们,也喜欢他们,因为他本是我一部分.’但自然无从回

去.”④在现实中既然无法回去,那就只有灵魂的回归,才能让他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渐渐清

晰、丰盈起来.他的文学理想国,将因此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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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创作«阿丽思中国游记»时,已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路标何在:“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

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①以文学

成就来确证自我价值这样一个目标已经十分清晰,可是这条人与美与爱接触的路该怎样走? 人与美

与爱在作品中究竟该是什么模样? 怎样才算是独树一帜的自我实现之路? «阿丽思中国游记»这类

创作远没有达到沈从文对自我创造性的期许,他说失败固然有负气色彩,但说“把一贯的精神失去

了”就意味深长②.然而,随着«柏子»、«会明»、«菜园»、«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
«萧萧»、«丈夫»乃至«从文自传»等作品的问世,这个“一贯的精神”渐渐清晰、丰满、鲜活和生动起来.
以往人生岁月中积淀的感受、体验、形象乃至幻想开始复苏,尤其在痛苦现实的对比和刺激下,变得

更加温暖、富饶而有力.自我记忆中的历史与现实,被重新组装与构造,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国有了坚

实、可靠而愉悦的起源与素材.所以,他以后对“一贯的精神”的评估是准确的:“到了北平新环境中,
和这一切离远了,即这种痛苦回忆,竟也成为我生存的最大快乐和支柱了.这个发展既酝酿于成熟

的生命中,自然会同时影响到后来的写作生活,一看即显然的.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和了真实和幻

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之而来.历来批评者对

于这一点,都忽略了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③

这个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当然包括都市生活经验,都市题材作品也是沈从文自我

建构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个有效性不仅在于都市与乡村二元结构的对立互补,还在于彼此的相互渗

透、影响和支撑.简单说,沈氏自我的历史与现实,经过心理结构和精神机制的重组与配置,架构为

一种多元、复合、连续而又不可分割的富有创造增长点的崭新生命体验,借助自我同一性的衍生与扩

展力量,铸就了他文学理想国最为生动而深刻的动力源.在他早期创作阶段,这种连续性和不可分

割性并未得到有效展现,“尽管沈从文这时期的小说大都显出鲜明的感情色彩,它们在文体上的杂乱

却表明了,他还没有真正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去面对世界”④.可是,当他逐渐梳理出自己的诗人意志,
并以诗人身份去面对自我的历史与现实时,早期作品中时隐时现的“抒情的深刻”和“深刻的悲哀”⑤,
就有了更广阔的经验源泉和更丰富的表现空间.沈氏多年后的自我体认,更是一语中的:“一生受社

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

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

记号.”⑥

在沈从文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诸多生命经验中,创伤的执著显然占有很大比重.从内驱力和

动力源层面看,创伤的执著具有明显心理聚合功能和精神辐射效力:“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
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

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模型虽很小,素朴而无华,装饰又极简,变化又不多,可恰恰和需要相

称.”⑦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义愤出诗人.为“需要”找到恰恰相称的艺术创造形式,正是沈从文孤心

苦诣、梦寐以求的“一贯的精神”所在.随着«边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等作品的接踵而至,沈
氏终于建构出和实现自我需要相称的文学“模型”,终于抵达了文学理想国的辉煌高峰:以创伤的执

著为纽带的生命经验,经过反复摸索和试验,在无数次酝酿与提升中,借助于文学的幻想机制和创造

力量,沈从文否定痛苦现实的意志找到了坚实的抵抗支点;自我结构中的自卑情结,也升华为虚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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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艺术自负.以创伤的执著为纽带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生命经验,为沈从文赢得了诗人性灵

的张扬———在文学理想国的彼岸世界,他的记忆在梦想,梦想在记忆;在自我的历史与现实借助诗意

冲破黑暗之门的那一刻,性灵的诗人终于获得了真实的存在与绽出.

八

李健吾对沈从文有个评价,迄今尚未引起重视:“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

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①如果说“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小说中飘逸不群的仙女”等评价

还属于形象、比喻和联想层面,那么“舒适的呼吸”则在直觉、通感和象征等层面直指人心,是沈从文

创造力抵达蓦然回首境界时散发的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
以«边城»、«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为代表的作品,是沈从文心目中的理想自我心性,在文学理

想国绽放的最为光彩的性灵之花;标志着沈氏不但为自我找到了“特殊的空气”,也为自我创造了舒

适呼吸的自由方式;标志着他的诗性智慧不但有了独创形式,也使这形式臻至羚羊挂角的境界.夏

志清对沈从文的评价可谓知人论世:“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
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

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②仅仅纯粹艺术层面的成就,或许

尚不足以说明沈氏在体现时代精神方面抵达的高度和深度,也不足以说明他在现代中国文学整体精

神建构层面的杰出贡献.作个简单对照,如果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如西方浪漫主义对启

蒙主义的反动和反拨,那么沈氏作为“最后一个浪漫派”对中国文学精神向度的作用就凸现出来.他

对理性主义无限扩张、工业文明腐蚀人性、现代社会道德沦落等命题的深度思考与阐述,使他站在了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发展向度的前沿,也使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精神建构更具丰富性、辩证性和启示性.
如果认同勃兰兑斯“浪漫主义本质上只不过是文学中地方色彩的勇猛的辩护士”,那么沈从文作为中

国现代文学地方色彩最勇猛的辩护士,唱响了浪漫主义最为本质的田园挽歌和历史感伤,为中国人

文主义唱出了失乐园情怀和乌托邦再造梦想.
然而,这些精神魅力和人文光彩,应该主要由沈氏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理论想象和观念建构来体

现.因为这不是他的优长所在,比如对现代文明弊端的反思,对文化、道德等命题的思辨,尽管他的

言论在深度和细致层面足以发人深省,但与梁漱溟等人的高度、广度和系统性相比,还是有较大的距

离.正如夏志清所说:“他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生活方式的批评,固然非常中肯,非常有见地;他对人类

精神价值的确定,固然切中时害———但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却是他丰富的想像力和对艺术

的成就.”③«边城»的持久艺术效力和广泛社会影响,鲜明而又充分地确证了沈从文是作为一个文学

家而不是哲学家、批评家或文化学者,被历史进行深度记忆和传承的.但是,如何继«边城»之后,为
中国现代社会再唱人文主义的天鹅之歌,既是沈本人自我突破遭遇的困境,也是后人难以释怀的

困惑.
自«边城»等作品问世后,沈从文就面临着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问题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

他,直到１９４９年天地玄黄时节他彻底告别他的文学理想国.他曾感叹:“我能写精美的作品,可不易

写伟大作品了.”④«边城»等作品的精美绝伦,的确令人拍案击节.可是格局毕竟不大,难以提供丰富

而复杂的包孕性艺术空间,难以容纳气象万千、变幻莫测的历史、社会和人生风云.但沈从文不是没

有创作伟大作品的雄心壮志,«长河»就是他寻求自我突破的一次最重要尝试.对于«长河»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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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誉皆有,惋惜更多.赞美者中以司马长风最无以复加:“读他人的小说,要看几十页,或才遇到掩卷

赞叹的美,可是读«长河»,从头到尾,却是沁魂的美,因为密度太大、光度太强,以致有睁不开眼睛,喘
不过气的感觉.读过«长河»你才知道什么叫‘美不胜收’.«边城»是散文诗的画卷,«长河»具有

这些、但不止这些,还可听到时代的锣鼓,鉴察人性的洞府,生存的喜悦,毁灭的哀愁,从而映现历史

的命运.”①我们最好将这些登峰造极的评价,理解为对一部“可能”的伟大作品的美好愿景和热切期

待.但«长河»终成断章残简,给人留下无尽的遐想与遗憾.沈从文那个在“常”与“变”的错综中写出

“过去”、“当前”、“未来”的远大抱负为何出师未捷? “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关系的重造”的
宏伟创作意图,为何刚刚展开就戛然而止?

对于«长河»未竟的原因,沈从文自己暗示是出版审查制度的管控②,黄永玉猜测是一定出了特别

的事让他分了心③,还有不少人归因于随政权更迭而来的历史暴力.不管什么原因,«长河»竟如向秀

的«思旧赋»,刚开头就煞了尾,只留下一个看似美好的未竟蓝图.自希腊小庙«边城»建成之后,沈氏

自我期待中的伟大理想文学建筑,就再也未曾出现.事实正如众多研究者所看到的那样,沈氏在

１９４０年代中期,因为难以实现自我的超越,就已开始向梦想中的文学理想国挥手作别了.但问题留

了下来:何以在最有可能写出伟大作品的几近天命之年,沈氏放弃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国? 换句话说,
究竟是因为历史暴力等外部因素的干预,还是他在实现自我内在超越之路上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
以至于他不得不与那个曾经带来梦想与荣耀的文学理想国告别?

从１９３０年代中期到１９４０年代中后期长达十余年时间里,沈从文在寻求创作的自我突破方面留

有大量文字,来述说种种无奈、种种理由与种种信心,来解释当时的状态和心境.但不论无奈多么事

出有因、理由多么合情合理、信心多么坚定远大,结果只有一个:他没有走出创作的困局,抵达自我超

越的境界.如果说外界的压力让一个作家写或不写,尚需经过自我的接受或屈服,那么内在矛盾和

困惑的解除,更要依赖自我的调整、更新与发展.沈氏无法再攀高峰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他创作的

动力源出现了问题.进一步说,就是自我结构中自负与自卑的两极心理状态和人格取向,导致他无

法形成足够的心理弹性空间,去容纳和消化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如果说在«边城»时代,以往以湘西

经历为主的人生经验得以恰当而充分运用,从而构造了自己理想的希腊小庙,那么在«长河»时代,新
的都市人生经验并未与既往人生经验氤氲化生,难以为自我超越提供充足、鲜活而丰富的动力源.
如果细读«长河»,无论是美不胜收的形式构造,还是怅然若失的历史感伤底蕴,都不难发现«边城»的
影子依然那么清晰而鲜活地存在着.一个扩展和加长的«边城»版«长河»,显然有违沈氏创作一部伟

大作品的高远志向.这何尝不是«长河»终致搁笔的重要原因? 创作伟大作品的雄心,在创造力的天

敌“复制”面前,何尝能越雷池?
因为«边城»等作品的光环,人们(或许还包括沈氏本人)更倾向于从线性逻辑和一维因果关系来

审视沈从文的创造之路.其实,障碍的种子早就埋下.同代人对他早期作品的批评,尽管不无讥讽,
但有不少还是有的放矢.比如韩侍桁所说“轻飘的文体”和“故事的复制”问题,贺玉波所谓“趣味文

学作家”问题,显然不是无端的恶意攻击.至于沈氏特别反感的苏雪林,有些批评还恰中其弊,比如

«龙朱»人物对话的欧化气味浓重;«神巫之爱»将一个苗族美男不知不觉写成路易十四宫廷中的人

物,男女的对歌带有西洋情歌风味等④.沈从文晚年对苏雪林的一些批评也予以认可⑤.沈氏早期

创作中存在的这些问题,随着文学技巧的日趋娴熟,逐步得以暂时化解.但他步入创作成熟期后,这
些具体问题背后隐藏的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却逐渐被作品成功的光环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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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沈从文准备向辉煌顶峰迈进时,这个根本性的原因最终成了难以跨越的障碍.有学者认为这

个根本原因,是世俗意识对艺术的巨大破坏力:“尽管他那样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混沌

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里的绅士,这就势必会受到那绅士阶层的世俗理想的牵制,
最终还是对自己的审美情感发生了误解.因此,就在快要攀登上文体创造的山巅的时候,他又身不

由己地从旁边的岔道滑了下来.”①世俗理想的确会导致审美感受的偏差,也会对创造力产生腐蚀作

用.但世俗理想照样也能丰富和深化审美感受,激发创造力的凝聚与迸发.所以,根本原因更在于

沈氏自我两极心理结构的凝固、偏执、缺乏弹性与包容性,以至于否定和幻想的力量结合到一定程度

后就无法再度提升.或者说,“乡下人”的混沌感受和世俗理想之间的分裂状态,导致他缺乏足够的

心理弹性空间,去容纳、整合和重构已有的全部人生体验与精神印记,导致他最富有创造活力的心灵

源泉基本上停滞在二十岁前所体验的那个湘西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

去给我的印象里”.基于此,他的创作动力源出现枯窘状态,就不足为奇.
其实,沈从文对自我心理结构和精神状态的深度内在矛盾,对自我心理空间的紧张、对立和缺乏

弹性与包容性,有着细腻、感性而痛切的体验:“黄昏时闻湖边人家竹园里有画眉鸣啭,使我感觉悲

哀.因为这些声音对于我实在极熟悉,又似乎完全陌生.二十年前这种声音常常把我灵魂带向高楼

大厦灯火辉煌的城市里,事实上那时节我却是个小流氓,正坐在沅水支流一条小河边大石头上,面对

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
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②身在都市,心已厌倦;心在乡村,却不得归.这既

是肉身不得不承受的时空限制,更是价值分裂带来的精神苦闷与心理冲击.然而,感性的体验如果

不上升为理性的判断和意志的取舍,就很难为思想和精神发展带来明确方向.世俗理想中梦寐以求

的都市生活,给他带来了名誉、金钱和爱情,也给他带来了孤独、苦闷和伤害.在不少作家身上,世俗

的成功完全可以补偿心灵的创伤,而在沈从文的心灵世界却井水不犯河水.自负给予他勇气和信

心,自卑却让他封闭和固执.自我结构中鲜明的两极心态和人格取向,导致他对都市与乡村有着泾

渭分明的心理感受和精神体验,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有意无意制造和夸大了两种体验的对立和矛

盾.他的“乡下人”姿态,与其说是体现自负意识的一套价值观念和逻辑,毋宁说是掩盖自卑情结的

一套保护机制和措施.当他的价值杠杆向自我想象的美好乡村体验倾斜,尤其是将都市体验当作痛

苦现实的主要来源时,他的抵抗意志自然会驱动他的内心世界去拒绝、排斥和抵制都市经验.这种

自我结构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如果无法缓释和解决,他离开湘西世界后的人生经验又如何能融汇、整
合、重构为激发艺术创造力的动力源?

九

在自我超越之路上,沈从文不是没有考虑自我突破的关键点何在.然而,他将重点放在了抽象

和观念层面,而不是重塑动力源这个根本问题上.对抽象和观念的追求,其实早就隐藏在以往创作

历程中,苏雪林等人对他早期作品的批评绝非空穴来风.对此,沈氏搁笔后才有所反思:“写城市,全
把不住大处,把不住问题,不过是一种形式的抒情而已.正和写«月下小景»是观念抒情一样的.”③

在丰富、鲜活而充足的动力源匮乏情况下,正是他基于对抽象和观念的执著,乃至夸大了抽象和

观念在创作中的作用,导致他后期作品尽管涉及了社会、人生和历史的大量深度命题,却无法找到更

富创造性的、有意味的、合适的文学形式予以表现.王德威«沈从文的三次启悟»认为:“在这样一个

文明已经崩溃,美好的地方主义的田园视景已经不再存在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力量和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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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来重建中国理想的现代性呢? 对他来讲,唯有‘抽象的抒情’———借由不同的工艺美术和抒

情的文字来重新唤起中国人‘想象’他们的现在和未来的能量.这是一个乌托邦的计划,沈从文深信

不疑.”①如果有深厚的地基,凭借“抽象的抒情”未必不可以建构美轮美奂的乌托邦大厦.可是,如果

深厚的地基并未转化为艺术创造力的鲜活动力源,那么主要依靠抽象和观念的力量,又如何能避免

抒情的空中楼阁呢? «长河»夭折的根本原因,何尝不是来自动力源的枯窘?
随着沈从文越来越陷入抽象和观念的思想迷障,他深信不疑的乌托邦计划越来越难以为继.他

后期作品尽管涉猎了诸多富有深度和启示的领域,但蓬勃的自我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却渐渐暗淡下

来:“沈从文的小说越来越走向唯理智论和泛神论,在构想上就没有什么美学色彩.他看重文学

形式的主张虽然是认真的、严肃的,但他青年时代缺乏形式构造的作品却更有生命力.”②缺乏创造力

和生命力不但具体表现在缺乏美学色彩和审美底蕴,就是在语言表达上也魅力大减.“«边城»的语

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

雕琢,流于晦涩.”③这一盛赞的背后是否隐藏委婉的批评? 难道不是说沈氏后期作品的刻意为之和

有意雕琢,带来了艺术创造力的降低和审美品质的衰减吗?
还是李健吾说得好:“作者创造他的作品,倾全灵魂以赴之,往往不是为了证明一种抽象的假

定.”④在沈从文尚未受抽象和观念羁绊的时候,他的内心世界在动力源的支撑下,抵达了自由、独特

而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境界.在«边城»时代,因为有自我世界强大动力源的支撑,他心目中那个湘西

世界即或消灭了或者根本没有,也无碍于他建构那个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真实”乌托邦世界,因为

“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是人可能成为的

一切,是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家通过发现这种或那种人类的可能性,描绘出存在的图形.”⑤在描绘

存在的图形、发掘人类可能性层面上,或者说在人的绽出存在这一世界图景中,以«边城»为代表的创

作抵达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如果沈从文能够调整自我精神结构,解除自我世界内部的情感紧

张、价值对立,构筑富有包容性和涵盖力的心理弹性空间,重新塑造自己的动力源,那么又如何不能

在«边城»时代建构的艺术高峰上再上层楼呢? 可是,在动力源匮乏的情形下,当抽象和观念成为他

深信不疑的支撑自我超越的信条时,他能避免用抽象重铸理想、用观念重构经验的陷阱吗? 能躲开

用小说来证明抽象和观念这一创作的歧途吗? 何况时代的暴风骤雨即将袭来,他的文学理想国还有

自我超越的可能吗?
荣格在«美学中的类型问题»中,将人的审美态度和创造倾向分为移情与抽象两大类.如果可以

简单挪用,沈从文«边城»之后自我超越的尝试,大致可以归为内倾的、抽象的类型.尽管抽象作为一

种美学类型不乏艺术创造潜力,但抽象作为一种心理状态是否符合沈从文的艺术创造本性,就值得

深思:“在抽象型的人看来,世界充满了危险的、强有力的对象,这些对象使他感到恐惧,使他意识到

自身的软弱无力.他从与世界的任何过分亲昵的接触中退缩回来,以便编织那些思想和形式,通过

这些思想和形式,他希望能够在这个世界中站稳脚跟,他的心理因而是一种战败认输的心理.”⑥即使

在最简单的类比层面,人们也不难发现,当追求抽象和观念成为沈从文唤醒艺术创造力的主要致思

模式时,抽象和观念并没有发挥出预想的审美冲动和美学创造力,沈氏依靠抽象和观念而不是重造

动力源来进行自我超越的尝试,显然功败垂成.不能不说,沈从文那个缺乏弹性心理空间的自我两

极结构和人格倾向,严重地妨碍了他文学理想国动力源的再造、重构与艺术升华,导致他在文学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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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光辉顶点面前望洋兴叹.
“未熟的天才”是司马长风形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术语.鉴于沈的天才在他锦瑟华章的年代并

未全部绽放,历史暴力又让他丧失了全部绽放的可能,所以从伟大作品、伟大作家这一坐标,或者说

他有可能抵达的辉煌艺术境界来看,沈氏的确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未熟的天才”.当年,沈从文重返

湘西,在如烟往事的重温中,曾写下那么感伤、深沉而凝重的自我体悟:“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

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起了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
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能够不感

惆怅?”①假如,再有这么一次诗意的精神返乡之旅,沈从文在回首自我世界赋予的光荣与梦想、遗憾

与失落时,能否再度找到诗意冲破黑暗之门的那一光明时刻?
至少,在他的心性能够自由翱翔的时代,在他的创作能够自由挥洒的岁月,沈从文作为一个诗

人,他的性灵之花并未再次绽放.弗洛伊德曾经叹息:“陀思妥耶夫斯基抛弃了成为人类的导师和救

星的机会,而使自己与人类的看守在一起.人类文明的未来对他将没有什么可感谢的.人们或许可

以说,因为他的神经疾病,他注定了要以失败告终.他的伟大的智力和他对人类之爱的力量本来可

能会向他打开另一条使徒式的生活道路.”②弗氏之言对错或可不论,但沈从文的确因为具有伟大天

才的资质,而有可能站在中国最伟大作家的行列.他的失乐园情怀和乌托邦再造梦想,有可能成为

现代中国精神世界中最美妙动听的天鹅绝唱.他的伟大天才的资质,不仅在于自然的天赋,还在于

他丰富而离奇的人生经历,赋予他接近现代中国社会精神世界核心地带的充足动力源.正如“莎士

比亚很少依赖哲学,他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及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于西方文

化更为核心”③,在现代中国,在最有希望依靠文学的创造力量抵达中国文化核心地带的作家中,在最

有希望凭借热忱和慧思在中国文化星空煜煜灼灼的文人中,沈从文曾经一度是那么耀眼.然而,在
他将要登上文学理想国光辉顶点的时刻,他那凝固、偏执和缺乏弹性的自我心灵世界,却无法继续提

供鲜活、持续而充足的艺术动力.
“艺术一直以来,并且永远都是文化最主要的祭仪,是人类内部意象、渴望与恐惧的外部反映,是

人类的美梦和梦靥,是以实物形式展现出来的人类的梦想世界.”④沈从文曾经以精致而恰当的形式,
构筑过一个逝去的乐园、一个人类梦想的乌托邦.但是,在寻求以伟大形式构筑更辉煌人类梦想世

界的道路上,他停下了探索与创造的脚步.如果他的心灵世界变得富有弹性和圆融,如果历史暴力

未曾发生,如果假以时日,是否能够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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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历史研究方法与风格试探

张 国 安

摘　要:田余庆先生开创了一种有效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他那带有浓厚的地缘

政治学色彩的政治史研究被誉为典范.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尽量搜集各种史料,运用各种方法考证史料,

并恰当运用默证进行审视,积极消化各种反证,网罗历代的相关认识和评论,以找寻灵感,起到渲染气氛的

同时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他以历史的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寻找问题及线索,设身处地感悟历史的脉

络,揭示出它们的内在联系、冲突与变化,用准确、凝练的文字表述,以超凡的语言和逻辑功力建构、分析、

论证环环相扣,对中国中古史的一些重要现象、事件等给出了近乎完满的解释.其研究风格风貌独特,他

兼擅才、学、识、德史家四长,高而平衡,学贯中西,勤学苦思,使他悟通了现代史学的一些精髓,走出了近

代.他视野开阔而细节入微,尤其对人性把握细腻透彻,引发了深澈的共鸣.

关键词:田余庆;研究方法;研究风格;科学与艺术;地缘政治学

田余庆先生的史学成就得到了中外史学界一致的高度评价,之所以如此,来自于他独特的研究

方法和风格.其魅力不仅深刻影响了专业学者,也感染了不少专业之外的学者乃至普通的史学爱好

者.令人遗憾的是,田先生对他本人的风格和方法并未进行过充分的阐述,也没有留下详尽的自传

或回忆录.史学界对田先生历史研究方法的总结也不深入.不仅如此,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个流传颇

广的误解,有学者撰文认为:“田余庆的一篇«清除胡适思想在历史考据中的恶劣影响»,而多年以后,
田余庆正是用了胡适的研究方法,在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五十年代,
中国学者的历史选择,充满了历史的吊诡,当年最要唾弃的的东西,恰恰成全了自己.”① 该文将田余

庆先生的研究方法简单归纳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真是不着边际的隔靴搔痒之语.田先生辞

世后,学术批评网、«文汇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９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１日)等相继

刊登了许多田门弟子和亲近学人的纪念性文章,其中包括若干涉及田先生独特方法和风格的内容,
虽给人教益与启发,但大多作为急就章,尚停留在经验层面,令人意犹未尽.如何总结田先生这笔宝

贵的史学遗产,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并进入操作、推广阶段,成为今日之务.笔者拜读诸公大作之

后,草成此文,恳望学界同仁及田先生门下众高足不吝批评指正.

一、科学与艺术的统一:秦汉魏晋史研究的典范

阎步克撰写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并得到田余庆先生本人认可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卷»“田余庆”条是这样说的:“田余庆的主要学术成就在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史研究方面,他治

学严谨精密,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强调传统史料考证与科学分析的细致结合,特别注重

揭示纷纭史实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意义.他能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以小见大,提出独到的史学见

解,从而勾勒出一代政治变迁的重大线索,把握其关键,解决一些比较重大的历史问题.所著论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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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之见,发人之所未发.其力作«东晋门阀政治»一书,通过对东晋王、马关系形成的复杂过程,郗
鉴的独特作用,诸士族门阀的发展和彼此替代,北府兵始末,流民问题,诸桓与司马皇权的关系,太原

王氏的政治作用、代表次等士族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升沉等关键问题的考析,对中国中古士族政

治的内涵和演变提出了系统的论证和新解,其分析方法和结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学术风格与独

到史识,受到了高度评价.”现在的“百度百科田余庆”条基本沿用了以上内容,只是增加了一些后

来发表的论著目录.就结论来说,这一表述是准确、精到的.阎步克新近撰写的«田余庆先生的治史

成就及对我的启迪»一文又作了一些补充,试图进行理论高度的概括:“田先生的论述中又灌注了现

代史学意识.总的说来,«东晋门阀政治»包含着若干结构性、系统化的历史思考,由之可以引申

出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其优点并不仅仅是传统史学方法的娴熟运用.”在国家起源问题上,“面对中

国北方草原民族,人们看到这里存在着探讨国家演生规律的又一个空间.«拓跋史探»的方法与结

论,为跨入国家门槛时的相关各部族的政治关系,提供了一种富有创意的研究范式,可以激发很多联

想”①.李开元说,田先生“由于造诣过于深沉,我至今无法对田氏史学作恰当的概括,眼下只能暂且

称其为精致的艺术性史学”②,又称“先生史学之另一个特点是高瞻远瞩,能够从细微而不为人所察觉

处钩沉出史实间的隐秘关系,进而刻画出贴切深邃的时代精神来,这是史家治史的至难和极致,
是一种基于科学精神的人文史学”③.这些表述对于田氏风格和方法的特点以及何以然之故依然是

模糊的,似乎已落后于当今的史学理论,尚有不小的拓展空间.
让我们欣慰的是,田先生«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④一文给我们提供了田氏方法和

风格一个达于极致的、完整的展示过程,可供我们进行推敲:田先生为什么会深入北魏史? 远缘是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上半叶在撰写通史«中国史纲要»的“魏晋南北朝史”部分时,他发现最为薄弱的部分是

北魏;近因是８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有８名博士生的论文选题定在北朝,形势逼着先生和他们一起

读书思考,故而决定集中气力来攻北魏史.“自我的要求关键是追求创新”,“这毕竟已是步履蹒跚,
缺乏创造力的时候.摸索了一年,抓住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制度这个题目,分析它的可疑点,确知尚

无前贤有过细究者,一旦涉入,略有甜头,就追下去了”.田先生在«我的学术简历»中说:“华而不实

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我都不去考虑.”⑤追求的境界是要把常人看

不到的、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容、线索挖掘出来.换言之,不做则罢,要做就要达到世界顶级水

准.田先生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研究中鲜见的“创造力”的术语.

　　以往史家停留于对拓跋珪的道义谴责,而不愿费时间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却执著于自己

所隐约感到的一些疑问,不轻易放弃.拓跋历史显得单薄,史料遗存少这就更需要我

们有敏锐眼光.
旧史家评判人物和事件是最容易流于道德和价值判断的,而历史的真相往往因此被曲解,田先生则

是要进行历史的分析.什么是敏锐眼光呢? 田先生指出:“王国维引晚唐诗人罗隐«炀帝陵»的两句

诗‘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称为‘政治家言’.又引唐彦谦的«仲山»里的‘长陵亦是闲邱

陇,异日谁知与仲多?’称为‘诗人之言’.‘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

观之.’”⑥这也就是祝寿会上何德章说的“横的看看,竖的瞧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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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史料缝隙中找出由头,作合理的分析判断.越是史料匮乏和纷乱无绪的年代,越是要充

分注意平常视而不见、弃置不用的针头线脑,千万不要在这些零星琐碎的东西中,漏掉哪怕是片

言只语的难得材料.资料虽然很不全备,但毕竟还是有不少确凿纪录,而且大体上辈分分

明,统系分明,可供分析利用.我反复读«太祖纪»等篇目(因为主要资料也只有在这些简略

的记载中能找到),并且反复思考,结果是发现了一个大话题.“真人代歌”歌词内容是

“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这自然是一部绝好的拓跋史诗,极富史料价值.
“真人代歌”既是道武帝以前拓跋部传说时代历史的载体,估计«魏书序纪»一定尽可能多

地使用了其中不直接触犯忌讳的拓跋史料.所以,«序纪»事虽然简略,却比较系统,比较准确,
甚至其远古部分都能用今天所知的一些考古资料大体作出印证.这个(离散部落)如此被

史家重视的大问题,一共才有三条明确的但是语焉不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条是从反面说的.
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包括传说的、考古的,而后从各角度反复榨取史料中的信息.

　　历史毕竟是发展而来,总有前因后果,总有横向影响,问题是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去辨认它.
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并非认定此问题中会发现认识拓跋历史的重大线索,
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这肯定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所帮助.从此形成代

代因袭的北魏定制,这显然不是用个人的残酷习性可以解释通畅的.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

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离散部落”之举看来与子贵母死

制度毫不相干,而实际上却具有完全相同的背景,可以挂起钩来一起讨论.我认为所谓离

散部落实质就是这样.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

　　我们都知道古史中玄鸟降卵、履大人迹、朱果发祥等有关各族先民的传说,都是知母而不知

父,这符合古史常情.至于像力微这样知父而不知母,却是罕见.把力微说成天女所

生,显然是编造而成,目的是为了掩饰某种不便说出的情节.
借用人类学的事例进行探析,并注重对文献中常情与特例的分析与剖析.

　　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

景.登国年间却丝毫看不到另外还有什么大规模离散部落之举的痕迹.
用默证来相对说明一些问题.

　　我萌生此念,是觉得初行此制时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

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这样,
就可以进一步放开眼界,从更高的层面上来作搜索,来作推敲,以期再发现一些问题,解决一些

问题,使这个课题的内容丰满一些.果然,我找到了一些新的联想.这就是说,杀妻立子在

后人(包括道武帝本人)看来是正常的事,不是完全没有历史影子的.(力微)杀妻的事却未

能掩饰得住,才留下来作为一则事例供我们推想.这个推想,道理应当可以成立,具体情节难说

准确.它以极其野蛮的手段居然有效地解决了具有高度文明的问题,但付出了极其痛苦的

代价.这是拓跋部落在其急速进化的过程中承受的一种巨大的精神痛苦.(冯太后)从保

太后受尊重的事例中得到启发,深知最可靠的手段是母养皇储,从而控制日后的新皇帝.这等

于是掌握了政局的未来.
在历史的环境中,以历史的思维进行丰富的联想和大胆的想象,丰富的想象力特别重要.

　　道武帝本人,在建立北魏之前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帅,在此之后却成为君主专制国家的皇

帝,他地位的陡然变化,不正是一个极强烈的反差吗? 前面说到君位传承中所看到的反差,是否

正是从属于后面所说道武帝地位变化这一个同样强烈的反差呢? 我肯定地认为正是如此.这

样,我的研究在这个环节上找到了目标,真有点“豁然开朗”的感觉了.母强立子传统既然

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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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 换了角度看,思想果然开窍了.悟出这个道理,好些疑点都

可纳入这个思路来逐一琢磨.因此我逐渐感觉到把离散部落理解为涉及面广泛的一次性

的法令行为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从道武帝为帝业所需而强力控制外家部族的角度来理

解离散部落,等于给离散部落重新作出解读,我觉得并无滞碍之处,而且还可以和子贵母死制度

相联系,因为二事内蕴相通.但是又有新的问题涌现出来了.悖伦的子贵母死制度已

失去存在理由,理应逐渐消失.为什么它并没有被废除,一直延续百年之久呢? 这两个问

题,其实是一回事,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就包藏在后一个问题的事实之中.我试图找到一个

突破口而进行的这项研究工作,大约费了两年时间,预期目的算是基本达到了.
以超凡的悟性悟出文献记载之外的东西,追寻隐含于历史之中的脉络、线索,等等.

　　剥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

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我把力微以后拓跋部君位传承中后妃作用逐一作了

清理,又把君位传承中后妃的部族背景逐一作了清理.君位传承制度就是其中最棘手的问

题之一.后来形成的后宫子贵母死之制应当就是这种杂糅了胡汉正反历史经验的一种制度.
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细审道武创业战争的主要攻战对手,几乎都是与拓跋世婚的外

家部族,其中并没有一个是拓跋部的宿敌.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创业的主要障碍不是别

人,而是拓跋部的外家部族吗? 这岂不正好证明,道武建立“子贵母死”之制,不惜以杀妻为代价

来巩固北魏帝业,是有鉴于拓跋屡代强后及后族干政引发动乱的惨痛教训吗? 我基于这个认

识,回头再来思考“离散部落”问题.
以政治学的宏大视野审视其结构、过程、背景等,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学的色彩.

　　说拓跋自家的事而引汉典为饰,这还由于道武帝本人有相当强的历史感,而他身边的一些

汉士也用«史»、«汉»故事帮他作历史比附.既然如此,道武帝本人为什么还能突破传统,突

破部落联盟的重重障碍,居然在十二年(３８６ ３９８)奋斗中树立北魏帝业,使之巩固下来呢? 用

个人才干、长于武功等一般理由,不能从根本上解答这个深层的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思

路发展到此,更觉得道武帝向明元帝解释杀其母的两条理由,是完全直接针对拓跋往事而

发的深具历史内涵的说明,它牵连到子贵母死和离散部落二事,而前一事实质上是后一事的延

伸,都是为了巩固拓跋帝业,使帝业得到可靠的传承.
这是用进入历史、设身处地、“神游冥思”(陈寅恪语)的方法以发现问题并进行分析和解释,与西方现

代史学盛行的方法相通,即“西方史学家所盛倡的历史想象(historicalimagination),是史学家应培育

的想象.所谓历史想象,是将自己放入历史之中,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

间,然后由此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如此易于得到历史真理,而除去一些后代的附会.此

为史学家理解历史极重要的方法,历史真相自此隐约呈现.‘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
而后古之时势,展现于目前”①.

本篇关于文字的精彩运用不再一一罗列.

　　回头看来,这一研究过程像是一层一层剥笋,一环一环解扣,走一步瞧一步,而不是先有基

本立意,一气呵成.它探索的是一项制度的渊源和演变,但都是附着在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

发展的主线索上,其影响甚至延伸至于北魏中晚期历史中.这就不仅是制度史,而且进入社会

史、政治史范围.这项制度有部族的文化习俗背景,又涉及文化史,它形成拓跋部沉重的精神负

担.这样的研究只靠实证的方法是不够的,在一些环节上实证材料都不全备我想,这项研

究与其说对拓跋史提出了什么重要结论,还不如说只是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让更多有兴趣

的同人一起寻找和探索北魏历史的新问题,史家个人,重在发挥特点,重在创新.坚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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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不断寻找新问题,新思路,新论点,总能日益走向历史实际,逐渐接近真理.
«拓拔史探前言»:旨在探路文章中自己感到发掘了一些问题,解释了一些现象,增长

了一些认识,但由于资料不足,很难说都准确,踵迹前人,趑趄而进.
治学态度严谨、谦逊,涉及的领域广泛,过程曲折,方法多样,逻辑严密,解释近乎完满,在无路之

处开路,给后学进入资料少的模糊区域治学树立了一个典范.就学问上的坚实、追求境界和生活中

不喜热闹而言,更适合比对田先生的学人实际上不是胡适而是王国维.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

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

正在灯火阑珊处”.做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首先要立志高远,其次必艰难探索,最终是瞬间顿悟,
取得成功.田先生的成功亦在于此.

通过一个例证的解析,结合阅读其他论著的体会、感悟,笔者把先生的方法概述如下:尽量搜集

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的认识、评论,运用各种方法细致、精准地考证史料,反复比勘,即多位评论

者所谈的榨干史料.具体手段有巧妙处理记载中的常情、变异与特例,«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

对曹丕征吴的分析就是非常精彩的个案.恰当运用默证进行审视,追索言外之意,强调排除各种反

证,而消化反证更多靠的是语言功夫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充分运用理性思辨、缜密的逻辑分析能力,
对各种可能性进行分析,参伍错综以求其是,以丰富的、基于对人性透彻、细腻了解的想象力,设身处

地,神游冥思,以历史的思维“苦思冥索”①,既用“政治家之眼”对一人一事一地一世进行审视,又用

“诗人之眼”“通古今而观之”②,寻找问题,感悟历史的脉络、线索,从习见的本不相涉的史料中寻找、
分析它们内在的联系、冲突、发展和变化,引用清代考据家对历史的认识,一方面是寻找灵感,另一方

面起到渲染气氛的辅助作用,弥补史料不足的缺憾.用准确、凝练的文字表述,以语言和逻辑功力建

构,随心所欲而不逾求真之矩,对中国中古史的一些重大现象、事件等形成了近乎完满的解释,使中

古史中的许多模糊区域得以逐渐辨识清楚,近真的历史,由此呈现.田先生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

有效推进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方法,尤其在中国古代政治史领域,确立了一种典范.但它只适

用于天才勤奋兼具型的学者,并不适宜广泛推广,因为它有可能因一环不慎而导致整个解释体系出

现罅漏甚至崩塌之险.
笔者认为:田先生研究风格的独特风貌,在于才学识德俱长,高而平衡,学贯中西,心思细密,眼

光敏锐.对史料的处理颇为细腻,考订精审,对文献的理解体现得细致入微,堪称力透纸背.识见超

凡,视野广阔,高屋建瓴,重视比较方法的运用.引入西方政治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理路、视野,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披沙沥金之后,形成了严密的理论建构能力,宏观驾驭精到,注重分析.跌宕起伏

的推理扣人心弦,娓娓道来的解释引人入胜.论证细致、周详,且能环环相扣,说理既深刻、精辟而又

文辞贴切、精彩,使隐藏在历史尘埃中的一些重大脉络和线索被梳理出来,在研究的问题上形成了近

乎完满的诠释体系,赢得了中外史学界的高度赞誉.田先生可能并未大量阅读西方史学理论的论

著,但其超凡的悟性产生了不少与西方现代史学优秀成果相契合的史学思想和研究手段.
田先生的成就虽说主干在政治史,但涉及的相关领域也有独到、精彩的解释、分析,可谓是一种

总体的政治史.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奠定了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笔者尝试将其浓缩为５个词１０
字———结构、角色、功能、冲突、变迁.在结构中,对不同角色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对各种冲突及其

变迁进行追索、钩沉和研究.其政治史研究突破了实证史学的藩篱和束缚,解释的圆融、分析的深入

尤具现代西方史学的风采,其成果达到了科学与艺术近乎完满的统一.“田先生的大部分文章,像是

工艺品,又像是交响乐.比为工艺品,是因为不仅内容充实,而且表述精致,遣词造句多经推敲,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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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把握到位,总体上呈现出某种美感,可谓‘华而有实’.比为交响乐,是因为结构合理,逻辑清

晰,起承转合,错落有致,使读者循序渐入佳境,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①.尤其是先生的代表

作«东晋门阀政治»,自１９８９年首次出版二十多年以来,已出至第５版,“虽不曾洛阳纸贵,但行内的

评价却持续走高”,成为史学著作的长销书.在当代学人的学术著作中,这是罕见的.但何以如此,
则未见解释.笔者认为,田先生对人性的理解和分析十分透彻,诸如心理分析犹见功夫,使人产生了

深澈的人性共鸣.每读田著,一拿在手常常欲罢不能,总是想尽快读完,感觉宛如读侦探小说.而晚

年完成的«拓跋史探»的“研究自南而北愈趋深邃,运思行文则从畅达明丽转为沉郁伤感,更极其醒目

地出现了文明与野蛮、共生与发展、物质增长与精神痛苦等新的主题”②.该书将田氏的方法和风格

发挥到了极致,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到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了«东晋门阀政治».

二、知人论世与知世论人

传统史学有一个重要说法叫“知人论世”.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把人置诸所在的时代中去研究,实
即知世论人.孟子曰:“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而史学家与其他科学家不同,丰富的阅历对于研究

者不是负担而是优势,«史学导论»就有“历史学家的生活阅历”一小节进行了总结:“对过去的人进行

移情的能力是以某种自我意识为前提”,“广泛的经验是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基础.在历史编撰大体

局限于政治叙事的时期,担任公职的经历被广泛视为对历史学家最好的培训.正是多样的经历

真正能够提高对过去的理解,以致历史学家想象力可及的范围是与对过去生活状况和心态的认

知范围存在着某些关系.不幸的是,今天历史学家通常的培养模式很少考虑这种要求”,③.而哲学

上,知行关系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许多东西不行不能知.“生活经验丰富,了解当代社会最深的

史学家,是最能了解过去社会的史学家.以情理的当然与否以批评往事的是否可信,是史学家

极重要的一个标准.”④“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

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

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⑤

王素说:田余庆先生“１９５０年北大史学系毕业,原本就是大陆最后一代受过完整、系统的传统文

化特别是传统伦理教育的学人”,交往中,“发现先生‘子曰’、‘诗云’,也能信口援引”⑥.笔者觉得,田
先生这代人传统文化的氛围与积淀本来不能算太薄,更重要的应该是大学时期所受的近代教育.

大学教育对一个学者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段经历及其影响,既未见田先生讲述,也未见研

究者关注,其影响及深浅皆须深入探讨.胡宝国说:他的性格是从细节出发,追求的是不缺少任何中

间环节的一条完整链条⑦.笔者觉得此言不差,但恐怕也与田先生有过学医的经历有关,医生治病关

乎生命,强调科学精神,解剖学尤其重视细节,周树人、郭沫若都是由医转文,一个精于解析中国社会

及人性的黑暗之处,一个精于透视甲骨文.田先生晚年在«耄耋之年话教育———访历史学家田余庆

教授»一文中仍能详举医学研究的例子说明科学研究中联想力的重要性⑧,足见其影响犹在.而在西

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的一年训练则为田先生增添了政治学的视野.
有学者或将田先生精于史料辨析远溯到乾嘉考据,或将其史学渊源上追至他对陈寅恪的一次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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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这似乎都不妥.民国时期的北大史学系是国内一大重镇,傅斯年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发动“政
变”将朱希祖赶走之后,极为注重对史料的辨析.“一旦我们不再完全相信前人的文字记载,而执意

从中发现他们不愿说出的东西,那就更有必要质疑问难、反复论证,这肯定是正规的历史研究的首要

前提”,“即使是看来明白无误又极有价值的文献或考古资料,也只有在经过适当分析之后才能说明

问题”①.而原汁原味的科学史学对心理活动是十分重视的,“历史学家从文献开始他的推理工作,但
是推理所用的绝大多数文献恰恰是心理活动的痕迹”②;“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心理上的事实,因此,
能在其他心理的事实中找到它们的前提条件”,“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

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③.这一时期的毕业生

张春树总结北大史学系的学风说:“北大诸贤共识治史应有之基本信念与原则为:(一)治史应以直接

之原始史料为本;(二)史料真伪之鉴定(订)为史家之首要工作;(三)史学研究必以逻辑推理原则进

行;(四)历史解释与论点必本之于可信之确实证据;(五)历史研究必先考究方法.至于修史、写史大

原则上,诸家之共识则为:(一)注重史事解释之系统化;(二)讲究推理逻辑;(三)特重贯通结构之专

著(文、书皆然);(四)行文注重文法、文体、征引注释、字句标点.”④

翦伯赞执掌北大历史系后,在强调马列理论指导的同时,对于史料的处理也相当重视,可谓断裂

之中也有传承.如他说:“审查别人的文章,先看小注,再看原文.如果小注中存在引用二手材料的

情况,说明作者还是外行,正文也就不用看了.”⑤据北大六二届毕业生刘凤翥回忆,田余庆先生说:
“是直接引用原书还是转引,不仅仅是懒惰和勤快的区别,而是能否毕业的标准,是内行和外行的分

野.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到外边转引第二手材料就不配是北大的毕业生,要顾及北大的脸面.”就史料

而言,西方近代史学家喜欢将史料分为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更有分史料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者,
最推崇目击证人的陈述.田先生晚年说:“必须要踏踏实实地读书,最好读一手资料.”⑥从他可以信

口详引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解释«论语»的事例,足见不能忽视民国时期北大史学系的学风对

田先生的影响.当然,中国的史料传承有其特殊性,并不是西方的现成归纳所可笼罩的,先生晚年对

史料的处理较多体现出传统色彩,“历代史家潜心著述,磨练出严谨地对待史料的成套方法,讲究扎

实的基本功和深厚的史学根柢,并且凝聚为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⑦.将田先生的著述风格衡之于张

春树的总结,不可不谓渊源有自,虽然田先生本人不愿意回溯不堪回首的经历⑧.
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与先生的经历及其超凡的悟性对人性、社会、体制的感悟有关.２０世纪

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政治的风云变幻都是空前的,田先生善处兴废,把握住了几个关键节点.首先

是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列入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名单⑨,被组织安排撤到解放区.由此奠定了田先

生在中国史学界中央层面的一个有利地位,在此历经起伏.田先生对此有概略描述:“关于‘五朵金

花’一类课题的研究,当时搞得热闹,我也不甘寂寞,暗自跟进我把范围选定在阶级斗争在社会

形态转变中的作用这个方面.我着重找马恩语录来作支撑,写成了几万字的草稿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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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学校展开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校领导威吓的语言,五十年后仍令田先生心有余悸,“批判毫无

理性,残酷无情.偷偷把它烧掉,避免后患,心想以后绝不再涉此类课题.后来有点明白,
就是越‘左’越好我为了汇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心得,写成一篇歌颂农民战争的文章,调子

很高.文章没有出炉.这一在被扭曲心态下写下的表白性的违心之言,既误人又伤己”.田先

生“文革”前只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批判胡适的,并非一无是处;另一篇歌颂曹操的,也不乏精彩

之笔.
三十年的风云变幻,使田先生得以体察各层面的人性、体制各层的运转,悟出了“学术上不可能

不受政治风向的制约,但也不能一刻放弃独立思考.求真务实毕竟是学术的首要条件.我按照

独立思考、务实为学的信念,改变过去浮华的路数,设想沉潜做专题研究工作.几年理性反思使

我脱离了过去那种懵懵懂懂的状态,成熟了一些.我在十年‘文革’中多少能理性地判断方向,
谨慎从事,避开一些风浪,少栽一些跟头”.并举了两个务实为学的事例:“军宣队带同出版社的人找

我写歌颂秦始皇的书,他们要的是政治,不允许两点论,我在困难中只有拖延一法,过时后将文

章删改,发表在«北大学报»复刊号;另一个事例,«历史研究»复刊,应约写成«袁曹斗争和世家大族»,
“审稿过程中,风闻有较强烈的责难猜想责难可能是在曹操兴于法而归于儒这一见解上此

文刊出时用小字排印,附在一篇大字排印的工农兵群众歌颂曹操文后,可以被理解为一篇供批判用

的反面文章.我当时对此有点懵懂”,“我把那时能侥幸争得这种妥协视为自己坚守务实为学的小小

的得意之笔”.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磨练,田的论著恐怕难有今天这种独特的魅力.
田先生虽然浪费了二十多年时间,但又是颇为幸运的,大学时代能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享受

当时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更为重要的是１９４９年后能有在１９６０年代上半叶、自己鼎盛的壮年得到

几年安心且系统阅读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料的机会,为以后治学得有鸟瞰全局的宏观大视野打下坚实

的史料基础,“在全国调整时期,我在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教材这项上面抓得很紧的任务中,潜心

编写古代史的两大段落,利用时机补读了一些早该阅读的书籍.这是难得拥有的平静思考而又感到

充实的几个年头.这几个年头,是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的反思过程,也是认识深化过程”①.他

说:“我真正做点学问,是从５５岁开始”②,“据我所知,学术史上真正有点成就的史学家,几乎没有人

是在６０岁以后开始主要的研究工作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从学术史看,赵翼的经历与田先生有

可比之处,他４５岁开始,５３岁全身心投入,６９岁完成,但赵翼的史学著作因与当时崇尚的学风不同

而在生前未受重视,到民国年间方声名大涨.田先生与同时代人以及赵翼相比,可以说是幸运的.
“一场‘文革’,连同其序幕和余波,对我说来,损失时间又不止十年.从生理上说这是读书人最

能拼搏出成果的十年,我失去了.”③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当田先生重新开启自己的为学之路,“重新

上路旧史新读,有时能读出新意.学与思结合得紧一些,读书得间,能较快发现新问题,顺利进

入研究过程”.当先生把这时期的感悟反观于相对简单的古代历史中,又怎能不体察得入木三分呢?
田先生的史学成就在于对人性的高度、细致、透彻的把握,而脱离人性的历史学的专业研究总归让人

有刻板之感.尤其对搞政治史研究的人来说,对人性的领悟与把握是极其重要的,不然的话,写再多

的政治史著都可能让懂行的人有隔靴搔痒之感.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就有历史学是人性

科学的命题,这是否过于宽泛,笔者在此不论,但对于政治史来说,绝对是命中要害,“自有史时代

(historictime)以来,人的变化,极为有限,人性的共通性,大致为中外学者所承认.史学家能够隐约

窥见历史真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古今的相通,系于此若断若续的一线.历史上的社会,比历

史人物的变化大,史学家以自己所处的社会,印证历史上的社会,较易曲解与附会.但是社会上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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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件,古今是有其绝相类似之处的”①.清代许多大家也都是在经历宦海沉浮之后才取得卓越成

就的,如赵翼四十多岁归隐,开始撰述«廿二史札记»,到６９岁才完成;顾炎武«日知录»的主要部分也

是在４５岁以后完成的.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而完全是寝馈书斋的纯学者,那么,田先生

的学术生涯和面貌将会大大不同.
田先生同时迎来了一个理想的治学环境.他与周一良、祝总斌两位先生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

盟,“我们就把各自写成的论文分请其他二位审读.我们彼此都很认真,给作者反馈回来的意见,有
总体评估,有对考证和分析准确度的看法,有史料调换增补等等,都很有价值.我往往参考这些意见

作最后一遍修改,心里比较有数,然后就敢于发表了.这一段彼此切磋学问文章的难得的时间,
大约将近十年,我得益不浅,回味无穷”②.而与多位高明学生的教学相长使得田先生深入北魏史,产
生了«拓跋史探»这样杰出的论著.笔者体会,田先生在政治史上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与他自身超凡

的悟性、性格、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性的感悟,对社会、体制运作的理解密切相关,一旦良机降

临,其成果就喷薄而出.田先生一生既善处兴废,也颇得幸运之神眷顾.他的政治史研究成就获得

中外史家一致嘉评,人性引起的共鸣才是这部专业书籍广受好评并持续畅销的深层原因.

三、新模式:地缘政治学色彩的政治史研究

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从«释“王与马共天下”»和«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两文开始就成为标识品

牌,每一发表即震撼史林,同行争阅.其材料考订精细、论证翔实周密、阐幽发微索隐的功夫,让许多

名家也甚为叹服.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一书自１９８９年出版以来,海内外学术界更是迭有评骘,赞
誉有加,笔者２０１０年６月拜谒田先生询问得知已超十篇.海外的本人尚未及见,今就大陆发表的

(包括这些年网上的)评论来看,前辈、时贤评价«东晋门阀政治»往往从传统政治史的角度,赞其细节

考订精详入微,宏观概括允当凝练,等等.他们多将田先生的此一宏著视为传统政治史的经典或扛

鼎之作,如楼劲称其“创见披纷而胜义叠出,然其基本命题及其研治范式,却仍踵迹前辈而有轨可

循”,并认为先有陈寅恪的文化史学的路子,后有唐长孺的社会史学的路子,而“到八十年代有关路子

各个方向的研究几已穷其枝叶而难以为继,至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出,才构成了这条路子的一个

转机”③.什么路? 如何转? 可能因顺带提及之故而未道其详.让人遗憾的是,关于此著之来龙去

脉、研究理路等相关情况,田先生本人未如«拓跋史探»那样有详细介绍,这使得我们缺乏从“内史”的
角度探讨所需要的资料.笔者觉得以往的研究者提到士族政治多是从阶级(阶层)包括士庶对立的

角度加以探讨的,不少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从根本上说,这仍是一种社会学的角度.
田著显得新颖之处在于引入了政治学的角度并与之相结合,有着明显而又被现今学界忽视的政

治学尤其是地缘政治学的色彩、视野和构架.它探讨东晋门阀政治权力运作模式的形成、演变等,着
重于空间与政治的关系,联系新与旧等因素.“门阀政治”本身是一个明显的政治学概念,而不像其

他人更着重其社会学的意义.而且东晋门阀政治的体系始终有一个西方贵族政治视野的观照,只不

过田先生着墨甚少,与此同时,田先生并没有忽视皇权专制这个中国社会的特点.今人喜欢把一些

大师的成就简化为“模式”,如果文化史、社会史的模式成立,那么«东晋门阀政治»就是一种政治史的

新模式,其中内含了明显的地缘政治学(政治地理学)的构架、元素及其思维.田先生其他散篇的政

治史论文中这种色彩也是清晰可见的.«东晋门阀政治»中«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庾
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等,«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一文“广陵之役与中渎水道问题”一节,«东三郡

与蜀魏历史»,«北府兵始末»,«拓跋史探»中«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等等篇章,直到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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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的«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依然带有地缘政治的浓厚色彩:“我留意温峤与江州一事,主要

是探究温峤能在江左走红的缘故和在江州留下的影响,填补东晋门阀政治和东晋地缘政治的一点空

阙.”①西南联大政治学系的基础训练,应该是后来田先生政治史研究异于其他历史学学者的一个优

势条件,可谓“有意插花花不开,无心栽柳柳成荫”.这应该是一个新范式的良好开端.
地缘政治学,实际上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结合体,所以又称地理政治学.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

在１８９７年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中,提出“国家有机体学说”.而“地缘政治学”一词最早由瑞典

政治地理学家契伦在１９１７出版的«论国家»一书中提出,他将其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机体或

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着重研究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亡的规律.他把地理因素视为影响乃

至决定国家对外政治决策的一个基本要素,并依据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成,分析预测世界

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及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在二战后一度衰落,但至今仍通行于西

方世界,目前用于军事、外交等战略分析方面较多,是各国制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鲜少运

用于国内政治史的研究.但广义的地缘政治学仍有探讨个人、组织或团体因为空间分布等地理因素

去经营政治的手段和方法的.笔者认为,先生是结合了门阀、地理等因素,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东晋

政治史的研究.这并非笔者臆测,田先生恰恰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呆过一年,据«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校史»,田先生列在１９４５年政治学系一年级名单.该系的教授大都是海内外的知名之士,主任

是张奚若或钱端升.一年级开设必修课“政治学概论”,六学时,应是龚祥瑞(留学英法)或王憨愚(留
美)所授,虽然只有一年,依课时量看应该算大的.二年级开设近代政治制度,六学时,应是钱端升所

授;中国外交史,六学时,应是邵循恪所授②.“我认为应当先认识中国的现在,然后才能把握中国的

未来,所以我选择了政治系.我原以为政治学跟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进入这个系之后,才知道课

程都是西洋内容,跟中国社会毫无关系.”③这些西洋内容应该就包含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范围,尤
其是关于地缘政治学的部分,因为它是当时的显学.虽说田先生当时处在颠沛流离状态,又胸怀大

志,念不在此,但上了一年课竟然没有收获恐怕是说不通的.只不过不在当时,而在异日.“横向摸

索中国不可能,我就转到了历史系,从这里纵向摸索.”④如果有人因田先生没有强调过而怀疑,则我

要说:“得鱼而忘筌,是之谓也.”此等事例非只孤例.
关于«东晋门阀政治»的优点,论者已多,细心的读者自当早有体会,这里就不再重复.笔者在此

稍谈些许不足:“门阀”和“士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第一版说“门阀政治,即士族政

治”,第二版因易导致误解而删掉.而“士族专兵”中的士族也应指门阀士族,似应代之以“门阀”为
宜,“士族专兵”的概念似乎应该改为“门阀专兵”,否则,依然还是会导致不少误解的,例如,桓氏专兵

与刘裕专兵性质会一样吗? 书中不乏这样的用法.在该著的体系上,田先生经多年思考,认为应补

上“温峤与江州”一章,惜乎未竟其志.但拙意本应有关于皇权———司马氏的一章,东晋皇权虽然衰

微过甚,但其自身心态及其与门阀的互动应该仍有待发之覆.如«资治通鉴»载:庾亮杀南顿王司马

宗,“宗,宗室近属;羕,先帝保傅.亮一旦剪黜,由是失远近之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
问亮曰:‘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
亮惧,变色.”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有庾太后“持尺威帝”条.几岁的天子就对门阀产生了如此

奇特的情绪,说明皇权并不甘心仅仅是垂拱的地位,皇权和门阀有着一个动态的变化关系.皇权有

着传统的合法性(正统)的天然优势,门阀相争中外戚的优先就切实证明了这种优势的存在,王敦、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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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都是驸马,庾氏是外戚,而外戚在干预皇室事务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虽然我们并没有太多史例来具

体说明.另如,明帝、成帝之时,皇权、门阀和流民三种力量似乎是一个被忽略的三角关系,“苏峻之

乱”的性质是流民帅和皇室联合对抗门阀政治.这些应该是颇有看点的问题.田先生的著述风格过

于注重孤峰顶上的独创心得,可能没有索隐发微的玄机,故而对皇权的分析就显得不够十分充分.
当然,书中对皇权自然不乏画龙点睛或点到为止之笔.但如不深加考究并给其应有的篇幅,恐难说

门阀政治的体系就尽善尽美,这对于不便随时请益的槛外学者或初学之人,理解起来会产生滞碍.
«论郗鉴»一章,祝总斌先生称赞说:“论证扎实,细节精彩,使得历来若隐若现、面貌模糊不清的

郗鉴,光彩夺目,身价增倍.”笔者十分赞成,但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郗鉴的谨小慎微是否与其曾经

担任过被时人视为篡逆的赵王伦的掾属和其叔父郗隆担任过赵王伦的扬州刺史有关? «晋书郗鉴

传»载:“赵王伦辟为掾,知伦有不臣之迹,称疾去职.及伦篡,其党皆至大官,而鉴闭门自守,不染逆

节.”而附传则说:“隆少为赵王伦所善伦之篡也,以为扬州刺史.齐王冏檄至,中州人在军

者皆欲赴义,隆以兄子鉴为赵王掾,诸子悉在京洛,故犹豫未决.将士愤怒而攻之,隆父子

皆死.”那么赵王伦篡后,郗鉴到底是“闭门自守”还是仍为“赵王掾”似乎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琐屑枝

节.陈郡谢氏并不曾与司马共过天下,因其没有过对上游的经营,故其发育是不完整的.
对于桓玄及其代晋的历史意义似乎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门阀政治并不注定由谁来终结,也不

必然是刘裕这个次等士族的阶层来完成.门阀政治是一种变态,这种变态是门阀与皇权的动态平

衡,历史的大趋势是向皇权政治回归,实则意味着应该由门阀士族来完成才更合理,王敦、桓温都是

在条件大体具备却因年迈病死失去了这样的机缘,而雄姿勃发的晋明帝也曾短暂地伸张皇权却英年

早逝.桓温之子桓玄属于门阀士族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他的代晋虽然短暂(即使我们不愿意称其为

皇权),但他的短命政权确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因为这里找不到司马垂拱这一门阀政治的

必要条件,而是终于有一家门阀压倒了司马氏皇权,其他门阀也失去了平衡与制衡,除了羊孚表示过

无足轻重的反对外,其他门阀都俯首在桓氏之下,即使刘裕也曾对“禅代”表示“首肯”.所以,门阀政

治的终结是由桓玄完成的,史实如此,逻辑也是如此.此后的刘裕、刘毅也好,孙恩、卢循也罢,都属

于次等士族,但义熙之政肯定不能归诸门阀政治这个概念,它也确然不是皇权政治,属于过渡期.当

然,历史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出现新门阀,刘裕也附庸风雅而谈玄,若真如此的话,历史重归

门阀政治并不是没有可能性的.刘裕虽然恢复了司马垂拱,但门阀专兵这个条件却再也没有出现

过,内外部条件和时间因素都没有使刘裕成为新出门户的新门阀.实际上,桓玄的不幸是因为他与

一代雄枭刘裕处在同一时代.就五朝人物而言,称桓玄为萧道成之流亚并不过分.旧门阀虽然腐

朽,也不时会出现杰出人物,放眼望去,谢晦专兵是门阀士族的最后一人.而刘裕卓越的军事才能使

其“有大功于天下”,满足了南方各阶层的心理,也认可他取代司马氏成为新的皇权.如果不是这样

的话,以刘裕出身之卑微,恐怕是断难取代司马氏的.
这里,顺带谈及一个争议话题,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中说:“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

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陈圣荣«重读‹东晋门阀政治›»指出:陈寅恪对田余庆有重要的影

响,其中之一就是“皇权、士族、流民三大集团兴衰主宰东晋一朝”的观点完全承袭自«魏晋南北朝史

讲演录»①.而仇鹿鸣«门阀政治:中古皇权衰弱的顶点»认为“流民这一要素的引入,则是田先生的孤

明先发”,此恐失于搜检.首创权无疑属陈寅恪,但考察田、陈二先生的经历和«魏晋南北朝史讲演

录»初次出版的时间———１９８７年(这时田著早已完成并交付出版社),田先生有可能接触的则是陈寅

恪５０年代初为教育部所著的«两晋南北朝史讲义»,但该书并未系统涉及这一观点,故流民因素仍有

可能是田先生的独立发现.
当然,对田先生政治学素养的这部分不能评估太高,因为他在１９４９年前本就无心深入,“我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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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时间,或者是处在颠沛流离的状况,或者是后来学生运动兴起以后,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把时

间和精力用在这个方面去了”,“我们这些人,解放前,是学生运动,那是蓬蓬勃勃的潮流,离开这个潮

流,去上图书馆,心情是不自在的”①.而“文革”之后,田先生又收缩范围,恐也没有深入.田先生在

处理个别问题时偶失细腻,如对孙恩、卢循的出身判断就是如此,胡虏伪朝之仕履在当时的主流社会

中应该是负担而非荣资,也并不足以增进孙恩、卢循在南方的社会地位.“荒伧武将”的地位恐怕也

存在类似的问题.荒伧,其地位甚至低于吴人.

四、史学理论的视野:才学识德、高而平衡

从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看,刘知幾说:“史才之难,其难甚矣!”并提出了“三长”之说.章学诚说: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②“史才”指描述历史、编纂

写史的能力;“史学”指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史识”指对历史是非曲直

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并提出独到且令人信服的观点;三者之中以“史识”一项最重要.理想类型

的良史,三者不可缺一.自古良史罕有,即因难兼历史的才学识三长于一身.章学诚又在三长之外

加上史德,成为四长.西方史家认识基本相同,“成为历史学家所要求的素质或技能,似乎没有哪个

是特别苛刻的.但将各种素质或技能充分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又是极为罕见的.很少有历史学家

在专业、思想、想象力和文字应用上有同等的天赋”③.而田先生可谓当之无愧.胡适才学俱佳,但史

识少卓异之见;陈寅恪学识德超凡脱俗,傅斯年盛赞陈寅恪是三百年才出的一个人,胡适却谓陈寅恪

写文章实在不漂亮,标点犹懒,说明其编纂之才存在问题.
史才,这一点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常常被一般史学工作者所忽略,大部分人只是剪

刀加浆糊式的编排.李剑鸣归纳说:“田先生的文章最高明的地方,在于把宏大的问题意识和精微的

史料考辨、出色的想象力和缜密的论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境界.他的文

章也写得极为考究,布局精审,多线交织,判断周密,行文典雅大气,‘形散神不散’,字里行间潜藏深

意,读毕令人回想.”④而田先生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在历史学家中应该算是

超一流的,这是田氏风格必备的一大特点.祝总斌先生是少数注意到这个特点的人,“一部脍炙人口

的文学作品,仅仅有格调极高的主题思想,还必须通过高超笔触,对无数细节进行细腻描绘,然后各

种类型人物方能栩栩如生,作品方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史学著作中史料的考证、运用,细节的安

排、分析,对全书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些类似.本书(指«东晋门阀政治»)在这一方面功力很

深,精彩的论述迭出不穷”⑤.文字的能力够不够,关乎到能否将曲折、复杂的历史事实清楚而准确地

表达出来.“实质上,人类的行为极为微妙,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必须有极为精致的

语言,遣词造句更要铢两悉称,计算行不通的地方,我们不得不运用联想.”⑥而“文笔优美的作品并非

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附加项或额外的加分.它是历史编撰重建方面的中心所在.没有很好的文字

运用能力,就根本不可能获得源自历史想象力发挥的深刻认识———关注细节、调动情绪的能力、性格

和氛围的描述以及制造悬念的手法———这些都是在富有想象力的编撰中获得最充分展现的素质”⑦,
“分析首先需要适当的语言作为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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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在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这正是使历史学感到棘手的地方”①.田先生对此事

是极为重视的,“写文章,还要在技术方面多下功夫.有了基本思想和材料之后,要把它组织成为一

篇具有可读性的文章,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前面做的最多完成了三分之二的工作.文章写成之

后的推敲功夫,要十分重视.历史文章当然是科学,但历史文章做得好,有水平的话,它应当成为艺

术品.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好东西真正推销到社会去.文章要挤掉水分,力求紧凑通顺,减少疙

瘩.不必刻意追求文字的华丽,要紧的是思路的通畅,章法的严密.这是关系到文章说服力的很紧

要的问题.你的东西也许是原料很好的一块玉,还要雕琢得好,才受欢迎”②.这些内容并没有太多

的高识,但却是容易被忽略的,也并不是一般人真正能够做到的.而田先生不仅做到了,而且还做得

很好,虽然不见有太多华丽的词藻,但先生总能找到贴切、准确、合适的语言把他的考订描述清楚,分
析展示出来,田文有简洁、明晰、准确、凝练之美.

史学,田先生具有丰富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知识这一点,大家已有共识,无需笔者赘述.众所周

知,秦汉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现状面临着困局,对于真正矢志于高水平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竭泽而渔的

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田先生正是这方面的楷模.他尽量搜集各种史料、网罗历代相关认识、评论,
只光片羽,皆足成金.以«东晋门阀政治»为例,“所论虽限于东晋,但引用资料,除有关正史、«通鉴»、
«华阳国志»、«建康实录»、«世说新语»、«全晋文»等文献外,还大量引用了«太平御览»等类书,«搜神

记»等小说,«水经注»等地理书,«通典»等政书,«高僧传»、«抱朴子»等佛道著作,宋明清人的各种诗

文、笔记、补表,以及现代、港台、美国学者的有关论著.笔者粗略统计,共约百余种”③.
新材料的发现,一般人多止于新问世的考古材料,但大史家则不然,“如果认为研究每个历史问

题都具备专门的资料,那简直是幻想.相反,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

据”④.田先生正是如此,像多篇田文中的新旧主客,依阶级分析观点,他们都是反动的统治阶级,而
用政治学的观点读«檄吴将校部曲文»、«上汉帝表»等,就读出许多内涵.这些旧资料经过分析,新意

迭现,体现出“大匠手下无废料,良医之门无废疾”之高境界.处理史料方面,论者已多,皆谓先生考

证精详,辨析入里等,祝总斌评曰:“史料运用的特点是由小见大、由微显著.”⑤.阎步克则谓:“面对

纷纭史料,田先生展示了其考索、辨析与剪裁、提炼的卓越能力.魏晋南北朝的史料远不如后世

丰富,这个局限性,反而促使人们努力发掘史料意义,名家由此展示了其出色的思辨.甚至神异传奇

亦可证史,只要善加利用,巧妙阐释.田先生的文章,罕见浮辞空论,以精炼见长.引证史料亦

极简洁,只截取其最核心部分.是所谓‘牖中窥日’、‘得其英华’,暗合着魏晋史学的简约崇尚,与穷

其枝叶、连篇累牍、喋喋不休者有异.”⑥陈圣荣:“从历史形势出发,充分挖掘史料所含信息.他常拿

与某一历史事件相关的史料进行仔细排列、反复比勘,从片面零散史料里发现历史形势,以此为契

机,对史料重新进行阅读,逼出习见史料所隐藏信息,直到榨干为止.再从所获信息中推出历史事件

整个发展过程,将用过的史料放在事件恰当位置,使得极其普通又零散的史料重新获得生命,化腐朽

为神奇.”⑦

陈寅恪曾说:“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

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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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①胡宝国受田先生谆谆教诲说:“要注意排除反证,没有反证的问题是简单问

题,复杂问题往往有反证.反证必需在我们的考虑之中.”②这确是先生的一个特点.但我觉得尚可

补充的是,田先生对文献记载中的常态、变例和特例的处理也值得注意,巧妙处理记载中的常情与变

异,并恰当地运用默证进行推理.默证即从原始资料的沉默中进行推理,其使用历来是史学研究的

难点,其“关键在于根据原始资料的沉默来说明某些事实没有发生.但是,缺乏材料的推理也用于说

明某些事实确实发生过.通常说,缺乏任何记载证明那种事实的发生实属寻常.这种推理形式

的不可靠性甚至大于根据原始资料中材料的缺乏推断某些事实没有发生”③.上文所举的例子说明

田先生运用默证能力的娴熟,逼出言外之意,使人觉得田先生对文意的理解细致入微.不轻易否定

看似矛盾的史料,能把看似矛盾的材料一一梳理,纳入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框架中.对“五马渡江”建
立东晋的三种不同说法的处理就是一个颇为成功的案例.

史识,上引阎步克撰述的词条已有充分说明.张帆称赞田先生说:“如老吏断狱,神探破案.”④用

胡国宝的话说就是:“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田文所得结论往往是既出人意料之

外,但确属情理之中,很少能找到漏洞,因而,即使不赞成的学者也无从反对.
史德:“章氏的史德,整个来讲,是指史学家的心术而言.他又将史学家的心术,分为两类,一为

史学家心术的邪正,一为史学家心术的修养程度.前者是显著的一面,后者是隐微的一面.显著的

一面,人人可见,端正心术,以传信史,凡欲为史学家,极少不以此自励.隐微的一面,则为人忽视,而
历史往往因此失去公正.章氏最重的史德,在隐微的一面.”⑤当同龄人大多数已在含饴弄孙,颐养天

年,田先生却老而弥坚,进入新的艰难领域,不断挑战自我,越耄耋之年而深入拓跋史的研究,到２００８
年发表«关于拓跋猗卢残碑及题记二则»时已是８４岁高龄,而且对旧著不断修改.«秦汉魏晋史探

微»一书“上市不久就告脱销与中华书局谈及再版问题,书局意见是可以重印,但不要改动.我

觉得既然有该改动地方而不能改了再印,心里不踏实,所以打算等到合同期满,另出重订本”⑥.这让

人想起了顾炎武对待«日知录»的态度.

五、治史成就的要因:学兼中西

笔者认为:田先生取得这样高的成就的要因在于“学兼中西”.这样说,也许会有人表示惊讶,田
先生既没有留过学,也没有写过阐述西学的论著,则西学因素又何从而来? 之所以特意提出,是因为

未见相关学者提及这方面的因素,也看到一些学者过于推崇其具有所谓乾嘉考据的因素.对于一个

２０世纪的学者来说,这恐怕是不全面的.尤其在当前的背景下,实事求是地强调西学因素更是十分

必要.余英时指出:自清末以来,在中西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任何人若想在中国学术界立名,都必须

兼通中西学术.实际上,整个现代学术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陈寅恪说:“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

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其
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

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但“他们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也有时不适用,因中国的材料有

时在其范围之外”,甚至也可能存在弊端,“新派留学生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条理,然甚危

险.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而讲历史重在准确,功夫所至,不嫌琐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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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先生正是陈寅恪指出这条正确道路的杰出实践者.
田先生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最擅长的一面,对于西学的了解应该不少,这正是笔者欲亲自向先生

求证而未能如愿的一个疑点.笔者推测是先生谨慎、低调的处世风格所使然,先生常称“藏拙”,实际

上,其缜密的逻辑、理性的思辨、理论构架等部分来自于几十年浸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致.而马克

思主义理论则是西方学术一个大的派别,即便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对于中学来说,也是西学的一个

支脉.有人会问:那中国学兼中西的人岂不就太多了? 那也不然,笔者细读田著发现,田先生关于政

治史的研究成就具备现代政治学的色彩,尤其是含有明显的现代西方地缘政治学的构架和影响,这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这一点自然来自于先生在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所受的政治

学训练.而在近期关于拓跋史的研究中,也能看出存在一个西方历史的观照:“想起即令是过去西方

史家所称的黑暗时期,不也逐渐找到了它所以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状态,特别是逐渐认清了它承前启

后的历史地位吗?”①

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典套路的文章,看似只有一篇«秦汉魏晋南北朝

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但其他宏文中的西学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任何一个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背后

都有一种历史哲学在支撑,田先生也不例外,“历史学必须有理论,但理论要体现在你的研究过程之

中,理论本身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过程”②.大时代使得田先生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最深,“５０年

代读马列风气很盛,自己也热心于马恩著作的学习,但食马列而不化,用在自己的写作中.连句子都

变成欧化的翻译语句.别人说,你的文章太欧化,我看不懂啊.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正”③.到８０
年代中期,田先生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南,它已经丰富了我们几代人的思想,形成

了我们衡量学术理论价值的尺度.”④８０年代之后,田先生能把西方的非主流理论及西方现代政治学

视野融入到中国历史的实际中,正如田先生评价陈寅恪一样,“他发挥中国史学的传统优势,汲取西

方近代史学的思想和方法,融会贯通而又不露痕迹.有时他仅仅根据并不罕见的史料,以之论证历

史问题,却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他并不多用外来术语,不自诩某学某论.他撰文著书,
体裁风貌陈旧,当然不足为法,但无碍于其内容之新颖.他的思想和方法使人感到是中国产品而非

舶来品,舶来品已中国化了”⑤.田先生也是吸取了西方思想的合理部分,没有西学的贯穿,田先生的

许多卓越见识或许就成为另一部类似«廿二史札记»的著作.辩证法用全面、联系、发展变化的观点

看世界,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由内因决定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分

析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的方法.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对化,这
是辩证否定观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田余庆先生晚年的总结«我的学术简历»中提到的两点论就

是明证.谢一峰对田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引用«矛盾论»已有阐述⑥,实际上,该著对对立统一规

律也有充分的运用,对诸如皇权与门阀、上游与下游、中枢与地方等一系列既对立又统一的现象进行

了精彩的分析.到近年«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一文仍能看到这种影响:“初行此制时

道武帝像是经过相当充分的考虑,懂得它的得失之处,而且多少有应付不测的思想准备,而不像是一

种临时心血来潮的不顾后果的因应措施”,“也许这种需要付出如此巨大代价的制度,真有某种还没

有人加以探究的深层背景”.这是对必然性的探求.“这些事实证明拓跋部已形成了母强立子的历

史传统,而看不到有导致子贵母死的历史背景.母强立子传统既然确是事实,而子贵母死制度

又毕竟还是实行了,两者之间内容截然相反,反差如此强烈,是否这正是应当探索的症结所在呢? 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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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权力必将影响现实利益,引起强烈反抗,因而是非常棘手的问题.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

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这里体现的还是对立统一.
遍检田著,并非毫无瑕疵,田先生似乎还未完全摆脱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规律”与“必然性”的影

响.胡宝国指出:田先生“不相信这条材料,反而认定邓渊与以后的崔浩一样,也是死于国史之狱.
在毫无材料依据的情况下,作者为什么一定要作出这样的推测呢? 我想,这或许是因为作者不自觉

中已经被前面自己发现的«代歌»、«代记»的线索束缚住了.为了符合这个逻辑,作者只能让邓

渊死于国史之狱.”把规律和必然性用“线索”和“逻辑”表达,但这个否定的案例是否成立,笔者尚心

存疑虑,今另以«暨艳案及相关问题»一文说明,就笔者的浅见而言,这可能是田先生各篇宏文中最弱

的一篇.基本上在不增加史料的情况下,将开国之君孙权的因素填补进来,笔者可作出另外一种更

合理的解释.正如田先生所言,“有国者在创业和守业的不同阶段,选士本有不同的要求.孙权之初

取士用人重在功能,即所谓‘效之于事’.后来孙权立足已稳,按治平的要求来用人选

士就逐渐成为必须,因此‘尚德行’的标准就自然而然地被重视起来了”.古代是家天下,如此大量的

混浊淆杂人员进入到政权之中,必然侵蚀到统治体系的正常运转,有为的政治家必然要思以纠之,当
然,孙权在尚未称帝时,就推行这一政策似乎早了一点,而衡之于曹操也可以说明这种情况的合理

性,张温的急速窜升,也凸显了这种态势.«三国志张温传»:暨艳“亦吴郡人也,温引致之,以为选

曹郎,至尚书.艳性狷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臧否区别,贤愚异贯.弹射百

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
置营府以处之”.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最高统治者孙权的支持,暨艳的手段、作为竟然达到这样的效

果,这会让人无法理解的,开始时,其最低限度也应该得到了孙权的默许,事情不发生在张温任选曹

尚书时就可说明这一点.张温、暨艳缺乏圆融的手段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骤然激化,而他们的个性

却又不能主动代君受过,可能反将孙权抛上台面,这必然使孙权极为难堪,以致其恼羞成怒,终生无

法原谅,而从后来的吕壹案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类似的情况,这不过是历代不少最高统治者“过
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惯用伎俩.但田先生因为预先设立了一个江东化的历史潮流———实即“规
律”一词的代用语,而规律是不能有例外的,所以笔者指出的可能就被先生排除在外.

六、田先生的史学之路:走出近代进入现代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如何处理好学与思的关系,是一个学者常常要面对的

问题.田先生在１９８３年撰写的«魏晋南北朝史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提出:“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

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与学相辅相成.”魏晋南北朝史这个断代,是中国历史学界中除先秦

史外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大师云集,徒子徒孙前赴后继,至今日颇有人感到要寻找一个好题目已不

甚容易.而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所需要的历史材料对于有心人来说基本上是公平的,尤其在现代

搜索技术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无论身处格陵兰、黑非洲,还是潘帕斯、撒哈拉,都如同身在北

京、武汉的魏晋研究中心一样.因而,思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田先生在一篇为学界漠视的访谈中

强调说:“历史学不是一堆旧知识的堆积,没有思想,就没有历史学”,“只有思想,只有理论的陈述,也
不是历史学不能把考据学等同于历史学.乾嘉诸老在古籍整理方面前无古人,其史学成就却难

以赶上宋代学者.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是根本原因.关键在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
以新时代的新思想去研究传统学问,会发现前人发现不了的问题”①.田先生本人就是如此.胡宝国

总结说:“田先生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学者,细腻加上思想是他的主要特征.”由于人生的经历和超凡

的悟性认识到了近代史学的缺陷,勤学苦思,表现出现代史学的无畏探索精神,并悟出了许多契合现

代史学精髓与真谛的道理,因而把握了现代史学发展的脉动,例如,此段田先生所言就颇有柯林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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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的意思,而田先生运用的方法中也有“历史知识就是历史学家正在

研究的那些思想在他自己心灵里的重演”的浓厚意味.
中国现代学术史基本上可说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一部辛酸史,中国人

引进西方的东西常常是在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最先进的即便是被少数中国人掌握并引进,其人、其
说的影响也颇为微弱,难以光大学界,这在史学界就非常典型,胡适来自于美国新史学发源地的哥伦

比亚大学,在对新史学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却因文哲成就爆得大名,遂执学术界之牛耳,而学贯中西、
卓异超凡的王国维、陈寅恪只是以大专家的身份聊备一格.而陈寅恪在学术界走红的因素主要还不

是来自于他精湛的西方治史方法,而是他懂了好几国别人都不懂的、可以用来考据的语言功夫.
历史科学的定义多种多样,历史指过去并无异议,但关于“科学”如何定义则异说纷呈,这个词在

２０世纪的中国变成了类似于古代乾坤袋一样的东西,什么内容都可以装进去,如顾颉刚因几次算命

准确后把算卦称之为民间科学.但主流则是将其与自然科学紧密相连,田先生注意到蔡元培将历史

学和生物学并列①,这来自于西方,“我们的前辈,如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人,甚至包括二十世纪初的

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在当时几乎是毫无异议的看法”②.科学

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崇拜的对象,将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是一种普遍的倾向,进入１９５０年代,这
种倾向不仅没有减弱,并且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占据了统治地位.柯林武德评价这一理论的

弱点说:马克思“把黑格尔已经宣布从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了的历史学,又一次隶属于自然

科学的管辖之下”③.由此,历史学界有了两个流派,“当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时,就因个别的史

学家气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

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得

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问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
如果说这种学说在今天已趋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
另一学派的研究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

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

的‘历史的’观点.他们都堪称为地道的工匠,只是有点中气不足”④.
近代的科学史学(即实证史学,二者本来不同,但大多数人视之为一)认为,进入文献时代之后,

历史将脱离史学家,史学家所要做的只是将所有搜集到的事实编排、呈现出来,历史就自然出现.最

典型的是傅斯年主张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我们反对疏通(指解释)”等等.２０世

纪现代史学的发展证明这只是１９世纪史学界的幻想.
为了纠正偏失,西方兴起了解释学史学,它指用解释学理论(hermeneutics)作为方法论研究历史

的一种特殊角度及由此形成的史学流派.其本义指高度重视文字资料的解释、注疏以揭示历史真实

的传统史学,解释学最早由对«圣经»的诠释而来,到西方近代它逐渐变成一种通过文字阐释文献资

料或对史料进行批判考证,以对往昔进行科学解释的系统方法.１９世纪的兰克学派虽然忽视理论

概括,但却十分重视文献资料,他们吸收了以往博学派的语义学、古文书学等方面的释义、诠注技巧,
用以进行史料的批判考证,成为解释学史学的又一代代表.比兰克成名稍晚的德罗伊森,反对兰克

的主张,强调历史解释,成为与前述解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解释学的前驱;他认为自然科学那种解说

技术只足以研究自然界重复的因果关系,只有理解的方法才能把握人类精神独特的内在世界.真正

现代意义上的解释学始于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他站出来反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认为后二者丝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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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历史认识的主观因素,而历史是一个有待理解和解释其内在意蕴的“文本”.要想做到这一

点,就需心理学上的所谓“移情”.此后,解释学史学就特指把解释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用
其理论揭示历史意蕴的历史研究.简单说,历史是解释之学.“西方近代史学家时时谈及‘直觉’(inＧ
tuition)、‘洞察’(insight)、‘想像’(imagination)、‘专注’(involvement)、‘投射’(projection)、‘同情’
(sympathy)、‘移情’(empathy),凡此都是理解历史的方法,也是研究历史的艺术方法.”“史学家可

以将自己‘投射’到历史上去,也可以适度地运用‘想象’.纷纭的资料,融合在一起,靠想象力,
资料所缺失的,尤其靠丰富的想象力以使其无阙无漏”①.

长期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就受到这种史学思想的较大影响,这种方法陈寅恪在１９３０年发表的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

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

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

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

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②陈寅恪此文虽就冯友兰哲学史而论,但完全

是一个史学方法论的阐述,这明显来自于他在德国的经历.
从西方现代史学理论来看,“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对历史是科学的论调,开始占尽优

势”③.现在,“大多数人有关科学知识的假设仍然是１９世纪实证主义过时的残留物.很明显,
实证主义者要求将事实和价值判断进行严格分离的规定,在历史学中是行不通的”④,“逻辑经验主义

(也叫做证实主义)的拥护者把自己禁锢在该标准之内,并且由此怀疑所有那些不属于实际经验证实

范围的表述,把它们视为无意义的,这对于科学的发展证明是致命的.已经证明,要想使困难的问题

得到解决,科学就不能在每一步上都被裹上可观察性和经验证实的紧身衣.强调这一点对于历史研

究特别重要,因为经验主义方法对它极其危险”⑤.对科学性质产生的新认识,“重要的是,今天的科

学家大多已达成共识.实证主义理论仍然在外行的科学观中居于支配地位,但在科学家共同体中已

不再具有多大说服力”⑥,“科学方法是在假设和尝试性反驳之间、或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对

话.对历史学家而言,相比过去的科学定义,这是一种更接近他们想法的科学定义”⑦.
“史无定法”这个词对于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一门科学会成为这个样子?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马

克布洛赫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指出:在一系列最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

索阶段⑧;古朗治和贝尔认为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最大”最能体现它的学科特征⑨;约翰托什

说:“历史学本质是一门具有极大内部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学科,它将科学的理论和分析程序与艺术的

想象力以及优雅特征结合在一起.”田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产生让史学界共鸣、赞叹,让非专业人士奉

为典范的影响,就在于他悟出、达通了现代史学的精髓,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代西方史学理论

合辙的部分.例如注意到了科学知识与历史知识的不同,因为科学知识具有其普遍性,科学的真理

超然于科学家的思想而不受态度与情绪的影响;而历史知识则很难具有普遍性,不同的史学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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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证据所得的结论常常会异彩纷呈,甚至因思想、态度、情绪的不同而大相径庭.
田先生在他个人的研究中将历史学又从自然科学中解放出来,其方法合乎西方现代史学中解释

学史学(或称阐释学史学、释义学史学)的套路.田先生对这种方法运用是非常娴熟的,升华了实证

史学刻板的“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以及“论从史出”的信条,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巨大

作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也许在一些基本的方法论假设上是一致的,但重要的差别仍然是存在

的.第一,在历史学中,想象力被允许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绝非仅局限于假设的提出上,而是渗透于

历史学家的思维中.个体行为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要求研究者在具有逻辑和批判技能的同

时,具有移情和直觉方面的素养.研究者形成的对可能发生事件的敏锐想象力源自于长期

钻研历史资料形成的一种想象构图.”①“任何重建过去的尝试都是以想象力的发挥为前提,因为保存

下来的资料不可能是完整和全面的.历史学家会一再遭遇资料中的空白,他们仅能通过历史学家非

常熟悉地残存资料,以对可能发生的东西有一种‘感觉’或直觉来加以填补.动机和心态问题经常在

这类研究之中,所研究的文化越陌生和遥远,用来理解它所要求的想象力作用也就越大.”②这在«拓
跋史探»中相当明显,胡宝国盛赞田先生,说:“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意识到«代歌»与«代记»之间可能的

联系.«代歌»早已不存,根据有关的只言片语而注意到它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史学史的发展线索中

是很不容易的.”③这是缘于“每个历史意象都包含着大量的想象.历史学家无法逃避想象,但是他能

裁断出那些可以建构其意象的真实要素,并且只用那些要素来进行建构”④.田先生的研究结论之所

以难以撼动,不是因为他寻找到了更多的历史真相,而是因为他把现有资料利用到了极致.在精详

的细节考据之后,进行合乎历史大势、人性、情理等方面的推论,他的论证几乎没有漏洞,建立起依据

现有材料所能成立的最优解释.即使有怀疑,甚至不相信者,但这些读者很难不服,因为他们很难找

到系统的反对理由.田先生在«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中说:“细致思考,完善论点,充
实资料,并且能排除各种反证,能回答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甚至反驳观点,就能较快地写出一篇

自己觉得还算满意的文章.”
史学的专门化导致了一个不良的后果,那就是各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一段或一块),近几十

年来的情况特别明显,一些史学工作者对于现代史学的发展理路漠不关心,仍然抱着近代式的治学

态度和方法在勤勉地耕耘.对现代史学而言,不仅要阐述“是什么”,还要解释“怎么样”和“为什么”,
西方史学分析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田先生的史学风格中,解释的完满、分析的透彻

都展现出现代史学的魅力.而“现在史学家所共认的,历史研究在技术上是科学的,在解释上是艺术

的,在分析上是客观的,在理解上是主观的,在结构上是逻辑性的系统化的,在外观上是直觉的想象

的.科学与艺术在历史研究上融合在一起,科学方法与艺术方法,变成朋友一样的方法,相容而并

存,这应是史学所到达的伟大境界,将近两百年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争,遂真正有了收获.”⑤«拓跋

史探»无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该书从引证材料的广度和各种史学方法运用的娴熟都超越了«东晋门

阀政治»,虽然缺少一个«后论»那样的宏观性总结.但对于一个伟大的“演员”来说,能有如此精彩的

“谢幕演出”,人生还有什么遗憾呢? 而从近代实证史学的观点看«拓跋史探»,确实会产生其真实程

度到底有多高以及高到多少的问题,如何评价实证史学,笔者在此置之不论.就好比一个极品厨师

开动脑筋、运用各种方法将一堆别人弃置的材料做成了一桌色香味俱佳的饕餮盛宴,吃过的人大都

感觉既好又过瘾,但也有境界不一样的人却说:感觉好是好,只是不实在.
田先生的论著都是苦心孤诣之作,充满了智慧的结晶,“从古至今,智慧远不如知识增长得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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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①.其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一定还有很多.历史

是由人创造的,能写出真正历史的人是超凡的史学家.而真正的历史是在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交互作

用下形成的,史学家的天职是要尽可能将历史事实的真相以及事实之间真正的相互关系揭露出来.
“纯粹的天才,无法成为史学家,天才接受了既有的史学方法或自创一套卓越的史学方法后,才能成

为史学家或杰出的史学家.”②田先生的史学实践验证了西方史学的一句谚语:“任何傻子都可创造历

史,而历史则待天才而写.”

[责任编辑　范学辉]



“２０１６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征询启事

在当下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和方向

性转折,人文学术研究触底反弹,呈现复兴之势;与之相应,整个中国的学术界正处在再定向、再出发的前

夜,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人文学术研究的春天已然来临.鉴此,以人文性、古典性和高端性

为鲜明的办刊特色,以“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为办刊宗旨的«文史

哲»杂志,联袂具有高雅文化品味、拥有大量高端读者的«中华读书报»,开展了“中国人文学术年度十大热

点”评选活动.自２０１４年起,此项活动每年进行一次,邀请人文领域知名专家作为推荐专家和评选专家,
评出年度十大人文学术热点话题与事件.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均引起了人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与反响,收到了预

期的社会效果.在此基础上,为了提升评选活动的社会认知度和广泛的参与度,２０１６年度的评选活动,除
了继续邀请人文领域知名学者作为推荐和评选专家,拟利用新媒体手段,发动对人文学术有浓厚兴趣的

广大读者参与推荐.现将相关要求和程序公布如下.
一、评选意义

１．养护民族人文精神,提升公民人文素养.

２．梳理人文研究进展,引领人文学术潮流.
二、评选标准

１．人文性:热点话题与事件的评选,限于人文学科即文、史、哲范畴.

２．宏观性:热点话题与事件的评选,宜打通学科界限,超越文、史、哲三科各自的局限,跨学科覆盖.

３．思想性:热点话题或事件的背后,应蕴藏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思想锐度,引人深思.

４．学术性:热点话题应具备学术纵深度,反映人文学术研究沉潜和积淀的厚度.

５．前沿性:热点话题与事件,宜具有对于人文学术研究的引领意义和拓展价值.

６．关注度:热点话题与事件,须具有超越具体学科的广泛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关注度.
三、评选程序

１．１ ２月份,由«文史哲»和«中华读书报»分别通过各自的官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平台,发布

热点推荐启事,发动读者参与;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咨询委员会予以筛选,推出１５个候选热点.

２．３月份,组织专家评审.设立９ １１人的评审专委会.专委会对候选热点进行评审和评定,最终产

生“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并对十大热点分别给出推荐理由,作出精当点评.

４．４月中下旬,发布评选结果.«文史哲»与«中华读书报»通过多种传媒手段,同时发布评选结果.
如有推荐,欢迎随时致信５６９６０９２０５＠qq．com.请在来函中注明推荐人的姓名、工作单位,并对所推

荐热点作３００字以内的简要说明.若最终入选,编辑部会在定稿后及时与您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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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观

———兼谈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奂 平 清

摘　要:从对«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章众多歧解的辨析可以发现,“子罕言利与命与夷”可以说

是一种能“使古今人相悦而解”的解释.在春秋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孔子对当时盛行的“华夷之辨”

观念持理性、自觉而谨慎的态度,很少歧视性地谈论“夷狄”,体现出孔子顺应民族融合的社会运行大道、超

越民族与文化畛域的民族观.正是孔子这种包容、一统的民族观,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奠定了坚实

的思想基础.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对我们今天的民族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孔子;民族;文化自觉;“华夷之辨”

作为孔子思想最重要依据的«论语»,因辞句简单、文字古朴却含义丰富,再加上语录体的表现形

式难以确定其具体语境,以及语言文字和习俗的历史演变等原因,后人对它有歧解也就在所难免.
有些歧解可能涉及大是大非,甚至可能严重扭曲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对这类歧解就不能不加以审

视.在对孔子民族思想的理解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矛盾与困惑是: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国传

统文化中包容和大一统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孔子无疑是这种文化观念的主要奠基人;另一方

面,在对«论语»中“夷狄之有君”等相关章句的理解上,许多人认为孔子有明显的民族歧视或文化歧

视思想.这一困惑至今仍困扰着我们的民族研究和民族理论.«论语子罕»中“子罕言利与命与

仁”一章,也是历代以来歧解甚多而又关涉孔子思想体系的章句之一,通过对此章众多歧解的深入辨

析可以发现,于省吾从古文字学角度将其考证为“子罕言利与命与夷”,可以算得是一种能“得其近

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① 的解释之一,而且也有助于深入理解孔子的民族思想.

一、对«论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歧解

对于«论语子罕»首章“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解读,历来歧解与争论纷杂.其争论的焦点,集
中在对其中两个“与”字的理解,和对孔子所“罕言”的究竟是什么的判定,以及因此而作的断句上.
大致来说,历代注家对此章的解释主要可分为三种:

解释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将两个“与”看作并列连词,意为“和”“同”,意为“孔子很少谈利

益、天命、仁德”;

　

作者简介:奂平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理论自觉视角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研究”(１４BSH００２)的阶

段性成果.

※此文曾在中国民族学学会２０１５年年会“民族与国家”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感谢胡鸿保、李红岩教授的审读和

意见,感谢本刊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序”第２页.



　　解释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将“与”视为动词,意为“赞许”“赞成”“信从”“肯定”,意为“孔子

很少谈到利益,却赞成天命和仁德”;
解释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将前一“与”字看作并列连词,将后一“与”看作动词,即“赞许”

“信从”“肯定”之意,意思是“孔子很少谈到利益与天命,却赞许仁德”.
下面从不同方面对这些解释加以审视辨正,以寻求较为合理的解释.
(一)对解释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分析

在众多解释中,解释一“孔子很少谈利益、天命、仁德”的支持者最多,流传也最广.汉代的郑玄,
三国魏的何晏,梁代的皇侃,宋代的邢昺、程颐、朱熹,清代的刘宝楠,现当代的程树德、杨树达、杨伯

峻、金良年等均持此解释.当然,持此理解与断句的学者,对孔子所“罕言”的对象及原因,在解释上

又不尽相同.
郑玄认为:“利有货之殖否,命有寿之长短,仁有行之穷达.孔子希言利者,为其伤行也;希言命

与仁者,为民不可使知也.”①与郑玄不同的是,何晏、邢昺都将“利”看作是与“命”“仁”一样为孔子所

肯定的范畴.何晏对此章的注疏是:“罕者,希者,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
寡能及之,故希言也.”邢昺认为:“此章论孔子希言难考之事.孔子以其利、命、仁三者,常人寡

能及之,故希言也.”“利者义之和也者,乾卦文言文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

云利者,谓君子利益万物,使各得其宜,足以和合于义,法天之利也.”②梁代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中
指出:“与者,言语许与之也.弟子记孔子为教化所希言及所希许与人者也.所以然者,利是元

亨利贞之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理玄绝,故孔子希言也.命是人禀天而生,其道难测,又好恶不

同,若逆向人说,则伤动人情,故孔子希说与人也.仁是行盛,非中人所能,故亦希说许与人也.”③

程颐、朱熹都认为:“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④刘宝楠的注解是:
“利、命、仁三者,皆子所罕言,而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
于‘命’、于‘仁’则以两‘与’字次第之.阮氏元«论语论仁篇»:‘孔子言仁者详矣,曷为曰“罕
言”也? 所谓罕言者,孔子每谦不敢自居于仁,亦不轻以仁许人也.’”“夫子晚始得«易»,«易»多言

‘利’,而赞«易»又多言‘命’,中人以下,不可语上,故弟子于«易»独无问答之辞.今«论语»夫子言

‘仁’甚多,则又群弟子记载之力,凡言‘仁’皆详书之,故未觉其罕言尔.”⑤刘宝楠对于«论语»中多

“仁”却又说罕言“仁”的原因解释,对于后世影响极大,如杨树达、杨伯峻等学者的解释就明显受其

影响.
杨树达认为,“«论语»一书言仁者不一而足,夫子言仁非罕也.所谓罕言仁者,乃不轻许人以仁

之意,与罕言利命之义似不同”,“抑孔子不敢以仁自居,虽曰谦逊之辞,其重视仁亦可见也”⑥.程树

德认为,此章中“言”指自言,孔子对利、命、仁三者“皆罕自言”,«论语»中提到此三者的,“出于夫子自

言者实属无几.大抵言仁稍多,言命次之,言利最少,故以利承罕言之文,而于命于仁则以两‘与’字
次第之”⑦.杨伯峻对该章的翻译是:“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德.”他认为:“«论语»中讲

‘仁’虽多,但是一方面多半是和别人问答之词,另一方面,‘仁’又是孔门的最高道德标准,正因为少

谈,孔子偶一谈到,便有记载.不能以记载的多便推论孔子谈得也多.孔子平生所言,自然千万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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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所记载的,«论语»出现孔子论‘仁’之处若用来和所有孔子平生之言相比,可能还是少的.”①王

熙元的解释也是如此:“«论语»中记孔子论仁各章,大多是弟子问仁,而后孔子才答复他们.弟子们

一听到孔子指示求仁德的方法,莫不欣然奉持,详细记载,以示服膺之诚,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多,实际

上比起孔子平生所有的言论来,仍然是很少的,何况大多不是孔子所‘自言’的,而且仁德的全体大

用,还有很精深的境界孔子平生从不敢以圣与仁自居从不轻易以‘仁’许人,因为‘仁’是至

高无上的德性,常人是难以达到的.”②高尚榘等也认为,“«论语»汇辑的是众弟子及时人有关孔子言

行的记录,而关于‘利、命、仁’的问题,又多是在弟子问到时孔子才言及,因此,平常没问到此类问题

的弟子,大概就会有这么一种认识:孔子对于‘利、命、仁’方面的问题谈得少些”③.
也有分析认为,孔子“罕言仁”是指他很少将“仁”作为抽象概念谈论.“孔子坚持不从抽象意义

上论述那些如命、性、仁等概念”,“«论语»中孔子言‘仁’甚多,但真正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孔子确实

没有谈论过”④.“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是说他不要利,不信命,不依仁,只是他对这三者不作抽象的

探讨”⑤.有人认为,此章中的“言”是指“言己”,认为此章是说孔子为人,孔子“很少谈(自己的)利益、
命运和仁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故罕言利;‘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罕言命;不以仁者自

许,故罕言仁,谦也”⑥.
从以上梳理分析可以看出,持解释一的学者们竭力要证明的一点是何以说孔子罕言“仁”,这说

明解释一的最大争议和矛盾在于“仁”究竟是否为孔子所“罕言”的对象.
在«论语»中,谈到与“利”(利益、财利和福利等)有关的共７章９次(其中作名词讲的仅有６次):

　　(１)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２)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
(３)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５)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
(６)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见利思

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７)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论语尧曰»)

其中第(５)(７)中各有两个“利”字,第(４)并非孔子所言.虽然«论语»中与“利”相近的词如“禄”
“富”还有几处,但相对来所,说孔子“罕言利”是无疑问的.

关于孔子是否罕言“命”,略有争议,但从«论语»来看,包含有“天命”“命运”之意的“命”有如下８
章共１１次:

　　(１)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

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
(２)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论语雍也»)
(３)子曰:“回也其庶乎! 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
(４)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

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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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
(６)子曰:“道之将行也与? 命也.道之将废也与? 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

问»)
(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８)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

尧曰»)
其中第(４)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出自子夏的转述,第(５)并也非孔子所言.可见,«论语»中孔

子谈“命”与“利”的次数差不多,所以,说孔子“罕言命”也是没有疑问的.就如杨树达所言,孔子自言

命者,惟上述(２)(６)中“伯牛与公伯寮二事”,“子夏之言盖亦闻之孔子,然则信乎其罕言也”①.
相对于“利”和“命”来说,«论语»中“仁”可谓处处皆是,“仁”在孔子所多言的对象中是名列前茅

的.据考证,«论语»中“仁”字出现１１０次(而“礼”字也才出现７５次),完全出自孔子之口的共有８１
次,其中孔子自言的有５５次,与弟子对话时出现的有４６次.可见,孔子不是“罕言仁”,也不是不主

动言“仁”,而是抓住一切机会全面而详细地阐述其“仁”的主张②.
金人王若虚在«论语辨惑»中称,“利者圣人之所不言,仁者圣人之所常言,所罕言者唯命耳”,但

“子罕言”一章却说孔子罕言“仁”,他只好称“予不解也.姑阙之”③.康有为也指出:“«论语»言仁,已
四十二章,若以为罕言,则孔子所多言者为何也?”④因此,以程朱为代表的解释一确实缺乏说服力,杨
伯峻等人的解释更是牵强且自相矛盾.这类解释不符合“仁”在«论语»中反复出现的事实.此外,
“仁”和“礼”等作为儒家和孔子思想的核心,如果罕言,其学说和思想体系是难以建立的.

(二)对解释二“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辨正

解释二将“与”字理解为动词,意为“赞许”,“赞同”,“顺从”,将此章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

仁”,或“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为“孔子很少言说利益,却赞同天命和仁德”.这一解释也有较为

广泛的认同,如南宋的史绳祖,元代的陈天祥,清代的龚元玠,康有为、郭沫若、钱穆、杜道生、李泽厚、
任继愈、李零、杨朝明等均持类似解释.

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通过考证经史,认为“与者,许也”,“盖子罕言者独利而已”,“曰命曰仁,
皆平日所深与”⑤.龚元玠的«十三经客难»训此章中的“与”为“从”,意为赞成、信从,意为“罕言者利,
而所从者命仁”⑥.

康有为对本章的考证与断句煞费心思,他认为,«论语»旧本中“达”字错写与下一章中的“巷党”
相连,结果导致“本章之称孔子罕言命仁.然考之«论语»,孔子言命仁至多”,因此他将本章断句为:
“子罕言,利与? 命与仁,达.”并解释说:“罕,希也.上‘与’,即欤,助词.达,通也.利者,义之和;命
者,天之命.记者总括孔子生平言论,最少言者莫如利,最通达多言者莫如命与仁.”⑦这种断句和解

释与解释二近似.
钱穆的断句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为“先生平日少言利,只赞同命与仁”.他注解说:“利

者,人所欲,启争端,群道之坏每由此,故孔子罕言之.罕,稀少义.盖群道终不可不言利,而言利之

风不可长,故少言之.与,赞与义.孔子所赞与者,命与仁.命,在外所不可知,在我所必当然.命原

３１１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观———兼谈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树达:«论语疏证»,第２１０页.
张之权:«试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正确解读»,«湖北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王若虚:«论语辨惑»卷二,高尚榘主编:«论语歧解辑录»,第４４９页.
康有为:«论语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２４页.
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５６６页.
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第５６８页.
康有为:«论语注»,第１２３页.



于天,仁本于心.人能知命依仁,则群道自无不利.”①

李泽厚的解读是:“孔子很少讲利.许命,许仁.”②后来又译为:“孔子很少讲到利,谈及命,赞许

仁.”③任继愈等认为,此句是说孔子不太讲“利”,他信从的原则是“命”和“仁”④.有分析认为,此章

重在指出孔子思想上的倾向性,“与命,与仁”是说孔子认同命,高扬仁,“罕言利”是说孔子对利较淡

漠,无认同,亦无高扬⑤.周乾溁认为,此处“与”字是“举”,意即推高,可引申为称引,“与命与仁”通
“举命举仁”,所以此章应该理解为:孔子很少谈利,(但是)称引命,(也)称引仁.或者说,称引命和

仁⑥.王叔岷也认为,此处“与”字当作“擧”,“擧犹言也”,意思是孔子罕言利,但谈论命、仁⑦.张燕

婴对此章的译文是:“孔子很少谈到利,相信命定,赞许仁德.”⑧杨朝明也译为:“孔子很少主动地谈论

私利,却认同天命,赞许仁德.”⑨

总体来说,解释二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如有学者所分析的,此种解释在语法上

很牵强,“罕言”跟作为动词的“与与”在语义或结构上,都不能形成对举关系,两者无法联在一

起,“罕言利”与从天命、行仁道之间逻辑不搭配;第二,此解释断定孔子并非“罕言命”,但就«论语»
所体现的孔子思想而言,孔子是否“罕言命”或赞同命,需要深究;第三,此解释以孔子“赞同天命和仁

德”来对比和反衬孔子“不言利”,“不认同利”或者“反对利”,这一点也需要进一步审视.
如前文的梳理与分析,与孔子谈“仁”的次数而言,孔子谈“利”谈“命”都很少,言“利”与言“命”次

数几无差别.但有些学者认为,从孔子谈“命”和“天”的话语来看,孔子有明显的天命论立场,因此如

果说孔子“罕言命”就说不过去.如蔡尚思就认为,孔子是以天命论的思想为既定的封建社会财产关

系秩序作辩护的.自何晏以来,注家多以为«论语子罕»首条语录表明孔子既很少谈利,也很少谈

命、谈仁.其实都是误解.“罕言利”,本来不是不言利,而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人们得利失利,早由命

中注定,即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种说教,有两重涵义:首先,是给传统的财产关系蒙上一层

宗教帷幕;其次,在财产关系的封建化进程正在加速实现的时候,孔子特别强调富贵早经天命注定,
又只能证明他力图给热衷趋利的人们服一帖麻醉剂.有学者指出,«论语»中多处记载都强烈地反

映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孔子是承认和认同天命的,而且十分看重和肯定天命,把“天命”看成积极因

素,完全不同于对“利”的态度.如孔子将自己年龄中很成熟的一段叫作“知天命”之年,便是百分之

百的肯定性证据.«论语»最后一篇记载:“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更是表明孔子对“命”的
看重.有学者指出,«论语»中孔子除了谈到“命”,谈到“天”的也有不少,如“不然.获罪于天,无所

祷也”(«论语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

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等,认为在儒家哲学思想里,
“天”是有意识的超自然的主宰,也即天命、天意.孔子由于相信天的权威,自然形成了“天命”论观

念.由此可以断定孔子罕言“利”,多言“命”,多言“仁”.有学者还分析认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中的“天道”是指天地万物消长的普遍规律,在孔子的言论中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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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但孔子关于“天命”的言论却明明白白.除了«论语»之外,其他文献如«孔子诗论»中,孔子对

“命”没有任何犹疑,完全是一种大肆宣扬的态度①.
孔子承认人的生命或命运受制于某种外在的神秘力量,如«论语»中有:“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

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颜渊死,子
曰:‘噫! 天丧予! 天丧予!’”(«论语先进»)子夏也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但
是,如果根据孔子说过“知天命”、“畏天命”的话就说“赞许天命”,“认同天命”,“维护天命”,是失之偏

颇的.实际上,从孔子对于“命”言说来看,流露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伤与不满”②,孔子对“命”不是

赞许而是悲叹,如果说孔子“赞许命运”,是有违孔子思想的前后一致和内在逻辑性的③.而且,在孔

子的思想中,“命”与“仁”是有本质差异的,如皇侃所言,“命是人禀天而生,其道难测,又好恶不同,若
逆向人说,则伤动人情,故孔子希说与人也”,程子、朱子也说“命之理微”,所以对“命”言说需要谨慎,
否则会误人;而“仁之道大”,所以对“仁”的宣扬可以说是多多益善.

此外,解释二认为孔子肯定和赞同天命、仁德,而不屑于言“利”,否定或反对“利”,也是不当之

解.虽然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但孔子

并不完全排斥和反对“利”.相反,孔子尊重老百姓的物质利益,主张利民富民,他认为,“富与贵,是
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孔子只是反对见利忘义和“不义而富且贵”(«论语述而»),如果是“以其道得之”的利或富,孔子是

赞成和鼓励的.例如,孔子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就表明孔子对天下太平却

“贫且贱”者的鄙视,也表明他对取之有道的利与富的倡导与鼓励.孔子与弟子冉有的对话“子适卫,
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
之.’”(«论语子路»)也充分表明了孔子的富民思想和“富而后教”,使民“富而无骄”,“富而好礼”
(«论语学而»)的教育和社会治理理念.

(三)对解释三“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讨论

解释三将前一“与”字理解为并列连词,将后一“与”字理解成意为“赞许”的动词.持这种断句和

理解的人相对前两种解释要少.
台湾学者方骥龄将此章译为:“孔子很少谈论私利与命,却赞许他人与人为善.”他认为,«论语

子罕»篇“皆孔子不言利及命之说.孔子所不言之利,私利也;不言之命,个人之命运也.但孔子独重

视取人为善、助人为善、许人为善之道,故全篇所编列之章,无非为孔子与人为善之事实”,“本章所谓

罕言利,殆罕言个人之私利,如官位利禄是也本章所谓命,个人之富贵生死,孔子所罕言也”,本
章中“与仁”之“与”,是“悦也,助也,赞许也,同也,从也,亲也”,“与仁”即“与人为善”“善与人同”“乐
取于人以为善”之意④.萧民元也认为,本章应断句成“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思是孔子很少谈到

“利”与“命”,却常常赞许“仁”⑤.何新指出,以前的断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当,因为“«论语»中讲

利六次,讲命八次,讲仁则无数次,非罕言仁也.”他认为“与仁”之“与”,意为“语也”,因此此句应为

“子罕言利与命,语仁”⑥.
解释三符合«论语»中孔子很少谈利与命而谈仁较多的实际情况,但历来持这种解释的人较少,

主要原因可能和将同一句中的两个“与”字分别解释为连词和动词的用法在早期典籍中罕见有关.
此外,与前述解释二“孔子很少言说利益,却赞同天命和仁德”存在语义搭配的逻辑问题一样,解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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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罕言利与命,赞成仁”的“罕言”和“赞成”是两个不同方面的概念,也“存在前言不搭后语的逻辑

混乱”①.何新将“与仁”的“与”解释为“语”似乎避免了这一问题,但语言文字学上的证据不充分.
(四)其他解释简析

除了上述三种解释之外,对此章还有一些不同的注疏与解释.
清代焦循在«论语补疏»中称,“孔子赞«易»,以义释利,谓古所谓利,今所谓义也.孔子言义,不

多言利,故云‘子罕言利’.若言利则必与命并言之,与仁并言之.利与命并言,与仁并言,则利即是

义.‘子罕言’三字呼应两‘与’字,味其词意甚明”②.根据钱穆的注解,“孔子少言利,必与命与仁并

言之”的说法在«论语»中不见其例,所以非本章正解③.
有学者将此章断句为:“子罕言,利与? 命与? 仁.”意思是:“孔子很少说话,是功利的原因吗?

是命运的关系吗? 不是的! 是仁道原则促使他这样的.”④也有人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认
为前一“与”字为连词,后“与”字为语气词“欤”,意思是:“孔子很少谈及功利与命运,这是仁德的(一
个方面).”⑤

有分析认为,孔子使用“仁”,多从道德伦理的实践方面着眼,极少从抽象的人性方面进行哲学本

体论的探讨.所以,此章的“仁”是指“人”,即人性.“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应解释为“先生很少谈到

利欲,天命(即天道)、人性”⑥.
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如果按解释一理解“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根据«论语»中“子之所慎:斋、战、

疾”,“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所
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等表达句式,此章应该表达为“子罕言利命仁”或“子罕言利、命、
仁”,而其中加了两个“与”字,必是讲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句式、语意和思想内涵等方面看,把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解释为“孔子很少谈到功利与命运与仁德的关系”比较符合原意⑦.牛泽群也认

为,此章释作“子罕言:利与命、利与仁”则更佳,即孔子罕以利、命及利、仁并讲.夫命之理微,则利之

理则浅罕以利、命并提,是所谓回避敏感问题,既反映其不完全宿命观,又见其慎言而不侈言妄

说之风格⑧.宋钢也持近似解释,认为“与”字作动词解有“参与、相关”之意,即现代汉语的“有关、有
关系”,因此本章应断句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即“孔子很少说利跟命有什么关系,跟仁有什么

关系”⑨.杨润根也将“与”理解为支持、参与,引申为联系、原因,意为“把归因于”,所以此章的意

思是“孔子在谈到一些人所获得的现实利益时,很少将它归因于他们的命运或他们的美德”,因为在

孔子看来,在没有正义的世界里,一些人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不是上天的恩赐,也不是美德的报酬,
而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所导致的不正义的结果.

上述解释虽都有一定的理由和创新见解,但都不无这样那样的牵强之处.
此外,古文字学家于省吾认为,此章中的“仁”应为“夷”,意为“孔子很少谈利,很少谈天命,也很

少谈夷狄”.对于此解释,下文将作较详细的介绍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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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子“罕言夷”的证据

于省吾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从古文字考证的角度对«论语»作了许多新证.他指出,«论语»易读亦

难读,“必须不宥于朱注,不滞于汉诂,解其拘挛,得其会通,尊古而不为泥词,疑古而不腾妄说,推阐

其本来文字形音义之源流,自然能有所发现”.他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章的解词训诂指出,«论
语»中“言仁者习见,岂可谓罕言”,“自来学者均不得其义,故曲解异说不胜烦举”,«论语»中记孔子言

利和命者,各有数章,可谓之罕言.至于孔子言仁者有几十章之多,如何能称之为罕言呢? 自汉、魏
以来异说纷纭,莫衷一是.实则“仁”应读作“夷”.«论语»中言夷狄和蛮貊者仅有四章,故也称之为

罕言①.所以,“子罕言利与命与夷”的大意就是“孔子很少谈论有关利、命和少数民族的事”.

于省吾考证认为,在古字中“仁”与“夷”通.甲骨文、金文中夷狄之“夷”均作“ ”,即古“尸”字.

“尸”与“夷”音近字通,典籍常见.以“夷”为“夷狄”之“夷”乃秦汉以来的通假字.«山海经»一书多叙

少数民族的传说和神话,其中“女丑之尸”、“奢比之尸”、“贰负之尸”一类的词句,“尸”字均应读为

“夷”,指少数民族.旧注读“尸”,是讲不通的.«淮南子墬形篇»的“东方有君子之国,西方有形残

之尸”,“尸”即古“夷”字,“夷”与“国”对文成义.到了晚周,“尸”字孳乳为“ ”,故«汗简»引«尚书»古
文“夷”字作“ ”.«汉书高帝纪»:“司马 将兵北定楚地.”,颜师古注谓“ 古夷字”.“ ”与“仁”
形音并相近,故«说文解字人部»称古文“仁”作“ ”.汉印有“程问 ”,即“程问仁”,“问仁”二字本

诸«论语»,孔子弟子问仁者屡见.此外,章炳麟«小学答问»谓«山海经»以“仁羿”为“夷羿”.依据古

文字,则周代典籍“夷狄”之“夷”本应该作“尸”或“ ”,今作“夷”者,均后人所改易②.
郝清涛对于省吾这一考证与解释表示肯定③.对于于省吾的解释,也有不少异议.如杨伯峻指

出于省吾读“仁”为“夷”未必确④,但他并未作进一步的解释.刘乃季认为,于省吾的«论语新证»一文

以许多精辟科学的见解,改正了前人很多不当的见解,为后人怎样正确校勘古籍做出了榜样,他关于

“夷”与“仁”的古字都为“ ”,因而后人有可能把“夷”字误传为“仁”字的纠正似有一定道理,但也有

需琢磨的地方:其一,古汉语的通例是三个以上的并列词语,中间不用“与”之类的连词词语,两个并

列词语中间用连词的可见一些,但也只是并列成分做主语,做宾语的很少见,因此,把“子罕言利与命

与仁”一句中的“利、命、仁”,都看作是“言”字的宾语,在语法上站不住脚;其二,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

此处“仁”字一定是“夷”字,«论语»中出现那么多“仁”字,除此句外,没有一例是“夷”字之误;而“夷”
字出现３次,也没有一例是“仁”字的误写,因此,把此处“仁”字武断地说成是“夷”字,就不让人信

服⑤.有分析也提到这一点,认为«论语»中“仁”字出现频率相当高,却没有其他地方也作“夷”解的,
因此于先生的说法欠缺包容性和周密性,有轻言通假之嫌⑥.还有人指出,«论语»和其他传世及出土

文献中似亦未见以“仁”作“夷”的用法⑦.
关于刘乃季的质疑中的第一条,如前所述,古今大多数注家都认同解释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可见,“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两个“与”字都作连词,以利、命、仁做“言”字的宾语,是符合语法习惯

的,也是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
关于刘乃季等人质疑中的第二条,于省吾的分析是在古文字中,“仁”与“夷”都为“ ”,后因用各

有当,遂致歧化,周代典籍“夷狄”之“夷”本应该作“尸”或“ ”,今作“夷”者,均后人所改易.按此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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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中的“ ”字被误改成了“仁”而不是“夷”是有可能的,批评者所说的«论语»
中为何那么多“仁”未曾被误作“夷”或其他几处“夷”字未被改作“仁”的反驳,理由是不充分的.

除了文字源流的理由,于省吾的解释也是符合孔子思想实际的.«论语»中孔子言利者仅数章,
言性命者也不逾十章,均可谓罕言;而言仁者多见,不可谓罕言;言夷狄者也仅数处.所以说“孔子罕

言利、命、夷”是无疑的.
不过,还有质疑者认为,于先生此说虽然有古文字学依据,但“利”“命”“仁”都是价值范畴,放在

一起并没有问题,而“夷”是民族或文化范畴,二者内涵差距大①.于省吾指出,人们所以不将“子罕言

利与命与仁”之“仁”理解为“夷”,是认为夷与利、命二者不相关,但实际上«论语»叙述孔子之言行时

常有将并不相关的数事并举的情形,如«论语述而»“子之所慎,斋、战、疾”以及“子以四教,文、行、
忠、信”②.实际上,“利”、“命”、“仁”属于价值范畴,“夷”同样也属于文化价值范畴,如何处理不同文

化或民族之间的关系,密切涉及文化价值问题.就如费孝通所分析的,文明、文化是抽象概念,而且

人们往往有一种倾向,就是在遇到文明、文化之间的问题时,会不自觉地把它当作社会实体之间的问

题来处理.文明和文化都具有浓厚情感、心理、习俗、信仰等非理性特征,文明或文化之间的相互关

系也不是靠简单的逻辑论证、辩论、讲道理就能解决的,我们大约都有过在处理涉及感情、心理、习俗

等等这些问题时讲不清道理的经历③.可以说,与“夷”相关的文化、民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
与“利”“命”一样,也是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不同的价值观会深刻地影响到文明、文化或民族之间的关

系状态与走向.
就孔子罕言利、命和夷的原因而论,罕言利和命相对好理解.于省吾认为,罕言利者,鄙世人之

竞于利也;罕言命者,性命高深之理,非人人之所可喻也.孔子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

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而性命之说,当在语上之列,非人人所可与知,故罕言也,所以以

子贡之贤,都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④.至于孔子罕言夷狄的原

因,于省吾分析说,罕言夷者,即«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之义也.«论语»中«八佾»篇之“夷狄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亡也”,有感而言也;«子罕»篇之“子欲居九夷”,有避世之意也;«子路»篇“虽之夷狄,不可

弃也”和«卫灵公»篇之“虽蛮貊之邦行矣”,言虽者贬之之辞也⑤.
对于孔子为什么罕言夷,于省吾的上述分析与解释不够慎密,缺乏说服力,其解释也未必符合孔

子之本义.假如孔子真是内诸夏而外夷狄或贬夷狄而尊华夏的话,他该是如«春秋»三传那样为“攘
夷”而大言特言“夷”,而不是罕言“夷”.如同“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观念,因此会大言特言以

“扬仁”一样.
于省吾关于孔子罕言利命夷的考证与解释,之所以未能产生广泛的影响或受到更多的认同,一

方面与上述他对孔子罕言夷原因的解释不足与失当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人们较少从民族学或民族

社会学的视角审视“子罕言”章及孔子相关民族思想有关.
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之间)战争频仍,各民族流动、迁

徙、杂处与融合成为时代潮流,民族歧视观念,尤其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之辨也日益兴起,孔
子则顺应民族融合的时代大势,在谈论民族问题时往往非常理性、自觉而谨慎,也很少在歧视性意义

上谈论“夷狄”.这与孔子谨慎谈论“利”与“命”是同样的道理.
依据于省吾对“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章的字源学训诂与解释,深入分析孔子“罕言夷”的时代背

景原因及其自觉意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孔子的民族思想及其对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

８１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６７页.
于省吾:«论语新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费孝通全集»第１７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３６ ５５２页.
于省吾:«论语新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于省吾:«论语新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０年第４期.



三、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思想

要把握孔子的民族观和民族思想,需要将孔子的言论与古代中国民族的发展以及孔子所处时代

的民族关系状况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作为多元复合体的中华民族,其核心“华夏”族本身也是一个复合体,其早期的来源是夏、商、周

时代的三个不同氏族:起自东方的殷商,其血统与东方夷族很接近,或与淮夷为一族;起自西北的夏

人,其种族来源与周人的关系很密切;起自西方的周人,其血统与西方戎族很接近,或与氐、羌为一

族,至于姜姓,更是西羌的近支.周人因为与夏人的渊源关系而自称为“夏”,随其势力的扩张,“夏”
也就成为中原人的通称①.诸夏初起时,夷夏杂居,夷夏之分并不严,只分地域远近,因此“他族得进

而为夏,以至为汉”,这是“中国民族史上一大关键”②.商朝末年,武王联合庸、蜀、羌、微等部族,共同

伐商取得胜利,“小邦周”取代了“大邑商”.周人为维护新王朝的统治,采取分封、联姻等政策,大量

分封功臣谋士、亲戚昆弟,团结各族群的诸侯贵族,并以商代就已存在的配祀制度(是指有功德的臣

子死后可以与先王一同接受祭享)作为国家祭祀的重要制度,对建立各族群的共同信仰和促进相互

认同与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③.西周时,开始有“夏”、“夷”区分,但并没有明显的夏尊夷卑的观念,更
没有明确的“华夷之辨”.所谓“华夏”,是文明伟大的意思;所谓“中国”,是天下之中的意思;其意义

只是文化的与地域的,种族的意义很少④.即使是华夷之间的文化差别,也不是绝对的,少数民族到

中原,就被华夏民族同化;同样,华夏民族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就被当地民族所同化.
进入春秋初期,周王室衰微,列国争雄,中原内乱又导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

传僖公四年»)的情形,如«春秋»、«左传»就有关于当时夷狄灭温、侵卫、侵郑、侵齐、侵鲁、侵宋等大

量记载.在此背景下,周王室也只得求助于诸侯中的霸主讨伐夷狄,齐、晋、秦等北方诸霸先后都有

征伐戎狄、戍卫周室与华夏的行动.“尊王”“攘夷”虽是春秋霸主们的策略,却也反映了一种社会需

要和历史趋向⑤.随着民族矛盾与冲突的激化,民族意识也逐渐兴起,“夷”“夏”对立的观念开始确

立,以前作为文化区分的“夏”“夷”称谓,也几乎“渐渐变成种族的称号了”⑥.从相关史籍的记载看,
当时夏尊夷卑观念已形成,在处理华夷关系时强调“华夷之辨”.如«国语周语中»记:“(周襄)王德

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富辰谏曰:‘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左传闵公元年»记:“狄人伐

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襄公四年»记:
“晋国魏绛主‘和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

不可乎?’”«左传成公四年»记:“秋(鲁)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史佚之

«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左传定公十年»
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称:“内诸夏而外夷狄.”这些记载与评论,都表现

出对“夷狄”的歧视和华夷“内外有别”的华夏民族意识.
在戎狄交侵中原之际,齐桓公因“救中国而攘夷狄”(«公羊传僖公四年»)受到拥戴,孔子也赞

其“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对于辅佐齐桓公的管仲,孔子称赞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

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其仁! 如其仁!”(«论语宪问»)
也正是根据孔子对管仲和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评价,后人认为孔子有强烈的严“华夷之辨”以

防“用夷变夏”的思想,孔子也被后世的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好像孔子对于所谓

９１１从“罕言夷”看孔子的民族观———兼谈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童书业:«春秋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７页.
潘光旦编著:«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史记»等之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４１ １４２页.
邱梦艳、姜广辉:«共同信仰与族群融合———周人配祀制度的历史意义»,«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童书业:«春秋史»,第１２７页.
冯天瑜:«中国近世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童书业:«春秋史»,第１２７页.



“夷狄”是很严厉的①.一般认为,经孔子删定的«春秋»,强调“华夷之辨”以严“夷夏之防”,被称作“春
秋大义”,是“中华元典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如根据«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对«春秋»的阐

释,在对夷狄的称谓和对待夷狄的原则上,«春秋»蔑视和贬低夷狄,主张“中国”团结起来“攘夷”和接

纳夷狄向善③.杨树达在抗战期间所著的«春秋大义述»,也将“攘夷”列为«春秋»微言大义加以阐发,
认为“«春秋»严夷夏之防.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④.钱穆也指出:孔子«春秋»诛乱臣、
讨贼子是大义;«春秋»“内中国而外夷狄”,夷夏之辨亦是大义⑤.

其实,就如白寿彝等所指出的,孔子在华夷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智的,孔子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看

似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

比诸夏还好.孔子的这些思想,是与一些持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人大不相同的⑥.潘光旦指出,只容许

“用夏变夷”,而不容许用夷而自“变于夷”,这一原则是孟子最早提出来的.相比较孔子“文德招徕”
原则的静止而消极,孟子“用夏变夷”的原则是主动而积极的⑦.白寿彝也指出,孟子“吾闻用夏变夷

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对其

他民族的严重歧视.孔、孟对民族关系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史上两种观点上的根本分歧,
到了秦汉以后就更为明显了⑧.严“华夷之辨”和坚“夷夏之防”的思想,在中国古代发挥过激发华夏

(汉族)民族气节和增进华夏疑聚力的效应,但“华夷之辨”作为一种古代的民族观念,有其明显的历

史局限,它所宣扬的“华夏中心主义”,视异族外邦为无文化的野蛮人,显然是狭隘的,非理性的⑨.无

论是主张“以夏变夷”还是“用夷变夏”,其实都不是以文化交流的眼光来看问题.在中国各民族的交

往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各民族历史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往往都是相互接受并加以继承和发

展的.
与前述«左传»等文献中所记载的视夷狄为“豺狼”、“禽兽”的极端民族偏见相比,孔子把各民族

都当作同样的人,其中不乏民族平等观念.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也;言不忠信,
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潘光旦指出,此话表明孔子认为“少数民族同具人之特

征”.在孔子看来,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也是可以接受先进的礼乐文化而得以文明化的.«论语
子罕»篇:“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是明显的例子.

对于«论语八佾»篇中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句,历来一种较为普遍的理

解是认为孔子此话的意思是“文化落后的夷狄虽然有君主,还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认为这表明

孔子受时代局限,其思想里有强烈的“夷夏观”和“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是大汉族主义的

源头.实际上,这一理解与解释,无论从«论语»的逻辑还是从孔子的思想体系来看,都是有问题的.
«论语八佾»篇主要是谈礼、乐的,而且各章之间有比较密切的逻辑和义理的联系.开首两章“八佾

舞于庭”和“三家者以雍彻”及其他各章都表明春秋时期中原诸国无君无长、礼崩乐坏的情形,也表现

出孔子“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愤慨和“正礼乐”的决心与努力.如果孔子所言“夷狄之有君”句的原意

是“夷狄有君主,还不如诸夏之无君”,那孔子对鲁国等诸侯国“礼崩乐坏”的愤慨、忧虑和正礼乐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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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就没有必要了! 而且,当时诸夏各国君臣相夺、父子兄弟相残的状况,确实谈不上比“有君”的夷

狄有什么优越的地方,也很难设想孔子会有如此自大的观念.因此,如程子、朱子那样将“夷狄之有

君”理解为“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谮乱,反无上下之分也”更恰当,既表明“孔子伤时之乱而叹

之”①,也符合孔子的思想体系.
孔子不但认为夷狄可以文明化,而且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原的礼崩乐坏中失传后,有可能在

偏远的少数民族地方得到保存或发扬.例如,孔子就曾向夷人后裔小国的郯子求教古代官制,并称

“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潘光旦对«左传»中此记载的评注

称:“是郯亦夷也.杜云,‘«传»言圣人无常师’,郯子之所以为不常,正以其为‘夷’也.‘天子失官,学
在四夷’,犹云‘礼失而求诸野’也.礼亦可作为文化之总称,少数民族中可能保留更多的中原旧文

化,即‘学在四夷’也.”②孔子在诸夏“邦无道”,“道不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为所用时,打算“居九夷”
(«论语子罕»)或“乘桴浮于海”(«论语卫灵公»),表明孔子除了想在夷狄之地传播文化,推行自

己的治邦理念外,也不无“礼失而求诸野”的意味.
在当时中原诸夏与所谓“蛮夷戎狄”杂处混居的时代,在处理华夷关系上,孔子主张要通过仁义

礼乐的政教,使“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

氏»),主张各民族友好往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孔子不抱民族偏见也体现在其“四海之内皆兄弟”
(«论语颜渊»)和“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思想和仁者胸怀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

充分体现出在孔子没有种族主义,这一思想也孕育了中国人“天下一家”、“天下一体”的民族包容性

和超民族国家观念.关于孔子“有教无类”的“类”,一般都解释为阶级、阶层方面的差别,而较少联系

到民族或种族问题.李济对安阳殷墟人骨的分析表明,活动在商代中心地区的人们,有着极不同的

种族来源,远不是纯一人种③.到孔子时代,中原地区的人种差别仍然很大,所以孔子“有教无类”中
的“类”主要不是指贫富等级差别,而是指种族特征差别,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平等待人,反对种族歧

视,这是很进步的思想④.孔子的弟子来自四面八方,其族属和文化传统差别很大,从国别看,分别来

自鲁、齐、晋、卫、宋、陈、蔡、燕、秦、楚、吴等不同国家⑤,如其中就有来自“蛮夷之邦”楚国的公孙龙、秦
商和吴国的子游等.这说明在孔子的思想中,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华夷种族之

分.就如费孝通所分析的,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看,夷夏之间的差别只是文化的,在人的本

质———“类”的层面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夷夏之别

是不同于西方的“文野之别”的⑥.
孔子自称“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上»),但他并没有因周灭商而心怀狭隘的民族感情,相

反,就如胡适所言:“认清了那六百年殷周民族杂居,文化逐渐混合的趋势,他知道那个富有部落性的

殷遗民的‘儒’是无法能拒绝那六百年来统治中国的周文化的了,所以他大胆地冲破民族的界限,大
胆地宣言:‘吾从周!’”“孔子的伟大贡献正在这种博大的‘择善’的新精神.他是没有那狭义的畛域

概念的.”“殷、周两民族的逐渐同化,其中自然有自觉的方式,也有不自觉的方式,不自觉的同化是两

种民族文化长期接触的自然结果,一切民族都难逃免.”“那自觉的同化,依我们看来,与‘儒’的一个

阶级或职业有很大的关系.”⑦作为当时民众所期望的圣人,孔子“打破了殷周文化的藩篱,打通了殷

周民族的畛域,把那含有部落性的‘儒’抬高了,放大了,重新建立在六百年殷周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的

基础之上:他做了那中兴的‘儒’的不祧的宗主;他也成了‘外邦人的光’,‘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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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①孔子以开放的心态,超越种族和文化区分,对
夏、商、周各自优秀文化成果一视同仁,兼收并蓄,择善而从,由此而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文化与民族观

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观念,不但中原各国自认黄帝为其共同祖先,就连被诸夏歧视的蛮夷

戎狄,也往往自认为是黄帝的子孙.这样,“中原的民族也就渐渐地相信楚的始祖真是文王之师,吴的始

祖真是至德的泰伯了! 于是骊戎也与周同姓了,姜戎也成了四岳之后了.到了后来,从前的蛮夷戎狄,
竟可以把别的民族称做蛮夷戎狄了”②.“中国民族出于一元”虽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一种“神话”,但
中国各民族的这种华夏认同心理,却正是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与潮流的反映.

钱穆指出,周公、孔子都讲大一统,孔子著«春秋»,也正是以“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点来写的一部

世界通史”,直到现在,“全世界还没有第二部这样的书”,这一«春秋»大义,我们不应该迷失或忽略③.
傅斯年曾批评孔子、司马迁等持“大一统”观念而忽略三代尤其是周代夷夏冲突的神话与史实,他认

为,夏后一代的大事,现在可得而考见的,都是与夷人的斗争,但“春秋战国的大一统主义哲学家都把

这些显然的史迹抹杀了,或曲解了!”“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

不提,为其作正义者所讥.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迹,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④.实际

上,傅斯年所谓孔子或司马迁对民族斗争史迹的“抹杀”,正体现出孔子等先圣先贤在各民族迁徙、冲
突与融合时代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整合的努力.再如,为什么中国的史书对于春秋二百多年间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天下大乱”状况,却以文气十足“礼崩乐坏”一词来描

述和解释? 这是因为不讲“礼崩乐坏”,就难以判断春秋大乱的性质,这也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代先贤

深谙文化奥秘的政治智慧⑤.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正是这些先贤们以高度的文化自觉,适时地进行

文化整合,用新的意识形态涵养人的精神世界,以达到新的天下大治.
那种认为孔子因限于其时代与阶级局限性而有狭隘的民族观念和民族偏见的观点,是对孔子的

最大误解.费孝通指出,在处理跨文明关系、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就要求

我们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这是一项涉及历史、
文化、传统、习俗、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里的,以“人”为中心的系统工程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已经

有费孝通所说的这种至深的“文化自觉”意识了.在当时民族冲突和“华夷之辨”最为盛行的时代,他
极少言“华夷之辨”,即使偶有言及少数民族,也并没有强烈的文化与民族偏见.孔子之所以“罕言

夷”,根本原因是孔子在对西周以来,尤其是春秋时期各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的思考、观
察与亲身体会中,深刻认识到尊华夏而贬夷狄的“华夷之辨”盛行并不符合天下大道运行的方向,对
华夷问题的讨论,事关民族关系现状和未来,不得不谨慎.这体现出孔子在处理文化、民族之间关系

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

四、孔子民族观的意义

孔子的民族思想及其所奠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华民族之所以在历史过程中成为一个民族,与“我们只有民族文化的自觉而没有种族血统的偏见,
我们早有很高超的民族主义”有密切关系⑦.正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帮
助中国政治家将多种种族成分统一成了一个民族,将多种地方文化融合成了一种文明”⑧.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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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精神中“天下”观念一以贯之,“不仅无鲜明的民族观,抑且无坚强的国家观”,“自始即不以民族

界限、国家疆域为人文演进之终极理想”,正是这一文化传统,使得中华民族能“更融凝,更扩大,成为

一更新更大的民族”,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一统,“一个既理想又伟大的民族国家,遂在世界人类的

历史上开始完成”①.正是因为中国文化这种伟大无比的力量,中华民族成为“人类一奇迹”②.“有
教无类”和“天下”观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融合进程,使中华民族的形成表现为一种双

向过程:从自下而上的过程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将不同的民族及其文化纳入一种高层次秩序的

历史;从自上而下而言,高层次的秩序从未排斥低层次的民族文化系统,在中华民族与自身所容纳的

“其他文化”之间,从来就没有明确的分界线③.中华民族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族群,形成了一个

“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高度

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④.
孔子所奠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人类未来的和谐相处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就

如梁漱溟先生在其生命的最后一次发言中所强调的,中国文化中“随着注重伦理而来的是讲‘天下太

平’,‘天下’无所不包,不分国内国外,无疆界可言;讲‘天下太平’,最无毛病,最切实可行.这个精神

最伟大,没有国家,这是人类的理想;前途不外乎此”⑤.费孝通指出,在当今这个世界性的“新战国”
时代,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来为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心态的人们“找出一条共

同生活下去的出路”⑥.
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对今天我们研究民族问题仍有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指

导意义.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族群或民族认同越来越成为影响人类群体关系的重要因素.在

民族国家的体系中,由于各人类群体之间发展不平等等原因,多元文化主义、认同政治等思潮和实践

在世界范围内有非常广泛的影响.文化身份以及各种人为建构的文化“独特性”,“在世界的大部分

地区已经成为合法的政治资源”⑦.当前,我国的民族国家认同还面临许多挑战,围绕国家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民族矛盾、冲突和问题仍然存在.学术理论界在民族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虽然不断增

加,但歧见增多、价值取向模糊不清且不能与民族地区发展实践实现有效对接等问题也十分明显.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理论上没有准确解读和坚持民族融合在马

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中的定向和定位作用”,“在不断强化民族个性、民族意识和民族差异的同时,
淡化了民族发展过程中交流、交往、交融和民族融合在民族关系实践中的导向性作用”⑧.因此,在民

族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上,我们更需要有孔子那样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要以促进民族平

等、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促进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

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宗旨和立场.在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防止文化霸权与强制

同化,但也要警惕那种将文化差异绝对化和本质化作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从而人为扩大民族差异、
制造民族矛盾和纷争的意识形态及其对民族关系实践的破坏作用⑨.

[责任编辑　李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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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权威与秩序的统一

———以晚明阳明学之“明太祖情结”为中心的分析

刘 增 光

摘　要:晚明阳明学中杨复所、管东溟等儒者推崇明太祖,以心学为明太祖之思想作注释,以明太祖为

比肩尧舜、超轶孔子的圣帝明王,他们的关注点主要涉及三教关系、孝悌与礼法、心学与道统等三个方面的

内容.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使阳明学政治化、体制化,具有官方学说的意味,另一方面则极大地削弱了阳明

学对于现实政治的批判力度.后者尤其有违儒家之精神,阳明学何以走向没落亦可自此窥得端倪.从政

治哲学的视角来看,阳明后学的明太祖情结正凸显出了心学对于秩序、自由与权威三者之间关系的思考,

而这一思考其实自先秦儒学就已露出端倪.

关键词:明太祖;阳明学;明代政治;杨复所;管东溟

晚明士人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推崇明太祖并阐扬明太祖思想的情形,这种推崇和阐扬不仅限于思

想界,也流泛于文人群体如公安三袁中.在当时的阳明学士人群体中尤为引人注目,泰州学派的罗

近溪、杨复所一脉皆在其中,以卫道闻名的耿定向之弟子管东溟也是当时推崇明太祖的急先锋,这一

思想现象可以命名为“明太祖情结”.这一现象不但对于理解阳明学的衰落至关重要,而且也内涵了

晚明阳明学与明代政治的隐秘关联,是理解儒学对于政治秩序与道德权威关系的看法的极佳窗口.
对这一现象的探讨至今尚少,就笔者寡识,仅吴震教授所著«泰州学派研究»一书提及,余英时先生

«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一书亦未涉及.本文以晚明王门中颇富影响的杨复所和管东溟为主要分析

对象,旁及复所之师罗近溪、王龙溪之弟子周海门,以及罗杨师徒的共同好友、同时也是晚明四大高

僧之首云栖祩宏的弟子虞淳熙① .杨复所和管东溟是阳明学发展至末期的思想界巨子,以其为分析

的中心对象,最能显现阳明学士人“明太祖情结”的极致.希冀本文的探索可以为研究阳明学的政治

维度、思考儒家与政治的深层关联提供助益.下文分别从三教并行、孝悌与礼法、心学与道统三方面

揭示这一现象的内在思想意涵,最后反观晚明阳明学与政治之关联,并从权威与秩序关系的政治哲

学角度予以分析.

一、三教并行

明代的三教关系论,有其背景渊源,从思想文化的背景上说,实则承接了宋、金、元三朝之遗产.
从社会现实背景来说,明太祖的三教合一思想或者政策(imperialsyncretism),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

史背景和其开国谋臣的思想有着莫大关系.元代是多民族的一个朝代,多种信仰并存,故而兼容并

包、并行不悖便是必然的统治选择.而朱元璋身边的名臣,如宋濂、王祎、刘基都是兼通三教的人物.

　

作者简介:刘增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阳明学影响下的晚明«孟子»学”(１５XNF０３２)的阶段性成果.

①　这样做可以兼顾晚明时期作为阳明学传衍最盛的龙溪之学与泰州之学两派.



如王祎曾为李纯甫的«鸣道集说»作序.明太祖朱元璋在为«道德经»和«心经»作注时,当时的翰林学

士沈士荣(生卒不详)即在旁为皇帝做助手.而沈士荣乃«续原教论»的作者,书中有一篇«三教论»,
即是批评韩愈之辟佛.而且,明太祖之建造有佛教意味的“观心亭”,也与沈有关,因为«续原教论»中
有一篇名为«观心解».晚明主张三教融汇的管志道即作有«续原教论辨»,并认为明太祖之“天下无

异道,圣人无二心”“斯言若有不满朱子之辟二氏也者.”①明太祖作«拔儒僧入仕论»且以此为国策,则
是受了宋濂之影响,在太祖定此国策之前,宋濂曾任用有丰富儒学知识的僧人为政②.

被誉为汉代以降得统最正者的明太祖朱元璋,正是结合立基于当时的背景,而形成了自己的三

教观.就明代三教之发展影响最大者,堪称是树立了典范之文本,当首推明太祖所作«三教论»,其中

言“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以此为三教并立提供依据.在这篇在明代影响甚深的文字中,明太祖

仍然沿循了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的策略,认为佛道二教可以阴翊王化,暗助王纲.他并不认为佛道

二教与儒家相违背,而是认为三者互补.概括明太祖的三教政策,从对有明一代学术思想发展之影

响来说,要点有四:１．三教一道.教虽三分,其道则一.２．三教同发自本心,一心可以涵括三教.３．
佛道二教可以阴翊王化,故佛道二教是经世、出世合一的.换言之,既然天下无二道,那么真正的道

就是世出世法合一之道,儒家也当是可以了生死、证觉悟之教.４．在三教关系中,虽然说三教同道,
但归结言之,太祖是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此自观其所注«道德经»及«心经序»即可知.这就形成

了为阳明后学所认同标榜的“三教归儒”说.明代后期特别是１６世纪在出版界出现了印制太祖文集

的高潮,正与此不无关系③.在这四点之中,前两点实则在宋元时代就已流行于世,故后两点方是明

太祖三教观之中心.后两点之中,又当以第三点最为关键.这是因为,杨复所、管志道、周海门等阳

明学士人一反上自程朱下至王阳明、王龙溪关于“释氏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的论调,转而主张三

教皆是经世出世合一之教.故此点可以说是晚明时期阳明后学三教观出现的新态度.这种态度的

背后蕴含了心学与明代专制政治结合的味道④.
杨复所即从世法与出世法的角度论述了佛不当辟这个问题:“夫儒之学以经世也,而苟不能知出

世法则亦不足以经世,古之真儒必明于出世之法.吾儒出世之法何也? “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
是也.故圣人于物也无畔,援有天下而不与也.佛之学吾不知其详也,然考西方之典然则

出世者,佛学之名也,尽其所以出世之实,恰与经世法类焉.经世者,亦儒学之名也,尽其所以经世之

实,亦恰与出世法通矣.天地间宁有二道乎哉?”⑤在他看来,不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是既经世又出

世的,是世法与出世法的统一.不可执儒佛之名而不究其实.他认为佛教的“明心”之说,正是治天

下国家的关键.他说:“儒者类以了生死观佛,而诋其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夫心明而不可以治天下国

家,是目明而不可以视,耳明而不可以听,岂事之理哉.愚谓佛学经世之极者也,而不与世为偶.”⑥佛

教不与世为偶,是指与俗儒之学不同.俗儒之学是“有为之法,有漏之因”.而真正的圣人之学,包括

佛学与孔孟之学,则超越了“有为之法”,是世法与出世法的统一.他赞赏佛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与吾孟氏‘道性善’、‘称尧舜’同功”;佛教见性成佛之说,是“使人自知自胜,自兢业自笃恭”,对于修

身、治世都有着说不尽的益处.这正与孟子所说“行有不得于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的

５２１寻求权威与秩序的统一———以晚明阳明学之“明太祖情结”为中心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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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同理,二者皆可由是而造孔圣“见过自讼”之域①.这便是杨复所所说佛教的治世之功.
在专门注释明太祖著述的专书«训行录»中,杨复所注解«三教论»,认为儒学是“阳德”,佛道是

“阴德”,正如“天道至大者,在阴阳二气不可阙一,故曰皆天德也”.这正是发挥明太祖所言“佛仙之

幽灵暗助王纲”之意.他最后总结说:“(三教)济给之理岂不一乎? 世人皆愚,恒赖三教以化之.一

有智者,必为三教摄受,为将来教主.自三教立而生人之命脉有所系矣,然非我高皇聪明之大,安能

洞见其然而处之各得其宜哉.皇极之敷言曰:‘无偏无诐,无作好,无作恶’.上下万亿年,求其尽之

者,高皇而已.”②这段话极言明太祖使三教并立、各得其宜之功.推阐其意,孔子、释迦、老子各为儒、
释、道三教之创立者,是三教分立时的教主,而明太祖则是合三教、“摄受三教”的教主.

与杨复所类似,管志道也通过追溯三教并立之历史以证明太祖汇合三教之功绩:“开辟后既有人

伦,未有文字,此山一开于羲皇之斧,而八卦立.立象后,既有文字,未有删述,此山再开于宣尼之斧,
而六经垂.六经既垂,二氏之章亦烂,出奴入主,未有折衷,此山谁开,此斧谁握? 则我太祖高皇帝其

人已,其经纶三教大旨,略见于«御制文集»中,主则不主二氏,而主孔子;奴则不奴二氏而两宾之.妙

哉! 圆其宗而不圆其矩,鼎其教而不鼎其心,真是独握分阴割阳之斧,重开世出世间之山而御天立极

者,自是道术之荆榛尽辟,而羲文周孔不得专美于前矣.”③此段之意可概括为:(１)佛道二教并不在道

术之外,而就在道术之中,是自天地开辟、伏羲画卦以来之大道发展的必然结果.之所以如此,正是

因为三教一道,三教一心,心同道同;(２)以儒为主,以佛道为宾.因此,不可以出主入奴之态度对待

佛道二教,而应平心而论,客观看待.所谓宾,即与主为和平共处关系,而非对立争斗关系.此主宾

共处之关系,即是三教鼎立;(３)合前两点即成为“圆其宗而不圆其矩,鼎其教而不鼎其心”,而正是明

太祖将此点揭出,故足堪媲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圣.

二、孝悌与礼法

从孝悌与礼法的角度证明太祖之神圣,亦与明太祖的三教鼎立政策有关.前文已说明,太祖以

儒为主,强调三教共同治世之用,自然要突出人伦礼法之重要性.杨复所与管东溟论三教皆是经世

出世合一之教,其要点亦在于此.这一点也正是与前人的不同之处,是明代三教融汇说之创获处.
复所在论证三教一道时,其一大论据便是从孝悌出发,阐发“三教皆为爱身之教”.他在«三经

序»(三经指«道德经»、«孝经»、«圆觉经»)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申述:就儒家而言,“孔子言孝,自不

敢毁伤始,而推极于不敢恶,不敢慢,不敢遗小国之臣,不敢侮鳏寡,不敢失于臣妾妻子”,这段话正是

出自«孝经»,«孝经»之所以言不敢恶慢他人,是因为“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孔子讲“仁者爱人”,正
是这个道理,“爱其身必自爱人始”.但儒家之说容易导致过分看重身体发肤,即“其视体肤重矣”.
杨复所说,道家恰可克服这一点.«道德经»说:“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是说,“无私也,故
能成其私.不自生也,故能生”,这才是真正的“不敢毁伤”.但他又批评老子说的“吾之身见在也,而
安能外之,而安能无知之”,不能解决为何“外身”和“后身”的原因④.而佛教的缘起说正能去道家之

弊.佛教认为世界是由水、土、火、风四大中外和合而成,人亦如此,故身是妄身,心亦是幻.若人能

舍妄归真,离幻即觉,了知身为假合,心为妄缘,那么,就不会产生是非无明之见与善恶爱憎之情,“夫
既无憎爱,即能平等行慈,不受死”,能够平等地对待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受死亡之苦.杨复所认

为,这才是“不敢毁伤之至也”.他总结说,三教各有不同的爱身之说,就如皆要操舟渡河,只是操舟

方法不同而已.“人诚能离幻,即能外身,人诚外身,即能爱人”,离幻是佛教爱身之说,外身是道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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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说,而爱人则是儒家爱身之说.总言之,三教相互为用,“皆以善爱其身为教”,其“爱身一而已

矣”①.以孝悌出发论证三教一道,使得这篇«三经序»有着呼应明太祖«三教论»的浓厚味道.
而言及孝悌,自然要涉及明太祖的«教民榜文»中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

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有明一代,太祖之“圣谕六言”一般都是乡约制度的必备一环,故
在士人阶层中,这是体现太祖文治武功的具有标志性的内容.罗近溪作有«六谕翼»,近溪之师颜钧

则著有阐发明太祖“圣谕六言”的«箴言六章».杨复所在其最重要的著作«证学编»、«训行录»中都在

开首先附列近溪之«六谕翼»,足见他对近溪孝悌慈之学的认肯和对太祖圣谕的推崇.其中的一段文

字最能表达罗、杨师徒的心意:

　　高皇圣谕数语,直接尧舜之统,而兼总孔孟之学者也.高皇天纵神圣,德统君师,只孝

悌数语把天人精髓尽数捧在目前,学问枢机顷刻转回掌上,以我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大

知也.以我所能,能民所能,天下共成一大能也.知能尽出天然太祖高皇帝独以孝悌慈望

之人人,而谓天地命脉全在乎此者,则真千载而一见者也.②

这段话对明太祖的推崇无以复加,且热情洋溢,非可以阿谀奉承之辞视之.之所以如此,显然与罗近

溪之“以孝弟慈为宗”的思想主张有关.此处所言“知能尽出天然”,即是指孟子所说的“孩提之童无

不知爱其亲,及长无不知敬其兄”的孝悌,也即良知良能.所谓“天下共成一大知、一大能”,即是近溪

所说的以孝悌慈而“联属天下为一身”的“明明德于天下”③.
与罗、杨师徒之侧重从孝悌角度阐发明太祖之学不同,另有一些学者则从礼法的角度作了论述.

管东溟的“圆宗方矩”说正是其一,这一主张正是直接受启自明太祖的三教鼎立主张.他说:“圣祖之

经纶大经理则融三为一,不与其相非.教则鼎一为三,不与其相滥,而主宾自有在焉.大意见于

«御制三教、宦释»二论中.”此处的“理融教分”,正是“圆宗方矩”,故其又言:“圣祖总理三教,方其矩

而圆其规,真百王中之杰出者也.”④所谓教不可相滥,正是要保存儒家之礼仪伦常,使其不为佛教、道
教遗弃人伦、隐遁山林的思想所侵夺.且值得注意的是,管志道的“圆宗方矩、理一教三”说,正与他

对礼的推崇一致.礼为儒家之教,既然教不可混,则所谓礼教,所谓三纲五常就必须绝对地予以维

持.他说:“圣人之学智欲崇而礼欲卑.凡禅门所诠三祇劫中行菩提道,皆礼卑中事.凡禅门所诠三

祇劫中行菩提道,皆礼卑中事,而不可纤毫漏也.”⑤此言正是明太祖以佛道阴助王纲之意.可见,管
志道的三教融合主张正蕴含了他维护礼仪纲常的思想.论者多以晚明阳明学士人主张三教融汇便

是荡灭礼法,其谬之甚于此可见.否则,管志道批评当时士人“以狂儒藐时王”⑥的说法便无法理解.
周海门则曾在与弟子讲学中,从刑律的角度作推演,表露其对于«大明律»的推崇,«文录»记载:

“偶论律法次,先生曰:«大明律»亦不可不看,中间轻重出入,俱从天则自然所定,稍减稍增,便不惬

快,圣帝明王之心如此,匹夫匹妇之心亦如此,执法人之心如此,犯法人之心亦如此,是一部«春秋»,
亦是一部«易经»,即«书»«礼»«乐»都在里许.众惕然曰:是.”⑦在他看来,洪武时期制定的«大明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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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元:«三经序»,«证学编»卷三,第４２８页.
杨起元:«证学编»,第３２３ ３２４页.
罗近溪谓:“盖丈夫之所谓身,联属天下国家而后成者也.如言孝,则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苟一人

不孝,即不得谓之孝也;如言弟,则必长吾长以及人之长,天下皆弟,而其弟始成,苟一人不弟,即不得谓之弟也.是则以天下之孝为

孝,方为大孝;以天下之弟为弟,方为大弟也.”罗汝芳撰,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８４页.

管志道:«从先维俗议»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８８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７４、４８１页.
他因此称赞出入佛老的陆五台是“若逃儒而入禅,若逃禅而入佛然而居乡熏炙善良,则皆忠孝之纲也.”管志道:«祭陆

冢宰五台文»,«惕若斋续集»卷二,第１３页下.
这主要是针对泰州学派的王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兼善万世”来说.见管志道:«志练川明德书院缘起»,«惕若斋续集»卷

一,第４３页上.
周汝登:«周海门先生文录»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１６５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６８页.



竟然是“天则自然所定”,请注意,此言正是王阳明所说“良知上自然的条理”之意,也即是说,«大明

律»中所条列的律法皆出于本心自然、本心之天理.而在心学看来,六经皆是“吾心之记籍”,故而«大
明律»也就有着与六经同等的地位,由此即可推论说,六经皆在«大明律»中①.

另外,莲池大师云栖祩宏的弟子虞淳熙(１５５３ １６２１),也是罗近溪、杨复所的好友,他在羽翼«孝
经»的«斋戒之目»中专列«五刑章之目»一篇,以与«孝经五刑章»对应,但饶有兴味的是,此篇的基

本内容正是明太祖所制«圣谕六言»和«大诰»中的内容,后者正是明代的刑律,«大明律»与之内容多

有相近②.这种以律法之书«大诰»注解«孝经»的做法,亦正是要塑造«大诰»的经典地位.而经典是

为政治国之依据,故将明太祖的«圣谕六言»、«大明律»、«大诰»等塑造为具有经典性质的典籍,不仅

是对于明太祖文治武功的高度认可,同时也就意味着将“时王”之一代法典视为具有永恒之道的意

味,明太祖本人也就自然成为道统的传承者.

三、心学与道统

前文言及,杨复所等士人以明太祖为堪当媲美伏羲、孔子者,此正是明太祖承担道统之表达.但

以明太祖为道统的承继者,在晚明阳明学士人的阐发中尚可细绎为几个层次:第一,明太祖之思想与

心学的道统观一致;第二,明太祖担承者为道、治合一之统;第三,道统与治统何者更为重要.第一点

是后两点的前提,也就是说,阳明学士人认为,明太祖正符合阳明心学的道统观,正因此,明太祖才是

道统的传承者.有了这一前提,才可以说明太祖是道统、治统合于一身.
杨复所曾评价其师罗近溪之学,说:“罗子之学,实祖述孔子而宪章高皇.盖自江门洗著述之陋,

姚江揭人心之良,暗合于高皇而未尝推明其所自,则予所谓莫知其统者也.姚江一脉,枝叶扶疏,布
散寰宇,罗子集其成焉.”这段话若配上杨复所弟子佘永宁评价其师之言,则益发显其意义:“盖我师

之学,实得之明德罗子,罗子祖述宣尼,宪章高皇,师承其脉高皇益世无穷之语殆为我师道乎?
噫,尧舜千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千五百年而有高皇.其间治乱相寻,道统相继,历数有在,匪偶然

者,而斡旋宇宙之命脉,果系六谕之天言.非得罗子揭之,杨师宣之,寥寥数百载,孰有以窥其微

哉?”③两段话前后对照,直接可以梳理出明太祖———(王阳明)———罗近溪———杨复所这一道统传承

序列.在这一序列中,阳明心学乃至白沙心学,都被视为“合于高皇”者.通过这种道统序列的建构,
明太祖就成了有明之学的发端者,成了心学的开启者.

纵观杨复所于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刊印的«训行录»一书,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明太祖

打造成心学的代言人.这同时意味着,心学成了明太祖思想的注脚.其开篇序文即谓,高皇帝为“天
纵圣能”,“天生聪明,可望而不可及者”,“圣德纯粹,无声色之好,无游猎耽乐之从,聚精会神,凝思至

道.”以其为“思道”之人,并比之于上古之尧、舜.«训行录»收录有明太祖所作«拟问心»,其中言:“夫
心也者,中虚而不实,以居神灵,其神灵之运,性情思欲,无所不至神灵之所以运心也.”杨复所注

谓:“此详虚灵之义,以标人心之同.”最后,他又总结说:“圣训此章,至精至微,故托之孔子,实千圣传

心之诀也.臣庄诵而深惟之.”④他甚至还以自己所提出的“真心”说⑤为高皇帝之«谏官诰文»作注:
“人有真心,本自精一,惟不学,不识其真心,是以或二或三,而日流于伪耳.古人所以作则于千百世

之前者,此心也.未得吾心则当学古以求心.既得则古人之心不外是己.故其智自足以通古而才有

余裕,非博记古人陈迹而为之也.圣人泛应而曲当,今人泛应而恍惚,圣人造次而于是,今人顷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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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若比较杨复所之论,海门此段论述也并不过分,复所曾高赞明太祖之«提刑按察司诰»:“义理之精微,文章之尔雅,孔壁

百篇中罕见其伦,谓之天言帝训可也,于经典乎何有.”见杨起元:«训行录»卷上,第５５页上.
虞淳熙:«斋戒之目»,朱鸿:«孝经总类»,«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５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８６页.
杨起元:«证学编»,第３４７ ３４８、３２１页.
杨起元:«训行录»卷中,第５５页下、５８页下.
杨复所并不多言“良知”,或者“现成良知”,而是代之以“当下真心”.



垂违,皆不见真心之故也.”①经过他的注释和评说,高皇帝已俨然成为心学阵营中人.而在注解明太

祖«道患说»一文时,他说:“道本无心,非心不道,事道道事,心事事心,本末开张,由来一乎.”杨复所

解释谓:“率乎天命之性者,谓之道.盖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者也,何心之有天下之至精者,
即天下之至粗者也,事即是道,道即是事,心即是事,事即是心,虽若有本末之分,而由来则一而已.
人能于日用常行之间不着知识,不牵意见,如镜随现形,随来而随见直往直来于宇宙之间,夫何

患焉.”②在这一解释中,阳明学“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体用相即思维被圆融地纳入.此外,他还

屡屡引王阳明、罗近溪之言以注解太祖之文,③这就使得明太祖具有了精于心学的思想形象.
对于开创明代基业的明太祖形象来说,谓其功绩卓越,在明代自无争议.故将明太祖塑造成开

启明代心学、承担道统的思想形象后,以其为道治合一、君师合一者,便势如破竹.罗近溪谓:“前时

皆谓千载未见善治,又谓千载未见真儒.计此两段,原是一个.但我大明今日更又奇特,盖古先多谓

善治从真儒而出,若我朝,则是真儒从善治而出.盖我太祖高皇帝天纵神圣,德统君师,只孝弟数语,
把天人精髓,尽数捧在目前,学问枢机,顷刻转回脚底.”④杨复所将罗近溪此语置于«训行录»篇首,而
他自己亦言:“高皇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志明人伦也,高皇乘龙御天,既大明于当年,而真儒善

治继出,又大明于万世.生斯世也,为斯民也,可谓厚幸矣.学者不相与共明此学以跻斯世于大猷,
负也,恶乎敢哉.”⑤“以斯文论之,高皇功德不在孔子下,至于再辟浑沦,肇修人纪,尤当集三五以来君

师之大成者也.世儒尝疑自孔子以后何无圣人,而不知高皇已得其统.又尝称三代以后道统、治统

分为二,而不知高皇已合为一.”⑥概括罗、杨师徒之意,明太祖是道治合一、君师合一,乃千载一见之

圣,身为儒者,就当尊奉并发明其学.故杨复所批评宋儒以来的道治二分、无贤圣之君的道统观.
自理学诞生之日起,直到罗近溪之前,从未有理学家公然宣称某个当代的帝王是道治合一、君师

合一.相反,理学家是以道统自任,用师的身份以道抗势,以对现实的君主和政治保持批判和规范的

作用,在这一道统观中,治统是要从道统而出,而不是像罗近溪所言真儒从善治而出.此即余英时所

概括的“道统者,治统之所在”⑦.这一观念的奠基者就在周敦颐,«通书师友第七»中说:“圣人立

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觉觉后觉,暗者求于明,而师道立矣.师道立,则善人多.
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天下治”源于“师道立”,这段话成为宋明理学家道统观念的经典表

达.在儒家看来,三代以降,圣王不再,君师分裂,道统和治统也就不再合一.故罗、杨师徒的道统观

就一反前人,突出了治统的优先性.即使与其所属的泰州学派之开宗王艮相较,亦显得极为另类.
管东溟之道统观与罗、杨保持一致,以为明太祖是“在君道则重光之尧舜,在师道则再来之仲尼”⑧,他
正是据此批评王艮所言“出为帝者师,处为天下万世师”是“张皇见龙”,藐视飞龙御天之太祖⑨.就理

学道统观的演变而言,晚明阳明学士人主张“真儒从善治而出”的道统观,正是道统观一大转捩点,同
时也是理学发展的转捩点,阳明心学乃至儒学本身之“道德理想主义”关怀在此走向了低潮.

馀论:权威与秩序

迄今为止,对于阳明学之政治化向度的研究还显得不够.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向度对理解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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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起元:«训行录»卷上,第４７页上、下.
杨起元:«训行录»卷中,第２０页上.
例如«训行录»卷上,第４页下 ５页下、９页下引罗近溪之言,１６页上引王阳明之言等等.
罗汝芳撰,方祖猷、梁一群、李庆龙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第２３４页.
杨起元:«训行录»卷上,第４页上.
杨起元:«巡行录»卷中,第３页下.
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２４页.
此语为管氏所常道,见管志道:«惕若斋集»卷三,第１７、５９页.
管志道:«师门求正牍»,日本内阁文库藏本,第１４页上.
吴震教授所著«罗汝芳评传»一书对罗近溪思想的政治化倾向作了深入的探究.



明阳明学尤为关键,这种政治化倾向的最集中表达就是对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推崇和“再造”.之所以

说是“再造”,是因为晚明阳明学士人心目中的明太祖朱元璋,与其说是那位曾经在元末明初叱咤风

云的真实历史人物,毋宁说已然成了一种圣王的符号,一种圣帝明王的形象.在这一“再造”朱元璋

形象符号的过程中,杨复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吴震教授指出:“从杨复所以及罗近溪的一些

言论中,令人感到在近溪周围的思想圈内,有一种独特而奇怪的氛围正在形成和弥漫.”①我们禁不住

会问,为何阳明心学士人会如此“奇怪”地主动向政治靠拢,主动地将某一位政治人物塑造成圣王的

形象并加以渲染和宣扬?
不论是罗、杨师徒,还是管志道,他们在表彰明太祖为道治合一的圣祖时,都将自己的学术理论

与明太祖连接在了一起,比如前者的孝悌之学,后者的圆宗方矩说.这使得他们的学术思想本身也

构成了“宪章高皇”的一环,这可以通向两种理论后果:一者,是以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为注释和论证明

太祖为圣王的资据;二者,同时也就使得自身之学术思想获得了政治上的合法性,使之体制化、政治

化.这种做法当然有好处,在程朱理学占据正统意识形态的明代,罗近溪等人的做法无疑可以使得

心学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准正统”的地位,但也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后果,这就是牺牲了儒学“从道不从

君”的精神传统,当他们将上古三代方存的道治合一搬到自己身处的明代,也就意味着自己所身处的

时代的儒者就必须服从于皇帝的权威和统治.原本以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交互关系为内容的君臣

伦理变成了单向的顺服式伦理.在君道和师道之间,师道必须服从君道,此正是“真儒从善治而出”
所蕴含的一点.管志道反对“狂儒藐时王”,无疑也是其体现.

如果我们要探究这些儒者将心学与政治“结盟”,将儒学附庸于政治的初始动机,或许是永远没

有答案的.试问:他们是真地出于对于自己的思想的认可才去表彰明太祖呢,还是从一开始就是想

将自己的思想向明太祖靠拢呢? 我们不得而知,但若予以同情之理解,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一道德而

同风俗”,这一理想的落实,教化的实现就需要有一精神道德的权威,这或许正是杨复所等士人以明

太祖为“天挺圣神”的根本缘由所在.这也反映出以“觉民行道”来综括阳明学的经世理路的观点是

值得仔细推敲的②.不论如何,他们在各自著作中表现出的众口一辞的一致性,也着实让人感到惊

讶.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儒者批判精神的减弱,是宋明理学“以道抗势”理念的衰颓.
从政治哲学的视野来看,任何社会都需要权威,权威存在于一切社会组织之中,“权威是植根于

人类行为中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没有权威,秩序就无法保证,因为“它是道德与法律秩序的源

泉”.但权威又分为两种,一是政治权威,一是社会权威,前者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后者则是非强制性

的,为民间大众所认同的道德性的权威或精神性的权威.可以说前者有着以力服人的特点,后者则

是以德服人.正如学者所论,“政治权威拥有社会权威所没有的强制,而社会权威则拥有政治权威所

不能具有的发现真理和规定美德的资格.”③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便具有强调

以权力为后盾的强制性的权威的思想特点,儒家则既重视权威,比如圣人,也重视个体的道德自由、
道德自主.若权威与自由之间能保持一种健康平衡的状态,这就是儒家所能期望的理想社会秩序.
因此,极为重要的是区分开权威与权力,区分开以权力为后盾的权威与以美德和真理为后盾的权威.
儒家之区分圣与王、德与位、政与教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这体现了儒家对于权力的警惕.换言之,儒
家虽重视权威,却与权力保持距离,并试图以道德驯化和引导权力的使用.

明代讲学之盛,往代远不能及.泰州学派无处不讲学,正是其典型体现.立基于民间的讲学与

劝善正是营造道德权威的极佳氛围.阳明学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朱子学的反动,反对朱子学的“定

０３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③

吴震:«罗汝芳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４９８页;亦可参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４１３页.
可以说,阳明学士人从来没有放弃过得君行道的意念,“觉民行道”最终必须要与“得君行道”打并归一.
刘军宁:«保守主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５页.



理观”,主张“道无定在”“心无定体,论亦无定体”,这就是要“排除一切即成的典要、思为,而直接和自

在自动的天则贯通”,不为定理所拘,而是以良知为自然之天则,为“真的理、真的秩序伦理”①.所以,
阳明学在提倡“满街皆是圣人”之时,就在某种程度上宣告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道德权威、精神权威,
这一思想的末流或即刘宗周所批评的“猖狂者参之以情识”.管东溟批评泰州学派“以狂儒藐时王”,
也正是在说不能过于强调道德权威而藐视政治权威,担忧这样一来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同时,“满街

皆是圣人”也意味着圣人在三代以降的后世是可以不断出现的,既如此,那么在明代出现的圣人是谁

呢? 无疑,明太祖就是首当其选的人物.因此,杨复所、周海门等阳明学士人以明太祖为道治合一的

圣人,一方面可从秩序关怀的角度上来理解,另一方面也是对阳明学圣人观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
可叹的是,这样一来,太过于强调以权力为后盾的政治权威,甚至抽空了道德权威的根基.

在原始儒家的论述脉络中,尧、舜、禹、文、武、周公等圣人,是当时现实中真实存在的政教合一的

圣人,既是政治权威,又是道德权威.但在孔子之后,政教二分,道治不再合一,则“政治是政治,道德

是道德,二者应在社会文化上相合,而不是集中于一人身上.若集中于一人,就会导致集权专制,儒
家的基本精神并不是如此”②.孔子之后的时代,政治的鼎盛、文化的辉煌,都只能是社会文化层面的

一种“虚说”.所谓社会文化层面,当然是就承担弘扬“未丧之斯文”之责的士人群体来说.若将道德

与政治的结合当作合于一人的“实说”,就是将此打造政治文化鼎盛的功绩都归于帝王一人,此即是

将道统、治统合于现实中的帝王,比如明太祖.以一人之身汇合政治之极与道德之盛,则朝廷上下成

一言堂,政治的专权、文化的专制,在所难免.依此以观,谓杨复所等人之论有违儒家之基本精神,亦
非苛责.对于晚明阳明学之演变,从其与“明太祖”这一符号之关系的角度来看,则黄宗羲所云“阳明先

生之学,有泰州、龙溪之学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③,亦别有一番意蕴.
但反观儒学自先秦以来之发展,阳明后学推崇明太祖的问题尚非如此简单.在儒学史上,与将

现实的帝王抬举为圣人相反相成的另外一种现象是:以无位之孔子为圣王.这一端倪早在«论语
子罕»中“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即已显露.而孟子则说:“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
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将孔子与禹、周公并称.当我

们反观理学之发生时,也会看到类似的观点,对理学发生有先导之功的宋初种放就认为,“孟轲当周

之衰,其道亚孔子而与尧、禹并.其道德礼法施于生民、赖于今日者,其功岂下帝舜之殛四凶、大
禹之平水土者邪? 则孟轲之志犹夫子也,其志在乎施仁义、兴礼乐而行王者之事也.”④宋代理学家曾

给予高度评价的宋初三先生则一方面将孔子作«春秋»比于“黄帝伐蚩尤,舜流四凶,禹戮防风,周公

杀管蔡”,另一方面又有着与阳明后学类似的看法,仿唐之«贞观政要»撰著«三朝圣政录»,认为“礼乐

文物,焕然而章明;教化刑政,淳然而大和.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继之,太平之业就矣”⑤,以当代

之太祖、太宗、真宗为“三圣”,比拟于尧舜三代之治 .这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种启示:在儒学中,将圣

人王化/道德权威政治化,将王者圣化/政治权威道德化都是引君向道的一种方式,显示了儒家以道

德化导、规范政治的思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化导与规范的主动权应在儒者而非在位者那里.

[责任编辑　曹 峰　李 梅]

１３１寻求权威与秩序的统一———以晚明阳明学之“明太祖情结”为中心的分析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索介然、龚颖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２２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３３页.
黄宗羲著,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７０３页.
种放:«述孟志上篇»,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１０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５

页.
石介:«与张泂进士书»、«三朝圣政录序»,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６４、２０９ ２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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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室铭»作者问题释证

孙 思 旺

摘　要:«陋室铭»虽不列于梦得文集传世刻本,但古今学人一向视为刘氏遗篇.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

来,于北山、卞孝萱、吴小如等先生纷纷撰文,断为伪托,遂使其作者问题渐有演为公案之势.今考诸家之

说,颇拾宋僧孤山智圆遗绪,以人品文风之好恶臆断真伪,殊不足取.所欲论者有三:其一,传世刘集可以

为«陋室铭»提供一系列文本内证;其二,唐人的陋室之咏集中产生于刘禹锡的交游群体;其三,被辨伪者援

以为据的唐观音寺界碑实系伪刻,抄撮村言俗语说并不成立.

关键词:«陋室铭»;作者问题;观音寺界碑;文本内证;时代共性

«陋室铭»不见于梦得文集传世刻本,然而古今学人习于讽诵,一向视为刘氏遗篇.１９６３年,卞
孝萱先生«刘禹锡年谱»刊行问世,对涉及此铭的史料、传说之误略有考订.嗣后,于北山先生援据宋

初名僧孤山智圆之说,推断此文乃他人窃名之作,非出刘氏之手.１９９６年,段塔丽先生提出一新观

点,认为铭文的真正作者乃卒于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的崔沔,其依据则是«新唐书崔沔传»沔“尝作

«陋室铭»以见志”的相关记载.同年,吴小如先生更藉段文加以申论,认为“今所见«陋室铭»实不类

唐人作品”,“如确信其为唐人手笔,则宁信其作者为崔沔,亦不宜属之刘禹锡”① .稍晚,卞孝萱先生

的论学长信在«文史知识»刊出,正式确认了他对“伪作说”的赞同立场② .
与上述怀疑论交错出现的,是捍卫刘氏著作权的各种辩护说.譬如,吴汝煜先生以为,«陋室铭»

当撰于刘氏分司东都、息肩洛阳之时;王鹤、李晓丽两先生则以为,此文当撰于和州刺史任上,经柳公

权书碑后刻石流行.此外,颜春峰、汪少华两先生专就段塔利文提出的崔沔作铭说,逐条加以驳斥③ .
以上诸文的具体论述无烦详引,所须注意者有三.其一,有些辨伪结论(比如明人作伪说、元明

以前之书虽录全文然未系之刘禹锡说)之所以得出,是因为所见文献资料不广之故.这一点,钱大昕

早已藉梁元帝之言提出过批评,今人应当引以为戒④ .其二,有些辨伪动机的产生,是基于雅人不能

　

作者简介:孙思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研究馆员(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２).

①　以上诸说参见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第１２７ １２８页;于北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补正»,«教学

与进修»１９７９年第３期;段塔丽:«‹陋室铭›作者辨析»,«文史知识»１９９６年第６期;吴小如:«‹陋室铭›作者质疑»,«文学遗产»１９９６年

第６期.

②　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卞先生此文对个人学术史的回顾略有疏失,１９６３年«刘禹锡

年谱»只是考订了关于«陋室铭»创作背景暨陋室所在地的各种误说,并没有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的观点.断之为伪作,实是于

北山先生读了«年谱»之后,藉以引发的新论断.到１９９０年«刘禹锡集»出版时,卞先生校订语也仍只是说“恐非刘文”.这个误忆,又

见于卞孝萱«漫谈中唐诗坛»(«白云论坛»第４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４页).

③　以上诸说参见吴汝煜:«谈刘禹锡的‹陋室铭›»,«文学遗产»１９８７年第６期;王鹤、李晓丽:«‹陋室铭›作者祛疑»,«古典文献

研究»第１５辑,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２年;颜春峰、汪少华:«‹陋室铭›的作者不是刘禹锡吗?»,«寻根»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④　钱氏谓:“崔沔尝作«陋室铭»,在刘禹锡之前.李德裕有«秋声赋»,在欧阳公之前.梁元帝«金楼子»有一条云:‘桓谭有«新

论»,华谭又有«新论».扬雄有«太元经»,杨泉又有«太元经».谈者多误,动形言色.或云桓谭有«新论»,何处复有华谭? 扬子有«太

元经»,何处复有«太元经»? 此皆由不学使之然也.’”参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陋室铭»,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３年,第３９５
页;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卷六«杂记篇第十三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２４页.



有俗作、高士不能有浅文的认识观念.此种观念之荒谬姑且不论,即就史书对刘禹锡其人、读者对

«陋室铭»其文的评价而言,本身便是极具争议的话题.其三,正反双方对某些关键材料的解读相去

甚远.比如,所谓刘禹锡撰、柳公权书和州«陋室铭»一事,质疑者以为伪,辩护方以为真,在没有实物

碑拓可供甄别的情况下,继续纠结于此等材料,不可能一杜论者之口.
笔者以为,关于«陋室铭»的作者问题,有不可得而论者,有不必得而论者,有可以得而论者.此

铭作于何时何地,起因如何,文献不足征,此不可得而论者;铭文格调究竟低俗还是高雅,见仁见智,
且与著作权归属无必然关系,此不必得而论者;«陋室铭»一文能否从刘禹锡文集中求得文本内证,能
否从刘禹锡所处时代中求得思想共性,此可以得而论者.至于宋初僧人孤山智圆以人品文风之好恶

臆断真伪、一开后世乱源①,新见纂述据疑增惑、割梦得之篇什转赠崔沔,皆为笔者所不取,亦不拟专

门置评.

一、唐观音寺界碑当系伪刻,抄撮俗语说不足据

有必要先从卞孝萱先生援引的一方碑刻谈起.这方碑刻,便是湖北应山(今广水市)的唐观音寺

界碑②.碑文开头四句说:“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卞先生由“盖闻”二字推

断道,“这样的话”应当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陋室铭»晚于唐观音寺界碑,其开头四句自

然也是抄撮套用村言俗语而来,而这种情况“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不可能出自“著名哲学家刘禹锡

的手笔”③.问题是,这方碑刻的可靠程度如何呢?
此碑原立于蔡河镇兴旺村观音寺,碑文收入１９９０年新编«应山县志».其寺与碑,旧嘉靖县志、

康熙县志、同治县志均不载,各种常见金石书也未述及.观碑文内容,除上揭“盖闻”四句附庸风雅

外,其余部分尽与田产寺界有关,产业置办者及立碑人均系“净乐”和尚,勒石日期为“大唐贞观四年

三月”.笔者通读碑文之后,觉得有如下问题值得关注.
其一,对建寺历史的记述不似当时实录,更像后世托古之辞.碑文说:“永阳邑北隅,离城五十里

许,有观音寺建自大唐,其庙宇俱系释子净乐创修.”若净乐果有其人的话,其刻石纪事正在唐初,以
唐初之人而云建自大唐,辞气颇为不顺.若说此语出自后世人之口,仅仅是在作伪时未能消泯其“追
述”痕迹,一切疑点便可释然.

其二,碑文所涉地名古今混杂,或久废不用,或当时未兴.比如,在表地理方位时用来指代应山

城的“永阳”一词,便存在名与实的双重淆乱.稽考史籍可知,永阳本是南朝宋、齐、梁三朝旧县,治所

在今湖北省安陆市东北六十里吉阳山下;西魏文帝大统(５３５ ５５１)末年,为西魏所并,改名吉阳县;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５９８),废改为应山县,治所迁至应州所治旧应浓山戍城,亦即今广水市区应山县

老城.永阳故城与应山新治之间,相去五十里左右,隋炀帝大业(６０５ ６１８)以后更是分属两县管

辖④.唐初之人去隋不远,对两名、两城的区分当甚熟稔.净乐和尚既欲严标寺界田产以垂永久,又
岂会笼统混用而致自乱方位.又如,碑文提及的锅顶寨当系晚起地名.锅顶寨又称锅岭寨、锅底寨,
与当地最为险要的兴安寨(又称兴旺寨、兴王寨)相接.古代的方志舆地书在推溯兴安诸寨的起源

３３１«陋室铭»作者问题释证

①

②

③

④

智圆:«雪刘禹锡»,«闲居编»卷二十六,«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六套第一册;该文又收入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三

一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册,第２６０ ２６１页.
碑文收入湖北省应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应山县志»,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６１８ ６１９页.
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永阳县的地理沿革,史料记载颇为含混淆乱,近世学人论及,积误亦自不少.笔者已另撰«湖北永阳故城史料考征»一札,聊

作本文注脚.



时,多以为系由宋人防御金元、避难自保而起,其说可信①.南宋时,有大臣建议对淮南缘边的栅寨民

团给予存恤安抚,既可以各收其用,又可以消弭潜在的土匪化、反政府化倾向②.这个建议后来被政

府采纳施行,若干非法的准军事据点遂由此取得合法地位,这恐怕也是当地寨名大兴的主要原因

之一.
其三,净乐和尚的建寺过程过于夸张,考诸史实,与常理甚有不合.据碑文推算,观音寺的建寺

拓寺活动,上限为武德元年(６１８)五月,下限为贞观四年(６３０)三月,为时不足十二年.然若考虑到武

德四年(６２１)五月以后此地始归唐有③,其实际建设时间当为期更短.具体的建设内容,先是由净乐

和尚手创观音寺,继而由观音寺自创金刚寺、焦儿寺、南泉寺、铙钹新寺,并自置了规模甚为可观的田

产.这个节奏即使在通都大郡升平年间亦极为惊人,更何况应山乃“楚之穷邑”④,兵燹甫熄,而所谓

的净乐和尚又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僧人.
其四,碑文中有与时代不符的避讳字.创业者暨立碑人署名“宏法沙门比丘净乐”,“宏法”当作

“弘法”,改“弘”为“宏”是历史上常见的避讳方式.唐代也曾为孝敬皇帝李弘避“弘”字,但那是唐中

宗神龙复辟以后的事情.后世避“弘”字较为著名而彻底者,一是宋避太祖、太宗之父赵弘殷之讳,二
是清避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之讳.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此碑当出于宋世以后之伪造⑤,其目的实是为圈占无主寺田制造依据,而所

谓“宏法沙门比丘净乐”,历史上恐无其人.只因应山之地山寨众多,兵兴则为军屯民堡,治世犹不免

土匪盘踞.在战争匪乱的蹂躏下,寺无僧、田无主的情况当甚常见.此时若适有僧众驻锡某寺,又企

图将周围的无主地产纳入囊中,最好的办法便是证明它们自古以来便属己有,于是唐碑及碑中之创

业僧遂凭空而现⑥.寺碑开头四句,显然是为蛇之吞象寻找理由,也即寺虽不大,但有神灵护持,香火

旺盛,故能田多院广一至于斯;然若果真如此,又何必每建一寺必更寺名呢?
至此,我们可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唐观音寺界碑系后世伪刻,“当时”“顺口溜”云云纯属伪命题;

并非«陋室铭»抄录了碑中“顺口溜”,而是此碑在作伪之时套用了«陋室铭»所创造的的流行句式.

二、«陋室铭»刘集内证梳理

前文已经谈及,«陋室铭»抄撮当时俗语以成开篇四句之说绝不可信.接下来,我们再从创作习

惯的角度,探讨一下此四句的典故来源,以及刘禹锡文集中的类似表述.«铭»文其他部分,亦仿此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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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重印信阳州志»卷一«舆地志»“兴安寨”,«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１２０号,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年影印本,第４８
页;«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一六«汝宁府二»“兴安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本,第１０５５３页;«嘉靖应山县志»卷上«关隘»“平
康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４年影印本;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七«湖广三»之随州“大洪山”、
应山县“天井涧”,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２０、３６２５页;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德安府“大洪山”、“平康寨”,«顾炎武全集»
第１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２７页.对于作为“四十八寨”之中心的兴安寨(当地有四十八寨保兴王的传说),亦有

认为起于元末明初者,比如«嘉靖应山县志»(卷上«关隘»)、«天下郡国利病书»(第２７２７页),皆云“杨平章”立.杨平章即杨璟,曾任

朱元璋政权的湖广行省平章.
参见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卷二二八绍兴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庚子“侍御史汪澈奏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影印本,第１６４３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绍兴三十一年六月壬寅朔“御史中丞汪澈入对”,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
广雅书局刊本.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５８１、１１ １２页.
张耒:«二宋二连君祠堂记»,张耒撰,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张耒集»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７６４页.
或宋或清,且待方家更加详考.
明末政治家、应山人杨涟曾记述过一段当地旧闻:“嗣后,僧多不戒于行,甚之有嬲秽大士座前者.一日停午无云,山绝顶上

双龙引水,初如两匹练倒下,寺宇及一僧随水空中飞堕山下.”“土人指点有潭澄泓不测.前白日双龙引水,下洗秽土者,此中物

也.”(«杨忠烈公集»卷七«修复高贵山灵境小引»,台北:华文书局,１９６９年影印清道光十三年刊本,第８６１ ８６３页)据此可知,其一,
至少在应山一带,僧人的不良行为并不鲜见;其二,佛寺所遭遇的灭顶“天灾”,从一定程度上讲,可能是对历史上兵匪“人祸”的另类

反映.



句,依次叙说于后.
(一)“在 A不在B”
若将开头四句浓缩还原,便是一种“在 A不在B”式的经典表述.这种表述模式通常用来指明,

易见的外在属性与不易见的内在属性之间何者为决定性因素,从而使事物的意义所在与问题的解决

途径简明扼要地彰显出来.
譬如,据«左传»记载,鲁宣公三年(前６０６),楚庄王“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颇示“偪周

取天下”之心,周王特使王孙满应对道:“在德不在鼎.”①又如,«国语»记向戌弭兵之盟,“楚人固请先

歃”以争长,晋叔向力主退让,并劝上卿赵武说:“霸王之势,在德不在先歃.”②又如,«史记»载魏武侯、
吴起浮舟中流,武侯夸示魏有山河之固,吴起回应说:“在德不在险.”③其余见于«管子»、«荀子»、«韩
非子»、«吕氏春秋»等书的例证甚多,不必一一枚举.

刘禹锡向以用典严肃著称,他的类似表述显然是从«左传»等书化用而来.传世刘集中的相近例

证并不难找,比如,在其连州刺史任上,曾有嗜名书生曹璩因遍干“东诸侯”未果来见,欲“依名山以扬

其声,将挂帻于南岳”.刘禹锡棒喝道:“在己不在山.”④这条例证与经典原型高度吻合.接下来我们

且看稍有变易的另一例.«佛衣铭»云:“佛言不行,佛衣乃争,忽近贵远,古今常情坏色之衣,道
不在兹,由之信道,所以为宝.”⑤这几句话简言之即“在言不在衣”,只是因涉及高僧遗物、宗教信仰,
措辞较为尊重而已.此外,若细加品味的话,上引«佛衣铭»与«陋室铭»的语言风格极为相近.盖因

铭之作,本为自警警人,行文宜取平实精炼,利于唇吻,不必故作高深晦涩,使人望而远之.
回过头来再看«陋室铭»起首几句,稍稍变易其体,即山之名“在仙不在高”,水之灵“在龙不在

深”,人之馨“在德不在室”.考诸经典,渊源有自;求诸刘集,辙迹相通.
(二)陋室君子

通常而言,陋室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贫而无力为之,一是俭而无意为之.经典中书及此语,
往往是用来衬托君子固穷守约的人格力量.«铭»中之陋室,自然是由经典用法沿袭而来.

卞孝萱先生以为,此典当出于«论语雍也»,所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

改其乐”⑥.就颜回的生活境况而言,居室之狭陋不难想见,«雍也»之文的确与此典相合.蒋建波先

生则以为,其语源当在«荀子儒效»,所谓“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

之争名”⑦.以上两说俱见卓识.但若对“陋室”二字更作苛求的话,«韩诗外传»的说法不应该忽略:
“彼大儒者,虽隐居穷巷陋室,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矣.”⑧

因为上揭载籍的权威表述,“穷巷”、“陋室”云云遂演变为反衬君子德行的明谦暗褒之辞.当然,
历史上通常与此类褒辞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孔门高弟颜回,或者以颜回为模型抽象出来的命世

大儒;«铭»文所说的躬耕南阳时的诸葛亮、草创«太玄»时的扬子云,自然都在陋室君子之俦,只不过

后两者是无意为之而已.«铭»文最末一句出自«论语»,仍是呼应开头的“在德不在室”这一点.«论
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⑨

接下来再看一下传世刘梦得文集中的相近表述.«萋兮吟»云:“穷巷秋风起,先摧兰蕙芳.”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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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一,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３６７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４２９ ４３０页.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１６６页.
刘禹锡:«送曹璩归越中旧隐»,«刘梦得外集»卷八,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２年,«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
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三十,«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
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１期.惟卞先生受王念孙父子影响,必解“陋巷”为陋室,似犹有可

商.
蒋建波:«‹陋室铭›中“陋室”考辨»,«语文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９期.
屈守元笺疏:«韩诗外传笺疏»卷五,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４７页.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九,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１１年,第７９页.



面上看,简直就是颜回不幸短命早死的翻版.它的政治寓意前修时贤早有叙说,不必赘论.«和董庶

中古散调词赠尹果毅»云:“言有穷巷士,弱龄颇尚奇.”在交待果毅都尉尹某出身寒微的同时,赞扬了

他的坚贞志节.«赠别君素上人»云:“穷巷唯秋草,高僧独扣门.”作者在诗中以穷巷陋室守道君子自

比,不苟交游的形象跃然纸上①.再则,刘禹锡属辞行文每每用及“草玄”一典,譬如«和董庶中古散调

词赠尹果毅»云:“寂寞草玄徒,长吟下书帏”;«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云:“端州石砚人间重,
赠我应知正草玄”;«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云:“其如草玄客,空宇久寥寥”.以上三首

皆是取此典淡泊自守之义②,用来表诗中迁客逐臣之情.凡此种种,皆与«陋室铭»的用典、寄意深相

契合③.
传世刘集中也曾言及“陋室”一词,«上杜司徒书»云:“小人祖先壤树在京索间,瘠田可耕,陋室未

毁.”④但就所表实物而言,«书»、«铭»两文中的陋室恐不可等量齐观.前者特指先祖旧居,后者可能

更近乎王龟的书斋隐舍⑤,是随其宦途所在而设的起居修养之所.
(三)莓苔青草

莓苔、青草皆是幽静中富于生机之物,文人雅士吟咏及之殊不鲜见.论者或以为“苔痕上阶绿,
草色入帘青”两句是南方气候写实,“北方干燥,房屋左右前后少见青苔”,由此又推导出浙省文士伪

托说等结论⑥.然刘禹锡再游长安玄都观题诗,而云“百亩中庭半是苔”;与裴度、白居易、张籍在长安

兴化坊联句,而云“新暑石添苔”;与裴度、白居易在洛阳联句,而云“石径践莓苔”⑦.可见征诸文字,
其说并不成立.况且笔者即北人,焉不识苔藓之为物,每逢雨季,墙头檐边阶角树下极易滋生.要

之,仅凭上揭两句中的苔痕草色,并不能将北方摒除于可能的创作地点之外.
还是回到本文的关注范围,从创作习惯的角度考察传世刘集中的文本内证.隔帘草色意象的构

设,不仅见于«陋室铭»,还见于刘集中的«伤愚溪三首»⑧.愚溪,实即柳宗元在永州辟建的“陋室”,刘
禹锡在引言中记述道:“故人柳子厚之谪永州,得胜地,结茅树蔬,为沼沚,为台榭,目曰愚溪.”柳宗元

去世三年后,有游僧话及愚溪光景,刘氏悲不自胜,因赋诗三首以“寄恨”.其第一首云:“隔帘惟见中

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所引上句几乎可以看作“草色入帘青”的主客反写,只是借“惟见”二字渲染

了“草堂无主”之悲.
其第三首云:“柳门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所引下句与«铭»文“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

青”二句物象略同,但在此诗意境中,空宅荒废已久,野草青苔任其滋蔓,迥不似«铭»中“上阶”、“入
帘”之色恬静可喜.

对于莓苔生长蔓延的动态化描述,我们可以从刘氏«和乐天早寒»一诗中,为«陋室铭»找到相近

之例.前者云:“雨引苔侵壁,风驱叶拥阶.”“侵壁”、“上阶”两语在意境营造中的趣味几乎全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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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就意境而言,这两句诗几乎可以看作«陋室铭»一文的绝妙缩写.
«汉书»卷八十七下«扬雄传下»云:“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

如也.”(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５６５ ３５６６页)
«萋兮吟»以下诸篇,分别见«刘梦得文集»卷二、卷一、卷七、卷四、«刘梦得外集»卷六.
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十四.
笔者在另一文中已经述及,王龟是王起之子,“父职京师,则于永达里建书斋;父镇河中,则于中条山起草堂;父保厘东都,则

筑松斋于龙门;父节度山南,则立隐舍于汉阳”.见拙文«‹唐书辑校›指瑕»,«湖南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卞说的问题在于,观点B(铭必作于南方)本不成立,由观点B

推导出观点C(南方文士伪托),又需以观点 A(铭为伪作)为前提,而观点 A本亦不成立;但就字面关系看,B、C却又成为佐证 A成立

的依据.有关卞先生的具体论述,王鹤、李晓丽两先生有较为详细的针对性分析,参见前揭«‹陋室铭›作者祛疑»一文.
分别见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裴度、刘禹锡、白居易、张籍«宴兴化池亭送白二十二东归联句»,裴度、白居易、刘禹锡«予

自到洛中与乐天为文酒之会时时构咏乐不可支则慨然共忆梦得而梦得亦分司至止欢惬可知因为联句»,«刘梦得文集»卷四,«刘梦得

外集»卷二,«刘梦得外集»卷四.末首联句题名参据他本迻录.
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十.



以白居易原诗«早寒»之句———“黄叶聚墙角,青苔围柱根”作比较,其属辞偏好之不同便可分晓①.
(四)鸿儒白丁

围绕“鸿儒”、“白丁”两句,论者之疑主要有三:一是措辞明显“瞧不起群众”,与刘禹锡思想作风

不符;二是对环境的描述有悖常识,“苔多草长”表明“人迹罕至”,与“谈笑有鸿儒”自相抵牾;三是“缺
乏逻辑”,“‘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
士”②.问题在于,其一,有否上述弊病与此铭是否为伪作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两者之间并不存在表

里关系或因果关系,而历史上从境界品格、创作技巧等方面对刘氏提出尖锐批评者绝不鲜见,倘若依

据上揭标准为断的话,传世刘集中的伪作恐怕也要十居二三;其二,前述三疑所指摘的弊病,或是以

辞害意,或是以今律古,征诸刘集、唐史,其说并不成立.
先看疑之一.是否瞧得起群众并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富于阶级性、革命性、近代民主性的是非标

准,用它来衡量一千多年前的士大夫官僚,超越了时代限制.况且铭文在这里主要是对理想志趣的

表达,而爱民如子在中古时期最多也就是劝课农桑、敦厚风俗而已,并非要与“白丁”培养共同的生活

情趣.凡此姑置不论,在传世刘集中亦不乏相似表述.比如,«赠别君素上人»云:“穷巷唯秋草,高僧

独扣门.”高僧独至,与“鸿儒”、“白丁”两句意同,只是行为主体变更为宗教人士而已.又如,«送湘阳

熊判官孺登府罢归钟陵因寄呈江西裴中丞二十三兄»云:“何武劾腐儒,陈蕃礼高士.”③诗以何、陈比

裴堪,兼有自明本志之意.若据陈蕃独设徐孺子之榻以推,此诗的交游原则实比鸿儒白丁更为严苛.
次看疑之二.论者所设想的矛盾过于夸张,且不说“鸿儒”为数有限,不可能匝地而来,即便野途

古道专供车马碾轧、行人践踩,诗人犹有“远芳侵”、“野华沿”、“饶蒺藜”之叹④.因此,所谓鸿儒造访

与苔多草长相矛盾之说,实属无端臆测.我们仍举刘集中的例子以资说明.大和元年(８２７)白居易

为官长安,其洛阳宅第有家人长住,有双鹤翔舞,有故人时时登门问讯,而刘禹锡«鹤叹»云:“一院春

草长,三山归路迷.”开成年间(８３６ ８４０)刘禹锡、白居易同居洛阳,每每聚首小饮,刘氏«秋晚病中乐

天以诗见问力疾奉酬»云:“肯踏衡门草,唯应是友生.”白氏«乐天以愚相访沽酒致欢因成七言聊以奉

答»云:“犹胜独居荒草院,蝉声听尽到寒螀.”⑤盖院中有青草莓苔,多系文人故意保留或营造的野趣,
论者实不必以鸿儒践踏为忧.

次看疑之三.此说对铭文的剖判,目的性过强,且不无偷换概念之嫌,毕竟用及道教术语、读及

佛教经典与崇信二氏之间尚有一定距离.抛开这种瑕疵不论,隋唐时期本以三教合流著称,换言之,
儒家与释、道二氏之间的相互包容性甚强.士大夫服食丹药、广接缁侣是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而恃

丹术诗文之妙游处各地守候间的僧人道士也所在多有.刘禹锡走的本是儒家仕进之路,故而自述家

史则云“家本儒素”,“世为儒而仕”,“世业在逢掖”;宣明本志则云“本业儒素,频登文科”,“儒臣之分,
甘老于典坟”;以谦辞自表则云“逢掖之腐儒”;同僚谓之“希儒之徒”则喜云“华衮非贵”⑥.可是当他

谪宦经年、心灰意懒之际,亦不免沉溺“出世间法”以销仕途之忧,“繇是在砚席者多旁行四句之书,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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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分别见«刘梦得外集»卷一;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六,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１９５５年影印宋刊本,第６７２页.
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１期.
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六.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刘禹锡«令狐相公频示新什早春南望遐想汉中因抒短章以寄诚素»:

“野华沿古道,新叶映行宫.”柳宗元«田家»:“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分别见«白氏长庆集»卷十三,第３１６页;«刘梦得外集»卷三,
«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本;«柳河东集»卷四十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７３４页.

以上引诗前首见«刘梦得外集»卷一,后两首见«刘梦得外集»卷四.
依次见刘禹锡:«夔州谢上表»、«子刘子自传»、«游桃源一百韵»、«汝州谢上表»、«苏州谢上表»、«苏州加章服谢宰相状»、«答

容州窦中丞书»,载«刘梦得文集»卷十八,«刘梦得外集»卷九,«刘梦得文集»卷一、卷二十、卷十九、卷二十二、卷十四.



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①.他对道教的态度,亦大体近是②.然而,刘禹锡毕竟以“儒素”“艺文”为
“本业”,即便在蹭蹬南荒、耽情佛老已甚的情况下,仍汲汲乎以接引儒者为急务③,而对于那些隐在草

莽的读书人,仍循循然诱之以科举策名之道④;其在仕途通坦之时,更不必说.然则«陋室铭»之待儒

佛道,正合乎当时的时代潮流与刘禹锡的生平行事.
(五)案牍丝竹素琴

关于“素琴”、“丝竹”、“案牍”三句,论者质疑的焦点在于,刘禹锡作为勤政爱民的好官,在 繁治

剧之时,如何能有“无案牍之劳形”的逍遥形态? 前面既说“可以调素琴”,后面又说“无丝竹之乱耳”,
岂非事理不协、自相矛盾之至⑤? 凡此诸疑,其弊病略如前条,实际上皆不成立.

官司有繁重闲散之别无庸赘说.刘禹锡任朗州司马多年,司马即闲散之官.其«送王司马之陕

州»云:“案牍来时唯署字,风烟入兴便成章.”元稹任通州司马时亦赋诗云:“睡到日西无一事,月储三

万买教闲.”⑥其后,刘氏又出刺连、夔、和、苏等州.刺史总揽一州之政,自非司马可比,其苏州诗云:
“云水正一望,簿书来绕身.”又云:“将吏俨成列,簿书纷来萦.”然而,政务繁忙并不代表毫无寄兴之

暇,刘禹锡在给令狐楚的和诗中说:“簿书盈几案,要自有高情.”实际上,这也是和者的夫子自道之

语.上揭“勤政不得逍遥”之疑事关和州,然而翻检文集可知,刘氏在和州撰写的唱和诗为数并不少,
其中不乏“历阳秋色正澄鲜”、“对此独吟还独酌”之句⑦.

问题的关键在于,«铭»文所寄之兴,其实只是对某种生活片段的感悟和欣赏,远不等于作者生活

状态的全部.换言之,属辞造境中的陋室之“无”,反衬的恰恰是仕宦生涯中的官场之“有”.正因为

平日治公有案牍之劳形,广座应酬有丝竹之乱耳,故而陋室之中的宁静和解脱才值得再三吟唱.
丝竹、素琴之不同,仅在乐器上便能看出端倪,后者一人可办,前者非合奏不得称.唐代诗文中

的丝竹管弦之乐,往往基于两种因素出现,一是音乐审美上的特殊偏好,一是高端宴会上的礼俗需

求,两种因素之间并无严格界限,但均以较高的经济基础为前提.韩愈诗云:“主人愿少留,延入陈壶

觞.卑贱不敢辞,忽忽心如狂.饮食岂知味,丝竹徒轰轰.”又云:“长安交游者,贫富各有徒.亲朋相

过时,亦各有以娱.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白居易诗云:“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又
云:“浔阳小处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⑧上流社会竞陈妓乐之俗,据此可见一斑.“浔阳无乐”云
云,当属谪人夸诞之辞,之所以丝竹之声绝少,是因为此地华族盛会不能与东西两京、雄州要郡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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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刘禹锡:«送僧元暠南游»,«刘梦得文集»卷七.
张思齐先生曾对刘禹锡的涉道诗文与涉道交往作过较为详细的梳理,参见张思齐:«从刘禹锡诗看中唐道教的升降变迁»,

«宗教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譬如,刘禹锡在朗州司马任上,与董侹交往甚密.侹“能言坟典数,旁捃百氏之学”,刘氏曾与之论«易»,序其«武陵集»,又在

诗中以扬雄相比况,谓之“寂寞草玄徒”,又因其饱学,以“文儒自袭胶西相”揄扬之.然董侹仕途淹蹇又过于刘,故而奉佛尚道亦不遑

多让.董侹而外,又与“绝编生”顾彖相往还.彖“茹经于腹”,“志笃于学”,而家贫地远,“食力于武陵沅水上”,以至“湮灭粪壤”,声名

不彰,诚亦盛世遗贤、陋室君子之俦.参见刘禹锡:«故荆南节度推官董府君墓志»、«辨易九六论»、«董氏武陵集纪»、«和董庶中古散

调辞赠尹果毅»、«览董评事思归之什因以诗赠»、«绝编生墓表»,«刘梦得外集»卷十,«刘梦得文集»卷十三、卷二十三、卷一、卷四,«刘
梦得外集»卷十;卞孝萱:«刘禹锡丛考»,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８１ １８２页;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长沙:岳麓

书社,２００３年,各篇注文.
参见刘禹锡在连州所作«送曹璩归越中旧隐»、«送周鲁儒赴举»诸诗并序,«刘梦得外集»卷八.
参见卞孝萱:«‹陋室铭›非刘禹锡作»,«文史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１期;乔俊杰、马玉山:«‹陋室铭›疑析»,«修辞学习»２０００年第３

期;刘大生:«评‹陋室铭›中的“丝竹之乱”———与乔俊杰、马玉山、蒋民胜先生商榷»,«唯实»２００３年第５期;魏连科、赵芳远:«‹陋室

铭›中“无丝竹之乱耳”句献疑»,«邢台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关于丝竹素琴之“矛盾”,卞先生站在«陋室铭»属伪作的立场上,定
性为水平问题,认为作伪者文思原本低劣;其余诸先生站在«陋室铭»属佳作的立场上,定性为文本问题,认为其间容有笔误或钞误.
比如,乔、马二先生以为当作“有丝竹之乱耳”,刘先生以为当作“无车马之乱耳”,魏、赵二先生以为当作“有丝竹之悦耳”.

分别见«刘梦得文集»卷六;元稹:«通州»,«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０６页.
分别见刘禹锡:«到郡未浃日登西楼见乐天题诗因即事以寄»、«早夏郡中书事»、«和令狐相公春早朝回盐铁使院中作»、«张

郎中籍远寄长句开缄之日已及新秋因举目前仰酬高韵»,«刘梦得外集»卷二、卷三、卷六.
分别见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长安郊游者一首赠孟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二、卷一,«四部丛刊初编»影

元本;白居易:«琵琶引»,«白氏长庆集»卷十二,第２９１、２９３页.



之故.在刘柳元白诸大家中,白居易的群居属性最为明显,他对丝竹管弦合奏之乐的审美偏好,也远

非元刘等人可比.不仅述其典于«事类»,赋其事于篇什,而且还择选自家僮妓组建“小乐”以供玩

赏①.相形而言,元、刘二人对此类合奏之乐的审美兴趣要冷淡许多.元氏乃深于情者,似乎更惬意

于亲密女性抚琴独奏的画境②.刘氏则长作逐臣,宦位、家资、异性之爱均逊于元白二人,他在音乐上

的偏好,与«陋室铭»所说甚合,多藉调琴挥弦以自遣适意.征诸传世刘集,«罢郡归洛阳闲居»云:“花
间数盏酒,月下一张琴.”«昼居池上亭独吟»云:“法酒调神气,清琴入性灵.”«秋中暑退赠乐天»云:
“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弹.”«早秋雨后寄乐天»云:“簟凉扇恩薄,室静琴思深.”③凡此种种,皆属公事

之余、应酬之外的生活情趣.
然而,刘禹锡毕竟是有政治追求的士大夫官僚,他的个性之中又深植了乾健不息的豪迈基因,因

此,陋室调琴的隐逸情趣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精神按摩,并不意味着他对案牍簿书、丝竹应酬果持鄙

薄厌恶之情.即以前揭«罢郡归洛阳闲居»为例,在咏完花间酒、月下琴之后,刘氏仍以“闻说功名事,
依前惜寸阴”收尾,可见他的确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而在«昼居池上亭独吟»“法酒”、“清琴”句之后,
刘氏又吟叹道:“浩然机已息,几杖复何铭.”后面这两句尤为有趣,一则机息云云绝非写实,这从他临

终前犹作«子刘子自传»、为贞元朝士辩解可以看出;二则由此可知,铭文字面与作者本心之间,往往

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论者若以为控缰必不欲马跑,进而据之考求文义史实,恐不免南辕北辙之讥.
此系题外话,不赘.

三、陋室题材的时代共性

前文所述,是«陋室铭»与传世刘集在文本上的关联契合,重在从创作个性的角度证其为真.接

下来,则试就中晚唐文士对陋室题材的普遍吟唱略加分析,以便从时代共性的角度破除伪作晚出

之疑.
由白居易«三谣序»可以推知④,当时以“陋室铭”为题的文学创作并不鲜见,然而其作者姓字能昭

著于篇简者,唯崔沔、刘禹锡二人.崔沔陋室位于洛阳崇政坊,是崔氏宅邸中最不起眼的一部分.据

颜真卿记载,唐睿宗“延和、太极之间”(７１２),崔沔就故人子张深买宅制居,其建筑布局大略如下:宅
之西南为崔氏家庙,宅之中为崔母王氏所居正堂,正堂东为崔沔寡嫂卢氏居所,正堂东北为崔沔两姊

归宁时居所,正堂北五步之外,杂用旧椽余料构建瓦房三间,“不崇坛,无赭垩”,崔沔居之.所谓陋

室,实指此三间瓦房而言.至于正堂,则“简而不陋”、“净而不华”,加之“六十余年榱栋如故”,其建筑

规制洵非下下可知⑤.又据史料记载,崔母王氏(安平郡夫人)卒于开元九年(７２１),此后正堂遂空;崔
妻王氏(太原郡太夫人)卒于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此后崔沔搬离瓦房,徙居他室;«陋室铭»之撰,在崔

沔左散骑常侍任上(约开元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当时崔沔年位已高,禄秩非轻,其为文之意盖如史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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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典故见«白氏六帖事类集»卷十八«女乐第八»,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影印宋绍兴刻本.白集中赋及丝竹管弦之诗甚多,
不必赘举.小乐之事略见«白氏长庆集»卷二十六«南园试小乐»:“小园斑驳花初发,新乐铮摐教欲成.红蕚紫房皆手植,苍头碧玉尽

家生.”(第６８０页)又见卷七十«醉吟先生传»:“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
词十数章.”(第１７５２页)

元稹有«黄草峡听柔之琴二首»、«听妻弹别鹤操»等诗,其«莺莺传»中亦有张生听莺莺鼓琴的情节,“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

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见«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一、«补遗»,卷六,第１１１、１１２ １１３、３１４页.
前二首、后二首分别见«刘梦得文集»卷三、«刘梦得外集»卷四.
白氏序云:“偶为三谣,各导其意,亦犹座右、陋室铭之类尔.”见«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九,第１０１３页.
颜真卿:«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东都副留守云骑尉赠尚书左仆射博陵崔孝公宅陋室铭记»,«颜鲁公文集»卷十四,«四部丛刊

初编»影明本.



所说,藉以见俭约自持之志而已①.惟此铭文辞不传,今不必深论.
崔、刘之外的同题创作,史无详书,无由征实.但在诗中咏及陋室以表深意者,则不难考见.此

类吟咏可藉刘禹锡之言剖判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悲其不遇,无成而亏”;另一种是“悲其不幸,既得而

丧”.接下来,笔者谨就两种情况次第说明之.
前引韩愈«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云:“陋室有文史,高门有笙竽.”据前修时贤考证,此诗作于

贞元九年(７９３)“公未筮仕、东野未第时”②.在贞元八年(７９２)的“礼部试”中,韩愈四番应考终于登

科,而年长十七岁的孟郊却不幸落第;到了本年,孟郊再应“礼部试”又不中,韩愈则未能通过“吏部

试”铨选,开始了三试不成、十年犹布衣的蹭蹬之路.韩、孟皆负当世高才,方其未遇时,藉陋室大儒

之典以抒骚怨,实属情理之常.
深得韩愈赏识的鬼才李贺亦有近似表述,其«绿章封事»云:“金家香衖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

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埋蒿里.”秋为肃杀萧条之象,秋室即陋室.清人王琦«汇解»云:“富贵之

家,生前奉养,志意满足,可以无恨.惟穷约之士如扬雄者,陋室萧条,赍志以没,不能不抱恨于地下

盖为士之不遇者悲乎? 特借扬雄一人以概其余矣!”③而李贺本身便是不遇之尤者,当他元和三

年(８０８)赴长安应“礼部试”之际,有妒才者攻讦道:“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虽有韩愈为之作

«讳辩»,终不免失意落第之局.其后李贺谋得奉礼郎小官,在长安任职三年,郁郁不得志,«绿章封

事»诗即当作于此时④.
至于因“既得而丧”之悲咏及陋室者,可以元稹等人为例略加剖析.元和十三年(８１８),元氏在通

州司马任上曾有«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之作,诗云:“是非浑并漆,词讼敢研朱.陋室鸮窥伺,衰形

蟒觊觎.”⑤若由早先的江陵之贬算起,元氏侘傺于谪宦生涯已经八年有余.而在此之前,元氏原本仕

途得意,颇能“举职”,只因屡论国之大事有忤执政,又在监察御史任上劾治不法长吏牵连甚广、树敌

过多,遂在敷水驿争厅事件中遭遇不公判决,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又量移为通州司马.元氏“既
以俊爽不容于朝,流放荆蛮者仅十年”⑥,述及宦情自不能略无愤激怪怨之辞.引诗前两句意谓,整个

社会是非不明,自己又焉敢妄持朱笔以定词讼⑦;后两句则说,尽管退居陋室,体弱志衰,朝中宿敌仍

然如鸮如蟒伺机中伤.
在相同的处境下,白居易、柳宗元亦有类似之作.元和十年(８１５)夏,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

易以越职言事触怒当道,被贬江州司马.元和十一年(８１６)秋,始在庐山构筑草堂,次年春落成,每与

凑、满、朗、晦四禅师作方外之游⑧.今观白氏集中,赋及草堂之作为数甚夥,其间往往有嗟伤悲愤之

辞.譬如,«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有“洗耳”、“净眼”之句,又云:“舍此欲焉往,
人间多险艰.”又如,«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云:“从兹耳界应清净,免见啾啾毁

誉声.”又云:“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⑨其中最切题者,莫过于他对草堂内三种物件(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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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有唐安平县君赠安平郡夫人王氏墓志»、«有唐太原郡太夫人王氏墓志»、«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

公墓志»,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历〇六三号、大历〇六一号、大历〇六〇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８０３
１８０４、１８０１、１７９９ １８００页;颜真卿:«崔孝公宅陋室铭记».

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 １１页.
王琦等评注:«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８页.
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收入«梦苕盦专著二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４、４０、４８页.
元稹:«元氏长庆集»卷十二,第６６页.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第４３３１ ４３３２页.
关于“是非浑并漆”一句,周相录先生以为“谓是非齐一,一样对待”(«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７４

页),说恐不确.“漆”字实取晦暗不明之义,刘禹锡«磨镜篇»云:“流尘翳明镜,岁久看如漆.”«昏镜词»云:“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

生.”实可视为元诗本句注脚.
白居易:«草堂记»,«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三,第１０６９页;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第４３４５页.
以上两首分别见«白氏长庆集»卷七、卷十六,第１６８、４０６ ４０７页.



藤杖、蟠木几、素屏风)的吟咏,所谓“偶为三谣,各导其意,亦犹座右、陋室铭之类尔”①.«三谣»各篇,
或悲世路淹阻、才难尽施,或斥高门贵第竞逐奢淫、俭德正气不崇于世,或叹君子势孤、猝遇穷困而无

扶助之者,凡此尽同乎陋室君子萧条自处之迹.
柳宗元与刘禹锡一样,同是“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在谪居永州期间,他曾将当地

的一条溪水改名为愚溪,并买田置宅,为沼为沚,栖处于其间.愚溪诸物,如丘、泉、沟、池、亭、堂等,
皆冠以“愚”名.柳氏又作«愚溪对»、«愚溪诗序»诸文,颇能见其愤世自伤之意②.其«夏初雨后寻愚

溪»云:“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③此数句实与前引白氏«草堂东壁»诗、
刘氏«池亭独吟»诗有同理之妙,它在特定语境中所揭示的,恰恰是与字面义相反的第二义,也即政治

上的严重挫败,对于柳氏来说是一个念兹在兹、难以逾越的心结.愚溪亦如草堂、陋室,是一种极富

政治意味的符号表征.
上述诸人中,崔沔属于生年不相接的前辈,但他的孙子崔植却是刘禹锡的同辈人,且相互间有宴

游交往、联句应酬;李贺属于晚生近二十年的后辈,但他的亡故却早于刘氏之卒逾二十年,文名互知

不难想见;至于韩柳元白,皆与刘禹锡有密切关系,其中柳宗元、白居易更是刘氏早、晚年的兰交

挚友.
再看刘禹锡的人生轨迹.他早年科举得意,仕途看好,一旦卷入高层政争,遭遇失败,遂被贬斥

遐荒二十余年,其“既得而丧”之悲与柳、元、白并同,但蹉跎岁月之漫长则远远过之.而其经济上的

拮据,又恐不让于崔沔,一则谪宦蛮陬、官俸有限,二则鳏居甚早、抚养丁口甚多(己子、柳氏遗孤、韦
绚等).因此,即便晚年宦情好转,仍不免有乏金之叹.白居易«酬梦得贫居咏怀见赠»云:“厨冷难留

乌止屋,门闲可与雀张罗.病添庄舄吟声苦,贫欠韩康药债多.日望挥金贺新命,俸钱依旧又如

何?”④刘氏原诗仅存白注所引残句“若有金挥胜二疏”,咏贫之意已瞭然可见.在此番唱和之前数年,
刘氏已有类似调侃,«酬乐天闲卧见忆»云:“同年未同隐,缘欠买山钱.”⑤

由上文所述可知,其一,唐人的陋室之咏或出于仕途坎坷,或出于生活贫困,而这两种因素在刘

氏生命中都有极为深刻的体现,从早岁受谴到晚年贫居,刘氏几乎一直面临此类窘迫的创作诱因;其
二,传世唐人诗文集中的陋室主题或辞句,至少以鸟瞰式考察来看,几乎全部集中于上揭文学群体,
究其根由,一方面,是因为时代背景相同,人生际遇近似,另一方面,除崔沔以外,余者皆是同时代交

往甚密的文学巨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切磋或影响.

[责任编辑　渭　卿]

１４１«陋室铭»作者问题释证

①

②

③

④

⑤

白居易:«三谣序»,«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九,第１０１３页.
两文分别见«柳河东集»卷十四、卷二十四,第２２３ ２２５、４０７ ４０９页.
柳宗元:«柳河东集»卷四十三,第７２２ ７２３页.
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卷三十五,第９０８页.
刘禹锡:«刘梦得外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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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尹师鲁墓志»引发质疑的逻辑与史实

张 兴 武

摘　要:墓铭文字既要面对“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的情感寄托,更需坚守“所纪事皆录实有

稽据”的信史原则,其撰述过程往往牵涉到经学、史学与“古文”创作关联互动的深层逻辑.欧阳修所撰«尹

师鲁墓志铭»所引发的争议,既隐约反映出欧、尹等人“以同而异”的史学取向,更集中体现着欧阳修“意主

文章”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的著史风格.«墓志铭»文在称述尹洙“倡道”功绩方面颇有“所惜”,盖与尹、

欧之间的学术分歧密切相关.尹氏着意效法«春秋»之“微言大义”,并倡言国家应“以明经为上第”,其经学

理念与欧阳修、孙复、石介等人“弃传从经”、“以己意言经”者背道而驰.至于师鲁文章“简而有法”的评述,

既是欧阳修“每夸政事,不夸文章”的惯常做法,更隐约透露出此公不肯就“古文”一事少让于尹洙的微妙心

态,其深刻复杂的人格动因及精神内涵值得深究.

关键词:欧阳修;尹洙墓志;经史之学;北宋古文

北宋经史之学与诗文创作之间的关联与互动,既有表里相济的规律性呈现,也有“君子以同而

异”的个案式表达.庆历时期,欧阳修由«尹师鲁墓志铭»(以下简称“«尹志»”)而引发的种种争议即

属于后者.欧阳修以文坛领袖和尹洙挚友的身份撰写此«志»,其用心之深固无可疑.然而«尹志»面
世前后,不仅遭到尹材等“后生小子”的辨列和排拒,更让范仲淹、韩琦、孔嗣宗等名公硕儒心生质疑.
面对种种责难,欧阳修特撰«论尹师鲁墓志»详加论辩,以为此«志»“用意特深而语简”,其典实深切之

旨,料非“无识”且“不考文之轻重”者所易晓;倘“死者有知,必受此文”① .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更何况«墓志»作者还要面对“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用心常异”② 的难题.大抵自欧公自辩之

后,有关«尹志»得失的讨论便戛然而止.后世学者虽间有疑惑,但总体认为欧公“出于对文友的敬

意,追慕尹洙简古的文风,用精炼准确的语言,评述亡友一生的行事和业绩”,无可深责;且其文“关乎

传记写作的‘信史’原则”③ ,值得尊重.
然而,范、韩、孔诸公并非“无识”之辈,他们和尹洙同样以道义相切劘,且有着相同或近似的“古

文”创作理念,其对«尹志»内容的质疑未必完全没有依据.欧、尹同为“多元主体”,他们在经史研究

领域“和而不同”,方法和理念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而在“古文”艺术探索发展的特定历程中,他们形

兼师友,各有创获,审美趣味却不尽一致.所有这些,都能通过人格情感的中介作用,直接影响欧阳

修撰写«尹志»的立场和角度.换言之,看似简单的墓志背后,实际隐含着经史之学与北宋“古文”关
联互动的内在逻辑,值得深思.

　

作者简介:张兴武,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宋代士人学术研究与诗文创作的关联与互动”(１３YGA７５１０６４)的阶

段性成果.

①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二«论尹师鲁墓志»,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１０４５页.

②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七十«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第１０２０、１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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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关«尹志»得失的意见分歧,首先围绕其“史法”意向而展开;范仲淹称«尹志»:“词意高妙,固可

传于来代;然后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①,可谓深中肯綮.然而,所谓“书事实处”不能令人满意究

竟所指何事? 欧阳公坚持己见“不许人改”的基本理由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似乎都需要后人谨慎解

读,详加分析.本文以为,«尹志»本身既是以特定方式隐约反映欧、尹两人“以同而异”的史学取向,
更是超越墓志撰写的一般规范,具体展示欧阳修“意主文章”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②的著史风格.
看似简单的文辞纷争,实则隐含着不容忽视的史学问题.

墓铭文字例属私史,其肇兴之始虽在齐梁以前,但直到隋唐之世,在重谱牒而轻墓铭的士风制约

下,真正具有史学价值且能传之久远的大家名作少之又少.“自唐之亡,而谱牒与之俱尽”③,那种“官
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④的社会结构也被彻底颠覆.在此情形下,借墓铭文字以

缵述祖考,彰显墓主德业,便成了北宋士人的时尚选择.不过正如司马光所说,“凡刊琢金石,自非声

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传后世,虽强颜为之,后人必随而弃之”⑤.正因为如此,庆历七年(１０４７)当
尹洙病势渐危时,范仲淹中夜赴驿探望,并与之当面商定撰写墓志和墓表的人选,曰:“足下平生节行

用心,待与韩公、欧阳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尹洙亦心领神会,“举手扣头”⑥,表示认可与感谢.
范仲淹特邀欧阳修撰写«尹志»,可谓适得其人.作为史学巨擘,欧阳修撰有«新唐书»与«新五代

史»两部史学巨著,更以继往开来的胆识开启了北宋谱牒之学探索发展的新途径.«新唐书宰相世

系表»之外,«欧阳氏谱图»的编撰更为两宋士人自制“族谱”树立了成功的榜样;在传统“谱牒”散坠无

存的情况下,此举对望族子弟崇重“宗族”、提高“阀阅”地位有着重大而积极的现实意义,故自苏洵而

后,效法者应声接踵,渐成潮流.与此同时,他在师法韩愈以史法作墓志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欧阳修认为:“须慎重,要传久远,不斗速也.苟粗能传述于后,亦不必行”,关键在于“所纪事,皆录

实,有稽据”⑦,要能经得住推敲.«欧阳修全集»现存墓刻文章近百篇,除«尹志»与«文正范公神道碑

铭»引发争议外,其余篇什均能体现重实录、有稽据的撰述宗旨.上述成就之外,欧阳修与尹洙相交

有年,深知其道德文章之美.当尹氏谢世之际,范仲淹特请欧阳修为撰墓志,其知人之明、用情之深、
嘱托之重,可想而知.

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欧公史学所蕴含的某些理念与方法,从北宋起就一直存在争议.例如,他
秉承“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⑧的原则,主持完成了«新唐书»的编写.又以薛居正«旧五代史»
“繁猥失实”,特加修订,撰成«新五代史».欧阳修尝以«新五代史»与«春秋»相提并论,曰:“吾用«春
秋»之法,师其意不袭其文.”复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

君,此其志也.”⑨其自负之情溢于言表.然而,自两书面世以来,质疑与驳难者即代不乏人.宋人吴

缜撰«新唐书纠谬»及«五代史记纂误»两书以纠欧阳公之疏舛,虽事涉嫌隙,作风轻率,但所举抵牾阙

误诸端亦属客观.清四库馆臣也称欧公两书“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新唐书»“意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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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疏于考证,抵牾蹖驳,本自不少”①,而«新五代史»“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

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②.清人钱大昕还指出:“«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
然纪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③其实,同样的情形在«欧阳氏谱

图序»中也有所体现.如«序»文称:“欧阳氏之先,本出于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使
守禹祀,传二十余世至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践,是为越王”④云云,所涉史实即颇难稽考;可知颜师古

所谓“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⑤的私谱之弊,在«欧阳氏谱图»中亦未能或免.
尹洙在史学上的建树虽不及欧阳公,但他精通“«春秋»笔法”,严于褒贬,同样有名于当世.与欧

阳修所不同的是,他的史学著述绝没有“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的偏颇与失误.四库馆臣尝考«五代

春秋»或与«新五代史»同时面世,但前者不仅“体用编年,与修书例异”,且叙事“简该有体”,“笔削颇

为不苟,多得谨严之遗意,知其«春秋»之学深”⑥.可谓的评.若取«河南集»中所载«叙燕»、«谢公行

状»(谢涛)、«李公行状»(李允)、«王公神道碑铭并序»(王曙)及«刘公墓表»(刘景山)等文与«五代春

秋»比较对读,则知其撰史风格简古谨严,考证翔实;其墓铭文字也没有“溯远胄则多舛”的疏漏和不

足.欧阳修奉撰«尹志»而忽略其史学建树,其审视取舍的角度,应该与此密切相关.
此外,«尹志»被拒的关键人物,是治史态度与欧阳修绝不相同的“后生小子”尹材.据«邵氏闻见

录»卷十九载:“司马温公初居洛,问士于康节,对曰:‘有尹材字处初、张云卿字伯纯、田述古字明之,
三人皆贤俊.’后处初、明之得进于温公门下,独伯纪未见.三君子既受知温公,公入相元祐,处
初、明之以遗逸命,伯纯以累举特恩,同除学官.”⑦既能得邵雍称誉,又为司马光门人,尹材之道德文

章必有可观.尹材师从司马光,其史学见解与欧阳公大异其趣,这一点毋庸置疑.面对欧阳修所撰

«尹志»,«资治通鉴»于五代史部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⑧的学术分歧,必然会影响到尹材的判

断.当然,作为“孝子”的尹材,或许还有更加细致而缜密的分析和思考,对此,下文还将具体讨论.
明确了尹洙、欧阳修及尹材等人史学取向上的内在差异,不仅欧阳修曾与尹洙相约分撰«五代

史»却最终无果一事可以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即对分析造成«尹志»得失的学术动因也不无裨益.
应该说,范公所谓«尹志»“词意高妙”,然“书事实处,亦恐不满人意”的偏颇与不足,正是欧阳公史学

“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的风格重现.如果说«尹志»得失与尹、欧之间“和而不同”的史学追求密切相

关,那么尹材排拒«志»文的决定背后,则更凸显出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领袖的两大史学流派之间的

意见分歧.看似偶然的墓志纷争,其实隐含着不容忽视的学术逻辑.
为了更加全面地揭示«尹志»被疑的历史真相,还有许多被忽视的细节需要梳理.事实上,«尹

志»文辞在世态和人情两方面引起的反映是欧阳修始料未及的.例如,范仲淹作为«尹志»事件的枢

纽,其心理矛盾与情感纠结便根源于此.面对“永叔书意,不许人改”的决然姿态,他一面担心“他人

为之虽备,却恐其文不传于后”,另一方面又致信挚友韩琦,希望能有所补救,曰:“或有未尽事,请明

公于«墓表»中书之,亦不遗其美.又不可太高,恐为人攻剥,则反有损师鲁之名也.”⑨韩琦接信后悉

心照办,其深切严谨之情态充分体现在«尹公墓表»文字中,展卷品读,令人动容.
在«尹志»事案中,还有一位史学理念与欧阳修非常近似的重要人物孙甫,他撰写了尹洙«行状».

甫字之翰,举天圣八年(１０３０)进士,官至天章阁待制兼侍读.此公在修史体例上尚“编年”而轻“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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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以为“编年体正而文简”,更具“古史体法”①.他有鉴于“刘昫«唐书»猥杂失体,改用编年法,著
«唐史记»七十五卷,其间善恶分明,可为龟鉴者,复著论以明焉.甫没,«唐史记»宣取留禁中,世遂不

得见”.今有«唐史论断»三卷传世,四库馆臣以为“甫生平以气节自负,故所论或不免稍失之偏激.
然于治乱得失之故,指陈凿凿,实足为考镜之资”②.约而言之,孙甫不仅在撰史理念上与欧阳修颇为

近似,两人对待尹洙的态度也呈现着不约而同的一致性.孙甫所撰尹洙«行状»未能传世,但由韩琦

«与文正范公论师鲁行状书»可知,其文与欧公所撰«尹志»一样,“所载事又有与闻见殊不相合者”,俱
令人“大以为疑”.正因为如此,当韩琦看到«行状»和«尹志»均受到尹洙贤侄尹材的辩驳时,才深叹

“某之疑者,于是释然无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面对两篇不尽如人意的墓铭文字,韩琦在困惑之

余,还是希望欧阳修能有所改易.他说:

　　某忆公前书道,师鲁将亡时,公亟往而谓曰:“师鲁平生节行,当请欧阳永叔与相知者为文

字,垂于不朽.”师鲁举手叩头曰:“尽矣,某复何言.”某又尝接师鲁言,以为天下相知之深者,无

如之翰,则于纪述之际宜如何哉.今所误书,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说,皆

以实书之,则«行状»与«墓铭»二文相戾,不独惑于今世,且惑后世,是岂公许死者之意,果可不朽

邪? 之翰果尽相知之,诚不负良友邪? 呜呼! 师鲁有经济之才,生不得尽所蕴,谪非其罪,而死

又为平生相知者所诬,以恶书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实善人之重不幸也! 且前贤«行状»,必求

故人故吏为之者,不徒详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扬善,以安孝子之心,况无假于掩而反诬之

乎? 夫生则卖友以买直,死则加恶以避党,此固庸人之不忍为,岂之翰之心哉! 但恐不知其详

耳.然不知其详而轻书之,以贻今世后世之惑,使师鲁不瞑于地下,为交友者不得无过.今闻之

翰领江南漕,必已离安陆,愿公不以千里之远,速以«行状»附还,使详尹侄之说,悉刊其误,然后

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广之,使师鲁之行实传之光显,垂于无穷,则公之许死者,是谓践其言.③

然而,当欧阳修收到范仲淹来信及孙甫所撰«行状»后,不仅略无纳言修改之意,且对尹材的驳难表示

出极大的不满.他在给范仲淹的信中写到:

　　师鲁拜之翰为兄,与尹材乃父执也,为其诸父作«行状».之翰平生与师鲁厚善而无怨恶,必

不故意有所裁贬,不过文字不工,或人所见不同.材当作书叙感,然后以所疑请问,而反条疏驳

难.又所驳多不当,如之翰言“器使”二字,乃驳云非为人所使.至如«论语»言“君使臣以礼”,岂

亦不可乎? 其轻易皆此类.后生小子,但见其叔平生好论议,遂欲仿效,既学问未精,故所论浅

末,不知其叔平生潜心经史,老方有成,其自少所与商较切磨,皆一时贤士,非一日而成也.率然

狂妄,甚可怪.修在扬州,极不平之,亦曾作书拜闻.明公若爱师鲁,愿与戒勗此子.仲尼曰:
“由也兼人,故退之.”无使陷于轻率也.师鲁功业无隐晦者,修考之翰«行状»无不是处,不知稚

圭大骂之翰,罪其何处? 此又不谕也.④

欧阳修以长者身份,谓尹材的“学问未精,故所论浅末”,其所驳论“率然狂妄”,并要求范公“戒勖此

子”,“无使陷于轻率”.而有关韩琦对孙甫所撰«行状»的种种质疑,他颇不以为然,更不愿再行商榷.
在此情形下,欲令其“刊正”«尹志»之失,显然不太可能.

然而,面对朋友孝子如此广泛的质疑,欧阳修最终还是选择了直面以对,于是便有了«论尹师鲁

墓志»的种种辨释.不过,该文所论显然没有使相关士人尽释所惑;河南人孔嗣宗于尹洙去世两年

后,即皇祐元年(１０４９)还致信欧阳修表达疑惑,即其显例.孔氏书信未能传世,但从欧阳修的答辞中

亦可窥见其所质.欧公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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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君«志»文,前所辨释详矣.某于师鲁岂有所惜,而待门生亲友勤勤然以书之邪? 幸无他

疑也.
东方学生皆自石守道诱倡,此人专以教学为己任,于东诸生有大功.与师鲁同时人也,亦负

谤而死.若言师鲁倡道,则当举天下言之,石遂见掩,于义可乎? 若分限方域而言之则不苟,故

此事难言之也.①

从两封信笺不难看出,孔嗣宗等门生亲友怀疑欧阳公对尹洙的评述或“有所惜”,其表现之一便是忽

略了“师鲁倡道”的功绩.
那么,«尹志»本身是否果真存在“于情事或不能详备”的问题? 今取韩琦«尹公墓表»及«欧阳修

全集»所载其他墓铭文字详加比照,深感范、韩诸公所说或许不无道理.概而言之,其可疑之处约有

以下数端.
其一,据«尹公墓表»载,尹洙天圣二年登进士第,殁于庆历七年四月十日.欧阳修所撰他人«墓

志铭»及«神道碑铭»等,于登第及病殁之年均能详加记载,独于«尹师鲁墓志»缺此两项,似不合墓志

撰写规范,令人困惑.
其二,北宋以后,凡请撰墓志者皆“欲论撰其祖考之美,垂之无穷”②,故“详其家世事迹”至关重

要.«欧阳修全集»自卷二十至卷三十八收录«墓志»、«墓表»及«行状»等近百篇,其中述及“家世”者
约九十篇,未述“家世”者仅欧庆、李仲芳、周尧卿、张汝士、胡瑗、尹仲宣、薛质夫、蔡高、孙复及尹洙等

十人而已.欧庆等九人,或一人独显而世次无考,或家族谱系另见别«志»,缺述之情皆无可深责.但

«尹师鲁墓志»未述尹氏世系,仅曰:“余共师鲁兄弟交,尝铭其父之墓矣,故不复次其世家焉.”尹氏一

族固为寻常人家,自洙、源显名,始跻身望族.是故,韩琦«尹公墓表»述之曰:“曾祖谊,以道晦乱世,
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兴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赠刑部侍郎.父仲宣,举明经,累长郡邑,亷恕明决,
所至以循吏称,终虞部员外郎;以公贵,赠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今为河南人.”这段文字或即

范公所谓“未尽事”而请韩琦于«墓表»中予以补书者.
其三,«尹志»有关尹洙仕历行实及著述情况的叙述远不及«尹公墓表»详实,个别文字甚至还不

够客观准确,如云:“师鲁当天下无事时独喜论兵,为«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韩琦«墓表»即对此

有所改易,曰:“时天下无事,政阙不讲,以兵言者为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数篇以斥时弊,
时人服其有经世之才.”检«河南集»所载,除«叙燕»、«息戍»外,尚有«述享»、«审断»、«原刑»、«敦学»、
«矫察»、«考绩»、«广谏»、«攻守策头问耿传»、«悯忠»、«辨诬»等杂议时弊的文章,是知«尹公墓表»
所述远比«尹志»客观详实.

其四,尹洙撰有«五代春秋»,且其«南河集»在辞世之前已经成编.此外,欧阳修尝与尹洙分撰

«五代史»,并已阅读其部分手稿.欧阳修说:“师鲁所撰,在京师时不曾细看,路中昨来细读,乃大好.
师鲁素以史笔自负,果然.河东一传大妙,修本所取法此传,为此外亦有繁简未中,愿师鲁删之,则尽

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为纪传,今欲将«梁纪»并汉、周,修且试撰次,唐、晋师鲁为之,如前岁之

议.其它列传约略,且将逐代功臣随纪各自撰传,待续次尽,将五代列传姓名写出,分而为二,分手作

传,不知如此于师鲁意如何? 吾辈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后世之名.如修者幸与师鲁相

依,若成此书,亦是荣事.”③相约分撰«五代史记»,在师鲁为平生大事,于欧公则关乎挚友情分.«尹
志»既对分撰史书之事讳莫如深,又只字未提«五代春秋»与«南河集»,不仅在情理上难以理解,且不

合墓铭文字的撰写规范.陆游«老学庵笔记»尝云:“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

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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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于家’三字,实用希真意也.”①按:晏敦复字景初,殊
之曾孙.其所撰墓志对墓主文集的刊行状况未作明确交代,都被视为不够严谨.由此及彼,则欧阳

公奉撰«尹志»而阙述墓主著述的失误,实不待智者而辨矣.
毫无疑问,对欧阳修早已详加辨释的墓铭文字再次提出质疑,其学术动机本身就很容易招致“率

然狂妄”的责难.但如果不能揭示欧阳修、尹洙、孙甫及尹材等人在史学上“和而不同”的见解分歧,
则«尹志»被疑、甚至遭拒的深层原因便很难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若仅仅着眼于尹、欧诸公乃政见

相契的文学挚友,以为欧阳修所撰必为“信史”,便是笃信权威,为尊者讳;稳妥之余,极有可能错失追

寻历史真相的可能.我们不想讳言«尹志»“书事”细节的得与失,也不曾否认“朋友门生故吏与孝子

用心常异”的情感分歧,所有思考均以尊重当日圣贤的人格境界为前提.墓铭文字性兼“文”、“史”,
而像«尹志»那样的大家名作,则更能体现着当代史学与“古文”创作相互关联的某些深层思致,其或

有不足,亦成典范.

二

尹洙以博通六经、乐善疾恶而名震天下.欧阳修撰«尹志»,述其学曰:“博学强记,通知今古,长
于«春秋».”措辞虽不失恰切,但与«欧阳修全集»所存孙复、孙甫、石介、刘敞诸公«墓志»有关学术成

就的评述文字相比,显然太过简略.所以如此,表面上是欧阳修认为尹洙“倡道”的功绩无可称述,其
深层原因则较为复杂.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儒学教育和治学方法等方面,尹洙的观点与欧阳修不尽

相同;其倡言国家应“以明经为上第”的学术出发点,与当日众贤执意“弃传从经”②、乃至“以己意言

经”③的学术革新颇显不同.
长期以来,宋代学术研究“求同”者颇多而“辨异”者殊少;尤其是面对欧阳修、范仲淹、尹洙、孙

复、胡瑗、石介等道学理念基本相同的研究对象时,情形则更加如此.其实,“求同”不难.例如,师鲁

尝曰:“夫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称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称之曰文章.盖其用也,行事泽

当时以利后世,世传焉,从而为功名;其处也,立言矫当时法后世,世传焉,从而为文章.行事、立言不

与功名、文章期,而卒与俱焉.后之人欲功名之著,忘其所以为功名;欲文章之传,忘其所以为文章.
故虽得其欲,而戾于道者有焉.如有志于古,当置所谓文章、功名,务求古之道可也.”④相同的意思,
在欧阳修文章中表达得更加充分,其曰:“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

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⑤“其所以为圣贤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

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⑥简而言之,以“求同”为指向的讨论,在充分揭示时贤“履道”自觉的

同时,已经淡化乃至遮蔽了他们或隐或现的细微差异.就«尹志»而言,需要厘清的问题主要有以下

两点.
其一,孔嗣宗以后生晚辈,对«尹志»没有彰显“师鲁倡道”的功绩提出质疑,欧阳修解释说:石介

“专以教学为己任,于东诸生有大功”,“若言师鲁倡道,则当举天下言之,石遂见掩,于义可乎?”此乃

长者之言耳.然而,针对石介在太学的教学活动,欧阳修和尹师鲁所持态度却并不相同.
石介从事学校教育的经历,实际开始于景祐元年(１０３４)提举应天府书院时.陈植锷先生«石介

事迹著作编年»据石介«去二画本记»及«上南京夏尚书启»两文,断定“石介在为南京留守推官之前,
确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学官”.宝元二年(１０３９)至庆历元年(１０４１),石介居丧期间,于徂徕山下开门聚

７４１欧阳修«尹师鲁墓志»引发质疑的逻辑与史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９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春秋类”总说,第２１０页上.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七经小传»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８２页.
尹洙:«志古堂记»,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２８册,第３３页.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六十七«与张秀才棐第二书»,第９７８页.
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四«送徐无党南归序»,第６３１页.



徒,以«易»讲授诸生,鲁人号曰徂徕先生.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六月服除,入为国子监直讲;太学始建,即
以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为太学首任行政主管.

有关石介执教太学的真实情状,欧阳修«读徂徕集»叙述颇详,其诗云:“昨者来太学,青衫踏朝

靴.陈诗颂圣德,厥声续猗那.羔雁聘黄晞,晞惊走邻家.施为可怪骇,世俗安委蛇.谤口由此起,
中之若飞梭.生徒日盈门,饥坐列雁鹅.弦诵聒邻里,唐虞赓咏歌.”欧诗所谓“羔雁聘黄晞,晞
惊走邻家”的本事,«宋史»卷四五八«黄晞传»也有记载,曰:“黄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经,聚书数千

卷,学者多从之游,自号‘赘隅子’,著«歔欷琐微论»十卷,以谓‘赘隅’者,枿物之名;‘歔欷’者,叹声;
‘琐微’者,述辞也.石介在太学,遣诸生以礼聘召,晞走匿邻家不出.枢密使韩琦表荐之,以为太学

助敎致仕,受命一夕卒.”①石介的教学方法虽“可怪骇”,却也经受住了科举考试的检验;从学弟子“常
续最高第,骞游各名科”②,即为明证.

欧阳修对石介“教学”、“倡道”的功绩赞赏有加.除上举«读徂徕集»诗外,复撰«徂徕石先生墓志

铭»曰:“先生自闲居徂徕,后官于南京,常以经术教授.及在太学,益以师道自居,门人弟子从之者甚

众.太学之兴,自先生始.”③但相比之下,与石介同时的尹洙却对此另有一番议论.其«敦学»一
文曰:

　　今太学生徒,博士授经,发明章句,究极义训,亦志于禄仕而已.及其与郡国所贡士并校其

术,顾所得经义,讫不一施,反不若闾里诵习者,则师道之不行宜矣.若俾肄业太学者,异其科

试,唯以明经为上第,则承学之士,孰不从于师氏哉? «周官»师氏掌教国子,盖公卿大夫子

也,今祭酒实其任.谓由门调者,宜籍于师氏,策以经义,始得补吏.优其高第,其未至,则勖学

者益劝,仕者能世其家矣.”④

师鲁以为太学博士“发明章句,究极义训”的教育,实际体现着违背“师道”的功利化倾向,其实学效果

甚至还不及闾里诸生“诵习”经传之所得.因此,他倡言“以明经为上第”,让“勖学者益劝”,使“师道”
回归本位.

富弼尝有«哭尹舍人词并序»云:“始君为学,遭世乖离.掠取章句,属为文词.经有仁义,曾非所

治.史有褒贬,亦弗以思.君顾而叹,嫉时之为.钩抉六籍,潜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窥.功不

苟进,习无匪彝.今则亡矣,使所学不能信于人而用于时,吾是以哭之.”⑤尹洙没有经学著作传世,其
“钩抉六籍,潜心以稽.上下百世,指掌而窥”的学术风采亦无由考察,但他“敦学”的出发点既不同于

传统的“汉唐训释之学”,也有别于“弃传从经”的经义诠释,体现着为学求道的个性特点,这一点毋庸

置疑.因其学术独树一帜,不合“主流”,故而“不能信于人”;富弼以此哭之,实不难理解.
其次,尹洙虽“长于«春秋»”,但他更侧重对“«春秋»笔法”的体悟和运用,而不是直接超越汉唐传

笺,对儒学“经义”作出“断以己见”⑥的新解释;这一点与欧阳修及“宋初三先生”等有所不同.
欧阳修«诗本义»、«易童子问»等经学著作开启了两宋儒学“新义日增,旧说几废”⑦的新纪元.大

抵与之同时,孙复著«春秋尊王发微»,欧阳公誉之曰:“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

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⑧石介师从孙氏,在“弃传从经”
的同时还对汉唐训释之学进行了彻底批判.如东汉经学大师郑玄“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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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①,其注疏文字向来和儒学典籍一起受到尊重,宋人至有“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之说②.石

介撰«忧勤非损寿论»,却以“康成之妄也如此”一句全盘否定了郑氏为«礼记文王世子»所作的注

释,且曰:“如康成之言,其害深矣!”③为了给儒学探索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他们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学

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④;同
时强调将“研穷六经之旨”与“究切当世之务”⑤有机结合起来.钱穆先生曾经指出:“言宋学之兴,必
推本于安定、泰山.”⑥其判断理由即在于此.

尹洙«南阳集»所存,没有直接论及学术的文章,但其有别于上述诸贤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却不难

考察和确认.前人颇称尹师鲁深于«春秋»,却未能具体展示其评断依据.其实,«五代春秋»之编年

体例既已师法«春秋»,纪事风格亦“简核有体”⑦,此乃显证,毋庸置疑.
先就纪事文字而言,«五代春秋»于梁太祖开平二年载:“正月,晋王克用薨.三月,壬申,帝幸东

都,征潞州.丁丑,次泽州,晋人还师.四月,丙午,帝还东都.五月,晋人救潞州,破夹城,遂改泽州.
六月,戊申,淮南张灏弑其君渥,吴人诛张灏.秦人来冦雍州,同州刘知俊败秦师于幕谷.八月,晋人

来侵晋州.九月,丁丑,帝西征,次陕州.十月,丁巳,帝还东都.楚人克朗州,杀雷彦恭.”⑧文中有关

“薨”、“幸”、“征”、“克”、“次”、“侵”、“弑”、“杀”等单音节动词的用法,与«春秋»古籍绝无二致;模仿效

果如此深细,令人叹服.
其实,«五代春秋»“笔削不苟”,正是作者自觉效法“«春秋»笔法”的结果.所谓“«春秋»笔法”,实

际包含“书法不隐”与“为尊者讳”两重含义,尹洙不仅能够准确体味孔子褒贬善恶的“微言大义”,并
能在«五代春秋»中加以贯彻.如后唐同光四年正月载:“皇子继岌害郭崇韬于蜀.帝杀弟存义及李

继麟.”按:郭崇韬乃庄宗功臣,梁唐夹河对垒及后唐灭梁之际屡建奇功,累官至枢密使.灭蜀之役,
庄宗“以继岌为西南面行营都统,崇韬为招讨使,军政皆决崇韬”⑨.功成之后,却遭到魏王继岌和宦

官李从袭等人的勾结陷害,被矫诏杀死,五个儿子亦皆遇害.不久,庄宗“异母弟、鄜州节度使存乂伏

诛.存乂,郭崇韬之子婿也,故亦及于祸.是日,以河中节度使、守太师兼尚书令、西平王李继麟为滑

州节度使,寻令朱守殷以兵围其第,诛之,亦夷其族”.唐庄宗宠信阉寺,而郭崇韬被杀乃后宫刘皇

后与宦官、皇子勾结构祸所致.尹洙对此书曰“害”,即“书法不隐”之意.再如,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天

福元年(９３６)举兵叛后唐,并求援于契丹,议割燕、云等十六州于契丹,契丹主耶律德光遂立石敬瑭为

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改元为天福.«五代春秋»以晋高祖系“正统”帝王之故,对此讳而不书,仅
于天福元年十一月记曰:“帝在太原宫,降制,改元.闰月庚辰,帝至京师,以幽州及雁门以北地赂少

帝.”所谓“为尊者讳”的撰述要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仅此两例,便知尹洙于“«春秋»笔法”是何

等用心了.
仁宗时代,尹师鲁深细品读«春秋»经文,自觉运用“«春秋»笔法”的治学理念可谓独树一帜.若

欲旁求近似者,恐怕也只有范仲淹堪为知音.范公有«说春秋序»云:“«三传»,房君有元凯之癖,兼仲

舒之学,丈席之际,精义入神.吾辈方扣圣门,宜循师道,碎属词比事之教,洞尊王黜霸之经,由此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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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２７页.
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封事»,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１２９册,第４０８页.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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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二十四«郭崇韬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５０页.
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卷三十四«庄宗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４６８页.



太山而知高,入宗庙而见美.升堂覩奥,必有人焉君子哉,无废.”①按:房君即京房,杜预字元凯.尹

洙治«春秋»虽不涉传笺,但«春秋»之“微言大义”在«左氏»、«公羊»及«穀粱»三«传»中得以阐幽发微.
从这个角度讲,师鲁与范公于«春秋»之学隐然相通.

概而言之,欧阳修、孙复及石介诸公弃传疑经,不从笺注,在治学理念上竭力反对“述三皇太古之

道,舍近取远”②.尹洙则不仅尊重“汉唐训释之学”,不疑传笺,且明确倡言“以明经为上第”,使“师
道”回归固有本位.其所撰«五代春秋»,不仅编年体例和纪事风格效法«春秋»,且能在人物和事件的

叙述中自觉体现“微言大义”,充分彰显其褒贬善恶的圣贤态度.如此显著的学术差异,或许是导致

«尹志»在叙述墓主学术成就时略“有所惜”的深层原因.当然,学术各求专擅,文章关乎人情,两者之

间隐微复杂的内在关系向无确解;正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③,有关«尹志»牵
涉学术的讨论视此而然.

三

赵宋“古文”探索与儒学发展同步,尹洙在这一领域的个性化求索,同样具有变易时俗的重要价

值.欧阳修于«尹志»但谓“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颇遭质疑,时贤以为“师鲁文章不合只著一句道

了”④.文学史家对此所持议论,往往集中在欧阳修与尹洙“古文”创作的贡献差异,却很少注意到欧

阳修墓铭文字的惯常作法,更没有人深切分析作者隐约幽微的撰写心态.其实,从“古文”作品折射

人情人性的角度讲,«尹志»能够启发后世学人思考的因素或许更多.
凡人之为文各有习性,即便“一代文章冠冕”欧阳修亦莫能外.范镇尝云:“欧阳永叔每夸政事,

不夸文章.”⑤其实,同样的价值取向在欧阳修所撰墓铭文字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观«全集»所存,
凡推称墓主“文章”字数较多者不过陈尧佐、张汝士、胡瑗、谢绛、郑平、孙复、王洙、孙甫、石介、苏洵、
刘敞、江休复等人而已;通常的做法是只以寥寥数字简述“文章”.如«阎公神道碑铭»谓阎象“颇习

子、史,为文辞”⑥;«石曼卿墓表»曰:“其为文章,劲健称其意气”⑦;«薛公墓志铭»称薛奎“平生所为文

章四十卷,直而有气,如其为人”⑧;«梅公墓志铭»谓梅询“好学有文,尤喜为诗”⑨;«杨公墓志铭»称杨

偕“少师事种放学问,为文章长于议论”;«尹君墓志铭»谓尹源“论议文章,博学强记,皆有以过

人”;«苏君墓志铭»称苏舜钦“少好古,工为文章”;«吴公墓志铭»谓吴育“有文集五十卷,尤长于论

议”;«蔡公墓志铭»称蔡襄“为文章,清遒粹美,有文集若干卷”;凡此等等,不胜枚举.就表象来

看,对墓主“文章”不加详述,似乎只是欧阳公撰写墓铭文章的一种习惯,实则隐含着“文章止于润身,
政事可以及物”的价值判断.«尹志»谓师鲁文章“简而有法”,其思路和作法或即如此.

不过,欧阳修既能借撰写墓铭之机,盛赞谢绛、孙复、石介、苏洵等人的“文章”成就,却不能对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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洙倡导“古文”的功绩多加褒扬,或许还有更为复杂的心理原因,对此还需另作详察.明人杨慎«丹铅

总录»卷十“大颠”条尝云:“或曰:‘晦翁必欲以大颠书为韩之真,何也?’予曰:‘此殆难言也,可以意

喻.昔欧阳公不以始倡古文许尹师鲁,评者谓如善弈者常留一着.欧公之于尹师鲁,留一着也.然

则朱子之于韩公,亦犹欧阳之于师鲁乎?”①从这一说法中明确得到一种信息,那就是以文坛领袖自居

的欧阳公,不愿尹洙与之争功掠美.
当代文学史家每每将“简而有法”的文章评价归结于繁简问题,讨论过程则偏重“简古”而忽视

“有法”,却很少有人质疑这一说法本身的内在逻辑是否严谨.事实上,早在南宋时期,以“非圣人之

书不可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②自励的进士黄震就曾经指出,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谓述其文

曰‘简而有法’,惟«春秋»可当;述其学曰‘通知古今’,惟孔孟可当.愚意文简有法,各随其宜,岂必

«春秋»;通知古今,各随其分,岂必孔、孟.未闻文王谥文,而孔文子不可谓之文也.公与师鲁平生交

而故为讥贬,何哉? 俄又云:‘然在师鲁犹为末事.’若果末事,何必«春秋»然后可当,孔、孟然后可当?
愚恐其首尾又自背驰也.”③如此质疑有根有据,深刻准确,不容忽视.事实上,宋人墓志以“简而有

法”四字称述墓主文章,乃是寻常作法;李光撰«左承议郎吴君墓志铭»谓吴升“下笔为文,简而有

法”④,楼钥撰«宝谟阁待制献简孙公神道碑»称孙逢吉文章“简而有法,不为绮丽之习”⑤等,皆其例

也.今按:尹洙深于«春秋»之学,其“简古”文风乃习效使然.至于“有法”之说,则未知所本.韩愈

«进学解»尝云:“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⑥

欧阳修效韩氏为“古文”,对这一概括应不陌生.«尹志»将“«易»奇而法”之说,移诸深于«春秋»之尹

洙,即便不是变乱韩愈之说,在学理逻辑上也有所不通.
此外,«尹志»有关师鲁“文章”的评价,还牵涉到另外两件公案.其一,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之

事是否可信.其二,在北宋“古文”艺术渐告成熟的探索历程中,尹洙的贡献和地位究竟应该作何

评价.
有关第一桩公案的记载,最早见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该书成于熙宁中,文莹尝“持苏子美书

荐”谒欧阳修,且有“蒙诗见送”之情⑦,故其记载应较可信.其文曰: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

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
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

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

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

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

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

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⑧

此外,«爱日斋丛钞»卷四载:“董弅«闲燕常谈记»:世传欧阳公作«醉翁亭记»成,以示尹师鲁,自谓‘古
无此体’.师鲁曰‘古已有之’.公愕然.师鲁起,取«周易杂卦»以示公,公无语,果如其说.”⑨事实

上,尹洙对“指导”欧阳修的“古文”写作,从来都是知无不言.如«河南集»卷十有«答河北都转运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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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叔龙图书二首»,其一云:“见河东使还所奏罢下等科率一事,不谓留意文业,乃得详尽至是.昔柳

公见韩文公所作«毛颖传»,叹称不已.韩之文无不商者,颇怪柳何独如此为异.见永叔所作奏记,把
玩骇叹者累日,盖非意之所期乃尔.益知柳言为过.相别累年,辄此称道,谅复见俞也.”①该«书»将
欧阳修河东使还后所作的«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与韩愈«毛颖传»相提并论,以为二者皆类

似俳语,不够简直深切,“非意之所期乃尔”.柳宗元读«毛颖传»,虽“怪”其文似“俳”,却盛赞曰:“凡
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小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
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②尹洙不以为然,故曰“柳言为过”.假如不

是师友之间有切磋之益,像这样随意率直的批评话语是很难理解的.
曾巩尝为«尹公亭记»云:“尹公有行义文学,长于辨论,一时与之游者皆世之闻人,而人人自以为

不能及.”③其所谓“人人”者,必然不舍欧阳公.应该说,在北宋文人的心目中,欧阳公从尹洙学“古
文”乃是众所周知的事.或许正因为如此,苏辙于崇宁五年(１１０６)撰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时才说:
公“比成人,将举进士,为一时偶俪之文,已绝出伦辈.翰林学士胥公时在汉阳,见而奇之曰:‘子必有

名于世.’馆之门下,公从之京师,两试国子监,一试礼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补西京留守推官.始

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④.其

说客观得体,故能得到当代名公硕儒的普遍赞同.客观说来,欧阳修在转益多师中自造辉煌,最终成

就“一代文章宗师”⑤,乃是极其自然的事.
第二桩公案即有关“作古文自师鲁始”的争论.严格说来,在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面世之前,

这一论题并不存在.范仲淹«尹师鲁河南集序»最早推称尹洙文章,曰:“洛阳尹师鲁,少有高识,不逐

时辈.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
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而其深有功于道欤?”此后,韩
琦撰«尹公墓表»复云:“文章自唐衰,历五代日沦浅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涂始以古道发明之,后
卒不能振.天圣初,公独与穆参军伯长矫时所尚,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词鼓动之,于是

后学大悟,文风一变,使我宋之文章,将逾唐汉而蹑三代者,公之功为最多.”⑥很显然,范、富以为有宋

“古文”始倡于柳开,然其道“卒不能振”.天圣以后,尹洙“从穆伯长游,力为古文”,矫振时风,颇为有

力.而“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遂将“古文”创作推进到了“将逾唐汉而蹑三代”的全新境界.其说着

眼于北宋“古文”演进发展的全过程,对柳、穆、尹、欧均给予了恰切公允的评价.四库馆臣所谓“有宋

古文,修为巨擘,而洙实开其先,故所作具有原本.自修文盛行,洙名转为所掩.宋之史官遂谓洙才

不足以望修,殊非公论矣”⑦.此说客观公允,值得重视.
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曰:“若作古文自师鲁始,则前有穆修、郑条辈及有大宋先达甚多,不敢断

自师鲁始也.”复云“若谓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则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前一句着眼于宋代“古文”探索

积累的漫长过程,语意清晰,逻辑严密,令人信服.后一句谓范公祭文称“近年古文自师鲁始”,对此

不宜重复再言;可否之间,态度似较为模糊.今按:范仲淹«祭尹师鲁舍人文»云:“为学之初,时文方

丽.子师何人,独有古意.韩柳宗经,班马序事.众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随.圣朝

之文,与唐等夷.系子之功,多士所推.”⑧所谓“圣朝之文,与唐等夷.系子之功,多士所推”云云,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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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洙:«河南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０９０册,第４８页.
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八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６２３页下.
曾巩:«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２９９页.
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２９页.
黄震:«黄氏日钞»卷五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７０８册,第３３６页上.
韩琦:«尹公墓表»,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４０册,第８０页.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河南集»提要,第１３０８页中.
范仲淹著,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卷十一«祭尹师鲁舍人文»,第２４２页.



有将有宋“古文”创拓之功奉归尹洙的意思.类似的说法在富弼«哭尹舍人词»中亦有体现,其词云:
“始君作文,世重淫丽.诸家舛殊,大道破碎.漫漶费词,不立根柢.号类啸朋,争相教惎.上翔公

卿,下典书制.君于厥时,了不为意.独倡古道,以救其敝.时俊化之,识文之诣.”①由此不难看出,
所谓“作古文自师鲁始”的既有说法,确实令欧阳公深感困惑.

其实,范、富诸公的说法仅仅是为了表达对已故挚友的崇敬,欧阳公奉撰«尹志»亦可效其姿态,
施以称誉之辞.然而,时为文坛领袖的欧阳修却另有“所惜”,所谓“简而有法”的“古文”评价,表明其

不愿少让于师鲁也.就人情心态而言,自赵宋立国之后,伴随着“汉唐训释之学”的衰微以及“义理”
阐释模式的确立,众多儒学大师渴望成为“宋之夫子”②.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文章”展示着非凡

的自信,另一方面又流露出唯我独尊的微妙心态;此风所系,即便自信超逸如欧阳修者,也难以或免.
早在宝元二年(１０３９)谢绛辞世之时,欧阳修在寄答梅尧臣的诗作中就已经声称:“文会忝予盟,诗坛

推子将.”③其时尹洙尚在,欧公便已自封为文坛盟主,其“夫子”心态固不难觉察.既讳言从尹洙学

“古文”事,谓“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④,复于«论尹师鲁墓志»
中有意拈出“作古文自师鲁始”一说,并力辨其非,欧公胸中究有何种深衷隐情,实不难得到清晰而准

确的理解.简言之,欧阳公可以避苏轼而“放出一头地”⑤,却不肯就“古文”一事少让于尹洙.这种隐

约而微妙的“夫子”心态,既不自欧阳修始,亦非其专擅独有;其深刻复杂的人格动因及精神内涵,已
经超越了«尹志»本身,当别加讨论.

有关«尹志»见疑见弃的深层原因或许还不止这些,所谓视角不同,所见必殊.要之,墓铭文字亦

属“古文”,其撰写过程必然会受到史学、经学乃至“古文”创作理念的深层影响.欧阳修与尹洙形兼

师友,都力主将“知古明道”与修身、行事、立言的儒道实践相结合,通过诗文创作体现“道义之乐”⑥.
而与此同时,其治学方法和“古文”特点等,又充分体现着“君子不苟同”的显著差异.欧阳公以朋友

之谊撰写«尹志»,其用心之深、寄意之诚固不可轻疑;然其叙事文字中所隐含的良苦用心,深切简短

的评价话语间所呈现的自我判断,最终却未能得到同时挚友及“后生小子”的认同,甚至招致后世学

人的质疑和责难.假使不能从经史之学制约“古文”创作的多重角度去分析把握个中缘由,则相关解

读的学理局限在所难免.本文不敢奢望任何结论,倘能以此引发学界友朋对同类议题研究的重视,
则幸莫大焉.

[责任编辑　刘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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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弼:«哭尹舍人词»,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２９册,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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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五十三«答梅圣俞寺丞见寄»,第７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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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及其当下变异

黄 金 兰

摘　要:面子、人情曾在传统熟人社会中发挥出积极的秩序功能:面子不仅可以激励人们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也可以抑制其不良行为;人情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承担着社会互助的功能,经由此种互助,人们之

间还能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团结.然而在当下,随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式微,这两种文化机制因生存土壤

的改变而出现了功能上的变异,进而产生了一种反秩序的倾向.由于评价标准的日趋物质化,面子成了种

种不当逐利行为的诱因,人们为了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甚至不惜以违法、犯罪为代价;面子运作的虚假化,

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诸多不良影响,而且易导致公共权力的腐化.随着“礼尚往来”平衡的被打破,

人情不再是社会互助与团结的纽带,甚至沦落为一种敛财或行贿的手段,充当着社会分裂的推手.曾经具

有积极秩序功能的面子与人情,何以会在当下成为秩序的破坏者? 当下社会舆论结构的变化,当是主要

原因.

关键词:面子;人情;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公共权力;社会舆论

一、面子、人情:源自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独特文化机制

一般而言,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流动性低的前现代社会,都可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一点我们

从滕尼斯关于共同体的判断便可窥见一斑.在滕尼斯的论述中,人类共同体最初体现为血缘共同

体,后来发展并分离出地域共同体,再后来又由地域共同体发展出精神共同体;其中,血缘共同体表

现为行为上的统一性,地域共同体表现为居住空间的共享性,精神共同体则表现为人们心灵和信仰

上的相依相伴① .滕尼斯的研究揭示出,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生活于各种不同形式的共同体之中,而
无论哪种形式,都能为他们提供稳定的共处空间或共享领域,通过这些共处与共享,人们之间自然而

然地可以达到十分熟识的程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传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这一判断,不仅适用

于中国社会,也适用于西方社会乃至任何其他类型的社会.当然,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传统熟

人社会与其他类型的熟人社会有着本质的差异.
为什么这样说? 原因在于,虽然传统社会大体都属于熟人社会,它们在内部构造上却很不一样.

不妨通过中西传统社会的对比来对这一判断作出说明.在西方传统社会,虽然同时存在着血缘、地
域和精神共同体,三者的重要性却截然不同;其中,精神共同体具有压倒性优势———滕尼斯强调,精
神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② .这意味着,在西方传统社会中,精神共同体的意

义和价值被格外看重,尤其是当基督教作为大一统宗教的时代,以信仰为纽带的教会共同体才是人

们最重要的结合形式.换句话说,西方社会的血缘联系并不像中国社会一般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关

　

作者简介:黄金兰,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福建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小传统的法治面向”(１６FFX０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①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５３页.

②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５３页.



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据.如所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也存

在着家神崇拜,但此一崇拜明显不同于中国的祖先崇拜.我们的祖先崇拜牢牢建基于血缘联系之

上,并且经由这一崇拜,人们对于血缘的认同被不断强化;而希腊、罗马的家神崇拜,尽管起初的确与

血缘密不可分,其后续发展却一步步地淡化着人们之间的血缘联系.据法国历史学家古朗士的考

察,希腊、罗马的宗教形式经历了一个由家内宗教到部落宗教再到城市宗教的不断拓展过程.尽管

希腊、罗马的每个家庭都崇拜自己的家神,但与此同时,不同家庭又可以相互约定共同信奉某一神

灵,进而组成胞族;不同胞族仍可以约定共同信奉某一神灵,进而形成部落;不同部落还可以约定共

同信奉某一神灵,从而组成城市①.由古朗士的研究不难看出,在古希腊、罗马,尽管起初的家内宗教

与血缘有着内在关联,但当家内宗教向部落宗教和城市宗教扩展时,血缘的重要性被不断弱化,甚至

完全被忽略了.后来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大肆扩张,又再一次从观念上淡化了血缘的重要性———在

基督教的教义里,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具有压倒性的优先地位,亲属关系相对于人神关系而言便显得

微不足道.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在西方社会,血缘联系并非最为重要.反观中国社

会,尽管偶尔或局部地域也存在着信仰共同体,但人们更看重的归属却是血缘和地域共同体;并且,
在信仰、地域和血缘三种社会联系中,血缘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无论是费孝通意义上的“差序格

局”,还是瞿同祖所说的“同心圆式的社会结构”,都表明血缘是中国人一切社会联系的起点,也是最

重要的一种社会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说,血缘不仅是中国人社会联系的起点,也是其行为指向和

人生意义的最终归宿.这一点,不仅深深蕴藏于民间观念当中,也体现在作为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

中.冯友兰曾指出,“在旧日所谓五伦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于家底伦已占其三.其余

二伦,虽不是关于家者,而其内容亦以关于家底伦类推之.如拟君于父,拟朋友于兄弟”②.可以说,
在中国传统社会,血缘被塑造为并且事实上也是人们之间最重要的联结纽带,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

关系是人们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简言之,西方传统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在于,一个强调信仰,一个看重血缘.换句话

说,西方传统社会主要以信仰为纽带联结起来,中国传统社会则主要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纽带

的不同造就不同的人际关系格局:以信仰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容易形成一种平面格局,在宗

教语境中,神灵之下,众生平等;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会形成一种如费孝通所说的“差
序格局”③———这是因为,血缘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会天然地形成人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同时,
社会格局的不同会导致人们行为取向上的差异:在平面格局中,人们易于秉持普遍主义,也即在行为

标准上对他人作同等对待;在差序格局中,人们则容易信奉特殊主义,行为标准会因人而异.关于后

一点,帕森斯曾有过专门论述:“儒家在道德上支持的是个人对于特定个人的私人关系———在道德上

强调的只是这些个人关系.为儒教伦理所接受和支持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突出的‘特殊主

义’的关系结构.”④

那么,特殊主义的行为取向,会派生出哪些具体的文化机制呢? 最主要的在于面子、关系和人

情.如所知,特殊主义的核心要义是区别对待,而区别对待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前提或意蕴:首先,它
意味着所有人在地位上并不对等,而是存在差异的,此种差异要么源于由血缘所决定的辈分高低,要
么源于由名望或成就所导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其次,它也意味着,人们与他人的社会关联度存在差

异,从强关系到弱关系再到无关系;再次,以上两点又给社会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便是如何在保持社

会关系参差不齐的同时,不至于使社会面临分裂的风险? 可以说,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着面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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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人情.首先,既然彼此地位不对等,那么,地位高的人就理应受到更多尊重———此种因辈分或社

会地位而获得的额外尊重,便是面子的最初来源.其次,人们社会关联度的差异既要求他们根据不

同关系类型采用不同的处事准则,也迫使他们在特定情形中,为了实现特定目的,必须对这些关系进

行调适与改变,而这后一点,就必然引发关系的运作,进而产生所谓的“关系学”①.再次,由地位的差

异和关系的强弱所衍生出的区别对待,容易给社会带来离心力,因此,特殊主义在强调区别对待的同

时,也强烈呼唤一种日常化的社会团结机制,而以“礼尚往来”为核心和基本规范的人情,恰恰能够承

担这一功能.因而,特殊主义与面子、关系、人情这三种文化机制和文化逻辑相为始终,很大程度上

可以说,它们互为条件,互成因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金耀基才特别强调,“关系、人情、面子是理解

中国社会的关键性的社会 文化概念”②.
在这三种文化机制中,面子和人情的秩序功能较为明显,关系虽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但其消极

意义更为显著.关系的积极功能主要体现为,在传统社会中,关系的恰当运用,有助于人们克服交往

障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普遍信任”③缺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与陌生人打

交道时难免畏手畏脚,而在特定情形中,人们又必须将交往范围拓展至陌生人———正如翟学伟所说,
“当一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遇有特别事情时,固守于他的常规网络,会使他的特别需要无法得到满足,
因为关系的范围和资源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于是他会根据特定事件的属性以常规网络为基础来

临时构成他的其他关系网络”④;正是凭借对关系的运用,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才可能顺利

解决.然而,也恰恰是这一点,为关系的钻营和关系的滥用埋下了伏笔.关系在中国社会运用之广,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关系策略之微妙和复杂,使得在中国社会演化出了一套关于“关系”的专门学

问———关系学⑤.关系学的发达及关系的广泛运用,给社会秩序带来诸多潜在的危害,核心之处在

于,它不仅带来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还容易滋生公共权力的腐败.因而,总体上可以说,尽管从最

初功能上看,关系这一熟人社会文化机制曾发挥出一定的积极功能,然而,其此后的发展却不可避免

地会引发对关系的过度钻营,进而给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也因此,在面子、人情、关系这三者

中,下文将着重就前两者的积极秩序功能展开讨论.

二、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

在心理学界,尤其是本土心理学界,对面子、人情的概念及其运行机制已有相当的讨论,此处不

作重复介绍.笔者拟主要对面子、人情在传统社会中所发挥的积极秩序功能予以挖掘.
(一)面子的秩序功能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机制,它通常是指人们因他人对自身的积极评价或特

别对待而产生的心理满足感.此种满足感所赖以建立的基础,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获得:一是凭借先

天所具有的某种身份或地位而自然取得;二是通过后天努力奋斗而赢得;三是依靠某种刻意经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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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台湾学者黄光国将中国人的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用语虽不同,表达的仍然是中国人之间关系

的强弱差异),并指出这三种关系分别对应不同的交往原则: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事公办原则(参见黄光国、胡先绥等著:«人情与

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 １１页).我们未必全然赞成黄光国的理论,但他所指出的国人

针对不同社会关系采用不同处事准则这一点,却是准确无误的.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６页.
普遍信任是相对于特殊信任而言.前者是指人们愿意普遍地相信一般人,而不论其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后者则指人们只

愿意将信任投送给特定的人,通常为亲人、朋友或熟人.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信任是一种典型的特殊信任,而非普遍信任.关于普

遍信任与特殊信任的相关讨论,可参见[美]埃里克尤斯拉纳:«信任的道德基础»,张敦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２４、２５页.

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２５页.
关于中国人的关系学及其相应的运作原理,可参见翟学伟:«关系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博得①.以第一种方式获得的面子也就是翟学伟所说的“先赋性脸面”,它依靠的是人们某些先天的

优势或地位.以第二种方式获得的面子也即所谓“获致性脸面”或“成就性脸面”,它通过人们后天的

积极进取而获得,通常体现为某种人格、成就与名誉②.以第三种方式获得的面子,实际上是一种虚

假的“面子”,它是通过做“面子功夫”③而刻意营造出来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面子的获得主要通过

前两种方式,其中第二种方式尤为人们所称道,至于靠“面子功夫”而赢得的面子,则为人们所不齿.
这意味着,在传统社会中,面子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先赋性脸面”与“获致性脸面”,而虚假脸面尽管也

能给人带来某种心理满足感,却容易招来负面评价.翟学伟指出,“当面具是用来说明外显行为和背

后自我不一致时,它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厚脸,而不是脸本身”④.
就面子的功能来说,先赋性脸面是凭借一些先在的因素而获得,因而它对人们行为本身的影响

并不十分明显;相反,获致性脸面是通过后天的努力而获得,因而它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有效的引导和

激励作用.由于完善的人格、卓越的社会成就和名望都能给人带来面子,这无形中会引领人们朝着

这些方向去努力,面子所具有的正面激励功能由此得以显现.同时,中国传统社会非常看重血缘,这
使得人们的家族观念和家族荣誉感极其浓烈,以至于在他们看来,自己所取得的成就与名望,不仅仅

是个人的,更是所在家族的———这里的家族,不仅包括当下所有家族成员,还包括已逝的祖先,以及

未来的子孙后代———这一点进一步强化了“成就性脸面”对于人们行为的激励作用.为了自身的脸

面,更为了整个家族的荣耀,人们会非常注重自身道德人格的提升,也会在社会上积极进取、努力打

拼,以不断获得成就与荣誉来为自己和家族争光.此外,生活于传统社会的人们,在获得一定的成就

或名望时,往往会通过一些义行或善举来造福乡邻,有些还会积极地投身于乡土社会的治理———传

统社会中的“绅权”很大一部分便是经由此种方式而形成,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形态,绅权在传统社

会秩序的缔造过程中发挥了很多积极的功能⑤.
除正向激励外,面子还能对人们的不当行为起到抑制作用.考虑到一个人的不良行为不仅会损

害他自己的名声,还会波及他所在的家族,为了不使自己丢面子,不让家族蒙羞,人们通常会在社会

行动中有所克制,从而有效地减少和抑制各种不利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出现.同时,一个人或一个

家族的坏名声,往往会影响到该人或该家族在整个社会中的存在状态,甚至会使他们面临社会孤立.
而在传统社会中,社会孤立是一种极为可怕的惩罚———它不仅意味着人们基本社会地位的丧失,还
意味着他们参与社会交往机会的大大减少.总体而言,面子的减损在给人们带来不良心理感受的同

时,还会使他们陷入一种不利的社会处境当中.因而,无论是基于主观感受,还是功利考量,人们都

需要积极地约束自己,以不至于做出违背基本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的行为,由此凸显出面子对人们

行为的约束作用.简言之,生活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一方面要以自己的积极努力为自己和家族挣

面子,另一方面还要有效地克制自己的不当甚至违法行为,以尽可能地不使自身和家族的面子有所

减损———前一方面是对人们行为的正向激励,后一方面则构成反向约束.正向激励也好,反向约束

也罢,都表明面子能够充当人们行为的有效调节剂,可以有效促进社会的有序化及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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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缙指出,面子“代表在中国广受重视的一种声誉,这是在人生历程中步步高升,借由成功和夸耀而获得的名声,也是借

着个人努力或刻意经营而累积起来的声誉”.参见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黄光国、胡先缙等著:«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

戏»,第４５ ４６页.
在翟学伟看来,先赋性脸面的来源包括血缘、地缘、性别、辈份、外貌、年龄、种族等;而获致性脸面的来源既包括个人的成

就、人格、名望、知识和能力等,也包括家庭亲情、礼教门风、富裕程度和社会关系等.参见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５页.
所谓面子功夫,按照金耀基的解释,是指在人际关系中,尤其是面对面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用以维护面子的一套社会技术.

参见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第１５０页.
翟学伟:«中国人的脸面观»,第１８５页.
关于绅权及其功能的讨论,参见吴晗:«论绅权»,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２年.



　　(二)人情的秩序功能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人情有两种涵义.首先,它意为“人之常情”.这一意义上的人情,既可以指

人的基本需求———«礼记»云:“何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礼记礼运»);
也可以指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推己及人式的对待他人和社会事务的态度———我们通常说做

人要通情达理,做事要合乎常情,这其中的“情”就是此意义上的人情.其次,它是指一种社会合作与

互助方式,一般通过“礼尚往来”进行维系,此种意义上的人情具有交换的属性.我们将在后一种意

义上使用人情概念,也即,此处所讨论的人情,既不是人性需求意义上的,也不是为人处世意义上的,
而是社会交换意义上的.金耀基曾将人类的交换行为区分为经济性交换与社会性交换;他并强调,
在前一种交换中,人情因素是被冻结的,也即交换是“感情中性化的”,而在后一种交换中,人情却具

有重要地位,它是作为交换媒介而存在的①.我们基本赞同他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人情在社会性交

换中的地位的判断.对于金耀基的观点,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阐释,在经济性交换中,交换的首要原

则是等价性,所谓“亲兄弟,明算账”;而在社会性交换中,保持双方关系的持久性是交换的重要原则,
在此,“把账算清”意味着交换关系的结束,因此,等价性与社会性交换是不相容的.

既然等价性不能作为社会性交换的原则,那么,这一交换形式靠什么来维系呢? 简言之,就是礼

尚往来.«礼记曲礼上»云:“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

礼也.”所谓礼尚往来,就是要保持一种施与报之间的微妙平衡,它意味着,人们在与他人进行社会交

往时,务必要做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而这正是中国文化中人情逻辑的

核心要义.也因此,在人情逻辑中,如果受人之恩,却不予回报,将被斥为“无情无义”,其结果是,此
后将很少有人愿意与之交往.须特别指出的是,在人情逻辑中,对于如何回报,是有特别规定性的,
那就是,不能等价回报;如果这样做,就意味着双方两清了,这是关系中断的信号.俗语说,“人情像

把锯,扯来又扯去”,人情就是靠着施与报之间一来一往的循环往复,实现关系的持久维续.而循环

往复所依凭的,乃是施与报之间的某种微妙平衡.如何平衡呢? 那就是,回报者的回报不能简单等

同于施予者的施予,而是要适当多出,以便产生一种新的人情负债关系———中国式的人情,就是在债

权人与债务人位置的轮番更替中得以维系.
那么,人情在传统社会中具有怎样的功能呢? 大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两种.首先,互助功能.由

于人情强调施与报之间的平衡———此种平衡一方面体现为行为要求上的有施必报,另一方面体现为

数值要求上的报大于施;因此,对于一般社会主体而言,只要置身于人情循环中,他便可以合理地预

见,自己的所施终将获得别人的所报,自己针对他人所施而给予的回报又会在他人那里转化为新的

所施,他人终有一天会予以回报.此种一施一报、一报一施的往返更替,能够在人们之间形成一条物

质上的互助链.处于此链条上的人们,在别人有需要时,会给予物质上的帮扶,同样,在自己面临困

境时,别人也会施以援手,这些帮扶与支援,能够起到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风险的作用.考虑到以“礼
尚往来”为基本规范的人情循环,是传统社会中人们基本的社会交往方式,同时,也由于人情事实上

所具有的互助功能,因而,可以想见,人情是传统社会中适用面极广、惠及面极大的一种社会互助

形式.
其次,团结功能.一个社会的团结,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实现方式.它可以通过某种超验的共同

信仰,也可以通过一套世俗的价值体系,还可以通过人们生活上的休戚与共和相互需要②.可以说,
在宗教大一统的社会中,宗教本身便足以充当人们团结的纽带———因为在宗教语境中,能够促进团

８５１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①

②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第１１８页.
涂尔干曾指出,传统社会的团结主要依靠某些集体意识或共同情感,现代社会的团结则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之上(参见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３３ ７２页).涂尔干的分析可谓精辟,基本上可以算是一

种普适性判断.当然,这一判断在不同社会和文化中,也可能遭遇特殊性.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社会团结,便不可避免地具有此种

特殊性.



结的,不仅仅是信仰,还包括教会所组织的各种宗教实践①;而在缺乏垄断性宗教的社会中,社会的团

结不仅需要依靠某种世俗的价值体系,还需要通过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相互扶助来实现.中国传统社

会恰恰是一个缺乏普遍超验性信仰的社会②,在这样的社会中,一方面,固然需要一套普世的价值体

系,以凝聚社会共识(“孔孟之道”无疑承担了这一功能);另一方面,仅有这样一套伦理体系还不够,
人们需要以社会行动的方式进一步推进和落实团结.这些方式可以有很多种,蕴含于“礼尚往来”中
的人情循环,便是一种有效的团结方式.由于人情往来是依靠施与报之间的循环往复来实现的,因
而,这一循环本身,便能将人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社会性交换的人情,明显区

别于纯粹的经济性交换,因为它在感情上并非中性化的,而是充满温情的.此种温情,蕴含于人们为

呵护彼此关系而表现出的相互理解和体谅之中,也蕴含于人们在他人面临困境时所给予的帮助与扶

持之中.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人们形成一种紧密的连带关系,从而有效地实现社会团结.

三、面子、人情的功能变异

在当下中国,面子、人情本该具有的积极功能正日渐消退.不仅如此,它们的很多功能还发生了

变异.主要体现为:面子不再能为人们提供有效的行为激励,相反,它正成为某些社会不正之风,甚
至违法、犯罪的诱因;同时,人情不再能增进社会的团结与互助,而是充当着一些不当或不法行为的

外衣,甚至还加剧着基层社会的分化.
(一)面子的功能变异

首先,面子评价标准的物质化.在传统社会中,面子的评价标准十分多元,它可以是先天的血统

与社会地位,也可以是后天的人格、成就与名望.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只是其人生成就的一部

分;并且,财富欲成就一个人的面子,还须加入某种道德考量.一方面,它要求财富本身以正当的方

式获得,所谓“取之有道”.另一方面,财富拥有者肩负着回馈社会的道德使命.这意味着,越是富有

的人,越需要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无论是赈济穷人,或是以其他方式造福乡里,总之,从社会所获得

的财富,得以特定形式反哺社会,不然,便会招来“为富不仁”的骂名.因而,总的来说,在传统社会

中,财富只是造就面子的诸多资源之一种;并且,只拥有财富并不足以给人们带来面子,还必须融入

一些外在的道德尺度.然而,在当下社会,面子的评价标准日趋物质化,财富成为衡量面子的最重要

甚至唯一的标准.与传统社会中面子评价标准的多元化不同,当下的面子标准日趋单一,财富的重

要性日益超越人格、地位和名望,成为了首要的标准,在一部分人那里,它甚至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标

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当下涌现的各种炫富行为便可窥知一斑,它所折射出的是社会中的拜金

主义和物欲横流.不仅如此,原本加诸财富之上的道德标准逐渐被剥离,以至于人们只看重财富本

身,而不问它是否以恰当的方式获得,更不问财富拥有者是否具有回馈社会的意愿和行为.面子评

价标准的单一化,以及道德因素的被抽离,无可避免地会引发各种形式的逐利行为,逐利者往往会表

现出短视和功利的一面,甚至不惜以违法、犯罪为代价.
其次,面子运作的虚假化.在传统社会中,通过做“面子功夫”而刻意营造出的面子通常为人们

所不齿,它非但不会给人们增加面子,相反,还会导致面子的减损.因此,“面子功夫”式的虚假面子,
并非面子运作的常态,而是一种病态.然而在当下,“面子功夫”却俨然成为面子运作之常态.它不

仅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还广泛存在于公共权力领域.在当下一些农村,人们为了争得所谓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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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强调,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仅包括信仰和仪式,还包括能将这些信仰转化成共同实践的组织形式———教会,这后一

因素,也是宗教区别于巫术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参见[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５０ ５４页.
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曾一度为部分国人所信奉,形形色色的本土信仰也广泛存在,但应

当说,诸如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佛教在印度社会那样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的宗教,中国基本没出现过(或许

南北朝时期是个短暂的例外).在此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超验性信仰是可以成立的.



子,往往会作出违背常理的举动,从而不仅给关系人带来伤害,还挑战着人们固有的价值观①.在民

众日常生活之外,公权运作领域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虚假面子行为.例如,各种形式的政绩工程,劳
民伤财、耗费巨资所换来的仅仅是少数掌权者的“荣耀”或“政绩”,却以牺牲民众更好地享受公共资

源和公共供给的机会为代价,尤其是对于社会弱势群体而言,他们基本的社会保障都可能成为这些

政绩工程的牺牲品.公共权力领域虚假面子的盛行,不仅会侵害到民众的利益,还可能导致公共权

力的腐化.当为政者心中所想的不再是“为生民立命”时,公共权力的运作便已偏离了其正确方向,
方向的偏移必然带来权力的不当行使和腐化.

(二)人情的功能变异

作为社会互助与团结手段的人情,在当下正发生着功能上的扭曲.首先,人情沦为一种敛财手

段.在传统社会中,人情的直接功能是社会互助,然而在当下,人情的运行早已背离了其最初功能.
本来,人情是依靠建立在礼尚往来基础上的施、报平衡来实现社会互助的,而今此种平衡早已被打

破,人们急切地想要跳出此种平衡,而使人情的运作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在当下很多

地方,尤其是广大农村,花样百出的人情名目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人情俨然成为了人们敛财的手

段.由于人人都想通过人情敛财,因而,只要有机会,便会制造出相应的人情名目,并据此获取人情

费用.考虑到人情是一种循环,因此,除非人们自外于这一循环,否则,在参与人情角逐的过程中,没
有人会是赢家.其结果便是,本来以互助为目的的良性循环,让位于以敛财为取向的恶性循环.如

此运作的人情,非但背离了其本该具有的功能,还加重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负担,巨额的人情支出,已
成为普通民众难以承受之重.

其次,人情成为变相的行贿手段.在传统社会中,人情不仅强调相互性,而且注重数值上的微妙

平衡.而今在很多情况下,人情成为单向度的输送,即便是相互的往来,人情的支付也极其悬殊,尤
其当人情一方是权力的拥有者或支配者时.此种情境,表面看起来是人情运作,实际上却是一种变

相行贿.此种行贿手段,相对于其他手段而言,更加隐蔽,因而也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可以说,
在中央出台相关规定之前,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政府官员以人情名义收受贿赂的现象广泛存在.
每逢节日或一些特定的日子(如生日或子女升学),那些有求于政府官员的人们,便会抓住机会以问

候、拜访的方式送礼.很显然,此处的“礼”,早已超出了其本来的功能与意义,而成为了行贿的手段

和权力寻租的对价.可以说,即便在中央明令禁止之后,此种意义上的人情,仍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存

在于中国社会,从而不仅助推着权力的腐化,而且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
再次,人情加剧着基层社会的分化.由于人情在当下已沦为一些人敛财的工具,因此,部分民众

不愿再参与到人情循环中.然而,自外于人情循环的结果,却是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据一些社会

学学者的考察,在当下农村,一些经济困难的人和老年人由于收入微薄,只能缩小人情范围,减少人

情往来,进而节约人情支出.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他们被一步步边缘化,在社会地位上渐趋弱势.相

比之下,那些经济上富足的人,可以不断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并强化人情往来,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

地位和更多的话语权②.这一现象揭示出,人情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分化手段,它在强化富

人地位和话语权的同时,也使穷人的地位愈发弱化和边缘化———此种状况与人情在传统社会中所承

担的团结功能形成鲜明对比.社会成员间分化的加剧,无疑给中国社会带来诸多新的不稳定因素.

四、引发变异的原因

自清末开启法制现代化以来短短百余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经历一场深刻变革,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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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媒体频频报道的在丧事上跳脱衣舞现象,据说是为了营造所谓的“面子”,然而实际上,此类行为不仅丝毫不会增加面

子,反而会构成对传统价值观的严重挑战与破坏.
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２１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６ ６９页.



熟人社会正与我们渐行渐远.这场变革最终会把我们引往何处? 根据典型的现代化理论,熟人社会

终将为陌生人社会所取代.然而,就中国社会而言,这一判断不仅显得有些为时过早,而且容易陷入

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泥淖.或许,德国学者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代
表了一种更谨慎和谦虚的理论姿态.根据滕尼斯的理论,传统社会是一种自然生长的、以血缘亲情、
地缘联系和精神认同为基础的共同体,现代社会则建立在惯例与契约基础上,它“以众多的赤裸裸的

个人为前提”①.顺着滕尼斯的这一思路,可以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主要不在于人们之

间是熟识还是陌生,而在于人们之间结合的基础和纽带.因此,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

的全然陌生化,尤其在各国现代化的具体进程中,传统的熟人社会虽然面临总体性衰落,但在某些地

方,甚或某些领域,熟人社会的影响将持续存在.
就当下中国而言,我们的熟人社会到底多大程度地存在着?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两位社会学研

究者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在贺雪峰看来,当下中国社会已然是一个“半熟人社会”.立基于对村委会

选举的实证观察,他指出,在当下农村,尽管自然村还具有熟人社会的一些属性,行政村却已经是一

个半熟人社会②.与贺雪峰不同,学者吴重庆则认为,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无主体熟人社会”.他指

出,在当下农村,由于老年人的传统权威日渐式微,青壮年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与此同时,这些

青壮年却常年生活在外,这使得广大乡村社会呈现出“空心化”的特点———他称这样的社会为“无主

体熟人社会”③.对于贺雪峰与吴重庆的观点,我们不打算从理论角度作过多辨析———尽管细究起

来,他们的论述当存在不少可供商榷之处④.此处的意图主要在于,由之点出中国传统的熟人社会正

悄悄发生改变这一事实.至于它确切地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它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无从精确

判断.这是因为,一方面,无论是贺雪峰的“半熟人社会”,还是吴重庆的“无主体熟人社会”,都只是

针对中国农村社会而提出,它们未必能够解释中国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同样是农村,也肯定存在地

域差异,尤其是南北差异,村委会选举也好,外出务工也罢,不同地区的农村,情况很可能并不一样.
再一方面,社会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人们之间的全然陌生化,而只是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因此,现
代化的结果未必是熟人社会的全面瓦解———从这一角度讲,我们无法对熟人社会的最终走向作出准

确的预判.
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仍要承认,“半熟人社会”与“无主体熟人社会”概念的提出,为我们更好地

认识当下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框架,也为我们诊断当下中国社会的诸

多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依凭.可以说,面子、人情等熟人社会文化机制在功能上的变异,很大程度

上都可归因于传统熟人社会的解体.当下中国社会,称它为半熟人社会也好,无主体熟人社会也罢,
总之,它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不再是那个生产面子、人情等文化机制并为之提供养料的

社会土壤.土壤的改变,终将使生活于其中的“作物”发生变异.
就具体的文化机制而言,文化土壤的意义主要在于,它能够提供这些机制赖以存续的两大条件:

一是用以支撑它们的社会价值体系,二是使它们得以有效运转的社会舆论传播机制.可以说,第一

个条件实为熟人社会文化机制得以存续的实体性条件,第二个条件则为其得以运行的手段性条件.
就实体条件而言,由于用以支撑面子、人情的那套社会价值,无疑属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意义上的

１６１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及其当下变异

①

②

③

④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第４８ ８８页.
相关论述,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政治学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吴重庆指出,当下农村社会之所以“无主体”,是因为作为主体的青壮年长期生活在外(春节或特定农忙时节除外),从而引

发农村社会主体缺失或“空心化”的问题;而这样的社会之所以仍属于熟人社会,是因为一方面,留守乡村的人们依旧生活于熟人圈,
另一方面,在青壮年返乡的日子里,熟人社会便可以周期性地呈现.详细论述,参见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
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相关质疑和批判,可参见夏支平:«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 ———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何永松:«“无主体熟人社会”的逻辑是什么? ———与吴重庆先生商榷»,«甘肃理论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２
期.



小传统①,尽管自清末改制以来,原有的大传统已基本解体,活跃于中国社会的小传统却仍具有顽强

的生命力.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小传统虽不如大传统那般气势磅礴,亦缺乏来自官方的有效支撑,
在延续性与稳定性方面,却往往胜过大传统.换句话说,大传统由于与官方和社会精英有着天然的

紧密关联,因而其命运也与二者休戚与共,政权的更迭、精英的失势,无疑会对其地位与走向造成影

响.相比之下,小传统则因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一般具有意识形态无涉性,其维续也并非

仰赖官方或社会精英,而是普通社会大众,也因此,受政权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这使得它可以跨越

不同政权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而保有自己独特的生命轨迹.因而,用以支撑面子、人情的那一套价

值体系,并不会因为百年来政权的更替和各种社会运动而不复存在,它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顽强地

存在于社会当中.
既然面子、人情的实体性条件依然存在,那么,它们又何以会发生变异? 原因主要在于,它们赖

以存续的手段性条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原有的社会舆论机制出了问题.与大传统之运行主要

依凭官方力量不同,小传统所依靠的乃是民间力量,尤其是社会舆论的力量.在传统的熟人社会,社
会流动性极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如不发生重大的变故,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将固守于那一方土地,
因而,在这样的社会中,主体是常在的.主体的常在意味着社会舆论对人们的评价将萦绕于个人生

命的始终———考虑到在传统社会,个人生命是家族生命链上的一环,因而,此种评价还将波及其所在

的整个家族,包括祖先、当下家族成员及子孙后代.同时,主体的常在也意味着,舆论评价会对人的

社会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一个人若失去了舆论的正面肯定,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自我感受,还
可能使其丧失社会交往中的机会和资源.此外,主体的常在还意味着,针对特定人或特定事而形成

的舆论很容易产生一种蝴蝶效应,从而使相关者面临一种集体褒扬或千夫所指的局面②.以上几点,
共同决定了社会舆论之于人们的重要性,以及舆论压力本身的强势性.在如此重要和强势的舆论面

前,人们必须审慎地安排自己的行为.因此,面子机制的运行才不至于突破社会规范为人们的行为

所设定的基本框架和底线,面子本该具有的道德维度也不容易被剥离(用金耀基的话来说,就是“面”
与“耻”不容易发生分离)③;以及进一步地,面子对人们行为的激励作用才有可能充分发挥.也因此,
人情的运作才不会偏离“礼尚往来”所蕴含的基本规定性,施与报之间的均衡及连续性才不容易被打

破,人情所具有的互助与团结功能也才能得以显现.
然而在当下,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渐解体,社会的陌生化程度不断加深,而社会的陌生化虽未

必会导致主体的全然缺席,却一定会引发主体的不常在.主体的不常在一方面意味着,社会舆论对

人们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既然人们不再固守于某一地域,那么,存在于该地域的舆论评价便不再

如传统社会那样,会对人们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舆论本身难以形成强大的压

力———由于舆论的产生及传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主体的规模和数量,因此,主体的不常在不仅

使围绕某一事件的社会舆论更难以形成,即便形成了,也很难产生一种“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
舆论重要性的降低,加之舆论压力的减轻,必然引发舆论对人们行为的“松绑”.此种情境之下,人们

虽仍看重面子(“活得有面子”是中国人自我满足的重要实现方式),但追求面子的手段却与此前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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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统”、“小传统”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罗伯特芮德菲尔德提出的一对概念,用以说明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存在着两

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传统:“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

传统,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小传

统则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美]罗伯特芮

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９５页)我们未必赞成该学

者对大小传统的具体定义,但其提出的关于文化传统的二元分析框架却能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发.
正如学者所言,“舆论压力的形成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与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

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当事人则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
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参见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读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可参见金耀基关于“面”与“耻”的相关讨论.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第１４３ １６０页.



不同:原先的审慎行为和积极进取,代之以面子功夫或投机取巧甚至违法犯罪.随着社会舆论的弱

化,舆论本身所蕴含的道德标准变得不再重要,也不再为人们所看重,这必然使原本加诸面子之上的

道德尺度逐渐松弛,人们不再过问面子是否以合理方式获得,而只是看重结果,面子的评价标准不可

避免地物质化了.为了达致这种外在的、物质性标准,人们不仅依靠施展面子功夫来营造虚假面子,
还可能以损害他人和社会利益为代价.同时,舆论的松绑也使人情的运行偏离其正常的轨道,人情

的运作开始朝着有利于每个人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人情的均衡性让位于掠夺性.并且,人们为了

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为优先的资源分配权,不惜将人情变换为权力寻租的合法外衣.如此运作

的人情,非但无益于社会的互助与团结,相反,它还会把社会带入更深层次的分化与分裂之中;不仅

如此,它还可能成为公共权力腐化的助推器.

结语:在熟人社会渐行渐远之际

面子、人情等熟人社会文化机制,曾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积极的秩序功能:作为一种心理机制的

面子,可以通过作用于人的行为而对社会秩序产生重要影响;以社会交换方式存在的人情,亦能在实

现社会互助的同时,默默推进社会的凝聚与团结.所有这些功能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传统熟

人社会强大的舆论场.然而,百年来的现代化实践,已使熟人社会与我们渐行渐远,运行于其中的强

大舆论场也日趋弱化.社会舆论对人们行为的松绑,导致附加于这些文化机制之上的社会规范和道

德尺度逐渐脱落,原本助推社会秩序的面子与人情,已完全被个人私利所裹挟.其结果便是,在当

下,它们非但无益于社会秩序的维系,相反,甚至构成对秩序的严重威胁.由于这些文化机制不可能

在短期内消逝(文化本身的生命力和惰性决定了它很难随着文化土壤的改变而立刻消失),也由于它

们曾经具有的积极功能,如何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遏制这些文化机制的反秩序倾向,甚而至于,重新

拾回其秩序功能,便成为熟人社会日渐式微之际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前文的分析已然表

明,面子、人情所出现的诸多变异,根本上源于当下社会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社会舆论的变化.因

此,欲探寻这些文化机制变异的机理,并使其积极功能得以重新发挥,我们所应着重解决的问题便

是,如何重塑一个强大的舆论场,以让原本蕴含于这些机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尺度重新发挥效力.
而对于后一问题的解答,当需另文完成.

[责任编辑　刘京希]

３６１面子、人情的秩序功能及其当下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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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问题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　佳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４日至６日,由山东大学文学院与«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文学史研究问题与方法”国际学术

研讨会在济南举行,来自海内外８０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及出版单位的１２０余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学术论文 １００余

篇.现将会议情况综述如下:

一、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与方法

孙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出,新世纪以来古典文献学的方法主动介入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选题

的扩大与方法的更新,但随之而来的诸多问题也应引起学界的关注与思考.马银琴(清华大学)对传统“文学自觉说”

进行反思,认为“文的自觉”这一命题更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史伟(上海外国语大学)通过对文学多层意涵的分

析,梳理了“文学”概念的发展演进.张同胜(兰州大学)则认为,在全球化和电子–数字媒介生态中,文学也与世界接

轨,从而作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学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转型.袁世硕(山东大学)认为,文学史的编写要在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主义为原则,注重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通过对作品的解析、诠释展现文学发展

的历史轨迹.李桂奎(上海财经大学)认为,文学史撰写应该立足于“文本”,在抒情、叙事、写人三个层面上做文章,并
注重从“互文性”视角理清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逻辑关联.范丽敏(济南大学)分析了社会学思想、理论、方法与建构中

国古代戏剧学阐释体系之间的联系.王平(山东大学)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角度变换与方法更新,解决不同

层面的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运用不同的方法.陈文新(武汉大学)认为,刘永济的«十四朝文学要略»在文

学史理念上构建了颇为严密的体系,有助于建立以中国传统资源为依托的本土阐释学;而与主流文学史的视野之异

主要体现为对民间文学、外来影响在文学史进程中的作用以及汉赋、骈文等特有文体的文学史地位.李剑锋(山东大

学)深入分析了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的文学阐释意义,认为它实质上是一篇独特的遗民言志之作.付建舟(浙江师

范大学)认为钱穆的«中国文学史»在史学家的儒家文化立场、独特的文学史观、史家个性与新文学创见、对新文学家

偏执的批判四个方面呈现出自己的个性化特征.杨遇青(西北大学)重新考察了«论语»的编纂问题,并对杨义«论语

还原»作出自己的评价.边家珍(山东大学)总结了华钟彦在«诗经»研究方面的贡献、特色与方法.

二、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发展演变研究

关爱和(河南大学)全面总结了１８、１９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演进的轨迹,而正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三位旗帜性学

者的努力和贡献,促进了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体系的建立.林香伶(台湾东海大学)则认为,龚自珍对于近代文

学影响巨大,地位崇高,许多近代学者或作家受其沾溉,继而形成一条名为“浪漫主义”的写作轨迹.赵利民(天津师

范大学)指出,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处于一个“杂语并生,多元共存”的文化生态,这形成了近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生态

平衡,也为学界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生存空间.马卫中(苏州大学)结合传统浙派诗流变谱系的建构,通过移植阐释“浙
派启变”之说,探讨了杭籍诗人朱彭所独具的诗史地位,并由此建立起乾嘉时期“杭诗流变”的演进线索.陆路(上海

师范大学)探讨了先唐诗歌流传过程中题目的变化现象及其原因和规律,为诗歌流传过程中的文本衍变提供了研究

基础.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以«晋书»为中心,分析了其文本风格对读者的影响而形成的后代关于魏晋时代的“整
体历史形象”.王培友(北京语言大学)探讨了两宋理学核心命题“孔颜乐处”的的话语意蕴、诗学表达及文学价值.

王立(大连大学)讨论了文学史中“被杀前获救”母题的中外渊源,在中古汉译佛经中是神力感应的艺术化表现,而在

小说中则生成超越狂欢的审美趣味.王昕(中国人民大学)梳理与审视了志怪小说中丰富的地下世界,并还原了其背

后的民间心态与文化情景.傅承洲(中央民族大学)通过比较中国章回小说的三种创作方式,认为文人独创最富有生

命活力,给章回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陈才训(黑龙江大学)从作者、刊评者、同一题材小说以及明清政治生

态等方面探讨了小说文本形态的“流动性”及其成因.徐大军(杭州师范大学)从戏曲史角度探讨了元代散曲的叙事

性问题.李军均(华中科技大学)分析了中唐单篇传奇的文体特征与建构价值.陈宏(南开大学)探讨了道教神祇赵



公明的形象演变与白话通俗小说相关形象之联系,以及«封神演义»的改写策略和作者用心.高日晖(大连大学)从传

播接受的视角审视了«水浒传»的连环画改编问题.曾庆雨(云南民族大学)运用阅读批评的方法对«金瓶梅»作了受

态角度的分析.刘相雨(曲阜师范大学)挖掘了«红楼梦»中婚姻习俗的文学意蕴.

三、中国古代、近代文学流派、文学现象与作家个案研究

陈允锋(中央民族大学)以«命子»诗为依据,从隐逸思想、军功荣身以及功遂辞归等三个方面考察了陶渊明与其

家族传统的关系,以及陶氏族风对他的启迪、典范作用.刘怀荣(青岛大学)从以卑微丑怪之物、地狱死亡惨象入诗及

对仙道人物的世俗化改造三个方面论述了顾况追求诗歌的怪奇美的个性特点.王琳(山东师范大学)详细考察了曹

丕«典论»的成书和早期流传、写作动机、学派归属、«论文篇»的价值、文学色彩及其对唐前子书的影响.张德建(北京

师范大学)通过对台阁文学中以快乐为中心的精神建构和作为修辞手法的抒情化表现之间关系的分析,弥补了现有

研究忽视台阁文学内外形态之间关系的不足.马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归纳出古代咏史诗人在分析历史

因果关联时所惯用的思维方法,并进而探索古代文人的思想世界.武道房(安徽师范大学)客观分析了严嵩诗歌的历

史贡献,以此论及古代权奸诗人的研究方法.王小舒(山东大学)研讨了明末蒙阴公氏作家的反拟古立场及其文学业

绩,呈现出了当时山左诗风的地域特性.李瑄(四川大学)认为,钟惺诗中对“月”的极度迷恋和细密塑造,源自他的佛

教信仰.杨玉峰(香港大学)和林怡(福建省委党校)分别以南社成员易大厂和林庚白的艺术活动为例,论述近代知识

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寻求出路,实现文化传承意愿的道路选择和理论建构.

四、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史料与考证研究

廖群(山东大学)在分析北大汉简«妄稽»俗赋性质的基础上,结合新发现文物和文献记述,揭示了«妄稽»、«神乌

赋»类似“俗讲”的赋诵传播方式.于文哲(山西师范大学)结合传世典籍与相关出土研究材料,考察了曲沃晋侯墓地

出土实物与铭文的发现对解决«诗经»研究史上有关«唐风»与«魏风»疑难问题的价值.张峰屹(南开大学)通过详考

两汉谶纬思潮发生、演进的事实,辨明了“谶”“纬”的思想观念在两汉时期由分立而化合的过程.曹建国(武汉大学)

对汉代画像材料中“玄猿登高”造型所含有的辅助墓主升仙的内涵作了文献释证与文学表现上的分析.查屏球(复旦

大学)通过比照相关史料与杜诗,对杜甫在战乱初年的行迹详加说明,订正前人注解之误,并借以阐释了杜甫的家国

情怀.许建中(扬州大学)对«九宫正始»所存元代南散曲从曲律学角度予以考察,详细论述了它在体式、功能、流传等

方面对于中国散曲发展的贡献.杨彬(东华大学)通过对«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相关材料的重新检讨与疏证,寻绎

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澄清了前人的误解.陈维昭(复旦大学)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秀才秘籥»进行了

全面考索,并以此为据探讨了该书作者仲振履别具一格的科举文论.宗千会(韩国延世大学)以朝鲜文人朴齐家所描

写清代画家罗聘的相关作品为依据,细致梳理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左鹏军(华南师范大学)通过对近现代戏曲家汪石

青的戏曲观念及其三种著作的深入探讨,为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重新作了界定.邓骏捷(澳门大学)全面梳理考

察了澳门文坛民国时期出现的“雪堂”诗社各方面的活动,为了解澳门文学提供了窗口.

五、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想研究

左东岭(首都师范大学)倡导我国古代文论研究要建立一种开放、包容、会通、系统而富于弹性的大文观,具有与

西方文论系统迥然有别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学理与经验,唯此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无可替代的位置与话语权.刁生虎

(中国传媒大学)深入探讨了庄子形神论的理论建构和艺术转化,以及它对于中国写人传统的影响.王洪军(哈尔滨

师范大学)认为,儒家以阴阳运行为准则重新阐释六经,建构了以“天地之心”为核心价值的经学观,形成了具有鲜明

儒学特色的文学理论观念.张庆利(辽宁师范大学)从文学思维、文学发展观、文学批评标准等不同角度论述了«易
传»对«文心雕龙»的理论影响.刘占召(东南大学)以«史通»的叙事理论为中心,考察了其对中国古代散文批评所产

生的影响.孙学堂(山东大学)针对研究者通常将司空图“思与境偕”说解释为“情景交融”,从司空图的诗歌创作入手

提出了质疑.张毅(南开大学)认为,元代以虞集和柯九思为代表的馆阁文臣秉承儒家传统,在诗画创作及评论中追

求一种“古雅”之美,将文艺审美引向了“温柔敦厚”与“冲淡平和”的方向.陈水云(武汉大学)以«四书文源流考»为
据,详细分析了阮元及学海堂学人群体对八股文的评批态度.孙之梅(山东大学)对晚清宋诗派开创者程恩泽与祁寯

藻的诗学异同,以及彼此之间的砥砺互动对道光时期诗风的影响,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

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规模盛大,议题深刻前沿,与会学者研究视角新颖独特,论证详实,展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平.

它进一步密切了山东大学文学院与海内外文学史研究者的联系与交流,扩大了山大古代文学学科的影响力,对繁荣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刘佳,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扬　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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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From “AbstractInheritance”ofMoralityto“CreativeInheritance”:

　 WithaDiscussionofCulturalInheritanceinaHermeneuticPerspective ChenLai
　 Throughareviewofthediscussiononinheritance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involvingFengYoulanand
otherscholars,andcombiningahermeneuticperspective,itcanbeseenclearlythatthekeytoinheritanceand
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Chinesecultureistotransformfrom “criticalinheritance”to “creativeinheritＧ
ance,”whichisaimedatmakingcontinuousdevelopmentandinnovationofChineseculturewhilemaintaining
selfＧidentityby“creativeinterpretationandpractice”oftraditionalculture．CulturalinheritanceisaunityofinＧ
heritanceanddevelopment,andtextsinhistoricalinheritancewouldbefacedwithnewproblemsandnewunderＧ
standingsineveryage,sotheirsignificancemustberenewed．ContemporaryculturalinheritanceshouldnotreＧ
mainattextualexegesis,butshouldopenthetextstonewtimesandbecomeabridgebetweenpastandpresent．
Contemporaryculturalinheritancedoesnotmeanfossilizationandsimplificationofclassicaltexts,butshouldlet

peopletodaymakecreativedialogueswithhistoricaltexts,makecreativeinterpretationsoftheuniversalmeaning
oftraditionaltextstomeettheneedsofcontemporarysocietyandculture．

ACritiqueofContemporaryNewConfuciansinMainlandChina:

　 TakingJiangQing,KangXiaoguang,YuDonghai,ChenMing,andYaoZhongqiuforExamples XiaoQiang
　 ContemporaryNewConfuciansinMainlandChinahaveastrongsenseofcontextandbelonging．TheyposiＧ
tionthemselvesasanalystsofConfucianthoughtcopingwithnewtimes,butnotresearchersburyedinancient
classics,andshowstrongappealtoapplyConfuciantheorytotherealityandevenguidecontemporaryreality．
JiangQing,KangXiaoguang,YuDonghai,Chen Ming,andYaoZhongqiuarerepresentativefiguresofthe

group．Theydiffervastlyintheirthoughts,yetallbelievethatthereasonwhyNewConfuciansinMainlandChiＧ
naaredifferentfromNewConfuciansinHongKongandTaiwanisthattheformeradvocatepoliticalConfucianＧ
ismwhilethelatteradvocatespiritualConfucianism．BeingagrowingandrelativelyclosecivilacademiccommuＧ
nity,NewConfuciansinMainlandChinaholdsimilarorcommunicatingpoliticalpropositions,andrunacademic

journals．IntodaysmarketplaceofideasinMainlandChina,whatdothepropositionsofthoseNewConfucians
mean? WhatroledoestheyplayinthepoliticalandmoralreconstructionoffutureChina?DotheirthoughtsconＧ
formtoChinasfuturepoliticaltrend?DotheirpropositionsconformtothecardinalspiritofConfucianism? How
canConfucianism welcomenewtimesandrealizetransformationalcreation? ThosequestionscanonlybeanＧ
sweredaftersystematicreviewandcriticisms．

TheGrandGlobalDebateoftheSocialHistoryofChina:

　 CenteredontheDiscussionontheHistoricalPeriodizationofChinain１９５６ ChenHuaiyu
　 In１９４８Ｇ１９７２,SinologistsinWestEuropeorganizedannualconferencesforjuniorSinologuesandheldthem
aroundEurope．Theypresentedpapers,exchangedacademicinformation,andmadefriends．Theseconferences
wereheldinWestEuropeatthebeginningandlaterSinologistsfromSovietUnionandEastEuropealsojoined．
EventuallyscholarsfromChinaandelsewherewerealsoinvitedtoparticipate,whichmadeaglobalcommunity
ofChinesestudies．ChinesescholarsincludingJianBozan,ZhouYiliang,XiaNai,andZhangZhilianattended
conferencesinLeidenin１９５５andinParisin１９５６．Theypresentedtheirresearch,introducedtheprogressof
compilingsourcesofmodernChinesehistoryinChina,andorganizedexhibitsonChinesearchaeologicalfindings
since１９４９．OneofthemostnoteworthyaccomplishmentsintheParisconferencewasthedebateonthesocial
historyofChina,whichcenteredontheperiodizationofChinesehistory．Chineseparticipantsintroducedthepe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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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odizationdiscussionsinChinabasedonMarxism,whichgeneratedveryfruitfuldiscussionsandfascinatingdeＧ
batesamongEuropeanandAmericanscholars．MostrenownedSinologistswereinvolvedinthisdebate,andeＧ
venFrenchhistorianBraudelwasattracted．Thisgranddebateshouldbeexaminedwithinthepolitical,intellecＧ
tual,andculturalcontextsoftheColdWar．Duringthatperiod,theintellectualsacrosstheglobewereinfluＧ
encedbyleftistthought．ThisgranddebatewasalsoanoutcomeoftheglobalizationofSinologyinthepostＧ
WorldWarIIera．

ShenCongwen:PersistenceonTrauma,aSpiritualPoet,andanImmatureGenius JiaZhenyong
　 TostudyShenCongwenfromapsychologicalperspectiveisanewandeffectivepathtoexploreShenandthe
originalityofhiswritings．Intheprocessofdiscovering,imagining,andconstructinghimself,ShenCongwen
formedakindofbipolarpsychologicalstructureofinferiorityandconceitinteractingwitheachother．TheconＧ
structionofhisliteraryUtopiaistheresultofcontinuousworkandanextensionofhislifeexperience,andhis
valuewasgraduallybuiltinotherwritingwithtwothemesofthecityandthevillage．ThepersistenceontrauＧ
ma,aswellashisselectivememoryandartisticreflection,arethedeeppsychologicalmotivationsandspiritual
originsofShensoriginality．AsavaliantdefenderoflocalcolorinmodernChineseliterature,Shensangakind
ofsentimentofparadiselostanddreamofreproducingUtopiathroughhispastoralelegyandhistoricalsorrow．
Unfortunately,hestoppedhispaceofdiscoveryandcreationonthewayofbuildingmoregloriousUtopiaofhuＧ
mannaturebecauseofrigidityandbigotryofhispsychologicalstructure,becauseofthedifficultyinreconstituＧ
tingtheincentivesource,becauseofthemindbarrierclingingtoabstractionandidea,andbecauseoftheexterＧ
nalinterventionaswellaslossoffreeroomforcreation．

ADiscussionofTianYuqingsMethodandStyleinHistoricalStudies ZhangGuoan
　 TianYuqingintroducedaneffectivemethodtopropelthestudiesofQin,Han,Wei,Jin,Northernand
SouthernDynasties,andhisstudiesofpoliticalhistorywithstronggeopoliticalcolorareconsideredaparadigm．
Hisresearchmethodismainlytocollectasmuchmaterialaspossible,engageintextualresearch,andenlistemＧ
ploycommentaryfromdifferentepochs．HesearchesforproblemsandclueswithhistoricalthoughtandrichiＧ
magination,comprehendhistoricalvenationputtinghimselfinothersposition,andrevealtheinternalrelations,

conflictsandchangeswithexactandtersenarration,aswellasrigorouslogicandargumentation,thusgiving
successfulexplanationstotheimportantphenomenaandeventsintheMedievalChinesehistory．HeownsanuＧ
niqueresearchstyle,aswellasaplethoraoftalent,learning,insight,andvirtue．Hehasathoroughknowledge
ofthingsWestern,Chinese,traditional,andmodern．Hisvisionisbroad,whilehismasteryofdetailandhuman
natureisdelicate,whichcausesdeepresonance．

AStudyofConfuciusIdeaofNationalitiesfrom “RarelySpeakingoftheBarbarians”:

　 WithaDiscussionoftheTheoreticalConsciousnessinEthnicStudies HuanPingqing
　 IntheambiguoussentenceinTheAnalectsofConfuciusthat“theMasterrarelyspokeofprofitorHeavenor
perfectvirtue,”theword“perfectvirtue”couldalsobeinterpretedas“barbaricnationalities．”Inthetimesof
greatmigrationandintegrationofethnicgroupsduringtheSpringandAutumnperiod,ConfuciusheldarationＧ
al,conscious,andcautiousattitudetowardthe“discriminationbetweenHuaxiaandYidi,”soherarelydisＧ
cussed“barbaricnationalities”disparagingly,whichshowedhisnationalconceptconformingtothetrendofethＧ
nicintegration,andtranscendingnationalandculturalboundaries．Suchaninclusiveandunifyingidealaidasolid
ideologicalfoundationfortheChinesenationsteppingfromdiversitytounification．Hisculturaland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onethnicproblemisstillrevealingforpresentethnic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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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theUnityofAuthorityandOrder:

　 TheMingEmperorTaizuComplexasSeenintheYangmingSchoolduringtheLateMingDynasty
LiuZengguang

　 IntheYangmingschoolduringtheLateMingDynasty,scholarssuchasYangFusuoandGuanDongming
heldEmperorTaizuofMingingreatesteemandattemptedtointerpretTaizusthoughtwiththephilosophyof
mind．TheythoughtTaizuwasasageＧkingwhocouldbecomparedtotheancientEmperorsYaoandShun,as
wellasConfucius．Inregardtothiscomparison,theypaidattentiontothreeaspects:therelationshipbetween
threeteachings,filialpietyandrites,philosophyofmindandConfucianorthodoxy．ThroughanalyzingtheseasＧ
pects,wecanfindthat,ontheonehand,theirinterpretationofTaizumadethephilosophyofmindpoliticalized
andsystemizedwhichmeansthephilosophyofmindattainedanofficialrole,andontheotherhandundermined
thestrengthofthephilosophyofmindregardingcriticizingtherealityandpolitics．Thelatteroneinparticularis
againstthespiritofConfucianism,therefore,thispointcouldbeseenasasymbolofthecollapseofYangming
School．Fromtheperspectiveofpoliticalphilosophy,theMingthinkersworshipofTaizureflectedtheirideaaＧ
bouttherelationshipamongorder,libertyandauthority．AndthiskindofideacanbetracedbacktoConfucianＧ
ismsincethepreＧQinperiod．

ATextualResearchoftheAuthorof“OnMyModestRoom” SunSiwang
　 Althoughthepiece“OnMyModestRoom”wasnotlistedintheextanteditionofLiuYuxiscollectedworks,

ithadbeenregardedasbeingleftbyhim．Sincethe１９７０s,somescholarssuchasYuBeishan,BianXiaoxuan,

andWuXiaoruwrotearticlestoassertthatthepieceusedtheallonymofLiu,makingtheproblemofitsauthor
acomplicatedcase．ThosestatementsjustreiteratetheopinionofthemonkZhiyuanintheSongDynasty,which
assumesauthenticityaccordingtoonestasteonpersonalcharacterandstyleofwriting．Therearemainlythree
reasonsforLiuYuxibeingtheauthor:first,theextanteditionofhiscollectedworkscanprovideseriesofinterＧ
nalevidencesforthepiece;second,thepoemsonthethemeof“modestroom”emergedinLiuscircleoffriends;

third,thesteleofGuanyinTempleoftheTangDynastybeingcitedisfake,andthestatementthatthepieceexＧ
cerptedfolkadagesdoesnothold．

TheQuestionableLogicandHistoricalFactsinthe“EpigraphofYinShilu”byOuyangXiu ZhangXingwu
　 ThecontroversycausedbyOuyangXius“EpigraphofYinShilu”bothreflecteddifferenthistoricalapproaＧ
chesbetweenOuyangandYinZhu,anddisplayedOuyangshistoriographicalstyleof“intentiondominatingartiＧ
cle”and“notbeingdetailedoncircumstances．”Intheessay,Ouyangsomehowshowed“pity”towardYinsadＧ
vocacyofDao,whichmightbecloselyrelatedtotheacademicdivergencebetweenthem．YinintentionallyfolＧ
lowedthestyleof“sublimewordswithdeepmeaning”,andproposedthatthecountryshould“takethestudiesof
Confucianclassicstobethefirstthing,”whichwascontrarytotheideaofOuyangXiu,SunFu,andShiJie．
ThecommentthatYinswritingswere“conciseandmethodical”especiallyrevealedOuyangssubtlementality
thathewasunwillingtoconcedetoYinonthe“ancientliterature．”

OnTheFunctionsandVariationofFaceandFavors HuangJinlan
　 Faceandfavors,twoimportantconcepts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hadpositiveeffectsonsocialorder．
Facecouldnotonlystimulategoodbehaviors,butalsoavoidbadones．Favorshelpedpeoplebuildarelationship
ofmutualaidandachievesocialsolidarity．Nevertheless,thefunctionshavechangedinrecentyearsastheacＧ
quaintancesocietydeclines,whichbringsbadinfluencesonsocialorder．Withtheevaluationsystem materialiＧ
zing,Facenowactsasaninducementofillegalandcriminalactivities,andanimpulseofpowercorruptionas
well．Withthedestructionofreciprocalbalance,favorsarenotthelinkofsocialassistanceandsolidarityany
more．Onthecontrary,ithasbeenameanofaccumulatingwealthorbribery,andtheimpetusofsocialsplit．
Andwhatmakesthesevariationshappened? Themainreasonliesinthechangeofsocialopinionfield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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